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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选译”总序



祝克懿

也许，仅仅用“高山仰止”“叹为观止”等随手拈来的修辞表达，还不能真切地表现我们初涉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时的敬畏与感佩；也许，仅仅用“博大精深”“高屋建瓴”等最易联想到的赞誉之辞，还很难充分描述我们进一步探索其精彩纷呈、逻辑严密的体系时那瞬间的撼动与震惊。从外观之，它横跨多个学科；从内观之，它多核多向，呈现为一个复杂变幻、镜像丛生的多维结构体，欲准确定位实属不易，以至于世界各地学者从哲学、符号学、语言学、文学、精神分析、社会学、政治学、女性主义、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写作学、传播学等学科背景和研究目的出发来解读这个体系，归结出不同的理论范式，描写出不同的思想体系以及随之形成的对克里斯蒂娃的多元评价与身份定位。

克里斯蒂娃是互文性理论的创始人。但她的学术贡献不仅于此，她的著述在多个学科被奉为经典、范本，她的学术思想在全球传播。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今，她的学术理念影响了几代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几乎翻译了克里斯蒂娃的全部著述，成立了克里斯蒂娃研究中心。在日本哲学家评论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译丛”和中国台湾“当代大师系列译丛”中，克里斯蒂娃的名字与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荣格、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巴赫金、巴特、拉康、阿尔都塞、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库恩等大师的名字出现在同一个学术共同体。

在美国，2012年成立了世界性的学术组织“克里斯蒂娃研究会”。2012年10月在纽约州锡也纳学院举办了首届年会；2014年3月在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举办了第二届年会。在中国，2010年，克里斯蒂娃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2012年11月克里斯蒂娃接受复旦大学最高级别的“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邀请，围绕着“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发表了四场学术演讲。

第一专题：

讲座1. 主体与语言：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

讲座2. 主体与语言：互文性与文本运用

第二专题：

讲座3. 主体与精神分析：女性天才三部曲——阿伦特、克莱因、柯莱特

讲座4．主体与精神分析：陌生的自我

前两讲主要阐释“主体”与“互文性”的互动关系，从动态的、对话的、潜意识的角度阐释文本理论；后两讲阐述“主体”与“精神分析”的相互关系，介绍个体欲望与集团规约的异质性互动问题，并以此为基础阐述她在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政治伦理等领域的思想观点，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兼容互文性理论、符义分析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的宏阔体系。该系列讲座的内容后被整理为《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2015），纳入复旦大学“人文高端讲座系列丛书”，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这是克里斯蒂娃的首部学术演讲录。在复旦访问期间，克里斯蒂娃不仅参加了“复旦大学克里斯蒂娃研究小组”的成立仪式，还欣然接受邀请，担任复旦大学主办的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当代修辞学》的学术顾问。克里斯蒂娃已将上述信息公布于她的法国官网，将中国学界的影响推向了国际社会。

至于学者们对克里斯蒂娃的多元学术评价与身份界定，完全取决于关注焦点的选定。关注其哲学思考、女性研究的，誉之为“哲学家、思想家、女性研究专家”；推崇其跨领域发展成就的，敬之为“符号学家、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学家”；欣赏其四部小说独特的创作模式和语言风格的，称之为“小说家”。斯罗文尼亚学者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维茨（Paula Zupanc Ecimovic）在《符号与象征的辩证空间——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哲学述论》（金惠敏译，《女性主义学刊》2004年第1期）中直接评述道：她“不仅被公认是西方符号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而且在文学理论、美学，在文化批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等方面也有着强劲而独特的声音”。

而国内学界，更多学者关注的还是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创始人的身份，倾力于传播与深入探讨本质上属于文本理论的互文性理论。

我们从语言学视角解读互文性理论，认为这一理论给出了一个观察语言生态的崭新视角和描写语言结构的多维视野，发掘出线性、静态、微观角度下的语言研究所不能展示的文本世界；我们还归结出互文性理论具有“宏观、动态、多元”的认知维度和由“系统、关系、层级”作为支柱构成的学科范式，确立了以“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的再认识与互文性理论的中国化”为语言学理论建设的目标。而这种“再认识”与“中国化”的建构过程，有力地帮助我们打破了已有的知识结构框架，彻底改变了过去的狭隘认知，即只知晓互文性理论源自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可实际上，一方面，前起陀思陀耶夫斯基、巴赫金、马克思、黑格尔，后至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德里达、福柯、本维尼斯特、巴特、索莱尔斯、弗洛伊德、拉康、格雷马斯、阿兰·巴迪乌，特别是中国哲学家张东荪，其相关思想都伴随着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形成。而互文性理论正是在这些学者思想的养护浇灌下不断完善，形成了内蕴丰富的多元性特征。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娃创建的互文性理论虽本质上属于文本理论，但其学术思想被跨界运用到文学、符号学、语言学、心理学、女性主义、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形成这些学科范式下的分支理论和范畴理论。不言而喻，由于互文性理论具有源自哲学、符号学的宏阔学术视野，其精锐思想和前瞻意识也确实对多门学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研究实践的启迪。借鉴其邻近学科、相关学科多源理论的强有力支撑和反刍其他学科的多领域性，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先在欧洲，后在美洲、亚洲形成了相当的学术影响力，也成就了她在世界各地的卓著声誉。

至此，我们产生了一种直觉，好像我们直面的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体系不仅只有互文性理论这一棵独立生长、枝繁叶茂的大树，它更像一片蓊蓊郁郁的森林，而且不知道哪里是中心，哪里是边际。要走近克里斯蒂娃，要走进其学术思想体系这片森林，我们就不能只从一棵树（互文性理论）而应该从一片森林（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整体观来考虑问题。

我们曾尝试从五个方面来读解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克氏人生镜像和法国学术思想编年史的半自传体小说《武士》；中国哲学家张东荪中西哲学理念对克氏互文思想形成的影响；克氏与巴赫金互为成就的关系；克氏学术思想对索绪尔、本维尼斯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传承与创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克氏的互文研究开辟的新天地。通过这五个方面史实的挖掘，力图从理论来源的角度论证互文性理论是一种不断创新发展、内蕴丰富的多声构成。（参见《互文性理论的多声构成：〈武士〉、张东荪、巴赫金与本维尼斯特、弗洛伊德》，《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

顺势推进，我们又尝试将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分为三个阶段，整体考察其源起与流变：互文性理论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初期）、符义分析阶段（20世纪70年代）和精神分析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三个阶段的研究看似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模式，实则有一条全面贯通的脉络：符义分析是对互文性理论的深化和升华，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动力支持，而精神分析阶段的研究则是以符义分析思想为据点向整个人文学科的发散。通过梳理克氏思想的发展轨迹，从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的双维视角复原学术语境中的克里斯蒂娃，从多学科视域中探索其理论思想的全貌，为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的多元思维特征提供了又一理论依据（参见《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的发展流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我们还通过多个选题、从多个角度对学术思想体系的“多元性特征”进行多重考量。基于这种考量，我们认为：“多元”应该是互文性理论未被提取而与“互动”并列的思维特征，它们是支撑起互文性理论体系的支柱与核心。我们进一步推论：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体系也是以“互动”“多元”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互动”特征（“符号”“文本”“主体”“意义”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特征等）已经广为证明；而“多元”特征还未得到深刻认知和充分论证。“多元”特征首先体现为它是构成多元的一片“森林”，这片“森林”是一个克里斯蒂娃学术“树木”的大荟萃，是众多学者精粹思想参与构建的大体系。哲学理念指导着思想分析的方法，由互文性理论牵头，符号学理论、语言学理论、文本理论、精神分析作底，女性主义、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传播学等交融其中。森林的名字叫人文学科，互文性理论是母体，其余理论是母体繁衍出来的子体。其学术生态就这样在三个层面清晰呈现：

底部——克氏理论的人文学科的基础，盘根错节的根系四处延伸，广泛吸收营养，有的交叉渗透至自然学科的领域（如数论、拓扑学等），但都深深地扎根于人文学科的土壤之中，交融为一体。

中部——克氏理论的主体，主干茁壮，互文性理论、符义分析、女性主义等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体系，都有代表性著作支撑，但都围绕着互文性理论这个中心，其理论基础——根系，交织着人文学科多种类型的融汇。

顶部——由克氏的42部著作、百余篇文章等语言文字符号体系建构起来的学术思想体系，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富有强盛的生命力。

这片森林的后部还接续绵延着一片又一片广大无垠的森林，那是她成长的那个杰出思想激流勇进的伟大时代中那些杰出学者的学术高地，是一批又一批后起学者创造辉煌的学术领域。

我们有走近克里斯蒂娃，穿过互文性理论这棵“树木”走进那片“森林”的学术愿景。许多学者披荆斩棘，已经撞入森林的深处，收获了颇多的惊喜。据统计，21世纪以来，以“互文性”为题的论文千余篇，译著、专著数十部。而我们感觉好像还盘桓在森林的边缘，还没找到通达中心的有效路径。因为克里斯蒂娃等学者的著述主要由法语写成，中国的教学与研究又是以英语为主要语种的体制，所以我们接触到的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的资料或者是中国学者译介、研究的资料，连其代表性理论——互文性理论的核心理念也是通过中国学者的已有研究来了解，无力去把握克氏的思想脉络和体系。于是，直接从原著中汲取理论精髓就成了我们翻译经典的动力。

2009年，得益于台湾辅仁大学陈永禹教授的援手，我们得到了一批由哥伦比亚大学翻译成英语的克里斯蒂娃的文献资料，并将其首创互文性理论的代表论文《词语、对话和小说》（《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4期）翻译成中文。更属一种机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孟慧丽博士得知我们拟将克里斯蒂娃的语言学专著《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翻译成中文后，即向她的师兄——复旦大学出版社新闻政法编辑室主任章永宏博士推荐了这个项目。非常幸运的是，章永宏博士是一位极具前沿意识、又非常有学科建设理想的出版人，翻译出版一批克里斯蒂娃原著的计划很快拟定。

2012年11月9日，时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与克里斯蒂娃教授会晤，正式确定了翻译出版克氏的三本原著（《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克里斯蒂娃自选集》）；孙晶总编辑为这个项目申请到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的出版资助；有幸的是译丛还得到了法国驻华使馆翻译中心“傅雷图书资助出版计划”的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著名翻译家史忠义先生，史先生在瑞士共同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美国丘博保险集团公司资深程序分析师马新民先生，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讲师赵英晖女士以高度的热忱、科学的精神迎接高难度的挑战，完成了翻译工作；责任编辑余璐瑶女士又以她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完成了极其复杂的编辑工作全过程。

我们从克里斯蒂娃的42部学术著作中遴选出《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和《克里斯蒂娃自选集》译介给读者，一方面出于读者可以整体把握其理论体系的考虑（我国克里斯蒂娃早期学术著作翻译介绍缺失，中后期翻译成中文的只有涉及文学批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方面的六部）；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三部著作自身的经典性、代表性，集中映射了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由语言学—符号学—人文学科全域发展的路径；当然也有彰显克里斯蒂娃符号学家、语言学家身份的考虑。克里斯蒂娃最初踏上学术征程，正是从语言学思考开始的：她传承了罗兰·巴特等学者建构的文本理论体系，充分运用“文本”这个区别于结构主义静态观的动态理念，从互文性文本分析出发，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术语和研究范畴。她批判性地解读结构主义语言学，将关注的焦点锁定于探讨语言的意义。为了探索语言意义的极限，她以博士论文为中心展开系列文学语言的研究，引出了语言意义的生成问题，并结合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将语言学、符号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精神分析、哲学、女性主义、社会学等众多领域。

《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出版于1969年。出版其时，学界正是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由语言特征出发的法国结构主义当时尚不了解俄国形式主义大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克里斯蒂娃将巴赫金引入法国，由此生发出互文性理论，并在论文集《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的论文《词语、对话和小说》中全面阐释了互文性理论。在论文集中，克里斯蒂娃以文本为核心概念，视文本为超语言的装置，提倡将超语言的生产性的文本当作研究对象的新符号论。从出版时间、理论的前瞻性、系统性方面看，作为克里斯蒂娃的首部专著，《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毫无疑义地占据了学术思想体系中开端作兼奠基作的地位。

《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作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同年出版，时间稍晚。在书中，克里斯蒂娃通过对西方语言思想作系统的历时梳理，在肯定结构主义语言学历史功绩的同时，指出了它的局限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抽象方法将社会历史和语言主体排除在研究之外，因而无法直面语言的意义和个体的语言经验，无法揭示语言的本质。由此，克里斯蒂娃从精神分析、语言实践、符号学三个方面构想了能向主体和历史开放的新语言学的面貌，实现了对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超越。此书虽属四十多年前的语言理论阐释，但读来全无过时之感，思想火花随处烁动、语言智慧时时闪现。

如果说《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通过梳理西方语言学史为语言研究的发展找到了方向，那么《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就反映了作者通过符号意义及其生成过程的学术思考朝这个方向所做的竭诚努力。互文性理论、符义分析方法、诗歌语言理论等一系列克里斯蒂娃的著名思想都见于此书。从这里，可以隐约得见她日后广博思想的雏形。

与前两部著作不同，《克里斯蒂娃自选集》中的论文汇聚了作者从《恨与谅》（2005）和《时间的冲突》（2012）两本文集中选出的九篇论文。论题涉及精神分析、美学、文学批评、符号学、语言学、文化学、女性主义、宗教学、社会学、艺术史等诸多方面，覆盖了她学术人生的几乎全部思考领域。从出版时间看，《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语言，这未知的世界》代表着作者的学术起点、前期成果，《克里斯蒂娃自选集》则代表着作者最近的、最新的思考；从选题的丰富内涵看，此书还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对读者的关爱，即《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读本》译丛要满足所有学科读者的阅读需求。此书鲜明地体现了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的深邃广博，读来如同享用一场思想盛宴。虽然这些论文横跨多个学科，但都贯穿了克里斯蒂娃从早期符号学思想中发展而来的基本理念：抽象结构不能取代个体经验，人类实践强调个体异于常规的特质及个体对结构的反抗。拒绝抽象结构的压制，人文学科的研究要从个体的鲜活经验出发。

正是为了完整体现克里斯蒂娃“语言学—符号学—人文学科”的学术轨迹，帮助致力于克里斯蒂娃理论研究的海内外学者从其思想发展的“森林”中得到启示，促进学术思维的转型与创新，我们遴选了上述三本著作进行译介。

今天，符号和数码普遍化，全球已进入了网络化时代。人类的思维方式正在改变，以“互文本”为特色的超语言装置正在全面促动人类交流模式的重新塑形。克里斯蒂娃和巴特、德里达等一批学者在四十多年前的纸媒时代就规划了电子时代的文本发展空间，并超越时代地预见了这个更加注重体系性、关系性、空间性的符号时代的来临。克里斯蒂娃在1978年重印《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的“序”中断言：“这个时代充满着科学前景，但也机械地压制着团体和个人的能动性。说赋予人的唯一自由就是与符号一起或反对符号的不可预测的、惊人的、奇特的游戏。”综观我们今天拥有的学术范式和描写机制，面对当下多元时代符号文本的异质性，我们显然缺乏深入系统的把握和足够的解释力，亟需导引他山之石来论证先驱学者关于广袤文本世界的理论诉求，回答有关文本现象的实践问题。这也许正是我们推出“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选译”的当下意义。




译者序






符号学的得与失






——从几个关键词谈起





一、符号学旅程的简要回顾



“符号学的得与失”这个题目太大，故以副标题“从几个关键词谈起”限定之。但这几个术语又是符号学生命攸关的关键概念，所以主标题又对它们有所提升。另外，拙文还可能涉及几个独立的学科，它们亦可以从属于符号学，题目小了便无从谈起。

符号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索绪尔在1916年发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提出来的。索绪尔当时已经提出了更应该属于符号学的概念signifiant
 和signifié
 ，即“表意手段”和“表意对象兼表意结果”。后来这两个概念被语言学先用了，通译为“能指”和“所指”。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复量”（paragramme）概念。“复量”概念是巴赫金“复调”概念的先声，遗憾的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整理者、索绪尔的学生兼同事夏尔·巴伊（Charles Bally）未能充分论述索绪尔的这一思想，中译本的译者未必准确把握了这个概念。李幼蒸先生在没有语境、未读原文的情况下把这个术语译为“副语法”显然属于误译
 

[1]



 。这个概念的发现，说明笔者在《从对话原则引出的双重思考》里的下述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上述20世纪初出现在现象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阐释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对话思想或对话现象的例子，使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论：一、对话理论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对话的真谛即泛对话。我的意思是说，对话是各种学科、各种领域的普遍现象，绝不仅仅发生在小说体裁范畴之内。当然，巴赫金的功劳是巨大的，是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对话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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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皮尔斯也有符号学的萌芽思想。

20世纪60年代起，罗兰·巴特、朱莉娅·克里斯蒂娃、A·J·格雷马斯、热拉尔·热奈特等人，从不同但又比较接近的渠道，在法国真正开始了符号学研究。罗兰·巴特于1964年发表了《符号学原理》一文，1985年结集出版了《符号学的机遇》（L'aventure sémiologiq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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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符号学原理》后来出了中文的单行本。这是他研究符号学的两部主要著作。其他多部著作如《时尚体系》（Système de la mode
 ，1967）、《S/Z》（1970）、《文本的乐趣》（Le plaisir du texte
 ，1973）、《叙事诗学》（Poétique du récit
 ，1977）、《符号的帝国》（L'Empire des signes
 ，1970）、《明室》（La Chambre claire
 ）、《艾菲尔铁塔》（La Tour Eiffel
 ，1989）等，都有显著的符号学研究的影子。《符号学原理》从四个维度即语言与话语、能指与所指、范式与系统、外延与内涵的区分方面阐述符号学的基础知识。《符号学的机遇》一书除了《叙事结构分析导论》和《旧修辞学——记忆术》属于原理性阐述，其他文章更多的是符号学方面的分析实践。罗兰·巴特的特点是高屋建瓴，简练，善于总结，几乎总是站在旗手的位置上。笔者以为，他的符号学思想大概与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最为接近。索绪尔当初可能也是想开发、总结出若干最有概括性的概念，作为符号学这门学科的支柱就行了，可能并没有想搞出那么多数学公式来。

格雷马斯是巴特的朋友，是他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介绍罗兰·巴特阅读索绪尔的著作的，从而开启了巴特的理论探索之路。格雷马斯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词汇学和语义学。1966年，他在巴黎举办了“结构语义学”的讲习班，重在探讨方法论。这个讲习班和格雷马斯的这部讲稿培养了后来在法国逐渐鹊起的一代理论家。格雷马斯的讲稿是自成体系的，他创立了语义学这门学科及其方法论。格雷马斯的特点是低调、厚重、深邃，善于做系统性研究。80年代中期，当陈述诗学在法国学术界兴起，主张以动态的学理关系代替结构主义包括结构主义语义学的静态关系时，格雷马斯没有与之争论，他明白学术领域后浪推前浪的道理，默默地继续自己的学术耕耘。蒋梓骅译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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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收录了这位学术大家1947—1998年的著作目录（格雷马斯于1992年去世），让我们一睹他的风貌。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是罗兰·巴特的学生，一代才女。她来自东欧的保加利亚，熟悉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也了解巴赫金的思想。她思维敏捷，善于发挥自己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学识渊博，思想开放，追踪前沿。由于她是巴特之外论述“文本”概念最多的学者，又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的概念，用它来阐释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又由于她提出了符义分析（sémanalyse）的方法论和“成义”（signifiance）以及“成义过程”（procès de signifiance）的观念，还由于她阐述了索绪尔的“复量”概念，她在符号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研究主要体现在《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Sèméiotikè，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和《小说文本，某种言语转换结构的符号学方法》（Le Texte du roman，approche sémiolog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le
 ）两本书中。

热拉尔·热奈特的特色是成就了经典叙述学。他大大扩展了美国学者布思和巴特关于叙事规律的研究，集合了当时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大大发挥了个人的创造力，他是经典叙述学的集大成者。叙述学既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热奈特的特点是淡泊名利，思维缜密，想象力强，创造力强。从学科的实际影响力来看，叙述学大概是影响最广泛、最扎实的学科。西欧若干国家的小学教育，大概从五年级开始，学生是要学习叙述学的几个最基础概念的，就像稍前刚刚学习的基础语法概念一样。中学要逐渐扩展叙述学知识。大学文学院的学生都要进行专门的叙述学训练，这是理解叙事的基础。经典叙述学很快传遍全球。热奈特后来还提出过一系列文本概念，并围绕其中的这种或那种概念，进行过若干年的专门研究。他被其他国家一些学者视为法国形式研究方面最杰出的学者。

自这些开创者开始，符号学的范围在逐渐扩大。罗兰·巴特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过广告、城市规划、医学等，同时期的法国学术界还出现过电影符号学、绘画符号学、时装符号学等。但奇怪的是，符号学研究出现过词典，把所有研究热点和出现的新词都收进去，但似乎却没有出现过一部比较统一的教材。不像语言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那样，每隔几年就出现一部新的教材，在先前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这大概就是符号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庞杂，涉猎面宽广，却难以总结出各学科和大部分学者都接受的基础知识，这一点是有违符号学的初衷的。

符号学传到中国以后，也拥有大量的知音。李幼蒸、张智庭等人翻译了一些符号学的专著。叙述学的研究自然最热门，成果也最丰硕。全国每个省和每个中等以上城市，都有叙述学的研究者，涌现了像申丹这样国际知名的叙述学研究专家。申丹还大量介绍了英美的后经典叙述学研究成果。法语国家的后经典叙述学研究也有大量成果，但鲜有介绍。傅修延专注于汉语言文字特别是古汉语的叙述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四川大学赵毅衡的团队编辑了一份电子版的符号学研究专刊，不时刊发一些符号学方面的研究信息和成果。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也扩展到绘画、摄影等多种领域，甚至也出现了符号经济学。但一个共同的现象是：我们没有符号学教材。笔者知道有些学者曾经向学生开设过符号学课程，编有符号学讲义，但那类讲义是很个性化的阐释。符号学研究中也有“走火入魔”的现象发生，例如有人提出“脑文本”“精神文本”等概念，自以为是创新。学术界有大量更有价值的研究值得去做，为什么要钻这种牛角尖呢？“脑文本”或“精神文本”是看不见的，如何去界定、去证实它的存在并进而进行分析呢？



二、文本理论的得与失



罗兰·巴特1973年为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书写的“文本理论”词条是法国20世纪60年代真正兴盛起来的符号学的纲领性文件。这篇文章把文本方面的几个关键术语的提出和论证都归功于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文本理论提出的第一个功绩是从认识论方面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表意实践活动。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等人认为，在我们看到的表面文字即现象文本的背后，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无始无终的意义生殖空间，谓之曰基因文本。意义的生产力和生产活动、成义活动就发生在这个空间里。这个空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犹如考古中搞一个纵切面，人们可以从纵切面上看到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痕迹和地质层。在文本这个空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意义生成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层面。因而文本是一种多义空间，多种可能的意义交织其间。这样，成义过程就与意指概念相区别，文本与作品相区别。意指和作品属于产品、陈述文和交际活动范畴，而表意工作、文本、成义过程则属于意义生产、陈述活动和象征活动范畴。意指和作品的主体是比较明确的，而意义生产的主体则是裂变的、雾化在整个成义过程中、整个历史中。

文本理论的第二个功绩是，由于不再把作品视为单纯的“信息”和“陈述文”，而是视作永恒的生产过程，视作陈述活动，文本理论趋向于消除文类间与艺术间的分野。用巴特的话说：即“成义过程是工作中的文本，它不承认言语科学强制划分的领域（这些领域可以在现象文本层面得到承认，但却不能在基因文本层面得到承认）；成义过程是言语未确定性时隐时现、捉摸不定的微光，依稀存在于作品的所有层面：存在于声音之中，声音不再被视作专门确定意义的单位（音素），而被视为冲动运动；存在于义素之中，义素较少语义单位的性质，更是种种联结之树，并被内涵和潜在的多义性带入一种普遍化的换喻之中；存在于义群之中，其中互文性的冲击和回应比正统意义更重要；最后还存在于语篇之中，其‘清晰性’被不同于纯粹直陈式逻辑的某种多重逻辑所超越或所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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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画实践、音乐实践、影视实践等，所有的表意实践均产生文本。旋律也是一种文本，远甚于一种音乐类型，它是纯粹肢体能指的和声与语言的混合等。文类分野的消除便于打通，从跨文类的整体视野认识表意实践。

文本理论的第三个功绩是，提出了“互文性”概念。互文现象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历史的、也是永恒的现象，但是人们对此一直没有明确的意识，“只缘身在此山中”。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作品，所有的作品、所有的文本、所有的表意成果其实都是互文性的编织，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对话主义、对历史传承性和横向关联性以及人类文明和文化未来前景的认识。广言之，任何试图割裂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之关联、任何试图彻底埋葬传统文化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类的任何创新都以先前的成果为基础。互文性也从根本上论证了泛对话主义的真实性。

文本理论的第四个功绩是，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领域，提升了一个新的认识对象的地位，即阅读。传统批评的基本兴趣或者是作者其人，或者是作品制作的规则和规律，一向轻视读者。文本理论认为在意义生产范围，阅读与写作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读者与作者同样参与书写。“在真正的阅读中，读者是一个不让须眉、一心想写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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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理论的提出对同时期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理论和读者阅读理论给予了一定的启示。如今，读者的主动性几乎已经成了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文本理论的第五点功绩是，大大扩展了书写概念，把创作变成了书写，批评也是书写。罗兰·巴特甚至妙趣横生地说，批评家不再存在，只有作家。这种观念对于破除创作神秘感，让创作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就认识论而言，文本理论的提出是人们尤其是学术界思想的一次大解放。

笔者以为，文本理论本来应该与作品理论并存，它们本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但40年来的写作实践、批评实践和阅读实践中，却逐渐出现了以文本观取代作品观的基本倾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些稍嫌消极的现象。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左传》里有“和而不同”的古训，可以用来理解文本理论与作品理论虽然不同、但却可以和睦相处的愿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很不相同的思想体系却能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取长补短、相互理解的现象应该给我们以启示。然而西方思想传统中二元对立和思维一定要极端的倾向，对于文本观取代作品观的基本倾向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罗兰·巴特所说的“它（文本）毁坏交际的、再现的或表达的语言”，“多义性、对话性、愚弄并挫伤内涵的空白写作与阅读关系和发送者与接受者关系的持续颠覆等，是一种向构成我们日常社会性的主要类型如感知、理解、符号、语法甚至科学发起严重挑战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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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现象，就是上述二元对立传统的体现。

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一是文本的碎片化现象，这种现象取代了作品和叙事的完整性。因为三言两语或者一个片断都可以是一部文本，于是碎片化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种碎片化现象，克里斯蒂娃和巴特都有论述，《文本理论》中说：“种种规约碎片、格式、节奏范式、社会言语之片断等，进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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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没有明确强调应该区别对待碎片化与完整性，反而有倡导之嫌，后来的社会风气中有他们的影响因素是不言而喻的。

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二是主体的虚无倾向。本来文本是有作者的，不过这个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历史进程中的无数人。如上所述，他们被雾化在漫长的成义过程中，但这不等于语义和文本没有主体。对此，克里斯蒂娃和巴特也都有论述。但是，他们的另一些说法，却导致了人们的错误的或至少是模糊的理解。克里斯蒂娃说：“基因文本既非被结构物，亦非结构材料，它不认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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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兰·巴特说：“成义生产是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文本‘主体’由于离开了‘我思故我在’型自我的逻辑而步入其他逻辑（能指逻辑和矛盾逻辑），与意义发生冲突且自我消解（‘自我迷失’）；成义过程直接区别于意指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种工作，但不是（未受触及和外在）主体试图驾驭语言（例如风格工作）的那种工作，而是主体透过这一过程发掘，发掘一旦自己进入语言（而非监控语言）、后者如何作用于主体并消解主体的彻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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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说法都容易导致误解。加上罗兰·巴特那句“作者已死”的名言和人们对19世纪圣伯夫所倡导的传记批评的逆反心理等因素，批评中忽视文本主体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三是，“能指的无限性”和“游戏”说导致了对生活的脱离。其实，意义的生产、成义过程，是在历史长河的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意义都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留下的痕迹。意义不是空穴来风的。离开了主体们，离开了绚丽多姿的生活，文本生产就变成了单纯物质性的符号游戏。这是现当代文学创作和文本分析中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文本理论》一文说：“……而建立另一种体积庞大的、既无底层也无表面的语言，因为其空间不是语象、场景和环境空间，而是组合游戏的立体空间，一旦我们走出日常交际（受舆论和常规制约）以及叙述真实或言语真实的限制，上述组合游戏就会无穷无尽”；又说：“其实，不知疲倦工作的是文本，而不是艺术家或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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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话对上述现象的蔓延似有推波助澜之嫌。

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四是去价值化。西方传统的作品观崇尚崇高，中国传统的作品观崇尚真实。真善美是各民族文学作品追求的共同价值。“文本理论不以为有责任遵守‘好’、‘坏’文学的习惯区分；文本的主要标准有可能至少孤立地存在于被高雅的、人文主义文化（其规范由学校、批评界和文学史界等确定）所摈弃或所鄙薄的作品里；互文文本、文字游戏（能指游戏）可能出现在很通俗的作品里，成义过程可能存在于传统上被排除在‘文学’之外的所谓‘谵妄’文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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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好”“坏”的区分，似乎最主要的是作品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分。在一个愈来愈商品化、物质化的社会里，作品的审美价值取向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于世界和平，对于人类本身的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放弃引领人们行为导向的审美价值的取向，很容易产生社会的混乱局面。当代文学创作中忽视价值取向的现象，与文本观的广泛流行，似有一定的关系。

文本分析是多元的，作品分析其实也是多元的。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一书中提出了符义分析的方法论，以显示符义分析与文学符号学和作品分析的区别。据罗兰·巴特说：“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对精神分析的参照与否，符义解析参照精神分析，文学符号学则不参照精神分析（它仅对陈述文分类并描述它们的结构运行情况，而不关心主体、能指和他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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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凸显符义分析的特征时，克里斯蒂娃较多地引用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也引用了《道德经》和印度的《梨俱吠陀》，还引用了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和索莱尔斯的《数论》，引用了西方的逻辑律，引用了马克思等。看得出，文本理论其实是一种先锋派理论，它的背后有着这个时代法国学术界崇尚差异、崇尚后结构的影子。

克里斯蒂娃在引用微积分、逻辑率和数论分析诗歌文本时，得出了不少公式。后来她又把这类方法引入了小说文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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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认识论的维度看，这类分析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和认识方法。但从审美体验的角度看，这里的跳跃似乎稍嫌频繁。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是文本理论方面的纲领性文本。译完这部文本后，笔者写下这篇拙文，意在从40年的文本实践中做一点总结，以期对文本理论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对于符号学未来的发展和新观点，我们仍将持很开放的态度。

史忠义



2014年4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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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换激情



现在以简装本形式出现在您面前的这本书汇集了当时一些边缘的或前卫的关注，这些关注如今已经普遍化了，但并未因此而透明化。

说人类社会是一个符号的社会——结构主义早已论证了这一点，而现在的计算机传输技术找到了计算它们并无限复制它们的手段——引导符号学走向它的技术上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充满着科学前景，但也机械地压制着团体和个人的能动性。说赋予人的唯一自由就是与符号一起或反对符号的不可预测的、惊人的、奇特的游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已经喻示了这一点，而挑战精神病并把这种现象及其原因视为神秘主义的当代艺术不停地肯定这一点，或多或少揭穿了种种思想体系的建制性力量。说意识的最终决定作用属于生产和商品交易范畴，继承了狭义理性论的马克思主义见缝插针地如此重复，越来越多地赋予另一种人类学社会学以地位：从社会契约和神圣性的基石中看到了凶手的人类学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此后即倾心于把它们放在一起来分析，在关注宗教的同时，愈来愈关注屠杀。

我刚刚展示的可以编织成无尽网络的线索既不消失在不可企及的天际，也不渴望覆盖全部奇思妙想。

我以两种名义重温它们。

首先，因为它们构成符号学探索的方法论信息。符号学探索一旦离开枯燥和令人放心、但却如此深陷实证主义之后，就进入了这样的方法论；还因为主体问题出现了，符号体系是主体的生命线。

其次，因为文学是这种探索的动力和突出对象。作为各种神秘活动中的实践之一，面对影视洪流又显得那么原始，然而如果我们阅读表述其性质的文字时它又是那么的强大：可以把任何主体经验的无限形态变成本是的唯一的、不可为而为之的正名行为。由语言构成，但它的横空出世又不能压缩为语言活动和语言类型；揭示了潜意识，但又傲视可以归结为精神分析类转移的摩西行旅；不啻社会调和的X光照相术，但又完全不受它的约束；崇高与乞讨、不受人尊重与给人以合法地位、戏谑与严肃并存，人们以为适合于其涌现的“书写文字”一词其实消解、损害、平庸化了它的才华。

事实上，这是西方的一种特殊言语，可能是由基督教徒们奠定的，而现代作者们把它引向了叙述逻辑或语言逻辑的微观结构，但是它依然保留着建立时的基本特征：通过其作者及其阅读对象们所希望保持的简单约定而发挥某种行为效果的一种话语，拥有如此这般的象征功能。倘若任何符号都是它所代表的被抛弃的、缺席的或扼杀的事物的残余生命，那么作为它们之绝对愿望的文学就是承载着对生命、对代替种种焦虑、对越过各种危机的最令人敬佩之肯定的某种言语。

倘若以为无法理解的事不是某种先验给予或某种不合逻辑的经验，而是毫无羁绊、最勇敢地跳出了那些细微如丝和不易察觉之种种结构的艺术作品——这是人们的思考所发现的，那么今后就再也没有配得上敢于面对作为任何意义之源泉的这种不可理解性的意义理论了。

人文科学，尤其是符号学，与文学的会合更多地标志着这些科学巨大力量的失效，它们在揭示文学逻辑及其主体方面显得那么的渺小。

但是，各种元语言面对文学的这种考验意味着，诞生于同一文化的文学和元语言承载着它的标志，那么只要人们分析它的根基，元语言就可以停止其作为一直存在于那儿的符号的死亡清册的身份，而被同样激发文学文本的生命之痛所震撼。

我深信，时间只会加重我在客居异乡和发现思想与某种政治前景之机遇的青年时代的狂热中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意义。诚心诚意的读者将从中发现如今若干强大思想（或者人们已经掌握的思想）的宣示和前提，我以为，大概只有可能熟悉那个时代和涉身现代艺术经验的人才能昭明那些尚处于潜伏状态的喻示。时间，体现环境的时间，并不影响驻足于这部书稿中的正名逻辑的深刻生命。

我今天是否就以更个性化的、更具文学雄心的公开身份而写作呢？有这种可能，但是它承载着某种幻灭的调适的痕迹，不是某种斗争和某种抵抗的痕迹（它其实产生了前者）。须知——而我希望这是读者从这种符号之旅中谨记的存在思想之一——分析意义逻辑的人不可避免地知道，真理存在于抵抗确立的地方。只要存在一个足以热情洋溢的人微妙地重复真理的话语，这种真理就会不时地开拓它的道路。“某种批评的诚实性没有意义；所需要的，乃是没有羁绊的激情，激情换激情。”（亨利·米勒）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1978年6月




文本与文本科学





一



正是事后，亦即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对言语的信念传播了巨大的错误。

——尼采：《过分的人性》（Humain trop humain
 ）

……若干字词重造一个语言所陌生的完整的新词。

——马拉美：《前言》（Avant-dire
 ）

把语言变为某种工作（faire de la langue un travail），在社会的接触和理解工具的物质性（la matérialité）中工作，岂不是一下子就与语言陌生起来？相对于一般理解中的语言，即意义载体的语言，所谓的文学行为，除非在距表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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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理想距离时不承认，引入了彻底的陌生性。“文学”似乎触手可摸，内在却与我们的言说和梦幻材料很陌生，今天，它是我们眼中捕捉语言如何工作、并指明它明天有权改造之内容的行为本身。

以魔力、诗和文学的名义，表意手段（能指）中的这种实践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都笼罩着某种“神秘的”光晕，或者通过赋予该实践以价值，或者通过赋予它某种装饰地位，带给它以检查（la censure）和意识形态回收（la récupération idéologique）的双重冲击。神圣、美、非理性/审美教堂、精神病学等，这些类型及其言说都相继声称要占据这个“特殊的物质”，如果不把它放置在种种回收型意识形态之一的名下，人们就无法命名它，而它是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从操作的角度名之曰文本。

该独特物质在众多表意实践中的地位如何？它有哪些运作规律？其历史作用和社会作用如何？诸如此类问题如今向表意科学、向符号学提了出来，这些问题不曾停息对思想界的吸引，而某种实证学科兼审美蒙昧主义则拒绝赋予它们以地位。

在被美化并感染他者的理想主义的神秘化与科学主义的拒绝之间，工作于语言之中的独特性持续着，一个世纪以来甚至愈益明显，愈来愈坚定地挖掘着它自己的领域，然而心理学、社会学和美学探索的种种尝试却更加难以接近该领域。能够触及“文本”特殊性、厘清其力量和变化线索、把握其历史发展及其对全部表意实践之冲击的观念整体的缺席，是明显可以感受到的。

1. 在语言中工作必然意味着上溯到意义及其主体破土而出的萌芽状态本身。这即是说，语言的“生产者”（马拉美/Mallarmé语）不得不处于长久的诞生状态，甚或在诞生之门探察诞生前的情状。他不是贪玩的赫拉克利特式“儿童”，而是这位归来的古稀老人，诞生之前告诉那些言说者他们被谈论之真相。潜入语言之中，“文本”因此而是语言最陌生的内容：质疑语言，改变语言，把语言从其潜意识和其习惯运作之自然性中剥离等。这样，（诗歌、文学或其他）“文本”不处于言语（le langage）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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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排除源头问题本身，而从话语的表面挖掘一个纵剖面，在那里，该成义过程（signifiance）的众多模式自我探索，表现类和传达类言语即使对它们有所影响，它们却不是由言语背诵而出的。该纵剖面，文本必须通过工作表意手段（能指）才能达到：如索绪尔（Saussure）看到的意义包裹的声响痕迹，这里我们也应从意义角度视其为某种表意手段，这是拉康（Lacan）式分析赋予它的意义。

我们把发生于语言内部这种差异化、成层和碰撞的工作称作成义过程，该工作沿着说话者主体的线索积淀为拥有语法结构的可传达的意义链条。研究文本中的成义过程及其类型的符义分析法（la sémanalyse）将透过表意手段及主体和符号，一如透过言说之语法组织一样，以到达该区域，那是语言现状中的表意物之萌芽汇聚的区域。

2. 该工作恰恰质疑已立言说的规律并提供有利于新言说得以传达的某种场域。触及语言禁区并重新分配其语法类型和调整其语义规律，这也是触及社会禁区和历史禁区，然而这一规则亦包含着某种命令：文本（结构化的现象文本）已言说并传达的意义（le sens）谈论（parle）并再现（représente）成义过程开拓（opère）的这种革命行动，其条件是从社会现实的舞台上找到其同类。这样，文本通过在语言材料内部和社会历史内部的双重游戏，立足于产生它的真实之中：它是物质运动和历史运动的巨大进程的组成部分，如果它不以语义（signifié）之身满足于自我描述或沉潜于某种主观主义的幻觉之中的话。

换言之，文本不是语法所规范的交际言语，它不满足于再现，不满足于指意真实。凡是它表意的地方，从它再现时展现的差动效果中，它即参与自己在非封闭状态下捕捉到的真实之运动和变化。换言之，它并非汇聚——模拟某种固定的真实，而是建构该真实之运动的活动舞台，它贡献于该运动，又是它的表征。通过改造语言材料（语言的逻辑组织和语法组织），并为之带来历史舞台之社会力量的关系（通过已传达的陈述文中由主体调节的其种种表意结果），文本与真实有着双重联结：与语言（差动和改造后的）的联结，与社会的联结（与社会的改变相吻合）。如果说文本干扰并改变调节社会交往的符号体系，同时又在言说建制中散布社会进程的活跃建制，它在组成（articulation）过程的前期或后期，或者总体上，都不会自我构成某种符号。文本不命名也不决定某种外在事物：它以某种表征（某种认同）指称任何言语—符号理论都难以接受的这种赫拉克利特式动态，并挑战柏拉图式关于事物本质及其理式的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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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另一种言语、另一种知识取而代之，人们刚刚开始从文本中捕捉该言语、该知识的物质性。总之，文本有两种导向：导向它产生于其中的表意体系（语言和一时代及一具体社会的言语），亦导向它作为言说而参与的社会进程。其两条路径的运行各自独立，在微观实践中可以分别行之，表意体系的调整不触动它所承载的意识形态表现，反之亦然；两条路径在表示历史版块的文本中则重新交接。

成义过程成了无限的差异过程，后者的组合无边无涯，永无止境，“文学”/文本避免了主体与所传达言说的同一，并以同一运动打碎反映某外在事物之“结构”的镜子的布局。由某真实的外在事物所产生，其物质运动具有无限性（但不是前者的因果性“效果”），并把其接受者（son“destinataire”）纳入自己特征的组合中，文本构成某种标记和间隔（intervalles）的多重区域，标记和间隔的非集中性登录实践着某种多价性（une polyvalence），而不可能拥有统一性。文本言语的这种形态和这种实践使其免除了对某种形上外在性的任何依赖，哪怕后者是意向性的，即免除了对任何抒发主义（expressionisme）和任何目的性（finalité）的依赖，亦即免除了对进化论的依赖和对无语言历史时期的工具性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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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并不因此而把它从其历史舞台的角色中分离出来：通过把历史真实和社会真实的变化应用于语言的物质之中而标志这些变化的角色。

文本的这种能指（它不再是一，因为不再依赖一种意义）是表示和/或联结历史版块之变动的差异网络。从主体的传达链条和表述链条观照，网络抛弃了：

——某种神圣性：当主体想到网络是一种意向性媒介中心时的神圣性；

——某种魔力：当主体防止外部的主导型建制，而网络反其道而行之，以主导、改变、导向为目的时的魔力；

——某种（文学）功效（“美”）：当主体认同其他者、认同接受者，向他（也向自己）提供某种幻觉形式、某种愉悦之替代品的网络时的功效。

把网络从“一”、外部和他者的三重纽结中分离出来（主体常常深陷这类纽结之中以自立），大概是从它的真正特征中接触它，如它使自己类型承受的变化，并在这些类型之外建构其领域。也是以同一举措为自己在文本中获取某种新的观念场，任何言说都无法提供这种观念场。

3. 作为社会现实和历史的特殊场，文本禁止把意义传达之体系的言语等同于某种线性整体的历史。意即它禁止建构某种象征连续体以置换历史线性，不管人们如何从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向它提供论证，它亦永远不会向传达型语言表面的语法理由和语义理由支付其欠账（sa dette
 à la raison grammaticale et sémantique de la surface linguistique de comminication）。文本使语言的表面破裂，它是能够打碎实现历史线性之机械观念并阅读某种层化历史的“物体”，这里的层化历史是指截取一定时间段的、循环的、辩证的历史，不可浓缩为单一方向，但由表意实践之类型构成，表意实践的多重性既无起始亦无终结。这样，支撑线性历史的另一历史浮现出来：这是众多成义过程循环型的层化历史，传达型言语及其内在意识（社会学的、历史的或主观的意识）只是这些成义过程的表层。在当今的任何社会，文本都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文本潜意识地要求这种作用，禁止这种作用或者在实践中把它搞得步履维艰。

4. 如果说文本可以把历史线性变成板块，它与正在流动中的历史即与演进中的社会板块之表意实践的各种类型所保持的种种具体关系，却不因此而逊色。

在某史前时期或前科学时期，语言中的工作与神秘活动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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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不陷入巫术显现的偏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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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与其擦肩而过，可以说熟识这种偏执；该工作呈现为两种绝对之区间：位于参照系之上的无语言的意义（即神话之规律）与囊括真实的语言物体（即巫术礼仪之规律）之间。该区间被置于装饰的破碎地位，但允许体系语词的运作。在年代的进程中，该区间逐渐远离礼仪而走近神话：奇怪的是，这种接近是现实主义之某种社会需求所要求的，这种现实主义可理解为对语言物体的某种放弃。

在现代社会，文本通常与形式化的科学知识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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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语言所陌生的”，如今呈现为穿越语言、引导上述工作的程序本身，该工作显然需要科学去研究，却被话语的再现型和传达型内涵所遮蔽，即不受某意义调节中心之制约、接受种种解释的开放体系的多重化。文本不反对科学行为（今天没有发生“概念与意象”之争），远未与它争雄并试图取而代之，它透过意识形态，把自己的领域建立在科学之外，把科学标记纳入语言。因之，对于社会史而言，文本把成义过程的历史变迁转移到言语之中，这些变迁使人想起科学发现在其自身领域所发生的变迁。如果文本的形式化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时代先进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上述转移不可能封闭性地发生在它的另一精神的和主观的天地中，或者将毫无效力。于是，转移科学记录之某种程序并谈论某种阶级态度，即在被理解为某种意义（某种结构）的表意结果中再现上述阶级态度的文本实践，不啻把主体从某种言说（某种意义、某种结构）中分离出来，并把自己建构为无限差异化的雾化程序。同时，文本避免对表意无限性之“科学”开发的检查，某种审美态度和某种幼稚的现实主义却同时关注这种检查。

因此，今天人们看到文本成了认识论调整、社会调整和政治调整发生、实践和展现的场地。如今，文学文本穿越作为言说的科学、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表层，理直气壮地让它们摩肩接踵，展开之，重新熔炼之。呈多重性、有时甚至多语言性、经常多声部（因其组合在一起的陈述类型众多）的文本，把从成义过程无限旅程某一具体点、该无限旅程矢志不移历史的现在一点所提取的其工作结晶的书写符号现在化。

如此表述的文本的独特性把它彻底与“文学作品”的概念相分离，后者是由表达类和现象学类阐释建立起来的，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但对语言多层多重性表意手段内在的鳞次栉比的差异化层状结构路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与享受密切相关且雾化主体的差异化和成层化现象明显被弗洛伊德的理论所洞悉，与马克思主义所开展的认识论决裂同时和以后的所谓先锋派的文本实践则以显著的历史性方式突出了上述现象。

然而，如果说这里提出的文本概念避免了庸俗社会学和唯美主义一致欢迎的文学客体的影响，我们亦不能把它与语言学提出并极力明确其组合和变化的“可验证规则”的文本这一平凡客体所混淆。对语法性（句法性或语义性）或反语法性的某种实证主义描述不足以界定这里所解读的文本的独特性。其研究属于表意行为的分析，质疑语法性的分类本身，因而无意亦不可能提供一套最终无遗漏地涵盖成义过程之工作情状的形式规则体系。该工作永远都是超越传达型言说规则的某种多余，并以此坚持在文本格式的现状中。文本不是语法型或反语法型陈述小句的整体；它是通过语言此处显示的成义过程之各种层面的此种齐聚的独特性而让人读出的言外之物，文本唤醒了对它的记忆，唤醒了它的历史。这即是说，它是一种复杂的实践，其行迹需要由某种关注贯穿语言的独特表意行为的理论来捕捉，仅仅在这个尺度内，文本科学才与语言学描述有所关联。



二



科学认知之运动才是根本的。

——列宁：《哲学笔记》（Cahiers philosophiques
 ）

于是，问题就是肯定反映文本运作的某种言说存在的权利并勾勒建构该言说的最初尝试。今天，我们觉得符号学似乎提供了建构该言说的某种尚未圈定的场地。有必要提醒大家，关于符号的最早的系统思考是斯多葛学派的思考，这些思考与古代认识论的起源相吻合。符号学向人们心中的表意核心发起攻击，继承了言说科学（语言学、逻辑学）及其决定学科——数学漫长发展背景中的符号观，并记述为各种表意方式的逻辑计算（un calcul logique），例如莱布尼茨（Leibniz）的宏伟计划。这即是说，符号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与布尔（Boole）、摩根（Morgan）、皮尔斯（Peirce）、皮诺（Peano）、策梅洛（Zermelo）、弗雷格（Frege）、鲁塞尔（Russel）、希尔佰特（Hilbert）等人建立的公理法接合起来。确实，符号学这一术语的现代使用应该归功于早期的公理学家之一查理·桑德斯·皮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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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果说由数学领域输出的公理学路径走入了主观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死胡同［由R·卡纳普（R. Carnap）的《世界的逻辑建构》（la Construction logique du monde
 ）奠定局面］，符号学计划的开放态势却未见收敛且充满希望。其缘由大概应到符号学的词义中去寻找，学术界可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简略指示中分离出该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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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源自索绪尔的符号学（sémiologie）概念的重要性如下：

1. 符号学将建构为某种言说科学。为达致科学的地位，它需要在第一阶段以某形式实体为基础而建构，即从反映某“真实”的言说中分离出某种无外在性的实体。对索绪尔而言，此即语言符号。它排除参照物及其任意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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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显现为允许或论证言说公理化之可能性的理论预设。

2.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学可以成为任何符号学的总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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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语言只是一个具体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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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表述了符号学可以避开传达体系型言说之表意规律而思考成义过程之其他领域的可能性。反符号矩阵的第一个警示已经发出，以期进入索绪尔专注于文本的工作，即勾勒了不同于符号主导逻辑的某种文本逻辑的《易位构词法》（les Anagrammes
 ）一书。对符号概念的批评检视问题因此而向任何符号学方法提了出来：其定义、历史发展、它在表意实践之各种类型中的有效性以及与这些类型的关系等。符号学只能一直坚持创始时的规律，即走出错综复杂的表意路径，才能立身；这意味着它永不停息地回到自身的根基，思考它们并改造它们。超越“sémiologie”或“sémiotique”所表示的学科意义，这门科学是作为意义、它的成分和其规律之批评、作为符义分析而建构的。

3. 索绪尔写道：“确定符号学准确位置的使命落在了心理学家的肩上”，他因此而提出了根本问题，即符义分析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问题。今天，显然，心理学家甚至精神分析学家单枪匹马很难确定符义分析的位置：这种说明可能借助于象征运作的某种总体理论，而建构该理论，符号学又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是应该把索绪尔的建议理解为某种警示，即符号学不能成为像纯粹公理学那样的形式中立，甚至也不能成为像逻辑学和语言学那样的中立物。挖掘“言说”的符号学参与诸多科学之间的“应用交际”，巴什拉尔（Bachelard）的理性唯物主义是最先思考该现象的学说之一，该现象位于多学科的交汇处，这些科学本身又是学科相互渗透程序的产物。

因此，如果我们避免视符号学为某种使意义增值的方法，该方法因此而创立神学新份额之囊括一切的统一场，又为了开始划定符号学的领域，确定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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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类似联结数学与各种元数学（métamathématiques）的关系，但延伸至普遍范围，囊括任何表意建构，这种广义关系把自己的位置归于符号学。相对于种种表意体系，即相对于奠定“性质”、生产“文本”、展示“学科”的各种表意实践，这是一种隐性关系。

符号学同时又是科学整体的组成部分，因为拥有自己独特的对象：表意的方法和规律（社会、思想），还因为建构于其他学科之交汇处、又保留一定理论距离的缘故，使它得以思考它参与其中的种种科学言说，并同时从中分离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

皮尔斯在其科学分类中为理论学科保留了某种特殊位置，介于哲学与专门学科（l'idioscopie，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属于后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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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学科是哲学学科（如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等）的子类，位于皮尔斯称作“必然哲学”（“necessary philosophy”）的旁边，按照皮尔斯的意见，“必然哲学”可以名之曰“认识论”（“epistemy”），因为在众多学科中，它是唯一实现柏拉图，广而言之实现希腊该观念的学科”。“该子类只有两个分支，人们勉强可以将其分为范畴或者宁愿分为家族：时间理论（la chronothéorie）和行为理论（la topothéorie）。这类研究还处于其童年时代。很少有人承认理想的思辨之外还有其他东西。上述子类将来有可能由其他范畴来补充。”我们觉得，符号学今天可以建构为这样一种理论：时间科学（chronothéorie）和表意行为的形态学（topographie，topothéorie）。

作为思考成义过程之规律而不陷入传达型言语之逻辑（其中没有主体的位置）的建制而把自己的拓扑学纳入自己理论化的轨迹中，并由此而返回自身，一如返回自己的对象之一，这样建构的符号学和符义分析确实就像某种逻辑学一样。然而它超越某种形式逻辑，似乎更应该是我们称作“辩证逻辑”（“logique dialectique”）的东西；这一术语的两个成分相互抵消（对方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目的论和形式逻辑对主体的检查。

实践社会学、数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应用交际”（“échange d'applications”）的符号学，成了引导科学走向建构某种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杠杆。由于符号学的介入，科学体系去中心化，且必须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并使后者亦能够看到指意行为的建立，即生产某种认识论。科学体系走出自己的平庸形态，增加了思考构成它自身的程序的深度：思考表意路径的某种深层基础。

这样，作为符义分析和/或其自身方法论（由符号提出的它的对象、方法和言说）的批评，符号学参与了某种哲学（取该语词的康德之义）方法。须知，正是符号境界调整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该境界并由该境界起，哲学不能无视科学言说（表意体系），而科学也不能忘记它们是言说，是表意体系。作为科学进入哲学的领域和科学方法的批评分析，符义分析呈现为促成某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中的表意体系和作为表意体系的历史的某种科学理论——的破碎建构、成层建构、异化性建构的关联组合（l'articulation）。因此我们说，符义分析把科学之表意体系的全部从非批评性的单向思维（面向它们的对象而无视它们的主体）中抽离出来，批评性地排列表意体系，并因此而帮助建立并非一种大写的知识体系，而是建立关于表意实践的一个审慎的建议系列。

符号学的计划首先是批评，无意建构成“符号结构百科全书”类完成物，更不想成为鳞次栉比、各自以他者为内容层面的所有言语的顶峰，即成为它们的“终极的”和“饱和的”元言语（le métalangage）。如果这是耶仁姆斯列夫（Hjelmslev）建立元符号学（métasémiologie）的意图，符义分析则相反，将撕碎超越具体的和极端逻辑的元言语的潜在中立性，并指出各种言语的最终程序，以确定它们的主体和历史。符义分析远离诠释学（la glossématique）——它影响了坚信其超验性程序之普遍性、以系统化著称的理性的“黄金时代”——的激情，却感到了来自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与其言说的震撼，于是没有提出普遍化的封闭体系，其形式化的努力在于解构。这样，它就避免了言语盲目地自我运转，为其指示了某种外在性，即带逆反性的“客体”（表意体系），符号学分析它，把它的形式主义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后者从侧向审视这种形式化。

现阶段，被科学主义和意识形态分割的符号学，犹犹豫豫地进入“社会”领域和“思想”领域的所有“客体”，这意味着它进入了社会科学并探索它与认识论言说的亲缘关系。

4. 如果符号学仅跨出最初几步，以科学之身摸索前进，当它接触我们上边提到的文本这个特殊对象时，它的问题还澄清得不够明确。各路科学理论家和分类学家如果不是排除、那么亦很少在他们的图式中严肃考虑某种文本科学的可能性。社会活动的这一区域似乎推给了意识形态，甚至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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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文本恰恰是不能用建构现今智慧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去思考的，因为恰恰是文本勾勒了它们的局限性。考问划定某种认知逻辑的场域之物由于它被排除在该场域之外，并因为被排除本身，该物才使某种对陌生的它展开并由它支撑的考问得以继续：这大概是种种表意体系之科学应该尝试的关键一步，它研究它们，既不同意排除使科学成为可能的上述之物，亦不根据关于其内在性（如“结构”，或者更特殊的“精神症状”［“névrose”］、“反常”［“perversion”］等）的观念来衡量它并把它据为己有，而是开始时记录下这种相异性（altérité）、这种外在性（dehors）。只有这样，在这种意义上，该科学才是唯物主义的。

显然，把文本作为符号学认识对象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大胆的举措，我们并非不知道其过分性质和困难。然而，我们觉得，这条探索之路又必须继续下去，在我们看来，它有助于建构一种不因无视文本这种特殊实践的指意理论的种种预设而瘫痪的符号学，并由此而能够重建成义过程理论，后者因此而成为某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一贡献归功于下述事实，即相对于文本，由于该物质的独特性，符号学必须比在其他领域中更多创新，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矩阵（ses matrices）和范式，重建它们并赋予它们能够默默地使它们立足的历史规模和社会规模。

文本使符号学直面位于亚里士多德式逻辑之外的某种运作，要求重建另外一种逻辑，并因此而把知识言说推到末端，甚至过于决绝，使后者不得不因此而退让或重新造就自己。

意思是说，文本向符号学提出某种问题域，后者穿越指意的某产品物质的密实性并在产品中（在现在的言语汇集中）浓缩意义生产和改造的双重程序。正是在符号学理论化的这一领域中，精神分析科学挺身而出，提供了能够通过语象（le figuré）捕捉语言中的语象性（la figurabilité，物象性）的观念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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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符号学向精神分析学征询时，可以“反具体化”（“désobjectiver”）地观照自己的对象：在它针对该特殊对象提供的观念化过程中，尝试考虑某种既无起始亦无终结的纵切面，一直上溯成义过程的生产，只要该生产不是产品的起因，不满足于物质整体表面上的排列有序。

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诸学科向该方法提供形式范式和操作观念；社会科学和哲学明确其对象的各种坐标并确定其探索谈论内容的出发地。文本科学就这样提出某种形式化但不局限于它，却一直摹拟其舞台，即记录成义过程某种类型的规律，它是分析意义上的历史实践的浓缩（condensation），是历史的语象性（物象性）的科学：“在某种结果性的抽象形式和理论形式中对历史进程的思考，修正的思考，然而依据真实的历史进程提供给我们的规律，以至于进程达到完全成熟和其经典形式的每个时期都可以从其生产视角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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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几篇论文写于两年间，其中的不平衡或矛盾之处与一项既非终极性亦未完成的研究的不同阶段相关，体现了理论建构的最初尝试，这是与当今文本实践和表意科学同时代的理论建构。它们试图通过语言捕捉其各种习惯所陌生并干扰其惯例的东西：文本及其科学，并把它们纳入某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建构之中。

（史忠义　译）





[1]
 ce
 qui signifie，即通常所说的能指。——译者注



[2]
 “从最早的形而上学即诗人之神学开始，并依靠从中诞生的诗性逻辑，我们现在来探索语言和文学的起源。”（G·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新科学》［La Science nouvelle
 ］，Ed. Nagel，1953，§428）“因此，在我们看来，显然，从人性的必然规律出发，诗语先于散文的出现……”（同上书，§460）赫尔德（Herder）从诗歌行为中寻找早期语词出现的范式。同样，卡莱尔（Carlyle，《未终结的德国文学史》［Histoire inachevée de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
 ］，Ed.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51，p.3）坚持文学范畴“位于我们最隐秘的本性之中，并囊括思想和行动起源时的最初基础”。我们在尼采关于巫术的论文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思想，他在追溯过去时，恢复了人类的童年时代。



[3]
 我们知道，对于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而言，教育最重要的部分是熟悉诗（338e
 ），而柏拉图即使不指责诗对群众（Loù
 ）的改造性影响和自由化影响时，亦不重视诗的“智慧”（《克拉底鲁篇》［Cratyle
 ］，391—397）。令人惊奇的是，被语言中诗的工作（其流动性与缺乏固定性等）所质疑的柏拉图的形式理论（théorie des Formes，理式理论），同时也从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那里找到了不驯服的对手。那么非常自然的是，柏拉图在为确立自己用于训教之表达工具的语言观（387 a，b
 ）和固定不变的事物本质观、名称乃骗人的意象（439 b
 ）——因此应该认识事物之本质而不通过其名称：这是后柏拉图式形而上学直至今天的出发点——的斗争中，继贬低诗人（荷马的文本不能向他提供本质固定不变的证据）之后，终于向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和赫拉克利特的变化原则发起攻击（参阅《克拉底鲁篇》）。



[4]
 古典理论一般把文学和艺术视为模仿（imitation）：“模仿是人的本性，自孩童时代即表现出来……其次，所有人都乐于模仿。”（亚里士多德：《诗学》）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的微妙远未揭示出来，在文学理论史的长河中，它被理解为对某种自在的外在的复制、反映或仿造，以支持某种文学写实主义的要求。感知领域被指给作为艺术的文学，与认知领域相对立。这种对立出现在普罗提诺（Plotin）那里（《九章集》［Ennéades
 ］，IV，87：这样，自然就有两种面貌，一种可以认知，另一种可以感知），被提出“美学”一词并创立了美学言说的鲍姆嘉通（Baumgarten）所继承：“希腊哲学家们和教会神甫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区分被感知事物与被认知事物。当他们用认知一词赞美如此远离感官（亦远离形象）的事物时，十分明显的是，他们没有把可认知事物与可感知事物一视同仁。因此，可认知事物应被某种高级才能作为逻辑对象而认识；而可感知事物应由低级才能作为感知科学或美学的对象而研究。”（参见G·鲍姆嘉通：《关于诗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poésie］，§116，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4）稍后还有：“一般修辞学（la rhétorique générale）可以定义为意义的表现，而一般诗学（la poétique générale）则是研究感觉再现之完美展现的科学。”（同上书，§117）

在康德的唯心主义美学那里，“美学”是某种普遍的主观判断，因为与概念（conceptuel）判断相对立；在黑格尔那里，所谓的“诗”的动态艺术成了对理念（l'Idée）之独特化运动的最高级表达：“它（诗）囊括人类精神的全部，此即包括了它在各种方向的独特化。”（黑格尔：《美学》［Esthétique
 ］，“诗”，Ed. Aubier，p.37）这样他就把诗与思辨哲学并列起来，同时又因诗所建立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把它与后者相区别：“无疑，其作品应该具有某种和谐的统一，而赋予整体以勃勃生气的东西也应该出现在个体中，但是这种出现不应由艺术刻意突出，而应保持某种内在的自在状态，犹如灵魂存在于所有器官但不赋予它们某种独立存在之表象。”（同上书，第49页）这样，作为理念之表达、之独特性的外在化，还因为它是语言，诗是某种内在化的再现，使理念尽可能靠近主体：“于是诗歌创作的力量在于诗内在地塑造某种内容，而不使用外在物象或旋律的承接：这样，它就把外在的客观性改造为内在的客观性，精神以这种客观化在精神中和应该在精神中处身的同一形式，把内在的客观性外在化而再现它。”（同上书，第74页）被用来论证诗歌运动之主观化的诗是语言的事实很快被排斥：黑格尔拒绝思考语言的物质性：“诗的语言性这一侧面可能引发无限的讨论和无限复杂的讨论，但是，我以为自己应回避这类讨论以关注等待我的更重要的主题。”（同上书，第83页）

重现文本观的某些思想片段——它们占据了页面的一半并试图侵占整个页面——，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指出，上面写出的这些文字，像一座冰山一样，将在沉重的传统背景下被解读。它们还指出了某种文本理论应该能够由其脱颖而出的背景的严重的唯心主义性质：即主体和表达背景，这一背景有时被唯物主义言说未加批判地继承，探讨在文学中表达历史的集体性主体。



[5]
 “我们可以把神话界定为这种言说，其中‘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traditor）公式的价值几乎跌至零。在这方面，神话在语言表达方式的范围内与诗相对立，不管人们曾经怎样挖空心思地把它们拉在一起。诗是一种极难翻译成另一种外语的言语形式，任何翻译都会导致众多扭曲。反之，最差的翻译中，作为神话的神话价值得以维持。不管我们对采集到某神话的人民的语言和文化多么无知，在全世界范围内，该神话被任何读者都感知为神话。神话之精髓既不在于风格，也不在于叙事方式和句法，而在于其中叙述的故事。神话是言语；但该言语工作的层次很高，意义的莅临已经脱离了它开始启动时的语言基础。”（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Ed. Plon，1958，p.232）



[6]
 格察·罗海姆（Geza Roheim）在分析原始社会的巫术时，把它等同于升华并肯定说：“巫术的早期形式和起源形式是思想的基本因素，是任何活动的起始阶段……朝向对象的倾向（里比多或破坏欲）转向并固定在自我身上（潜在性自恋），构建了许多媒介物（文化），并因此而掌控了现实，而这些仅仅因为我们自己的巫术的缘故。”（《巫术与精神分裂症》［Magie et schizophrénie
 ］，Ed. Anthropos，1969，pp.101-102；关于罗海姆的这一观点，同时参阅《文化的起源和功能》［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Culture
 ］，New York，Nervous and Mental Descase Monographs，1945）



[7]
 正如克罗齐（Croce）指出的那样（《诗》［la Poési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1，p.9），“感受性认知概念的第一次被抛弃和实践认知概念的确立，都与诗相关”。与科学活动相比较而思考时，文学屈服于两种实质相同的检查性态度。它可以被逐出认知领域，而被宣称属于印象、激发、自然（例如因其服从“接受者精神能量之经济的原则”，参阅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风格哲学论》［Philosophie of Style，An Essay
 ］，New York，1980）范畴；属于鉴赏范畴［对查理·莫里斯（Charles Morris）而言，诗歌言说“以符号表意，其方式是鉴赏性的，且其主要目的是引发阐释者的认同，使被表达之义在他的鉴赏表现中占优越地位”，见《符号、语言和行为》（Signs，Language and Behavior
 ），New York，1946］；属于与参照性言说相对立的情感范畴（对奥格登［Ogden］和理查兹［Richards］而言，参照性言说与言说的情感类型相对立，见《“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Meaning”
 ］，London，1923）。根据古老的隐喻说法，“Sorbonae没有一点巴纳斯的汁液”（“Sorbonae nullum jus in Parnasso”），面对“情感言说”，任何科学方法都是不合适且无能为力的。

实证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认同艺术本身的相同定义，即使它承认科学能够且应该研究其领域。“艺术是某种情感表达……审美对象是用以表达情感状态的象征。艺术家，如同观其作品或听其杰作的人一样，艺术作品把情感意义（emotive meanings）引入物质对象，犹如把一幅画卷展开在底布上，或者倾注在乐器产生的声音中。情感意指的表达是一种自然目的，它代表着我们渴望享受的一种价值。评价是人的导向型活动（human goal activities）的一般特征，普遍性地研究它们的逻辑性质，而非把后者局限在艺术的分析方面，是很恰当的活动。”（H·赖兴巴赫［H. Reichenbach］：《科学哲学的悔悟》［The Ru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6，p.313）

另一种实证主义几乎与某种机械唯物主义相混淆，把认知功能作为“艺术”的主导功能，甚至把它与科学相提并论：“……与科学一样，它是一种精神活动，因为我们在客观上有效的认知王国里承载着世界的某些内容；……艺术的独特作用是把上述内容与世界的情感内容合而为一。按照这种观点，因此，艺术的功能并非赋予探索者任何类别之乐趣，不管它们有多么高贵，而是让他认识以前从不知道的某种事物。”（奥托·本施［Otto Baensch］：“Kunst und Geful”，见《逻各斯》［Logos
 ］一书，1923，英译为《关于艺术的思考》［Reflections on Art
 ］，Ed. S. K. Langer，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 &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10-36）如果一文本突出服从于自身给定之规律的表意手段和表意结果的节奏并因此而类似科学方法，但仍不可能把两类表意实践视为同一（如H·里德［H. Read］那样，见《未知事物的形式》［The Forms of Things unknown
 ］，London，Faber & Faber Itd.，1960，p.21：“艺术家的根本目的与学者的目的相同：陈述一件事情……我想不出科学中的任何真理标准不能同样有力地应用于艺术”）。即使我们不同意里德界定“艺术”和“科学”、把它们附属于一事物之陈述的方式，即使人们用艺术和科学的内在逻辑界定自己的实践，一部文本的构成仍然毫不逊色地把当代科学的形式程序纳入或不纳入意识形态言说，并因此而回避了科学的任何中立性，回避了任何超越主观、因而也超越意识形态的真理体系，浓墨重彩地作为实践而融入正在行进中的社会进程。



[8]
 “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我想已经展示过了，‘逻辑’仅是sémiotique的另一个语词，是符号几乎必需的形式理论。把该理论描述为‘几乎必需的’或‘形式的’时，我看到这样的图景：我们尽自己的能力观察某些符号的特征，并由这些观察开始，通过某种我不拒绝称作抽象的程序，我们被引导到很容易犯错误的判断，再因此而进入‘科学’智慧所使用的符号特征应该拥有的相关的和绝对必要的判断……”（《皮尔斯哲学文集》［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J. Buchler，1955，p.98）



[9]
 “我们可以设想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之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并因此而成为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把它命名为‘sémiologie’（源自希腊语‘semeîon’，即‘符号’）。它将告诉我们符号之构成和指导符号的规律。因为它尚不存在，我们还不能说出它的内容；但是它有存在权，它的地位已经预先确定了。语言学只是这个普遍科学的一部分，符号学将揭示的规律亦将适用于语言学，后者将因此而与人类全部活动中一个明确界定的领域联结起来。确定符号学准确位置的使命落在了心理学家的肩上。”（《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33）



[10]
 关于符号任意性概念的批评，见E·本弗尼斯特（E. Benveniste）“Nature du signe linguistique”，收入《普通语言学问题》（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一书，Gallimard，1966。



[11]
 关于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参阅罗兰·巴特（R. Barthes）：“Eléments de sémiologie”，见《通讯》（Communication
 ），n

o


 4，雅克·德里达（J. Derrida）：《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
 ），Ed. de Minuit；“Grammatologie et sémiologie”，见《社会科学信息》（Information sur les sciences sociales
 ），n

o


 4，1968。



[12]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101。



[13]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之后，现代唯心主义哲学，不管是主观唯心主义（如维也纳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如新托马斯主义），都试图指出科学在人类活动体系中的位置并确定不同科学之间的关系。许多著作讨论这些问题（下略）。



[14]
 “idioscopie”一词借自本瑟姆（Bentham），表示“专门科学”，皮尔斯写道：“依赖特殊的观察，还通过其他挖掘或其他感觉……”（“Philosophie and the Science：A Classification”，见《皮尔斯哲学文集》，第66页）



[15]
 俄罗斯形式主义大概第一个开辟了文学文本之符号学的路径。布拉格语言学团体小心谨慎地试图会同前者的现象学的实证主义学风，亦勾画了文学艺术符号学的轮廓，最有影响的著作是让·穆卡若夫斯基（Jan Mukařovsky）的《作为社会事实的功能、规范和审美价值》（Esteticka funkce，norma a bodnota jako sociálnífakty
 ），Praha，1939；《作为符号现象的艺术》（L'Art comme fait sémiotique
 ），发表地址不详，等等。文学理论的一种波兰流派，既受俄罗斯形式主义、亦受波兰逻辑学家著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文学研究中继承了这一符号学传统。



[16]
 弗洛伊德的梦逻辑理论，通过对梦的系列生产程序和变化程序的分析证明梦不能还原为已传达之言说，从而游移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指示了文本符号学可能建构的方向。弗洛伊德这样说：“梦形成中的精神工作分为两种程序：梦之思想的生产，它们变化为梦的内容……确实属于梦的这种工作，与清醒时的思想很不同，远远超出最热衷于还原梦形成中精神活动之份额的理论家们的想象。两种形式的思想的差异是性质的差异，因此我们不能比较它们……”（《释梦》［L'Interprétation des rêv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26［1967］，p.432）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Oeuvres choisies
 ），第一卷，Gosposlitisdat，Moscou，1955，p.332。




肢体动作，实践或交际？



假如你不懂我们的语言，你就不理解我们的思维，倘若没有嗓音时，请你用原始的肢体动作对我们说话。

——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

通过肢体动作，他停留在生物类别界限的内部，即停留在现象世界的内部，而通过声音，他把现象世界化解为它的第一统一体……

……一般而言，任何肢体动作都有一种声音与之相伴随；

某种象征性模拟与声音的最密切和最常见的联姻构成语言。

——尼采：《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1870年夏）

因为语词文化之外，还存在着肢体文化。世界上，除了我们的西方语言之外，还有其他许多语言；我们的语言选择了剥离思想和使思想干枯化的道路，在我们的语言里，各种思想是以没有活力的形态呈现给我们的，不像在东方语言里那样，顺便带动了整整一个自然类似的系统。

——阿尔托：《关于语言的信札》，1



（1931年9月15日）



一、从符号到指代法



我们之所以选择如此狭小的思考，并非仅仅为了指出，“反规范”思想一直对肢体动作感兴趣，经过19—20世纪的认识论决裂之后，当它通过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和某些诗性文本（洛特雷阿蒙、马拉美、鲁塞尔/Roussel），试图逃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体”、言语、交际）的藩篱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兴趣。而是更多地为了突出某种（它们的）矛盾，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突出现在语言学创新所面对的这种（它们的）互补性。

事实上，当我们的文化从它的构成物——语词、观念、话语——中被捕捉时，它也尝试超越这些基石以期采纳某种位于它自身体系以外的其他视点。在关涉符号体系的这场现代思想运动中，两种倾向似乎浮出水面。一方面，作为把声音视为思想之合谋者并进而视为智识化重大手段的希腊思想原则的组成部分，文学、哲学和科学（包括在它们最少柏拉图色彩的表现中，一如埃斯库罗斯和尼采语录所证明的那样）选择了有声言语的优越地位，把它视为表达某种“现象世界”、某种“意志”或某种思想（意义）的某种声音工具。在这样切割的意指场和交际场中，符号实践的概念被排除，并通过这种排除，任何肢体性被展示为机械性的、相对于声音是多余的，而声音是话语的演示和分身，因而肢体性更多的是视觉而非行动，是“辅助性的再现”（尼采）而非程序。马克思的思想摆脱了把任何实践性（肢体性）压缩为某种再现（视觉、听觉）的西方预设：它研究作为生产力（劳动+产品交换）的体现为交际（交易体系）的某种程序。而这种情况是通过把资本主义体系当作一台“机器”来分析的，对机器的分析又是通过机器人概念即某种并非戏剧场景，而是没有作者（主体）、没有观众（信息接收者）也没有演员的自动调节场景进行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施动者”又自我毁灭这种角色，既是他的场景，又是他自己的肢体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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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在西方思想通过自我质疑而自我肯定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就发现了走出意指（主体的、再现的、言语的、意义的）而带之以“他者”的某种尝试：作为动作的生产，因而是无目的的，因为它毁灭“语音中心主义”（“verbalisme”，我们用这个术语表示意义的固定化和/或我们文明的文化的封闭结构）。然而，符号学还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中吸取重新融化它的结论。

另一方面，一种触及有声语言之符号学实践以外的其他符号学实践的倾向越来越清晰地得到肯定，这种倾向与对不可能压缩为我们的文化图式的欧洲外文明的兴趣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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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对动物的符号学实践（“最经常的是类似的实践”，而在人的语言中，部分交际已经实行了数字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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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非语音的符号学实践（书写文字、书法、行为表现、标签）的兴趣并行。若干专注于肢体动作不同风貌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并尝试把肢体动作不可压缩为有声语言的性质格式化。肢体动作研究的大专家皮埃尔·奥莱龙（Pierre Oléron）在证明语法类型、句法类型和逻辑类型不能应用于肢体动作因为后者是以其他分类来运行的之后，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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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语言不仅是语言，它还是行动和对行动的参与，甚至是对事物的参与。”最新近的研究在承认语言模式对初始切入这些实践的必要性的同时，尝试从语言学的基础图式中解放出来，在新的文本汇集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模式，然后扩展语言程序本身的能量（即修订语言的概念本身，不再把后者理解为交际，而是理解为生产）。

以我们之见，正是在这一点上，对肢体动作的某种研究的效益体现出来。对于建立某种一般符号学所具有的头等重要的哲学效益和方法论效益，因为这样一种研究可以在两个基本点上超越基于当今语言学强加给符号学之有声言语汇编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藩篱，而人们也经常指责结构主义不可避免的缺陷中就有以有声言语汇编为基础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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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肢体动作比言语（语音）或图像（视觉形象）更容易作为先于产品的某种支出意义上、生产力意义上的某种活动而被研究，即先于作为在交际流水线上的意指现象的再现的某种活动而被研究；因而有可能不把肢体动作作为“行动的某种动机、但丝毫不触及动作性质”（尼采语）的某种再现来研究，而是作为先于被再现信息和可再现信息的某种活动来研究。显然，肢体动作在一团体的范围内传达某种信息，且仅在这个意义上才是“语言”的意思；然而超越这个已经在那儿的信息，它还是信息的建立过程（并且让人们这样设想），是在交际中先于符号（意义）建构的这种工作。从这里开始，亦即由于肢体动作的这种实践特征，某种肢体动作的符号学成立的理由应该是穿越编码—信息—交际结构并引向某种思想方式的可能性，而人们很难预测这种思想方式的后果。

2. 在我们的语音文明的场域中，肢体动作被压缩到某种极端可怜的形态，但是它在希腊—犹太—基督教的圈子之外的文化中却得以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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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于在这些文明中出现的模式进行的这种肢体动作的研究，反而可以给予我们思考我们自身文化的种种新方法。由此就产生了人类学家、文化史家、哲学家、作家与“这类话语”的符号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的必要性。

在这样一种视野里，我们在这里论述作为实践的肢体动作词义在有关符号体系的思考中引入的两种颠覆：（1）肢体动作的基础功能（我们没有使用基础“单位”这个词）的定义；（2）实践—生产力/交际—意指的差异化。

我们从人类学里借用了一些例子，并非用来作为坚定信念的佐证，而是作为思维的方式。涉及所谓“原始”部落之符号体系的人类学研究，据我们的了解，永远从常见的（柏拉图式的）哲学原则出发，认定这些符号实践是对先于它们的意指表现的某种理念或某种观念的表达。以同一原则为模式的现代语言学（我们想到了语言符号被划分为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对立）迅速从信息论的线路上回收了这样一种观念。于是，我们觉得，对于人类学家所引述的资料（关于符号体系运转的种种“原始”解释）的另一种解读似乎是可能的。这里，我们仅限于给出若干例子。例如：“事物存在之前首先被默默地指示
 和命名，并被按照它们的名称和符号而称呼。”（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强调）“当（事物）按照力量定位和指示
 后，另一成分离开‘格拉’（glã）贴在它们上面以辨认
 它们：这是人的脚印（或者‘脚粒’），那是人的意识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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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按照刀贡人的话语理论，说一个人或一个物的具体名称这一事实相对于象征性地把他展示
 出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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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作者提及在刀贡人那里发卡作为“阿麻创世之见证”的象征主义时，突出了“物体形式与一个伸张手指的结合”，并把它阐释为“用来指示
 某物的伸张的食指”，由此有了“阿麻的手指一指
 就创造了世界”
 

[9]



 这个说法（强调为我们所加）。另外，某些关于非语音的书写符号体系的研究都不失时机地强调两种符号化原则的互补性：一方面是再现
 ；另一方面是指示
 。例如我们知道Lieou-chou（公元前403—247）文体的六大原则：（1）物体
 的图示；（2）动态的指示；（3）思想的配合；（4）音画组合；（5）意义的偏移；（6）借代；与中国文字有“文”（象形
 字）和“字”（偏正）的区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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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这些思考都设定了符号体系相对于“被分割之真实”的共时性前在性，令人惊异的是，与人种学家的解释相反，这种前在性不是相对于某种声音（所指—能指）的一种概念的前在性，而是相对于意识、思想的某种展示
 、指示
 、动作指示
 的前在性。在符号（这种前在性是空间的而非时间的）和任何意指
 问题（以及表意结构）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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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能够想到某种指示
 实践，某种肢体动作
 ，它不是为了表意，而是为了把“主体”、“客体”和实践囊括
 在同一空间里（没有义与词、所指与能指的二元对立），我们不妨说囊括在同一符号文本
 中。这种程序把“主体”、“客体”和实践概念变成不可能成为独立实体的概念，然而把它们包容在某种指陈
 类型而非表意类型的某种空洞关系
 中（肢体动作＝展示），它仅在某种“之后”——在它之后的（有声）语词及其结构中——表意。

我们知道，现代语言学作为科学是从语音学和语义学开始构成的；也许现代到了从这些语音学和语义学模式出发亦即从结构出发尝试接触非它、不能压缩为它或者完全与它失之交臂的东西。显然，语音—语义结构的这种他者的路径只有通过这种结构本身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赋予一般符号文本的这种基础功能——指示的、关系的、空洞的功能——以“指代”的名称，同时提示该术语在结构性句法中的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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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它的词源。指代功能，亦即关系功能，是违反有声言语结构的，我们有必要通过后者来研究它，这种指代功能内含着某种开放，某种延伸（“后”于它的符号体系的开放和延伸，然而通过这种体系，它必然事后得到了思考），人种学家的资料只能确认这种开放和延伸（在刀贡人看来，阿麻手指造世意味着“开放”、“延伸”、“某种成果的崩溃”）。

另一方面，一般符号文本的指代功能（今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术语作为“肢体动作”的近义词来使用）构成某种程序发生的背景（或中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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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静止的和再现性质的意指只能从话语和书写文字两点上捕捉到。在声音和书写之前与之后，都有指代存在：肢体动作指示、建立种种关系并取消实体单位。人们证明了象形文字与肢体动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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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贡人的符号体系归根结底更像一种书写的符号体系，而非有声的言语体系，它也建立在指示的基础上：对于他们而言，学习说话就是学习通过划痕来指示。在这个民族的符号学里，指示在何种程度上发挥着首要作用被下述事实所证明，即每句“话”上都增加了某种指示它但不代表它的其他东西。这种指代或者是某种书写支撑，或者是某种自然的或人为制作的物质，或者是某种肢体动作，后者指示着符号体系建立的四个阶段（一如“遵守规则的人们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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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肢体动作视为指代实践之举关闭了借助于符号模式（即借助于语法类型、句法类型和逻辑类型）研究肢体动作的做法，并向我们喻示了通过函数范畴的数学类型来触及它的可能性。

关于指代的这些看法重温了胡塞尔（Husserl）关于符号性质的思考。事实上，当胡塞尔把符号术语定义为双重意义时，他区分了那些表示意味的表达符号与不表达任何东西即去除了“意味”功能的标志（Anzeichen，指示）符号。后来德里达（Derrida）所分析的这种区分（cf.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似乎在胡塞尔的体系中标志着某种开放（这种开放很快就被重新关上了），在那里，作为“意味”的表意一词不再通行：它成了指示的边缘。论证在判断行为——对于思考者而言，拥有指示性能的事物的形态在判断行为中构成——与被指示形态之间建立了某种象形的统一性，后者不应该被设想为建立在判断行为基础上的“结构性品质”（Gestaltqualität），指示的本质正驻足于它（Recherches logiques
 ，t. II，p.31）。除了这种非结构性之外，胡塞尔还强调了标志的不明显性。但是，他仍然把指示关系确定为某种论证关系，其客体性关联词是“因为”，它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对因果关系的感知。

这样，表达性所指的缺口很快就被支撑胡塞尔意义上的标志并向它投入“意味”的因果性给焊接上了。

胡塞尔依然突出两种表意方式的差异，并从“思想的结合”中（在那里，“某种共存关系构成了一种所属关系”）看到了指示的实现，甚至“成了某些思想的根源”。

至于表达类型，它应该囊括“任何言语和言语的任何部分”。

须知，不管是种种标志还是各种表达，都向“我们排除了各种表情学的游戏和肢体动作”。因为“就其本质而言，这类‘表达’没有意指”，而第二个人之所以赋予它们某种意指，那仅仅是在他阐释它们的范围内；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没有语言符号丰富意义上的意指，而仅仅是标志意义上的意指”。

这样，胡塞尔对标志与表达的区分就没有触动肢体动作的生产空间，即使肢体的阐释很像标志。没有意味，亦没有论证某种原因、某种表达或标志，肢体动作划定了空白空间，那里发生着可以被想象为标志和/或表达的东西。在那里，在这种另外情况下，不管是标志还是表达，都是外部界限，它们最终合并为一种，符号出现的界限。肢体动作让我们依稀看到的东西，因而就并非较少被表达、而更多被标志所排除（因为它的生产远离符号被体系化的表面），这是我们想喻示给大家的。

这里，有必要提醒大家：我们远非捍卫某些有关肢体动作研究中的常见论点，它们想把肢体动作视为语言的起源。倘若我们把指代强调为符号文本的基础功能，但是并没有把它视为根源，不认为肢体动作从历时维度上先于语音或笔画。我们的做法仅仅是，从不能压缩为声音（因而也不能压缩为意指、压缩为交际）的肢体动作出发，把符号文本某种普遍的特殊性界定为关联性、交换性和摧毁性的实践，各种语言交际理论一向把这种特殊性打入冷宫。并由此而提议普通符号学与生产理论和潜意识研究的某些设论（主体的解体）之间的密切合作。肢体动作的研究作为这样一种合作的领域并不是不可能的。

符号文本先于意指的指代功能，在它勾画出的思考场必然引向某些概念，我们在肢体动作达到某种高度符号化的所有文明里都看到了这些概念的出现。首先是间隔概念：空白、跳跃概念，它与“物质”即声音的再现或视觉的再现并不对立，而是与后者一致的。间隔是某种无法阐释的耦合，对于一般符号文本的置换是必要的，可以通过代数类型的某种表示而触及，但是外在于信息空间。同样，作为对符号实践（借助其指代性的光芒来考察）中各种不同期限的毁灭的否定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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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断生产的某种程序，但自我毁灭，只能事后通过叠加语词来中止。肢体动作也是不断生产死亡的典范本身。在它的领域里，个体是无法构成的——肢体动作是一种无人称的方式，因为它是一种不生产的生产力方式。它是空间的——它走出了“线”和“面”（因为后者是交际的拓扑学区域），并要求对空间类型进行某种新的格式化。指代性的符号文本并不必然要求与某种典范类型的（逻辑）结构连接：它是反常、不和谐、摆脱，因而也是创造其他符号文本的某种持久的可能性。由此，对肢体动作作为生产的研究可以作为一定社会所有颠覆性和“偏离性”实践之研究的某种准备。

换言之，在把肢体动作作为社会实践的某种研究中，意指问题是次要的。这等于说，瞄准某种普遍符号学的肢体动作的科学并不必然要符合各种语言学的模式，而是通过把“意义”视为指示，把“符号”视为“指代”开始，穿越它们，扩展它们。

关于肢体动作之功能性质的所有这些看法仅仅为了喻示，一种把肢体动作作为不可压缩为表意交际的研究路径是可能的。显然，它们质疑当代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且只能从某种公认的方法论中找到它们的方法。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提醒大家，正如雅各布森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语言学长期以来为了“兼并话语的语音
 （强调为我们所加）……并把语言的种种意指
 囊括进来”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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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肢体动作
 兼并进来并把生产力
 纳入符号科学的时代也许已经到来了。

一如在美国运动学里所体现的最完美建构形式的肢体动作科学的现状还远离这样一种词义。它仍然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理由是，它试图独立于有声言语语言学的图式，而并不因此成为某种普通符号学建构的决定性方法。



二、美国的运动学



“作为方法论，运动学讨论运动中的身体学得并被结构化的行为的交际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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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运动学家雷·伯德惠施特勒（Ray Birdwhistell）在他的著作如此写道，我们在下文中参照了他的著作。他的定义给出了这种新兴学科的特征和界限，并把它置于交际理论和行为主义的边缘。我们将在之后回到这样一种依靠给运动学带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此前，我们先介绍它的历史，同时介绍其仪器的一般风貌及其运行手段。

1. 运动学的诞生

运动学家们把达尔文（Darwin）指示为“身体运动交际研究”的起源。《人和动物的激情表达》（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the Animals
 ，1873）经常被引述为当今运动学的开山之作，尽管学术界对达尔文关于肢体动作的研究缺乏“交际”观点（社会学观点）持保留态度。其次，弗朗兹·博厄斯（Franw Boas）的著述点缀着美国运动学的诞生之路：人们熟知这位人种学家对西北科斯特部落形体表现的兴趣，一如他鼓励埃伏龙（Efron）研究意大利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形体动作的鲜明对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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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尤其是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人类学兼语言学路径，特别是他有关形体动作是一种编码、应该好好学习以获得交际的成功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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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示着当今运动学的趋向。随后，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以形体表现的相对性为重心：韦斯顿·拉巴尔（Weston LaBa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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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示了马利诺乌斯基（Malinowski）的“应酬性”交际（Communication phatique）概念并提供了语音言语之前的“准语言”的相关资料。

同样，尤其在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著作中所显示的“微型文化分析”加上她对录像的使用以及对行为中文化决定论的突出似乎对运动学的发展尤其发挥了激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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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样，大约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通力合作就已经勾勒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围：作为某种特殊编码的形体表现。于是，能够阐释并理解这种新编码的某种特殊科学的必要性就提了出来，新编码被视为交际的一个新门类。肢体动作的新科学将从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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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萨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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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拉格（Trager）和施密斯（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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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的美国语言学里寻找它的范式，以期构成某种结构科学。这样，通过我们刚刚描述的路径，雷·伯德惠施特勒的著作《运动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Kinesies
 ）1952年就面世了，它标志着某种形体表现的结构研究的开端。我们知道语言在萨丕尔理论中的心理学词义和经验社会学词义：他对某种自成一统的“个性”与影响它的“文化”环境的区分导致了“语言现象”研究方法中某种“社会视点”与某种“个人视点”之间的机械的和笼统的差异化及偏爱“个人”视点的倾向
 

[26]



 。如今这种很难支持的论点（经过弗洛伊德，广而言之经过精神分析学把个人雾化为“行为间”实体之后），决定着运动学的方法。尤其是，萨丕尔关于言语可以分割为一系列分析“层面”来研究以便能够准确指出引导我们做出这种或那种个人判断的言语情结之所在的论点
 

[27]



 。还是萨皮尔承认形体表现在交际中的重要性并指出它与某些言语层面的密切关系：我们下面将看到，这个论点提供了运动学的重大关注之一。

在讨论词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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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风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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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美国语言学的同样“个性的”潮流中，泽利格·哈里斯把言语的结构当作主体间形体表现的某种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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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的种种分配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使运动学家们超越被神圣化的单位和安排和传统的语言学。

在运动学的这些语言学渊源上，还可以加上沃夫（B. Wh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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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奥斯古德（Ch. Os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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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他们通过对作为思想和实践模式的语言角色的分析，把运动学研究引向交际与作为文化性质和个性承载者的其他文化体系的关系问题。

因而人们可以发现，诞生于若干学科之交叉并被行为主义图式和交际图式所主导的运动学，很难圈定它的对象和方法，反而很容易滑向旁系学科，在这些学科里，资料工作的严谨与某种技术主义的膨胀和阐释观的天真并行。在扩大其调查范围的同时，美国的运动学碰到了肢体表现的意义问题，并尝试通过倚靠肢体动作的人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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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不同群体的空间化肢体表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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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找到解决方案，这些研究通过向它提供其空间化研究的某种文本汇编而间接与运动学关联起来。这也是行为主义取名“环境分析”的另一分支与运动学的关系，该分支提供了“今后对某种具体社会环境中个体间活动之结构逻辑进行系统描述”的丰富的社会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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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最近几年肢体动作的行为主义研究又有了新扩展：空间关系学关注动作主体组织其空间的方式，视这种空间为交际程序中某种被编码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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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体表现研究作为信息（交际）所采纳的所有这些具有一定程度探索性质和重要性的不同形式都记录在运动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库里，运动学把它空间化为某种语言人类学，结构并阐释为某种特殊编码。

正在构成为科学的运动学面临两个主要问题：（1）它对语言学模式的使用问题；（2）它自己的基础单位的定义以及它们的耦合问题。

2. 运动学与语言学

我们提醒大家，最初的肢体语言研究远没有把肢体语言置于交际之下，更没有置于有声语言之下。这样，学者们就得以捍卫下述原则，即非有声语言以外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语言（预兆符号、占卜、各种不同的象征体系、模拟和肢体语言等）比积淀成种种自然语言的有声语言更普遍。人们建议把属于肢体语言的符号的分布分为三种类型：（1）“无交际意向和无思想交流的交际”；（2）“有交际意向但无思想交流的交际”；（3）“有交际意向和思想交流的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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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肢体符号学，不管多么稚嫩，出现在把肢体表现作为人的实践来研究但并未试图一定为其强加上交际结构的视野上，这种视野此后被遗忘。某些对有声语言与肢体语言关系的分析捍卫后者相对于话语的自立地位，并证明肢体语言相当出色地体现了言语的方式（命令、怀疑、请求），但是相反却以不完美的方式反映了语法类型（名词、动词、形容词）；证明肢体语言是不准确的和多义的；主—谓—宾的“正常的”句法顺序可能发生变化，但意思不会躲开人们的理解；肢体语言与儿童语言（突出具体和现在；反论；否定和疑问处于末位）和“原始”语言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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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体语言同样被视为“真正的”表达手段，可以提供某种普遍语言学的规律，在这种语言学里，有声语言只是一种局限在肢体内部的晚近的表现形式；“哑剧”形式可能从多重生成的角度缓慢地演变成有声语言，与无声现象向有声现象转化的同时；语言建立在摹拟（一个个人肢体的“蒙太奇”中对听觉“摹拟”行为的回收）的基础之上，后者拥有声音摹拟和形象摹拟两种形式；儿童的肢体语言属于形象摹拟，尤其突出身体动作（“manuelage”），当孩子后来成为“哑剧演员”时，上述身体动作就有连贯性了（游戏阶段），最后再到达清醒成年人的“命题动作”
 

[39]



 。

然而，运动学的目的完全不同。美国运动学中肢体编码所服从的交际，作为经验心理学的一部分，被视为某种“多体结构”。“交际是相互依赖的多种编码的一种体系，这些编码通过以感觉为基础的种种影响渠道可以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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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一种结构里，有声语言不是交际体系本身，而仅仅是基础交际层面之一。因而肢体编码研究的起点就是承认在交际体系内部身体表现的自立性，并承认不使用语音表现之藩篱来描述身体表现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基础设置之后，语言学与运动学的合作才可以开始，理由是，语言学自身的结构更先进一些。从现在起已经比较清楚了，而我们下面还会看得更清楚，这样设想的语言学与运动学的关系，倘若相对于语音语言学保留了运动学的一定的独立性，相反，却迫使它服从奠定语言学的各种基本的预设：那些赋予个体以价值同时又把他置于交流线上（甚至考虑“情感”表现和“认识”表现的二分法）的交际预设。这样，运动学远没有在各种语音模式中带来某种断裂，仅提供了这些模式的不同形态，它们肯定了规则。

像人类语言学一样，运动学赋予自己的任务是，在交际流中寻找那些“重复的成分”，把它们抽象化并检测它们的结构性意指。首先要把“位”和“动”的最小表意成分分离出来，借助某种对位分析建立它与某种更广泛结构之各种成分的关系，然后在重复这种程序的基础上，建构有不同等级节段的某种编码。在这个研究层面，意义被界定为“某结构语境中一成分的结构性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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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们甚至提出了下述假设，即肢体编码的结构成分一般拥有与语词同样多的语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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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肢体编码

话语与肢体之间的类似性，作为运动学的基础，首先强加了把肢体编码分成不同层面的必要性：或者与自然语言之语言学所接受的层面相对应的层面；或者有助于研究语言与肢体相互依存关系的层面。

在第一个方向里，沃格林（Voegelin）借助于受舞谱启示的某种标记体系，得以从肢体语言里找到了与一种自然语言字母数量相当的区分有致的符号数量，并从这一事实得出下述结论，即肢体语言可以从两个层面去分析，这两个层面与自然语言的音位学和词素学层面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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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肢体分类学由斯托科（Stokoe）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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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基础的肢体成分称作“体素”；每个肢体的词素（=承载意义的更小单位）由三个体素组成：位、形、动的结构点，分别叫做位素（tab）、形素（dez）、动素（sig）。肢体研究在这位作者那里意味着三个层次：“体素学”（体素分析）、“体态学”（体素的配合分析）和“体义学”（词法和句法）。相反，在其他研究者看来，肢体语言不包括任何与音素（音位）对应的单位：分析应该停留在与词素相对应的单位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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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第二个方向里，我们有必要在雷·伯德惠斯特勒（Ray Birdwhistell）的论点停留下来，他的理论是美国运动学最有建树的理论。在他看来，如果说肢体动作是某种赘物，是言语信息的陪衬，它不光是这些：它有自己的种种独特性，它们赋予交际多重风貌。由此就产生了语言与肢体语言两个层面的种种相似和差异。伯德惠斯特勒表达了对肢体动作与有声语言之间某种过分并行观的保留态度。“我们极有可能强行把形体运动的资料拉向某种准语言学的网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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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之所以仍然接受了这种并行观，那更多的是出于功利原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非坚信这样一种并行主义的最终有效性。

在他的术语里，与有声语言里语音/音位层面相对应的肢体编码的最小单位叫做体势（un kiné）和势位（un kinè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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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势是可以看见的身体运动的最小成分，例如眉毛的上扬和下垂（bb ʌ v）；在同一信号里该动作停留在0位置（初始位置）之前的重复构成了某种势位。势位之间互相结合，同时又与其他发挥前缀、后缀、中缀和跨缀的作用的运动形式相结合，这样就构成上一级的单位体势组（kinémorphes）和势位组（kinémorphèmes）。“眉毛运动”体势（bb ʌ）可以与“点摇头”体势（h ʌ）、“手部体势”（/ ʌ）或重音等构成势位组。势位组随后又可以组合成复合势位建构（constructions kinémorphiques complexes）。以至于肢体编码的结构可以与“音”“词”“分句”“句子”甚至“段落”的言语结构相媲美（眉毛运动可以外延怀疑、问题、请求等语义）。

有声语言与肢体语言的差异化从哪里开始呢？

对于伯德惠斯特勒而言，两类现象似乎首先出现在运动线上。

第一类现象出现在有话语或没有话语的交际中，它们被叫做宏观运动态势（des donnés macro-kinésiques）。因而宏观运动学讨论复合势位建构的结构成分，即肢体编码中可以与词、分句、句子和段落相比拟的那些形式。

第二类现象仅与话语潮流相关联，被称做超节段势位组（des kinémorphèmes supra-segmentaux）。头部的轻微运动、眨眼睛、咬唇、下巴、双肩和双手的颤动等被认为构成了某种四部紧张运动体系（“quadripartite kinesic stress system”）。这种强调（重压）体系的超节段势位组拥有某种句法类型的功能：它们标志着形容词与名词、副词与动名词的特殊组合，甚至参与了分句的组织或者把句法上复杂句子内部的分句关联起来。超节段势位组所内含的四个重点是：主要重点、次要重点、无重点、去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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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类现象是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的，它们不拥有宏观运动成分或超节段运动成分的结构特性，另外，它们还与特殊词项的特殊类别联系在一起。肢体编码这第三层面的成分叫做运动标志，它们与人们通常称作“姿势”（“动作”）相区别。伯德惠斯特勒具体描述说，“姿势”是某种“连贯的形态”（bound morph），这意味着各种姿势都不能独立存在，它们要求中缀、后缀、前缀或跨缀等运动表现以获得某种“身份”。姿势是某种类型的“跨缀”，因为它们与言语交际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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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运动标志只有与某些听觉句法类型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意指，区别是，与姿势相反，可以说运动标志服从于某种特殊的语音环境。这样，伯德惠斯特勒就正确地指出，把运动标志概念引入肢体编码是两种立场的某种妥协，前者可能把这样一种表现界定为宏观运动，而后者则可能赋予它符号体系中的某种超语言定位或超运动定位。运动标志的分类根据它们与之结合的词汇类型而操作，这就在肢体编码的建构中再一次赋予语言结构以优先权。运动标志拥有四个普遍的特点：（1）它们的耦合性能可以出现在对立的类别中；（2）运动标志出现在某种不同的句法环境中（它们与之结合的词素属于区别明显的句法类别）；（3）存在着不同环境下的耦合性对立（它们可以缩小信号的混淆）；（4）如果它们的耦合单位无法区分时，这种区分便依赖句法环境的对立。这样，运动标志就可以定义为某种特殊环境中一系列对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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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们分析了多种运动标志。例如与代词结合在一起（或代替代词）的代词式运动标志（K


p




 ），按照远近距离的对立而结构：他、她、他（她）的、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他们（她们、它们）、那个、那些、那时、在那里、没有任何人、一些/我、我的、我们的、我们、这个、这儿、现在等。扩展后的同一姿势把代词式的运动标志多元化：这样人们就获得了多元化的运动标志（k


pp




 ），它们表示：我们、我们的、我们中的某些人、他们（她们、它们）、这些、那些、他们（她们、它们，作宾格）、我们的、你们、你们全体、你们中的某些人、你们的、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人们还区分与不中断动作的代词式运动标志（K


p




 ）结合在一起的言说标志，在这些标志中，时间标志（k


t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还要记住那些外延“在……之上”“在……的上方”“在……之下”“在……旁边”“穿过”“在……背后”“在……前面”等意义并陪伴动词的场所标志（k


a




 ）；记住那些与句子结合在一起的诸如“一小会”“很长时间”或者“缓慢地”、“一语双关地”等方式标志（k


m




 ）。表示证明标志（k


d




 ）的种类尚在争论之中。

有必要强调这个层面的运动学分析的重要性。如果说肢体编码里的运动标志似乎与形容词和副词、代词和动词类似，它们并非被视为派生于有声语言。它们构成第一次尝试，尝试把肢体编码作为某种自立于话语的体系来研究，尽管接触该体系需要通过后者。颇有意义的是，这种摆脱语音主义的尝试必然导致了某种不再通过“发声器官”而是通过“书写器官”的术语：伯德惠斯特勒谈论标志时犹如人们以前谈论“痕迹”和“克数”一样。姿势被视为标志，或者也许标志被视为姿势：这些就是有待于发挥的哲学前提以期重新启动作为非独占性语言学的符号科学的运动学，并以期昭明下述事实，即建立在种种言语交际体系基础上的语言学方法论仅是这个除了声音以外还囊括诸如肢体动作、书写、经济等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总体文本的一种可能的路径，甚至不是唯一的和根本性的路径。美国的运动学家们似乎意识到不附属于语言学图式的肢体动作的研究可能带来的开阔前景：“运动标志和语言标志可以是异种同类形式，即其一相对于另一种、另一分析层面的种种结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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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果说这种方向趋向于使交际概念灵活化（伯德惠斯特勒认为，“交际理论的重新评估具有承认下述事实的重要性，即中性的、循环的或甚至新陈代谢的程序是一些心理内的体系”
 

[52]



 ），却并不因此而走出它的范围。

在运动学的这种成形上，应该加上某种增生：通常与宏观运动分析层面结合在一起的副运动表现（comportement parakinésique
 ）研究。副运动学是与萨丕尔所主张的副语言学并行的肢体表现研究，副语言学研究言语的发音以及一般意义上耦合的附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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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运动学而言，在肢体交际这种社会程序中，副运动效果把个人的表现独特化，且反而使某种个性表达体系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描述成为可能。一旦那些宏观运动成分分离出来之后，它们就呈现出来并因此而使穿越、改变并赋予运动线某种社会色彩的东西显形。这种“副运动材料”包括：运动的修饰物（qualificateurs de mouvement），它们改变体势现象或势位现象的小节段；活动的修饰物（qualificateurs d'activité），它们描述身体的全部运动或一行为间活动的参加者们的运动结构；最后还包括活动的就位品质（set-quality activ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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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某种多维度的肢体动作，其研究还有待展开，主要分析游戏、猜字、舞蹈、戏剧表演等活动中的表现。

但是，伯德惠斯特勒还是与其他作者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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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同下述意见，即运动现象与副语言现象之间的某种类同甚至替代是可能的：每个个体根据自己的特异性决定（研究该现象的责任就落在了心理学家身上）选择陪伴其言语的自己的发音表现或运动表现。

这样，运动学既处于从方法论方面被心理学、经验社会学及其同谋交际理论和语言学模式的同时制衡，又趋向于使语音结构主义灵活化。

屈从于某种实证社会学的种种偏见，运动学也通过下述见解而活动，这些见解如语言学（精神分析学或“次要模式体系”的符号学）的发展本身正在横扫“主体”“感知”“感觉”的一致或差异、“人”、信息的“真实性”、作为主体间性的社会等概念。属于交流社会及其“交际”结构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可能对种种符号实践强加某种阐释（“符号实践就是交际”），并遮蔽这些实践的建构程序本身。捕捉这种建构不啻要走出“交流”的意识形态，即走出交际观，而尝试把肢体语言公认为生产中的符号文本，即不受语言的封闭结构制约的文本。运动学可能有助于其构成的这种超语言学在建构自己的“仪器”之前，要求修正音位语言学的基础模式。没有这样一项工作——美国的运动学尽管努力从语言学中解放出来，但证明这种工作甚至尚未开始——，就不可能打破“对语言的智识从属，赋予它某种新的更深刻的智识感，后者潜藏在肢体语言（阿尔托/Artaud）”和任何符号实践的背后。

1968年



（史忠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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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文本





一、作为意素的陈述



1. 目前，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言语（discours），而且是多种符号学实践（plusieurs pratiques sémiotiques），它们被认为具有贯穿语言
 （translinguistique）的特性，即通过语言而实践但又不属于现今所确定的各类语言范畴。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把文本
 （le texte）定义为一种重新分配了语言次序的贯穿语言之机构，它使直接提供信息的交际话语（parole communicative）与已有的或现时的各种陈述语（énoncé）产生关联。因此，文本是一种生产力
 （productivité），这意味着：（1）文本与其所处的语言之间是（破坏—建立型）的再分配关系，因此，从逻辑范畴比从纯粹语言手段更便于解读文本；（2）文本意味着文本间的置换，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陈述相互交会和中和。

2. 符号学所研究的问题之一可能是以文本类型
 （typologie des textes）取代原来修辞学意义上的体裁划分，也就是说，对各种不同文本系统特性的描述需要将它们置于广义的文本（文化）中，它们之间是相互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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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特定的文本系统（一种符号学实践）与其吸收到自身空间中的陈述语（句段）或是发送到外部其他文本（符号实践）中的陈述语（句段）之间的交会被称作意素
 （idéologème）。意素是在每个文本结构的不同层面上均可读到的“具体化”了的互文功能，它随着文本的进程而展开，赋予文本以历史、社会坐标。这里所说的并非分析之后加以运用的一种解读方法，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原来“已知”的“语言性质”。以意素来理解文本的态度决定了一种符号学思考方法，在互文性中研究文本，并且在社会和历史（文本）中来思考文本。在文本意素这个熔炉中，认知理性在一个（文本）整体中来看待（无法等同于文本的）各种陈述语
 的转化，并且依此类推，进而把这个整体纳入社会和历史的广义文本中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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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视作文本的小说
 是一种符号学实践，其中可以读到多种陈述语的轮廓和综合。

在我们看来，小说陈述文
 不是一个最小意义单位（最低限度的实体）。它是一个运作过程（opération），一个联系或者更进一步说是组织
 各种运作材料
 的运动，在书面文本研究中，这些材料或是字词，或是作为义素（sémè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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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字词连缀（语句、段落）。我们无意对这些实体（义素本身）加以分析，而是要研究把它们兼容并蓄到文本整体中的性能
 （fonction）。这确实是一种性能，也就是说具有变化性和关联性，每次取决于它所联系的互不关联的变项，或者更清楚地说，是字词之间或语句、段落之间的单义对应。显然，我们所提出的分析方法虽然通过（字词句段等）语言单位来进行，却具有贯穿语言的性质。打个比方来说，语言单位（主要是语义单位）只是我们划分小说陈述类型
 （types des énoncés romanesques），即诸多性能
 的跳板。我们忽略各种语义单位是为了提炼出起组织作用的逻辑应用
 （application logique）关系，从而达到一种超越切分
 （suprasegmental）的层次。

属于这个超越切分阶段的各种小说陈述语在小说创作中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建立起小说陈述类型的划分体系，进而寻找小说之外的来源。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从整体上定义“并且／或者”（et/ou）作为意素的小说。换句话说，在小说外部（extra-romanesque）文本整体（Te）基础上形成的性能在小说自身文本整体（Tr）中发生作用。小说意素正是这个来自小说外部文本并在小说自身文本中发生作用的互文性
 功能。

因此，两种可能难以区分的分析方法将有助于我们提炼出小说中的符号意素
 ：

——对小说范围内的陈述语进行超越切分的分析，它将揭示小说是一个封闭的文本：开篇的构思，结尾的任意，双元对立结构，偏离和关联；

——对陈述语进行互文性
 分析，它将揭示小说文本中“话语”（parole）与“文字”（écriture）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论证小说文本的性质更接近于“话语”而非“文字”，并将对其“语音次序”（言语各机制的排序）的拓扑学（topologie）进行分析。

既然小说是类属于符号意素的文本，那么有必要简略描述一下作为意素的符号所具有的特点。



二、从象征到符号



1. 中世纪后半叶（13—15世纪）是欧洲文化的转型期：符号思维替代了象征思维。

直到13世纪，象征符号体系是欧洲社会的特征，并且明显地表现在文学和绘画艺术中。这是一种体现宇宙观念的符号实践：事物（象征）代表的是一个（或多个）无法表现和无法认知的宇宙超验力量；超验力量与代表它们的事物之间存在单义联系；象征与它所象征的对象之间并不“相像”；这两个空间（象征本体—象征体）本来彼此分离、不相关联。

象征承载了象征本体（共相），而象征本体不可约减于象征体（标志）。体现在史诗、民间故事、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等文学样式中并转向象征领域的神话思想在表达时需要依赖一些具有象征性的事物，相对于被象征的抽象概念（“英雄主义”“勇敢”“高贵”“美德”“恐惧”“背叛”等）而言，它们是一些具体元素
 （unités de restriction）。象征功能的纵向意义（共相—标志）是具体和限定
 （restriction），它的横向关系（符征体系之间的关联）是回避悖论（paradoxe）；在横向意义上可以说，象征意味着回避矛盾
 （anti-paradoxal）：在其“逻辑”中，两个对立项之间相互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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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与恶是不可调和的，正如食物的生与熟、蜂蜜的甘甜与灰烬的苦涩等，矛盾一旦出现便立即要求化解，矛盾因此被掩盖和“解决”，也就被搁置。

象征言语体系在一开始便体现出这种符号实践的实质：其思维范式呈环状，开头蕴涵并预设了结局（首尾相应
 ），因为象征性能（即意素）先于象征性表述本身而存在。于是产生了象征符号实践的一般特点：象征数量的有限性
 ，象征的重复性
 、限制性
 、普遍性
 。

2. 13—15世纪对象征思维提出质疑，削弱了它的重要性，但并未使其完全消失，而是基本过渡（同化）到符号思维当中。支撑象征的超验基础——它的“彼岸”世界和精神根源——受到置疑。正因如此，在15世纪末之前，戏剧舞台上表现的耶稣基督故事皆取材于《福音书》（有正有伪）或是《圣徒传》（参见朱彼纳勒根据圣热纳维耶芙图书馆馆藏公元1400年左右的手稿而出版的中世纪神秘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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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5世纪开始，戏剧上表现的主要就是耶稣的平凡生活，艺术上也出现同样变化（如埃夫勒圣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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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征所表现的超验精神基础似乎开始动摇。一种新的表意关系初露端倪，它联系的是“此岸”世界中两个“现实的”和“具体的”事物。因而，在13世纪艺术中，先知与圣徒是泾渭分明的；然而，到了15世纪，四大福音传道者不仅与四大先知而且与罗马教廷四大圣师（圣奥古斯丁、圣热罗姆、圣昂布鲁瓦兹和伟大的格里高利，参见阿维奥特圣母院祭台）相提并论。史诗般规模宏大的建筑和文学巨制不再可行：取代大教堂的是具体而微的小教堂，15世纪是细密画家们（miniaturistes）大展才华的时期。象征所代表的单一而明确的关系被符号
 所包含的模糊联系所取代，符号试图表现它所连接事物之间相似且相通的关系，尽管它们之间的联系以两者之间的本质不同为前提。于是，在这段过渡时期，两个不可等同
 而又类似
 事物之间的对话
 （引发悲怆情感和心理活动的对话）成为常见的主题。比如，在14世纪和15世纪大量出现上帝与人类心灵的对话：十字架与朝圣者之间、罪孽的灵魂与耶稣之间的对话，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圣经》被赋予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参见勃艮第公爵图书馆馆藏强化道德教化作用的著名《圣经》版本），甚至出现了替代它的仿作（穷苦群众阅读的《圣经》版本和《人类救赎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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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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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视乃至完全抹消了象征的超验精神背景。

3. 在这种变动当中出现的符号保留了象征的基本特点：各词项之间的不可约同性（irréductibilité），在符号当中体现于指称物（référent）与所指（signifié）、所指与能指（signifiant）之间，以及依此类推，在表意结构（structure signifiante）的各个单元之间。因此，符号意素总体上类似于象征意素：符号是二元的，有层次的并且具有区分等级层次的功能。然而，无论在纵向还是横向上，符号与象征又存在差别。从纵向上看，符号指涉的实体比象征指涉的事物更加具体化
 ——经过具体物化
 （réifié）的共相变成严格意义的事物
 ；而如果把符号结构套用到象征中，被考察的实体（现象）被抽象化，提升到超验层次。可见，符号思维实践吸收了象征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并把它投射到“显而易见”（immédiatement perceptible）的层面；经过这样的发挥，“显而易见”者就转化成客观性
 ——符号文化言语体系的主要原则。

从横向上看，符号思维实践中各个环节的连接方式表现为各种偏离之间换喻性关联
 （enchaînement métonymique d'écarts），意味着渐进式的隐喻创造
 （création progressive de métaphores）。相互对立的事项原本一直相互排斥，现在被融入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可能性偏离的复杂系统（如叙述结构中的各种意外情节），令人产生一种开放
 结构的幻觉，结局呈任意性
 ，难以闭合。比如，在文学言语中，符号思维实践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次以明显的方式表现于历险小说中，它建构在不可预见性和意外性
 （surprise）基础上，是在叙述结构层面上把任何符号思维所特有的偏离具体物化。种种偏离之间的这种连接几乎可以无限延续，因此就会产生作品结局具有任意性
 （arbitraire）的感觉。这是一种可以描述任何“文学”（“艺术”）的虚幻
 印象，因为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被具有构建作用的符号意素所规划，表现于封闭（闭合）型二元思维方式：（1）确立指称物—所指—能指之间的层次；（2）在对立项关系层面上消化二元对立，如同象征一样提供一个矛盾化解
 （solution de contradiction）方式。在象征方式的符号实践中，矛盾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排他性析取方式
 （disjonction exclusive），即两个词项不等值（non-équivalence），可以用“—≠—”来表示，或者是不相容析取式
 （non-conjonction），可以用“— | —”来表示；而在符号方式的符号实践中，矛盾的解决方案则是非析取式
 （non-disjonction），可以用“—∨—”来表示（以下还会详谈）。



三、小说意素：小说的陈述行为



因此，作为意素的任何属于符号思维体系的文学作品（直到19—20世纪认识论革新之前的全部文学），在开卷伊始便已经显示结局，呈现闭合结构。它符合概念化（非实验性）思维方式，正如象征思维近似柏拉图主义。小说是符号这种双重性意素（封闭、非析取式、偏离的连接）的典型表现方式之一，下面我们通过安托万·德·拉萨尔（Antoine de La Sale）的《让·德·圣特雷》（Jehan de Saintré
 ）这部作品来进行分析。

安托万·德·拉萨尔在经历了从年轻侍从、战将到税务官的漫长职业生涯后，于1456年写作《让·德·圣特雷》，其目的一是为了起到教化作用，二是为了抒发怀才不遇的幽怨（1448年，他离开为之服务了48年之久的安茹朝廷，辞别原因不明，赴任圣保罗伯爵三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德·拉萨尔的著作被其本人分为几类：具有教化作用的故事集（《厅堂集》，1448—1451）、“科学”论文或游记（1459年《关于骑士比武赛会致雅克·德·卢森堡的信》；1457年《致德·弗莱斯讷夫人慰问信》），还有一些历史题材的演说辞和其他杂章，而《让·德·圣特雷》是他唯一的小说作品。法国文学史家很少提及这部著作，而如果我们把属于符号这种模糊意素的文本视作小说的话，那么它可能是第一部可以冠以小说之名的散文体作品。关于这部小说，数目有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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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围绕作品产生的历史年代中的社会风俗而展开，试图在德·拉萨尔交往的现实人物中寻找理解书中人物的线索，指责作者没有足够重视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事件（百年战争等），是个迷恋过去的反动者，云云。因为过于关注模糊不清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史不曾阐明这部处于时代之交的作品本身具有的转型结构
 ，其实在德·拉萨尔尚不成熟的创作手法中，该小说体现了直至今日支配我们智识视阈的符号意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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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德·拉萨尔创作的故事与写作自身的叙述是重合的：德·拉萨尔在说话，并且在写作的同时对自己说话。让·德·圣特雷的故事与书的撰写过程合为一体，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成为后者的修辞表现、一个“伴侣”、一个“替角”。

1. 文本开头的引言勾画（概述）了整个小说的思路：安托万·德·拉萨尔谂知自己的作品是何
 （“三个故事”）和为何
 （向让·德·安茹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此介绍了写作意图和信息接受对象，作者用20行便完成了第一个环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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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勒了整个作品的谋篇布局，视之为交流媒介，也就是符号，即陈述文
 （交换物）／接收者
 （公爵，或概而言之就是读者）之间的联系。接下来就是要讲述故事，也就是在笔与纸接触的刹那前充实和细化已知的构思——“词语间延续的故事”。

2. 这时宣布了标题：“首先是白丽库齐娜夫人和圣特雷的故事”，这意味着出现处于内容主题层次的第二环状结构。安托万·德·拉萨尔简要叙述了让·德·圣特雷的一生，直至去世（“他撒手人寰”，第2页）。于是我们已经
 知道故事的结局：故事尚未开始就已经交代了结果。其间的所有情节插曲都失去了意义：小说将在从生到死这段历程中展开，所记载的无非是偏离
 （意外）性情节，它们不会破坏贯穿全局的这个“生—死”主题环。文本在主题上紧扣中心：这将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项之间的演绎，名称有所不同（善／恶，爱／憎，褒／贬：比如，作者引用古罗马作品中对贵妇遗孀的赞语，紧随其后就是圣热罗姆对女性的批判言辞），但始终围绕着（正／反）这个语义轴（axe sémique）进行。在整个过程中，对立主题间隔出现，不受限制，除了一个先决条件，即排他性
 （tiers exclu），也就是说，在对立项中必须做出非此即彼
 （“ou”exclusif）的选择。

在小说意素（如同在符号意素）中，只有当分离对立项的空间被一些模糊的语义组合完全占据的时候，两者的不可约同性才被接受。开篇所公认的对立概念引发了小说思路，但是立刻就会被抑制到一种过时
 状态，在现时
 中让位于丰富曲折的情节交织成的网络，一系列偏离现象联系对立两极，并且以一种糅合的态度消融在伪装
 （feinte）或面具
 （masque）形象当中。否定被容纳到对双重性的肯定当中，小说主题环中对立项之间的相互排斥性被一种暧昧的肯定
 （positivité douteuse）所取代，以至于开启和结束小说的析取式（disjonction）让位于（非析取式的）既是而非
 （oui-non）。这种性能不会因为折中而出现休止（silence parathétique），而是把狂欢节规则和自身非推理逻辑结合起来，继承了狂欢节特点的小说正是按照这种功能模式组织起它所包含的各种双重意义形象：诡计、背叛、陌生人、双性人、双关语（小说表意对象层面）、颂言、市井之声（小说表意手段层面）等。如果没有这种在小说伊始就主导作品脉络的非析取逻辑（我们下文还会谈到），即双重性，小说就无法演绎。安托万·德·拉萨尔把双重性引入贵妇的双关语：在其女伴或是朝廷听来，这些话意味着对圣特雷的挖苦；而在圣特雷本人听来，这些话蕴涵了既“温柔”又“难以忍耐”的爱情。了解贵妇人言语中的非析取逻辑如何逐步展现是很有意思的。起初，只有说话者本人（贵妇）、作者（小说陈述的主体）和读者（小说陈述的接受者）了解话语的双关性：朝廷（中性机构＝客观看法）和圣特雷（信息受述者）都不曾觉察贵妇人弦外之音中明明白白的挖苦之意。然后，双重性发生了转移：圣特雷进入会话并且接受信息，与此同时，他不再是受述者，而是变成了言语主体。在第三阶段，圣特雷忘记了非析取式逻辑，把先前所知道的同时
 具有反面意义的言语完全理解成正面言语，忽略了假象并且错误地把始终具有双重性的信息（错误地）进行单义理解。圣特雷的失败——故事的结局——就归因于他错误地用单一的析取式逻辑替代非析取式逻辑来理解一个陈述。

小说的否定因此具有双重模式：模态逻辑
 （相反函项之间对立的必然性、可能性、偶然性，或不可能性）和道义逻辑
 （相反函项之间结合的必须性、许可性、等值性，或禁止性）。当对立关系的模态逻辑
 （aléthique）和结合关系的道义逻辑
 （déontique）并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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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方能发展下去。小说依据道义逻辑的综合思路展开，然后弃置不用，转而肯定模态逻辑中的对立关系。双重性（伪装与面具机制）本是狂欢节的基本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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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成了填充小说的主题—结构环状结构中分离功能所产生间隙的各种偏离现象的驱动支柱。因而，小说吸收了狂欢节场景的双重性（对话模式），同时又使之服从于象征思维分离功能的单向性（独白模式），保障其可能性的是一个超越性机构——承担全部小说陈述的作者。

3. 正是在文本发展到此处时，也就是说在文本的结构环（信息—接收者）和主题环（生—死）都得到完整表述之后，就出现了表演者
 。他此后多次出现以引入故事书写者的话语
 ，把它当作剧
 中人物的表述
 ，而他就是作者
 。安托万·德·拉萨尔巧妙运用（拉丁语中actor-auctor，即法语中acteur-auteur）谐音关系，触及了从话语行为
 （生产）到话语效果
 （产品）这个运动过程，并且由此完成了“文学性”产物。在安托万·德·拉萨尔看来，作家既是表演者也是作者，这就是说，他在构思小说文本的时候同时从操作层面（表演者）和产品层面（作者），过程（表演者）和结果（作者），技术层面（表演者）和价值层面（作者）来进行，而不会因为作品（信息）和主有者（作者）概念业已存在而遗忘成品之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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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中的话语机制（小说文本中言语机制的拓扑学另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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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被纳入小说陈述文中并且表现为其中一部分。它揭示了作家其实是他所引发的言语活动的主要表演者，与此同时也将小说陈述的两种模式——叙述
 （narration）和引述
 （citation）——连接到同一个人的话语当中，这个人既是书的主体
 （作者）又是舞台上的客体（表演者），因为在小说的不分离功能中，信息同时是言语又是一种表现形式。作者—表演者的表述逐步展开，分化并发展成两个部分：（1）内容性陈述，叙述
 ——自我书写的表演者—作者所承担的话语；（2）一些文本片断，引文
 ——被转让他人的话语，自我书写的表演者—作者承认他言。这两个部分相互交叉甚至相互混淆：安托万·德·拉萨尔很容易从他“旁观”（叙述）到的白丽库齐娜夫人“亲身经历”的故事转移到所阅读（引用）的“埃奈和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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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故事中。

4. 我们可以总结说，小说的陈述方式是一种推论
 （inférentiel）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小说陈述主体根据推论前提
 （les prémisses de l'inférence），即被认为真实的其他片断（内容性的，即叙述性的，或者是文本性的，即引文性的）确认某一个片断为推论结果（conclusion de l'inférence）。小说推论在两种前提的表述过程中，尤其是在它们的连接过程中渐渐削弱，最终不能达到逻辑推理所特有的三段论之结论（la conclusion syllogistique）。作者—表演者之陈述行为在于把他本人的话语与他所阅读的内容、把他本人的话语机制与他人的话语机制黏合起来。

把这个推论过程中起媒介作用的词语（les mots-agents）整理出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我看来
 ……”“如同
 维尔吉勒所说……”“圣热罗姆于是说
 ”，等等。这些词并无实质意义，同时起连接
 （jonctif）和转述
 （translatif）作用。作为连接词，它们在小说的总体陈述当中联系（综合）了两类最基本的陈述（叙述和引语），因此是元核之间（internucléaire）的连接；作为转述词，它们通过改换意素把一个文本空间（声音话语）中的表述转移到另一个文本空间（书）中，因此是同一元核内部（intranucléaire）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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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将市井之声和颂言引入书面文本）。

推论中的媒介语意味着把赋予某一主体的言语
 与另外一个有别于作者言语的陈述
 并列起来。它们使得小说陈述偏离主题和自身成为可能，从话语交际层次（信息性、交际性）转移到文本（生产力）层次成为可能。通过推论行为，作者拒绝成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用“言”（Verbe）来表示真理并占有真理，而是以读者或听众的身份来参与书写，通过其他
 言语的转换来组织自己的文本。他的解读
 （déchiffre）行为多于话语
 （parle）行为。推论中的媒介语使他能够把内容性陈述（叙述）转换为文本性片断（引文），反过来把引文转换为叙述；它们在两种不同的言语之间建立起相似、类同和互换关系。符号意素在这里再次出现，出现在小说陈述的推论模式当中：只有当它把另外
 一个话语化为己有
 时，它才会承认其存在。史诗体裁不曾经历过这种陈述模式的分化：武功歌讲述者的表述是单义的，它有确定的表意对象（“真实的”物体或言语），它是一个表意手段，象征着超验客体（共相）。受象征思维主宰的中世纪文学因此是一种以超验力量这块“磐石”为表意对象和基础的“表意”文学和“表音”文学。狂欢节引入了言语机制（instance du discours）的双重性：表演者
 和观众
 轮流既是言语主体又是言语对象；狂欢场面还是连接业已分化的双重主体的桥梁，双方都在其中找到认同：作者（表演者+观众）。小说推论采用的正是这第三种机制并通过作者的言语加以实现。小说的陈述模式不可以归结于任何一个推论前提，它是一个潜在的熔炉，声音话语（内容性陈述、叙述）和书面文字（作品片断、引语）交会其中；它是一个虚空的、无形的空间，“如同”，“在我看来”，“于是说”或其他一些起着引导、连接和总结作用的关联词标志其存在。我们由此提炼出小说文本的第三种思路，真正意义上的故事尚未开始就已经结束：小说陈述行为表现为一种非三段式的推论方式，是叙述与引述之间的折中、声音与文字的结合。小说就是在这个联系不同
 并且不可等同
 “主体”的两种陈述类型的中空地带和无形范围内展开。



四、小说的非析取式功能



1. 小说陈述在构思时把对立项之间的关系视作势不两立、互不关联、不相互补、不可调解的两个组织之间绝对的、非交替性、一成不变的对立。为了使这种非交替性的析取式逻辑能够启动小说言语的发展进程，势必要引入一种否定功能将其包含在内，这就是非析取式逻辑。它出现在第二阶段，还不是一个弥补二分性的无限性
 （infinité complémentaire à la bipartition）概念（这个概念可形成于不同于“根本性否定”的一种否定观中，意味着把二元对立与对称二元的统一或综合同时
 加以考虑），是引入了伪装、暧昧性和双重性
 机制。原来的非交替性对立渐渐表现为一种伪对立（pseudo-opposition），只存在于萌芽状态，因为它还没有纳入自我否定的力量，即把对立双方统一起来。如果不存在这个补充性的否定把二分性转化成一个节律运动性整体，生与死（爱与憎、美德与丑行、善与恶、有与无）当然是绝对对立的。这个双重否定程序把对立项之间的差异
 （différence）缩减为一种可以相互转换的根本性分离
 （disjonction），也就是说，使实体消失，转化为交替的节奏所围绕的虚空，否则，否定是不完整和未完成的。这种否定包含两个对立项，在否定对立的同时并不肯定它们的同一性，这样，根本性否定
 （la négation radicale）程序就被分化成两个阶段：（1）分离功能；（2）不分离功能。

2. 这一分化首先引入了时间
 概念：时间性（故事）本可能是断裂性否定行为之间的间隔
 （espacement），出现于两个彼此隔离、无法交替的运动（对立—协调）之间。而在其他文化体系中存在一种无限延续的否定，把这两个运动联系到一个均衡转换的系统中，因而避免了否定行为造成的间隔（持续时间），取而代之的是产生转换的虚空（空间）概念。

否定的“模糊化”同样引申到一种终极意义和一种神学原则（神旨，“意义”）。前提是以分离功能作为起点，然后贯彻合二为一的意图，仿佛以统一“忽略”对立，同样，对立并不因为“在意”统一而存在。后来如果上帝出现，表明以非交替性否定为原则的符号思维范式到此终结，显然，这种终结在第一阶段的简单绝对对立（非交替性分离阶段）中已经存在。正是在这种分化的否定中产生了一切摹仿
 论（mimésis）。非交替性否定是叙事法则：任何叙述都以时间、意图、故事情节和神为要素。史诗和叙事性散文使这个间隔发挥作用，其目的在于表现由非交替性否定衍生的神学意义。我们应当到其他文明中去寻找一种科学的或宗教的、道德的或仪式性的非摹仿性言语，它匿形于节奏性交替中，用协调性行为包容了一组组语义对立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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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过程当中形成了自己。小说也不例外，符合这种叙事法则。在各种各样的叙事文中，小说的特性在于不分离功能落实在整个小说陈述的每个叙事层次中（主题、意群、行动元，等等）。此外，主导小说意素的正是非交替性否定的第二阶段，即非析取式功能。

3. 确实，析取式逻辑（生—死、爱—憎、忠诚—背叛这一主体环）是小说的框架，我们在小说开篇的封闭型构思中已经有所发现。然而，只有当对立项之间的分离在得以保存、肯定和认可的同时又可以被否定时，小说才有可能展开。因此，小说中的析取式逻辑主要表现为双重一体
 （un double），而不是两个不同体
 （deux irréductibles）。背叛者、受嘲弄的君主、失败的战将、不忠的女人等形象都源自小说起源时期就出现的这种非析取式逻辑。

史诗主要围绕着排他性析取或者是不相容析取式逻辑而进行。在《罗兰之歌》和所有“圆桌骑士”系列传奇中，英雄与叛徒、善人与恶人、战士的职责与内心的爱情等贯穿小说始终，成为不可调和的冲突，没有任何折中的可能。因此，服从于不相容析取式（象征）逻辑的“经典”史诗中不可能产生性格塑造和心理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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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非析取式符号思维出现才产生人物心理描写，并且在模糊暧昧状态中找到适合表达曲折心理的土壤。通过史诗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双重性
 形象的出现成为性格
 塑造的前身。于是，在12世纪末，尤其是13、14世纪，一种模糊的史诗性作品发展起来，其中的皇帝被人嘲弄，宗教和贵族变得滑稽可笑，英雄也有懦弱和可疑之处（《查理大帝朝圣记》），国王愚蠢无比，美德不会得到回报（《加兰·德·蒙格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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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叛者成为主宰（《杜恩·德·马扬斯》武功歌系列中的《拉乌尔·德·康布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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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非讽刺，也非赞扬，既不批判，也不认同，这种史诗体现了一种建立在相反亦相像基础上、赋有兼容并蓄和暧昧模糊特征的双重性符号学实践。

4. 在从象征到符号的过渡中，法国南方的贵族爱情文学（la littérature courtoise）表现出特殊价值。最近的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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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了法国南方文学中对贵族女性的崇敬与中国古代诗歌之间的一些相似。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建立在“合取性析取”（辩证的否定）思维方式上的象形表意实践首先也就是既相同又截然不同的两种性别之间的“合取性析取”，它对以非析取式对立为特点的表意实践（基督教，欧洲）产生了影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一种西方社会中的表意实践（贵族情诗）赋予“他者
 ”（女性）结构上最重要
 的角色。不过，在从象征到符号过渡中的西方文化体系里，对合取式析取的歌颂转变为对两个对立项中的唯一一项——他者（女性）——的赞扬，而本者（作者，男性）在其中找到认同并且后来
 与之融合。于是自然会产生对他者（Autre）的排斥，这必然表现为对女性的排斥，表现在对性别（和社会）对立的不认同。东方文学作品中所固有的阴阳之序在合取性析取（男女神结合）中安排性别（差异），到了西方就被一个以他者（女性）为中心的体系所取代，而这个中心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本者（Même）能够从中找到认同。因此这是个伪中心，一个故弄玄虚的中心，一个盲目的中心，它有益于本者，他自立了一个他者（中心），实际上是为了在此一、同一、唯一当中感受自己。对这个盲目的中心（女性）所持的排他性肯定（positivité exclusive）被无限放大（“高贵”，“心灵的美德”），消泯了析取（性别差异）并且融入（从天使到圣母玛丽娅）一系列形象
 当中。因此，在没有指定他者（女性）作为对立方，与此同时
 也是与本者（男性、作者）地位平等的对立方之前，在它自身还没有被对立之间的联系（男女有别同时
 又具有同一性）否定之前，这个尚未完成的否定行为已经
 构成一个被神学化的行为。在恰当的时候，它与宗教行为联系起来，把未竟的事业敬献给柏拉图主义。

在贵族爱情文学的神学化过程中，有人认为那是为了从宗教迫害
 

[23]



 中拯救爱情诗歌，或者相反，有人认为那是阿尔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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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南方教会势力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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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宗教裁判所或多明我修会（ordre dominicain）和方济各修会（ordre franciscain）对文学的渗透。无论事实情况如何，在这种以伪否定、不承认语义项合取式析取为特点的符号学实践结构里，贵族爱情文学的宗教化已经是不争事实。在这样的意素中，对女性（他者）的理想化意味着拒绝承认对立群体之间存在角色差别
 （différentiel）但无等级之分
 （non-hiérarchisant）的状况，同样也拒绝承认这个社会在结构上需要一个转换中心，一个只在同性
 当中具有交换物
 （objet d'échange）价值的异性
 （autre）。社会学已经描述了女性如何占据这个转换中心（交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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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位置。这种贬低性质的崇尚预示了14世纪以后市民文学（寓言诗、滑稽剧、闹剧）中女性地位所受的明显贬抑，这两种现象其实并无本质差别。

5. 安托万·德·拉萨尔的小说介于两种类型的陈述之间，它包含了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小说结构中，贵妇是一个双重性形象。她不再纯粹是贵族情诗模式中那个被神化的爱情主宰，也就是说是非析取关系中被升值的一项。她也是不忠的女子、忘恩负义和卑鄙无耻的人。象征表意实践（贵族爱情文学陈述）中本应有的不相容析取式的语义对立项在《让·德·圣特雷》中不复存在；在这里，它们是说明符号意素内涵的双重统一体中不可分离的部分。贵妇既未被神化，也不被嘲讽，既非母亲，也非情人，她既不钟情于圣特雷，也不忠实于神甫，她是一个最典型的非析取式形象，这也是小说的轴心。

圣特雷也属于这种非析取式形象：少年与战将，侍从与英雄，情场受骗却从战场凯旋，既受到保护也曾被背叛，他是贵妇的情人但同时也是国王或是战友布希科的情侣（第141页）。他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男性化角色，在贵妇身边他身兼孩子—情人的角色，又与国王或布希科同床共枕，圣特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两性人，这个角色是对性的崇高化（而不是对崇高的性化），他的同性恋只是把他所隶属的符号学实践中非析取式逻辑加以故事化。他是一个位居轴心的镜子，小说系统中的其他论述投射其中并且自相融合：对贵妇来说，他既是异性又是同性（他虽是男性也仍然是孩子，所以她从中发现了与他者并无不同的自我身份，同时也并不排除两者之间不可忽视的差异），对国王、其他战友或布希科来说，他既是同性
 又是异性
 （他是男性，但也是主宰他们的女性角色）。圣特雷类似于贵妇的非析取式特性使他在男性社会中具有交换物的价值；而他本身所具备的非析取式特性使他在社会中男性与女性之间成为交换物。这两点共同将一个文化文本中的各个元素联系在一个以非析取式（符号）逻辑为主导的稳定系统中。



五、偏离性陈述的连接



1. 小说非析取式功能体现在各种内容的陈述文之间的关联上，也就是各种偏离的连接
 （accord d'écarts）：原本对立的两个论述（形成主题环的生/死、善/恶、始/终等）通过一系列陈述文联系和协调起来；这些陈述文与预设的对立结构之间没有明显关系和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而它们之间的罗列和连接也并没有受到重大的阻碍。相对于小说整体的对立结构而言，这些偏离性陈述是对事物（服饰、礼物、武器）或事件（军队出征、节日庆典、战争场面）的褒扬性描写
 （descriptions laudatives）。比如书中对商品买卖、人物着装（第51、63、71—72、79页）和对武器装备（第50页）的描写。此类陈述反复出现，少有变化，使得文本形成一个回旋往复的整体，出现一系列围绕着各自中心点
 而存在的封闭、循环、完整的陈述，每一个中心点都是对空间（商贩的店铺、贵妇的闺阁）、时间（军队出发、圣特雷返回）和陈述主体的内涵做分别或同时的介绍。这些描写性陈述细致入微，而且周期性反复出现，其重现节奏
 可以为小说的时间性提供参照。事实上，安托万·德·拉萨尔不对任何事件在时间上的发展进行描述。当出现表演者（作者）的陈述来进行时间上的连接时，无非是言简意赅地把一些令读者身临其境的描写
 连缀起来，比如整装待发的军队、商家店铺、衣服首饰，这些赞美之辞并不包含任何因果关系。偏离性陈述的罗列可以没完没了，夸赞性描写可以永远重复，可是它们最终还是被小说陈述的基本运行机制——非析取式逻辑——结束
 了（封闭和终结）。用回顾的眼光来看就会发现，在结局中，原来的歌颂反过来变成了悲叹，最后以死亡而结束，因而这些受限于小说结构整体的褒扬性描写就失去了绝对性，变得模糊暧昧，具有迷惑性和双重性：其单义性变成了双重性。

2. 除了上述褒扬性陈述，非析取式逻辑连接的另一种偏离出现在小说进程中：拉丁语引文
 和道德说教。安托万·德·拉萨尔引用了蒂勒·德·米莱齐、苏格拉底、特里米德、皮塔库斯·德·米瑟莱恩、《圣经福音书》、加图、西尼加、圣奥古斯丁、伊壁鸠鲁、圣伯纳、圣格里高利、圣保罗、阿维森纳等，而且除了他所明确表示的引用之外还可以发现相当数量的抄袭。

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两种偏离陈述——褒扬性描写和引文——出自小说之外的来源。

第一个文本外来源是集市、市场或是广场。言语来自夸赞自己商品的商贩之口或是宣告战争开始的传令官。语音话语、口头表述甚至是声音本身都变成了书：小说不完全是书面文字，它也是口头交际的记载。纸上记载了一个具有任意性的语音
 （话语＝声音），它想要与参照物和语义相符合，代表一个业已存在的“事实”，为表意手段补充表意对象并将其容纳到一个交流机制中，也就是把它限定为一个可操纵和交流的符号表现体（符号），其作用在于保证一个承载意义
 （价值）的交际（沟通）结构的完整和严密性。

这些褒扬性表述在14、15世纪的法国大量存在，并以颂言
 （blason）之名为人所知。它来自口头交际话语，或在广场上大声宣读，目的是将有关战事的消息直接公布于众（士兵数量、来源、武器装备），或是市场里的叫卖声（商品名称、质量、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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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嘈杂纷乱、夸大其词而又郑重其事的罗列之辞属于一种语音（phonétique）文化：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才最终确立的这种以交换为意图的文化通过声音
 手段和话语体系（言语、声音）内的结构而进行——它必然指涉一个所认同的现实，并且（通过表意手段）赋予它表意效果。“语音”文学就是以这种褒扬性、重复性的表述和表述行为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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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来，颂言失去了单义性而变得模糊，往往兼具褒贬两种功能。到15世纪，颂言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非析取性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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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托万·德·拉萨尔恰好在颂言产生褒与/或贬两重性之间的阶段使用了这一形式。书中所记录的颂言确实是单义性的褒扬之言。可是一旦从小说文本的整体结构来看，它们就变得模棱两可了：贵妇的背叛使得赞誉之辞显得虚伪和暧昧。如前所说，颂言变成了指摘，并且被融入小说的非析取式逻辑当中；形成于文本之外（Te）的性能在小说文本整体（Tr）中发生变化，并因此使小说成为意素。

单义性的分化是整个中世纪言语空间（口语）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尤其是在狂欢节情境中。分化是符号（事物—声音，参照物—语义—语音）的本质特征和交际系统的形态特征（主体—受述者，本着—假代者—他者），进入了陈述语（声音）的逻辑层次，并且表现为一种非析取式逻辑。

3. 第二种偏离——引文——来自一个书面文本。拉丁语和其他
 （已读）书籍进入小说文本，或是被直接抄袭（引用），或是化为记忆的痕迹（回忆）。它们从自身空间原封不动地被转移到正在书写的小说当中，被加上引号袭用或是仿用
 

[30]



 。

中世纪末期重视声音文本并在文字文本中引入集市、市场、街头等（城市）空间，同时这个时期也以大量书面文本的进入为特征：书籍得到推广，不再是贵族和学者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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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结果是声音文化也企图跻身于书写文化。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任何书都是对口头言语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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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引用或抄袭与颂言一样具有语音文化特征，即使它们出自文字之外（言语）的来源参照的是安托万·德·拉萨尔的作品产生之前的书籍。

4. 尽管如此，对书面文本的引用扰乱了口头言语记录带入文本的规则：列举、重复，即时间性（如前所述）。书写机制带来了两个重要后果。

第一，安托万·德·拉萨尔的文本中的时间性与其说是话语型（discursive）时间性（各个叙述段落并不按照言语段落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安排），不如被称为书写型
 （scripturale）时间性（各个叙述段落按照书写行为来引导和推进）。“事件”的进程（描写性陈述或是引用）服从于在空白之页上书写的手，服从于文字记录的布局。安托万·德·拉萨尔经常中断话语型叙述时间进程
 以引入文本书写工作的现在时
 。“言归正传”，“简而言之”，“何从说起”，“此处不言夫人及其女伴，且说圣特雷”，等等——类似的连接句标志着一种有别于
 话语型（线性）的时间性：表示（书写工作的）推论性陈述行为的现在时大量涌入
 。

第二，（语音）陈述语被转录入纸面，其他文本（引文）被转载，两者共同形成了一个书面文本，其中书写行为本身退居其次，从整体
 上来说处于次要
 地位：仿佛进行了抄录工作，成为一个标记，这封“书信”似乎不再具有记录意义而成为一个交换物：“以之为书信相寄。”

如此结构的小说有如一个双重空间：同为声音陈述和文字陈述，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话语（声音）层次。



六、任意性结局和完整性结构



1. 任何表意行为都表现为表达形式上完成
 的陈述。这种完成有别于结构性完整
 （finition structurale），后者只有少数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和各种宗教有所企及。在我们的文化中，“文学”被作为成品（效果、印刷）来消费，其生产过程却不被关注，而具备完整的生产工序就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小说在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从小说的历史起源和它们共同的封闭结构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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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概念与小说概念是重合的。小说中往往缺少显而易见的结局，或是模糊朦胧，或是意味深长。这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并不意味着文本结构不够完整。每一体裁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将揭示出作为小说的《让·德·圣特雷》所具有的完整性结构。

2. 该书开头的谋篇布局已经体现了完整的结构。在我们先前描述的提纲当中，各条思路自成体系，或是首尾呼应，或是因为某个抑制性因素而彼此重合，最终勾勒出一个封闭言语系统的轮廓。除此之外，该书在写作的结束方式上再度实现结构的完整性。作者以对贵妇的惩戒而结束笔下人物圣特雷的故事，然后叙述戛然而止，小说最后以一句作者的陈述语结尾，宣布了终局：“本故事从此结束……”（第307页）

小说开头的思路所设立的各个环状结构当中如果有一个得以完成，故事就可以视作结束。这个环状结构就是对贵妇人的批判，这也意味着对暧昧的批判。叙事
 （récit）止于此。我们把完成一个具体环状结构而产生的叙事完成称为一次
 结局。

可是，文本基本结构（二元对立及其与非析取功能的关系）的具体实现所表现的结构性完整不足以使作者的陈述成为闭合的体系。话语中没有什么因素可以结束无穷无尽的一环套一环，除非加以任意（arbitraire）处置。在小说陈述中，真正的终止行为发自当下在纸页上生产了小说的写作行为本身。当主体死亡的时候，言语停止，而制造了这个“谋杀”的是写作（生产）机制本身。

此外，表演者
 标志着出现第二次、也是真正一次结局：“一个英勇骑士之书就此结束……”（第308页）然后是简单回顾故事情节，并把陈述引回到写作行为（“此时，崇高而杰出的君主和令人景仰的王爷勿因文字过多或过少而………圣特雷说，鄙人完成此书，以之为书信相寄”），同时用书写行为的现在时取代故事叙述的过去时（“尊敬的王爷，此时此刻
 ，无他人致信于您……”［第309页］），从而结束小说。

在文本的双重进行过程中（圣特雷的故事—写作过程），书写的生产力被转化为叙述，而叙述经常被中止以显现生产行为，作为修辞形象出现的（圣特雷的）死亡与言语的终止（表演者的消失）同时发生。不过，在文本结语中被重提的这个死亡不是被话语引入的，而是由文字（小说文本）用引号引入（墓碑上）的文字从而推论得知的，因此，此处话语
 的作用后退一步。另外还发生了一个后退，这回是语言
 的后退，引用的墓碑铭文使用了一门已死的语言（拉丁语）：拉丁语已经让位于法语，它也到达了死亡的时刻；此时结束的不仅是故事（在前一段已经结束：“本故事从此结束……”），而且是言语及其产物——“文学”/“书信”（“本书就此结束……”）。

3. 故事本可以继续讲述圣特雷的历险或其他经历。可是故事就此而止，完成了生死之环：在结构上完成小说的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符号意素的各项封闭性能，故事在叙述过程当中只是变换了形式；在写作行为上完成作为文化产品的小说者，就是突出叙事行为，把叙事文当作被书写的文本加以阐述。

因此，在中世纪末期，也就是在“文学”意识和“社会”（文学是其上层建筑）意识尚未巩固之前，安托万·德·拉萨尔以双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小说：作为故事（结构性）和作为言语（写作性），而这种写作行为的结局方式以其幼稚性反而凸显了后来为资本主义文学所遮掩了的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

小说具有双重符号地位：它是一种语言现象
 （故事），同样还是话语体制
 （书信、文学）；作为故事的存在是具有文学存在
 这个基本特性之前的一种表现形式。现在我们就发现了小说区别于故事的特征：小说已经是“文学”，也就是说是言语行为的产品，是主有者（作者）与消费者（大众、接收者）之间一种具有价值的（言语）交换物。故事的结束就是某一环状结构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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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小说的终结不止于这个故事的结束。话语机制往往表现为尾声的形式，出现在最后，缓和叙述进度，表示这其实是由一个说话主体控制的言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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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讲述的就是情节，而小说表现为一个言语体系（无论作者——多少有此意识——是否如此认为）。在此方面，在说话主体对其话语的批判意识发展过程中，小说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把小说作为故事来结束，这是一个修辞问题，其方式在于重新打开曾经开启小说的封闭性符号意素。把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事实（作为言语或符号来理解）来结束，这是一个社会实践和文化文本的问题，其方式在于把话语（产品、作品）与话语的终结——书写（文本生产力）进行对照。这里就出现了把书看做一种生产的第三种观念，而不再是现象（故事）或文学（言语）。安托万·德·拉萨尔当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涵义。他之后的社会文本排除了任何生产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产品观念（效用、价值）：文学
 的作用是商品价值
 的作用，这甚至掩盖了安托万·德·拉萨尔曾经在模糊意识中的实践：文学产品的话语起源。后来等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本产生怀疑时，随着文本中书写工作显示出重要性，人们才对（言语的）“文学”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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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此期间，这种打破了表现（文学事实）论的文学书写功能仍然是潜在的、无人理解和无人表述的，尽管它经常出现在文本中而且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安托万·德·拉萨尔和任何“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写作就是话语，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法则。

在一个以“作者”的身份自我反思的人看来，写作有一种磨砺、推敲和定形的功能。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语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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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写作是一种人为的限定、一条任意的法则和一个主观的产物。文本中书写机制的干预往往就是作者为了解释故事的任意性结局而自圆其说的理由。安托万·德·拉萨尔就是这样在叙述时不断写到写作过程，以此来证明结局的理由：他的故事是一封书信，书信的结束就是思路的结束。另一方面，作者在写圣特雷之死时并没有讲述过程：一贯不惜笔墨、不厌其烦的安托万·德·拉萨尔在介绍这个重要事件时只是转录了一块墓志铭，并且采用了两种语言——拉丁语和法语。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以不同形式贯穿小说历史的悖论现象：书写过程的贬值，把它划为毫无作用、多此一举、缺乏生气的一类。伴随这个现象的是对作品本身、作者和文学事实（言语）的重视。书写行为的出现只是为了结束这本书，也就是结束言语。开启书的是作者的话语：“且谈白丽库齐娜夫人。”（第1页）书写行为是一个极具区分性的行为，使得文本具备了一个不可与其他混淆的特殊性质；它也是一个极具联系性的行为，避免了一个完备的意素当中各个序列的封闭，而使它们开放到一个无限的布局中，这个行为将会消失，但是它的出现无非是为了提醒在客观现实（陈述、声音言语）之外还存在着主观创造（书写实践）行为。存在于资本主义小说中的这种语音/书写、陈述/文本的对立以及其中第二项的贬值（书写、文本）误导了俄罗斯形式主义理论家，这使他们把故事中出现的书写机制的干预诠释为文本的“任意性”（artibraire）或是所谓作品的“文字性”（littéralité）。显然，“任意性”和“文字性”这样的概念只会在重作品（语音、话语）、轻书写（文本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在封闭的（文化）文本这种意识形态中才有可能加以考虑。

1966—1967年



（车琳　译）





[1]
 在考察各种符号学实践与符号的关系时，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种类型：（1）建立在符号、也就是意义基础上的系统性
 （systématique）符号实践，它是保存性的、有限的，其内容是引向指涉物的，它是逻辑的、解释性的、不变的和不改变他方（接收者）的；（2）转换性
 （transformative）符号实践：“符号”脱离于指涉物，转向于它们所改变的他方；（3）“顶针式
 ”（paragrammatique）符号实践：符号被一种可称为“四元命题”（tétralemme）的相互关联的顶针式序列所排除：每个符号都有一个指涉物；每个符号都没有指涉物；每个符号既有也没有指涉物；每个符号既有也没有指涉物，这不是真的。参见拙著《论“顶针式”符号学》（Pour une sémiologie des paragrammes
 ），第196页。



[2]
 “文学理论是囊括……人类所有意识活动领域的各种意识观念学这一广袤学科的一个分支。”——P.N. Medvedev，《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方法，诗学的社会学批评导论》（Formalnyi metod v literaturovedenii. Krititcheskoie vvedeniie v sotsiologitcheskuiu poetiku
 ），Leningrad，1928。本文借用其“意素”一词。



[3]
 此处使用的“义素”一词借鉴了A.-J·格雷玛斯赋予该术语的定义：义素是语义核心与语境词素的结合，属于表象层次，与词素所属的内在层次相对立。参见A.-J·格雷玛斯《结构语义学》（Sémantique structurale
 ，Larousse，1966，p.42）。



[4]
 在西方科学思想史中，在从以象征为主导的思维、经过符号思维到多变思维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三种基本思潮，就是柏拉图主义（platonisme）、概念论（conceptualisme）和唯名论（nominalisme）。参见蒯因（W.Quine）“共相的物化”，收入《来自一个逻辑观点》（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本文借鉴其区分两种符征体系（unité signifiante）的观点：一种位于象征空间；另一种位于符号空间。



[5]
 阿西勒·朱彼纳尔（Achille Jubinal，1810—1875），法国中世纪学专家，1837年曾整理出版《未发表的15世纪神秘剧》（Mystères inédits du XVe siècle
 ）。——译者注



[6]
 位于法国厄尔省的埃夫勒圣母院（Cathédrale Notre-Dame d'Évreux）曾在12世纪毁于火灾，后于13世纪开始重建，在15世纪修复的中心小教堂中央立有著名的怀抱圣婴的圣母像。——译者注



[7]
 《人类救赎之鉴》（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
 ）是14—15世纪出现的一个普及宗教教义插图手抄本。——译者注



[8]
 马勒（E.Mâle），《中世纪末期的法国宗教艺术》（L' Art religieux de la fin du Moyen Age en France
 ，Paris，1949）。



[9]
 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如下：F. Desonay，“Le Petit Jehan de Saintré，”Revue du seizième siècle
 ，XIV，1927，1-48，213-280;“Comment un écrivain se corrigeait au XV

e


 siècle，”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Ⅵ，1927，81-121. Y. Otaka，“Etablissement du texte définitif du Petit Jehan de Saintré，”Etudes de langue et littérature françaises
 ，Tokyo，Ⅵ，1965，15-28. W. S. Shepard，“The Syntax of Antoine de La Sale，”Publ. Of the Modern Lang. Assn. Of Amer
 .，XX，1905，435-501. W. P. Söderhjelm，la Nouvelle française au XV


e



 siècle
 ，Paris，1910; Notes sur Antoine de La Sale et ses oeuvres
 ，Helsingfors，1904. L'édition à laquelle nous nous référons est celle de Jean Misrahi（Rordham University）et de Charles A. Knudson（University of Illinois），Genève，Droz，1965.



[10]
 如今任何纠结于“现实主义”和“书写过程”问题的小说都近似于《让·德·圣特雷》的双重性结构：位于小说发展史终端（发展到了自我更新以进入书写生产力阶段，接近叙述又不受其限制）的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令人重温了安托万·德·拉萨尔在小说体裁萌芽时期的实践，即把各种杂乱的陈述加以组织的工作。这种相似在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的小说《处死》（La Mise à mort
 ）中十分显著，而且正如作者所承认的那样，是有意的
 ，这部小说中的作者（安托万）甚至借用“安托万·德·拉萨尔”一名以区别于表演者（阿尔弗莱德）的身份。（路易·阿拉贡全名为“路易-玛丽-阿尔弗莱德-安托万·阿拉贡”——译者注）



[11]
 这个说法曾被V．Chklovski在《文学理论》中《短篇小说与小说建构》（La Construction de la nouvelle et du roman
 ）一文中使用，Coll.“Tel Quel，”Ed. du Seuil，1965，p.170。



[12]
 参见Henrik von Wright，《论逻辑模式》（An Essay on Modal Logic
 ），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e. Co.，1951。



[13]
 把双重性、模糊性作为小说的基本特点，并且与狂欢节的口语传统、笑和面具机制以及梅尼普式（ménippée）讽喻结构联系起来，这一观点得益于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Problemi poetiki Dostoïevskovo
 ），Moscou，1963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作品》（Tvortchestvo François Rabelais
 ），Moscou，1965。参见《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Bakhtine，le mot，le dialogue et le roman
 ），第143页。



[14]
 “作者”概念出现于12世纪的罗曼语诗歌中，贵族诗人发表自己的作品并信赖于游吟诗人的记忆力，他要求后者进行准确背诵，稍有差错就会被发现和评判。“‘一切都归罪于游吟诗人！’这位加利西亚的贵族诗人如此愤愤地声讨。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一些文人们的诗歌已经不再接受吟唱，游吟诗人便被排除在文学之外了。他们的身份仅剩下了乐师这一项。而即便是这个行当，最终也不免为来自国外的管乐师取代。而在14—15世纪，这些乐师本来是与游吟诗人共享社会舞台的。”（参见R. Menendez Pidal，Poesia juglaresca y juglar
 ，Madrid，1957，p.380）。因此，早期的游吟诗人不仅是表演者（剧中人物，表现者；拉丁语“actor
 ”的意思是表现故事的人），而且还是作者（产品的构造者，制作、安排、掌握、产生、创造事物的人，继而从生产者变成推销者；拉丁语“auctor
 ”有出售者的意思）。



[15]
 参见拙著《小说文本，转换言语结构的符号学方法》（Le Texte du roman，Approche sémiot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le
 ，Ed. Mouton，La Haye，1970）。



[16]
 埃奈（Enée）和狄东（Didon），古希腊神话人物：埃奈是特洛伊的王子，狄东是蒂尔王（Tyr）的女儿。故事取材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埃奈曲》（Eneide
 ），后来又被绘画、歌剧等各种艺术形式所演绎。



[17]
 对于这些结构句法术语，请参见吕西安·泰尼埃（L.Tesnière）的《结构句法初论》（Esquisse d'une syntaxe structurale
 ，P. Klincksieck，1953）。



[18]
 葛兰言（M. Granet），《中国人的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
 ），第50页。



[19]
 在史诗中，人的个性受限于两种简单类型：好人和坏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人物心理状态似乎“无关于性格，因此有可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转变而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状态。好人可以变成坏人，而其中的心理变化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进行的”。D.S.Lixachov，《古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人物形象》（Chelovek v literature drevnej Rusi
 ，Moscou-Leningrad，1958，p.81）。



[20]
 《加兰·德·蒙格朗》（Garin de Monglan
 ）是法国中世纪末期的武功歌作品，可能形成于15世纪初。——译者注



[21]
 《杜恩·德·马扬斯》（Doon de Mayence
 ）又称“离经叛道的贵族”系列武功歌，其中的主人公形象与中世纪传统的道德规则相悖，“拉乌尔·德·康布莱”（Raoul de Cambrai）是其中一首。——译者注



[22]
 参见Alois Richard Nykl，《与古代普罗旺斯诗人关系中的西班牙—阿拉伯诗歌》（Hispano-arabic poetry o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old provençal troubadours
 ），巴尔的摩，1946年。这份研究论证了阿拉伯诗歌虽然没有对普罗旺斯地区诗歌产生生搬硬套的“影响”，但是如何通过与普罗旺斯地区话语体系的接触在内容、体裁和节奏、诗韵、诗节等形式方面推动了贵族爱情诗歌的形成和发展。然而，苏联学者N.I.Konard又证明了，阿拉伯世界的另一端与东方及中国保持接触（公元751年，巴格达哈里发军队与中国唐朝军队曾在怛逻斯河边交战）。两部公元3—4世纪的中国诗集《乐府》和《玉台新咏》在主题和结构上与公元12—15世纪普罗旺斯的贵族爱情诗歌有近似之处，当然，中国诗歌自成体系，属于另外一种思维体系，但是仍然应该看到阿拉伯文化与中国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接触和融合的事实（中国的伊斯兰化+中国的符征结构、艺术、文学在阿拉伯修辞体系中以及由此对地中海文化的渗入）。参见N.I.Konard，《当代比较文学的各种问题》，收入苏联Izvestija Akademii nauk
 ，“文学与语言”系列，1959年，第18卷（fasc.4），第335页。



[23]
 J.Coulet，《普罗旺斯诗人吉莱姆·蒙塔加尔》（Le Troubadour Guilhem Montahagal
 ，Toulouse，Bibl. Méridionale，1928，12

e


 série，Ⅳ）。



[24]
 法国南方城市阿尔比在历史上是一座圣城，中世纪异端——“纯洁教派”的信徒们正是用这座城市的名字为本教派命名——阿尔比教派（Albigeois），他们在13世纪时遭到了天主教会的镇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讨伐异端教派的十字军东征。——译者注



[25]
 J. Anglade，《普罗旺斯诗人吉罗·利奇耶：古代普罗旺斯诗歌的衰落》（Le Troubadour Guirault Riquier，Etude sur la decadence de l'ancienne poésie provençale
 ），1905年。



[26]
 Campaux，《15世纪的妇女问题》（La question des femmes au XVe siècle
 ），刊于《法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杂志》，I.P.1864年，第458页起; P.Gide，《古代法律和现代法律中的女性隐私情况研究》（Etude sur la condition privée de la femme dans le droit ancien et moderne
 ），1885年，第381页。



[27]
 比如有名的“巴黎城叫卖声”——重复性、列举性、褒扬性的陈述语，在当时社会中起着现代社会中的广告作用。参见Alfred Franklin，《古代的个人生活》（Vie privée d'autrefois
 ）中第一章“布告与广告”，1881年；J.-G. Kastner，《巴黎之声——民间叫卖的文学和音乐史》（Les Voix de Paris，essai d'une histoire littéraire et musical des cris populaires
 ），1857年。



[28]
 参见《古老遗嘱之谜》（15世纪）：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军官曾列举43种武器，在《圣坎特恩殉道者》（15世纪末）中，罗马军队首领列举45种武器，等等。



[29]
 比如在格里美豪森（Grimmelshausen）的《讽刺的香客》（Der Satyrische Pylgrad
 ，1666）中，有20个陈述语首先以正面意义出现，后来又以贬义重新出现，最后表现为双重意义（非褒非贬）。颂言形式在中世纪神秘剧和讽刺滑稽剧中大量存在。参见Montaiglon，《15和16世纪法国诗歌集》（Recueil de Poésies françaises des XV et XVI siècles
 ），巴黎，P.Jannet-P.Daffis，1865—1878年，第一卷第11—16页，第三卷第15—18页，还有《民间故事集》（Dits de pays
 ），第五卷第110—116页。关于颂言，参见H.Gaidez和P.Sébillot所著《法国民间颂诗》（Blason populaire en France
 ），Paris，1884；G.D'Harcourt G.Durivault，《颂言》（Le Blason
 ），Paris，1960。



[30]
 关于安托万·德·拉萨尔作品中的引用和袭用问题，参见M.Lecourt，《安托万·德·拉萨尔与西蒙·德·艾斯丹》（A.de la Sale et Simon de Hesdin
 ），收入《致埃米尔·夏特兰信札》（Mélanges offerts à M. Emile Châtelin
 ），巴黎，1910年，第341—350页；《安托万·德·拉萨尔的一个借鉴：西蒙·德·艾斯丹》（Une Source d' A.de la Sale:Simon de Hesdin
 ），收入《罗马尼亚》（Romania
 ），第76期，1955年，第39—83，183—211页。



[31]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初期，书籍经历了一段被“神圣化”（圣书=拉丁文书籍）的时期，之后书的地位被降低，出现了由画本代替文字的现象。而“自12世纪中期，书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作为生产和交换场所的城市接受了书籍的存在并引发了书籍的产生。人们的言行在其中产生反响，在一种活跃的气氛中交流和丰富。书籍成为最需要的产品，进入了中世纪的生产体系中：它变成一种可以货币买卖的产品，也是一种受保护的产品”（Albert Flocon，《书的世界》L'Univers des livres
 ，Hermann，1961，p.1）。一些非宗教的书籍开始出现，如罗兰系列；还有宫廷小说：亚历山大大帝传奇、底比斯传奇；布列塔尼传说：亚瑟王、寻找圣杯的故事、《玫瑰传奇》；法国南方和北方的情诗，鲁特伯夫的诗歌，寓言诗、《列那狐传奇》，圣迹剧和宗教戏剧等。手抄书本形成一种真正的商品交易，并在15世纪获得长足发展：在欧洲各大城市巴黎、布鲁日、格朗德、安德卫普、奥格斯堡、科隆、斯特拉斯堡、维也纳的集市上，在教堂附近，书本抄写者摆摊设位展示他们的商品（参见Svend Dahl，《从古至今话书籍》，Histoire du livre de l'antiquité à nos jours
 ，P.-Ed.Poinat，1960）。在安托万·德·拉萨尔作品所奉职的安茹朝廷（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密切），历任国王都非常尊崇书籍：勒内国王拥有24部土耳其和阿拉伯手抄本，在他卧室中悬挂着“一幅巨画，上面写着所有基督教国家和撒拉逊国家的字母”。



[32]
 西方思想似乎历来把任何文字都视为次要，是言语之后的事物。这种对文字的轻视，正如许多哲学先决命题，要追溯到柏拉图：“我肯定没有写过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将来也不打算这样做，因为这种学说是无法像其他学问一样见之于文字的。倒不如说，要熟悉它就要长期接受这方面的教导，与之保持亲密关系，然后终有一天，它就像突然迸发的火花在灵魂中生成，并马上成为不证自明的东西。”除非文字能够等同于一种权威，一种永定的真理：“写成这样一本能够给全人类带来巨大利益，把事物的本性启示给所有人的著作。”可是，唯心主义以怀疑的态度发现“语言是一种无能的工具。（……）因此，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如此大胆地把他用理性思考的这些东西置于语言当中，尤其是以一种不可更改的形式，亦即用所谓书写符号来表达”（柏拉图《第七封书信》）。研究文字的历史学家普遍认同这个观点（参见James G.Février，《文字的历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
 ，Paris，Payot，1948）。相反，张成明（Tchang Tcheng-Ming）在《中国文字与人类行为》（L'Ecriture chinoise et le Geste humain
 ，Paris，1937）中和P. Van Ginneken在《人类古老语言的类型重建》（La Reconstitution typologique des langues archaïques de l'humanité
 ，1939）中肯定书面文字先于声音语言而存在。



[33]
 参见P. N. Medvedev，同前。



[34]
 “short story”一词总是意味着一个故事，而且要满足两个条件：短小的篇幅和重视结局。B.Eikhenbaum，《论散文体作品的特征》，《文学理论》（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
 ），第203页。



[35]
 游吟诗歌以及民间故事和游记等，在作品结束时往往引入言语者机制，作为所叙述“事实”的见证者或参与者。可是在小说结语当中，作者发表话语并不是为了见证某个“事件”（如同在民间故事中），也不是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艺术”（如同游吟诗歌），而是为了把前面假装转让他人（小说人物）的言语主权收归所有。他以话语
 （而不是一系列事件）的表演者身份存在，在所有情节性意义都完成之后（比如主要任务的死亡）还一直追随到话语的结束（消亡）。



[36]
 比如，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的书《公园》（Le Parc
 ，1961）在描写作为言语现象
 （表现）的作品所产生的逼真效果
 之前讲述了写作的生产过程
 。



[37]
 关于语音思想（phonétisme）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影响，参见德里达（J.Derrida）的著作。




词语、对话和小说




如果说在“人文”科学领域，使用科学方法进行操作的有效性总是受到质疑，引人注目的是，此种质疑首次产生于研究对象的结构内部，而该种结构的逻辑恰恰不同于
 科学逻辑。这里涉及的是语言逻辑（尤其是诗性语言的逻辑）；这种逻辑的彰显来自于“书写文字”（l'écriture）——我指的是那种能够让诗性意义变得可感可触的“动态书写”（gramme dynamique）。于是，文学符号学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沉默与放弃，要么继续努力，建构起一种与此种非科学逻辑同构的模式，亦即与诗义的建构同构的模式，而诗义的建构正处于当今符号学关注的中心。

俄罗斯形式主义被当代结构分析尊为思想源头，当文学和科学之外的种种理由中止了俄罗斯形式主义的研究时，它面临着相同的选择。然而研究得以继续，并在最近得以问世的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e）的分析中获得呈现。它们代表了这个学派最卓著的成果及其最强有力的超越。巴赫金远离语言学家们的专业技术规范，他写作文思泉涌，甚至带有预言性。他触及当今叙事结构研究所面对的种种根本性问题，而这使得他在大约四十年前所构拟的文本阅读具有了当下意义。巴赫金既是作家，也是学者，他率先推翻了文本的静态切割，用某种动态的模式取而代之，在那里，文学结构不是不变的存在，而是相对于另一结构而建构的。结构主义的这种动态化只有从下述观念出发才是可能的，按照这种观念，“文学语词”不是一个“点”（一种固定的意义），而是多重文本的“平面交叉”，是多重写作的对话。书写者包括作者、读者（或角色）以及当下或过去的文化背景。

巴赫金将词语的地位
 （statut du mot）界说为最小的结构单位，并把文本置入历史和社会当中；历史和社会本身也被视为作家所阅读的文本，作家通过重写文本而将自己嵌入其中。于是乎，历时转化为共时，而在这种变化中，线性的历史呈现出抽象化。作家参与历史的唯一方法就变成了通过“书写—阅读”而背离这种抽象化，亦即一种意义结构与另一意义结构产生相关或相反关系的实践。历史和伦理在文本的基础结构中被书写和被阅读。多价的、多元定位的诗性语词有一种超越性，它超越了编码化的语言逻辑，而这种逻辑只有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正是在狂欢节
 中，巴赫金去寻找这种逻辑的根源，他是率先研究这种逻辑的第一人。狂欢
 话语突破了语法和语义所操控的语言法则，与此同时，它也是对社会和政治的某种质疑：而挑战正统的语言法典与挑战官方法律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而是同一。



文本空间内的词语



在不同文类（或文本）内部建构词语的特殊地位，作为不同感知方式（文学感知方式）的能指，把诗性分析置于当今“人文”科学的关注中心：置于语言（langage，思想的真实实践
 

[1]



 和空间（espace，意指通过种种差异的汇集而耦合成意义的一个总体）的交汇处。研究词语的地位，首先意味着研究这个词（作为义素组合）在句子中与其他词语的耦合情况，然后在更大序列的关联层面重新找到同样的功能（即关系）。面对诗性语言实践的这种空间观念，有必要首先界定文本空间的三个维度，不同的语义组和诗性序列的各种活动就是在这个空间中实现的。这三个维度分别是：写作主体、读者和外部文本（处于对话中的三种成分）。于是词语的地位
 

[2]



 决定于a）横向轴
 ：文本中的词语同时属于写作主体和读者，b）纵向轴
 ：文本中的词语指向先前的或共时层面的文学文本集合。

然而，在文本的对话空间中，受话者仅作为话语本身而存在。它融入与作者本人的书写形成对照的他话语（他文本）；于是，横向轴（主体—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语境）汇聚一处共同揭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每一个词语（文本）都是词语与词语（文本与文本）的交汇；在那里，至少有一个他语词（他文本）在交汇处被读出。另外在巴赫金那里，被他分别称为对话
 性（dialogue）和双值性
 （ambivalence）的两个轴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然而，这种见解与其说是严谨不足，毋宁说它体现了巴赫金为文学理论首次做出的一个深度阐释：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从而，互文性
 （intertextualité）概念取代主体间性概念而确立，诗性语言至少能够被双重
 （double）解读。

这样，作为文本最小单位的词语就担任了中介者
 （médiateur）的角色，连接结构模式与文化（历史）语境；另外，它还担任着把历时性转变为共时性（转变为文学结构）的调节者
 （régulateur）的角色。通过“地位
 ”概念，词语被置于空间之中：它在三个维度（作者—读者—语境）中运作，作为一个对话中的义素组，或一个双值的元素组。基于此，文学符号学的任务就是在文本的对话空间中，找到与词语（序列）不同组合模式相对应的各种形式机制。

因此，描写词语在不同文类（文本）中特定的运作模式要求一种超语言学
 （translinguistique）的方法：1. 视文类为非纯粹的符号体系，“它的意义藏在语言下面，但永远不脱离语言”；2. 以更大的言语单位如句子、回应、对话等运行——不一定遵循语言学的模式——这种活动由语义扩张的原则所论证。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并论证以下假说：文学体裁的演化均为语言结构在不同层面上的无意识的外化
 。小说尤其是外化了语言的对话活动。
 

[3]







词语与对话



俄国形式主义学者执著于“语言对话”的思想。他们强调语言交际的对话性
 

[4]



 ，并且认为独白
 作为通用语
 （langue commune）的“萌芽形式”
 

[5]



 晚于对话。他们中的一些人把“相当于一种心理状态”的独白话语
 

[6]



 与作为“独白话语之艺术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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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叙事相区别。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对果戈理（Gogol）的《外套》的著名研究就是基于上述观念。艾亨鲍姆发现，果戈理的文本参照了一种口头叙述形式及其语言特征（语调、口语的句法结构和词汇结构等）。艾亨鲍姆由此得出叙事中的两种叙述方式，即间接叙述
 和直接叙述
 ，并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在大部分情况下，这部作品的作者固然参照了某种口头
 表述（discours），但这种口头表述首先参照了一种他者
 表述，而口头
 表述只是他者
 表述的一种副产品（“他者”是口头表述的承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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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巴赫金看来，对话与独白的区别远远超过了俄国形式主义者使用它时的具体意义。它不等于叙事或剧作中直接与间接（独白与对话）之间的区别。在巴赫金那里，对话可以是独白的，而人们称之为独白的东西却经常是对话性质的。对他而言，“对话”与“独白”关涉到这样一种语言的基础架构：其研究落在了文学文本的符号学
 身上，而文学文本的符号学不应该满足于语言学方法或逻辑规则，而应从两者出发进行建构。“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研究其特属逻辑和各种实体单位，它们使对话交流成为可能，但是语言学并不关心对话关系本身……对话关系也并不转化为逻辑关系或意指关系，后两者自身并不含有对话要素。它们需要语词成分，需要成为阐述行为（énonciation），成为使用语词的表达，成为不同主体的立场，它们之间才会出现对话关系……没有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就没有对话关系。但是对话关系绝不能转化为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因为它有自身的独特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Problemipoetiki Destoïevskovo
 ）

巴赫金在坚持对话关系与纯粹的语言关系间差异的同时，强调叙事结构所依赖的关系（如作者与人物的关系，我们可以加上言说主体（sujet de l'énonciation）与阐述主体（sujet de l'énonc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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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系）之所以存在，那是因为对话性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巴赫金没有解释语言的这种双重性具化为什么，但他强调“对话是语言存在的唯一可能。”今天，我们可以在语言的多个层面找到对话关系：第一，在语言（langue）/言语（parole）的二元组合
 中；第二，在语言系统（集体契约，独白系统，以及在与他人对话中实现的关联性价值系统）中；第三，话语系统（根本上是“组合的”，它不是纯粹的创造，而是在符号交流基础上的个人建构）中。在另一个层面上（可与小说的双值性空间相比较），人们甚至证明了“语言的双重性”：组合性（syntagmatique，通过换喻实现于延伸空间、在场）与聚合性（systématique，通过隐喻实现联想、不在场）。把这两个语言轴线的对话性交流作为小说双值性的基础，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它们相当重要。值得关注的还有编码（code）/讯息（message）的双重结构和它们的跨越关系（罗曼·雅各布森：《普通语言学文集》［Essai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第九章），它们也有助于具体阐明巴赫金关于对话性内在于语言的观点。

巴赫金的观点指出了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在谈论“话语（discours）”时所指涉的东西，即“语言是个人所承担的活动”，或者用巴赫金本人的话来说：“为了使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变成对话性关系，它们应该脱胎换骨，亦即进入另一种存在范畴：成为话语，即被言说（énoncé），从而产生作者，即阐述主体的诞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Problemipoetiki Destoïevskovo
 ）。但是，巴赫金生活于关注社会问题的革命时期的俄国，对他而言，对话不仅仅是由主体承担的语言，而且是某种书写，人们从中可以读到他者
 （l'autre）（没有任何关于弗洛伊德的暗示）。由此，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书写
 （écriture）既有主体性又有交际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互文性
 。面对这种对话理论，“个人即写作主体”的概念渐渐消退，让位于另一种概念，即“书写的双值性（l'ambivalence de l'écriture）”概念。



双值性



术语“双值性”蕴含着历史（社会）植入一个文本和文本植入历史的性质；对于作家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当巴赫金提及“叙事中交汇的两种路径”时，他认为写作是对先前文本集合的阅读，而文本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与回应（他视复调小说的形成是对狂欢话语的吸收，而视独白体小说为文学结构的一种压制，因为它的对话性，巴赫金称之为“梅尼普［Ménippée］讽刺体”）。以这种观点来看，单从语言学角度是不能完全掌握文本的。巴赫金认为他所谓的，基于语言对话性发展出来的超语言学
 （translinguistique）科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互文关系
 ，亦即在19世纪被称为文学的“社会价值”或道德“声音”的关系。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意图通过写作而臣服于一种“高等的道德
 ”（haute moralité）；在他的实践中，这种精神追求实现为文本的双值性：《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
 ）和《诗集》（Poésies
 ）自始至终都是与以往文学资料库的对话，是对之前文本不断的质疑。这样，对话性与双值性就呈现为唯一能够使作家进入历史的方式，宣扬某种双值性的道德，否定时亦为肯定。

对话性和双值性可以得出如下重要结论：某一文本内部空间以及多种文本空间的诗性语言具有双重性。索绪尔所谈论的诗的复量
 （paragramme；易位构词法从零扩展到二：在它的场域里，单位“一”（定义，“真理”）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定义”“规定性”、符号“=”和符号的概念本身，都设置了一个纵向（层级的）分割能指—所指，它们都不适用于诗性语言，因为后者包含着无数配置和组合的可能性。


符号
 （能指—所指/Sa-Sé）概念是科学抽象的产物（同一性［identité］—实体（substance）—原因（cause）—目的（but），印欧语句的结构），它指示一种纵向的、分层级的线性划分。双重性
 的概念则是深入思考诗性语言（非科学语言）的结果，标志着文学序列（语言序列）的空间化和关联化。它意味着，诗性语言的最小单位至少是双重的
 （不是能指/所指的二元分立，而是“一者
 ”与“他者
 ”的双重性），它使人们想到，诗性语言是以列表形式
 （modèle tabulaire）运作的，表中的每个“单位”（此后这个词就只能放进引号里使用了，因为每个单位都是双重的）都以一个包含多重因素的交汇制高点
 （sommet）来发挥作用。双重性是这种复量符号学的最小序列，复量符号学从索绪尔（易位构词概念）和巴赫金发展而来。

这里我们并不沿着这种思考一直走下去，谨在下文中强调它的结论之一：基于0—1序列的逻辑系统（真—假，虚无—存有）对解释诗性语言的运作是无能为力的。

其实，语言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建立在希腊（印欧）句式基础上的逻辑方法，这种句式以“主语+谓语”为构架，以一致性、判断（détermination）和因果（causaité）关系为推导手段。从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皮阿诺（Giuseppe Peano）到卢卡西维茨（Jan Lukasiewicz）、阿克曼（Robert Ackermann）和彻奇（Alonzo Church）的现代逻辑，都是在0—1维度范围内演进的，甚至布尔（George Boole）的现代逻辑，作为集合论的一部分，给出了与语言运行同构的种种形式化格式，但是它们在诗性语言的领域内都是无效的，因为在诗性语言里，“1”不再是底线。

如果一定要将诗性语言用现存的逻辑方法（科学方法）来形式化，就会扭曲诗性语言的性质。必须在诗性逻辑
 （logique poétique）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文学符号学，在诗性逻辑中，连续体的能量
 （puissance du continu）概念可以囊括0—2区间，这是一种连续体，其中的0是最基本的意义，1则隐性地被僭越了。

在从0到2这种诗独有的“连续体的能量”中，人们发现：（语言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禁律”是1（上帝、法律、规定），而唯一摆脱此“禁律”的语言实践，是诗性话语。亚里士多德式逻辑应用于语言时的缺陷被指出，这绝非偶然：一方面被中国哲学家张东荪（Chang Tung-Sun）所指出，他来自另一种语言视野（即表意文字的视野），在那里，阴—阳“对话”的展开取代了上帝；另一方面被巴赫金所指出，他试图在一个革命的社会中通过一种动态的理论建构来超越形式主义。巴赫金将叙事话语等同于史诗话语，他认为叙事话语是禁令，是独白式的
 ，是编码对1、对上帝的从属。因此，史诗是宗教的和神学的，而任何服从0—1逻辑的“现实主义”叙事都是教条主义的。被巴赫金称作独白式小说（如托尔斯泰的小说）的现实主义小说倾向于在这样的空间内发展演进。现实主义描写，一种“性格”的确定，一个“人物”的塑造，一个“主题”的发展，叙事的所有这些描写成分都属于0—1区间，因此也都是独白式的
 。0—2诗性逻辑完全实现的唯一话语大概是狂欢话语。它通过采纳梦境的逻辑，僭越了语言编码的规则和社会道德的规则。

事实上，狂欢节对语言规则（逻辑规则、社会规则）的僭越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且有效，是因为它赋予自己另一套法则。对话性并不是“畅所欲言的自由”，它是一种悲剧性
 的“戏谑
 ”洛特雷阿蒙），一种有别于0的另样命令式。需要特别强调僭越的对话是违规的，同时又自立规则
 的特性，以此彻底和果断地区别于某种现代“情色”文学和戏仿文学所体现的伪僭越。后者自视为“自由放浪”和“相对主义”，实际上它存在于已预期了对自身的僭越的法则
 （loi prévoyant sa transgression）的行动场；因此，它只是独白式的某种补偿，并没有把0—1区间转移出去，且与对话主义的理论建构毫无关系，后者蕴含着与规范的形式决裂，其所包含的对立因素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吸收了狂欢节结构的小说被叫做复调小说
 （polyphonique）。巴赫金举的例子包括拉伯雷（Rabelais）、斯威夫特（Swift）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ïevski）。我们还可以补上20世纪的“现代派”小说，如乔伊斯（Joyce）、普鲁斯特（Proust）、卡夫卡（Kafka）的小说，而且指出，面对独白式小说，现代派复调小说具有以往对话小说的类似定位，但却明显区别于后者。这种断裂发生于19世纪末，以致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对话还是再现式的、虚构性的，而我们这个世纪的复调小说却变得“无法解读”（乔伊斯），并内在于语言（普鲁斯特、卡夫卡）。（断裂不仅存在于文学领域，还存在于社会、政治、哲学等领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互文性问题（文本间的对话问题）才真正被提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巴赫金的理论本身（以及索绪尔的“易位构词法”理论）也源于这种断裂：巴赫金能够从马雅可夫斯基（Maïakovski）、赫列布尼科夫（Khlebnikov）和别雷（Andrei Bjelyï）的作品中发现文本对话现象（仅以这些革命作家为例，因为他们在这一书写断裂的过程中留下了显著的痕迹），然后才把他的理论扩展到文学史，作为所有的颠覆力量和质疑生产性（productivité contestative）的原则。

这样，巴赫金的术语“对话性
 ”作为法语的义素组，蕴含着双重性、语言和另一种逻辑。以这个术语为起点，诗性文本研究的一种新的方法论脱颖而出。文学符号学可以采纳这一术语。“对话性”包括以下几点：（1）一个句子中或一个叙事结构中，不同成分之间的距离
 与关联
 逻辑，指示变化过程
 ，与连续性和实体性相反，后两者遵循本体逻辑（logique de l'être），并被认为是独白式的。（2）一种类比
 和非排他性对立
 的逻辑，与因果关系和同一性判断（détermination identifiante）层面相对立，后者被指示为独白式话语。（3）一种“超限定
 （transfini）”逻辑，我们向康托（Georg Cantor）借鉴了这个概念，它从诗性语言的“连续体能量”（0—2）出发，引入了第二个建构法则：诗歌节段，较之于先它出现的亚里士多德式链条（科学的、独白的或叙事的）所有序列，拥有“即时升级”（immédiatement supérieure）的特征（而非因果关系的演绎）。因此，小说的双值空间展现为由两种建构法则调控：独白法则（每个后续序列由前一序列决定）和对话法则（种种超限定序列立即高于先前的因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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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狂欢语言的结构中，对话结构
 显得最明显，其中的象征关系和类比关系优先于实体—因果（substance-causalité）关系。双值性
 的概念将应用于人们在小说结构中观察到的两种空间的交替：对话空间与独白空间的交替。

从诗学语言的对话性和双值性观念出发，巴赫金对小说结构进行了再评价。这个研究采取的形式是在叙事中对词语进行分类——分类与语言的类型学有关。



叙事中的词语类型



根据巴赫金的研究，人们可以在叙事中区分三类语词：

第一类，直接
 词（mot direct），直接词指向它的意义所指，在所给语境的限制下，由言语主体表达最基本意义的词。直接词是作者宣告、表述的词，是可以提供直接、客观理解的本义词（mot dénota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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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词只关注自身和它所指称的对象”，并努力与后者吻合（它对他语词的各种影响无“意识”）。

第二类，对象
 词（mot objectal）表达各种“人物”的直接话语。它拥有直接的客观意指，但是与作者的言语不处在同一层面，与它有距离。它既面向自己的对象，自身又是作者面向的对象。它是一个他语词，作为作者的理解对象而从属于叙事的语词。作者面向对象词但并不进入、改变它；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既不改变其意义，也不改变其语调；他让它从属于它自身的任务，不向它引入其他意指。一个词（对象词）就以这种方式成为另一个词（本义词）的对象，但并不自知。因而对象词与本义词一样，都是单向的。

第三，然而作者可以使用他人语词，给它一个新的意思，同时保留它原有的意义。结果就是一个词获得了两个意指：它变成了双值的
 （ambivalent）。这种双值词就是两种符号系统汇合的结果。在文体类型的演进中，双值词随着梅尼普文体和狂欢文本而出现（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两个符号系统的汇合使文本具有相对性。这是风格化的效果，风格化建立与他人语词的某种距离，与模仿相反。模仿
 （更确切地说，巴赫金指的是重复
 ）严肃对待被模仿物（被重复物），将它变成自己的对象，将其占为己有而没有相对化。这类双值词的特点是作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采用他人的话语，但却不触及其思想；他遵循着自己的方向，同时又将其相对化。双值词的第二种类型中绝无此类情况。戏仿（parodie）堪称第二种类型的典型。作者在这里引入了一种意指，后者与他人语词的意指相反。至于双值词的第三种类型，内在暗辩体（polémique intérieure cachée）是这种类型的典型，它的特点是他人语词对作者语词产生了能动的（亦即产生改动后果的）影响。作者在“说话”，但是“某外来言语”持续不断地出现干扰作者的话语。在双值词的这种主动类型中，他人语词被叙述者的语词所再现。自传和论辩性忏悔，问答和隐迹对话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些例子。小说是唯一拥有双值词的体裁类型；这是小说结构的独有特征。



本义词或历史词的内在对话性



独白和被等同于独白的史诗、抑或本义词和对象词的单义性或客观性的概念，都无法抵御语言的精神分析和意指分析。对话性与话语的深层结构共同延伸。尽管巴赫金和本维尼斯特没有这样说，我们还是从巴赫金的本义词层面，找到了作为普遍陈述原则的对话性，同时也在本维尼斯特的“历史
 （histoire）”层面，找到了对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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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与本维尼斯特的“言语（discours）”层面一样，设置了说话者对叙事的某种介入和对他者的某种面向。为了描述本义词或历史词的内在对话性，我们需要借助于书写的心理机制，作为写作者与自己（与他者）对话的痕迹，作为作者与自身的距离，作为作家分解为阐述主体和言说主体的见证。

正是通过叙事行为，叙事主体面向另一个人或他者；在与另一个人或他者的关系中建构叙事（在这种交流关系的影响下，蓬热（Francis Ponge）对“我思，故我在”提出了自己的改写：“我说，你听，故我们在。”从而，他假设了一种从主体性到双值性的转变）。因此，我们认为叙事（超越了能指/所指关系）是叙事主体
 （Sujet）和受话者
 （Destinataire）——他者之间的对话。受话者就是阅读主体，代表着一个双重定位的统一体：相对于文本它是能指，相对于叙事主体它是所指。因此，这个统一体是一个二元对立体（D

1


 和D

2


 ），双方彼此交际，建构起一个代码系统。叙述主体（S）被引入，简化为一个代码、一个非个体性的人或匿名者（anonymat）（作者，即言说主体），并由第三人称“他”（人物，即阐述主体）作为中介承载。因而，作者因进入了叙事体系被改造为叙事主体；叙事主体不是任何物，亦非任何人，而是从S置换到D、从“历史”转换成“话语”、从“话语”转换成“历史”的可能性。他变得隐匿、不在场、空位，从而使结构得以这样存在。在叙事的源头，在作者出现的那个时刻，我们遭遇了虚空经验。因此，当文学触到了写作的关注中心，即通过叙事结构（文类）把各种语言系统外化的书写文字，我们看到了死、生和性等问题的出现。从作者所处的这种无名氏位置、从这个零度开始，人物的“他
 ”行将诞生。在稍后的某个阶段，“他”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Nom propre）。因此，在文学文本中，“0”是不存在的；虚空转眼间被“1”（“他”，专有名词）取代；而这个“1”其实是“2”（主体与受话者）。正是受话者、他者、外在性（它的对象是叙事主体，后者同时被表现和表现着）将主体转变成作者，也就是说，是他让叙事主体走过作者所构成的这种零度、否定、排斥的阶段）。因此，在主体与他者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互运动中，作者建构成能指，而文本被建构成两种话语的对话。

另外人物（“性格角色”）的构成允许把S分裂成Sa（言说主体）和Se（阐述主体）。这种变化如图1：





图1


图1涵盖了精神分析学家在分析对象的话语里发现的代词系统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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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图2


在文本（能指）层面Sa与Se的关系中，我们发现了主体与受话者的对话，任何叙事都是围绕着这个对话建构的。阐述主体相对于言说主体扮演受话者相对于主体的角色；他通过让经过虚空阶段将其植入书写系统。马拉美（Mallarmé）把这种运作称为“声音的消失”。

阐述主体既表现言说主体，也作为言说主体的对象被表现。故与作者的隐匿状态有可转化性，而正是从零开始到双重性的这种生成，产生了人物
 （性格角色）。他是对话性的，S与D都隐藏其身。

我们刚才描述的这种面对叙述和小说的方法，由此取消了文学实践中无能为力的“所指·能指”的概念区分；取而代之的，是“对话性能指”。“能指对于另一能指来说代表着主体”（拉康）。

叙事历来都是由该叙事所指向的受话者建构为对话矩阵的。任何叙事，包括历史叙事与科学叙事，都包含由叙述者与他者共同形成的这种对话二元体，这个二元体表现为Sa/Se的对话关系，Sa和Se彼此互为能指和所指，但只能构成两种能指的对调游戏。

然而，只有通过一定的叙事结构，这种对话，符号对二重性的这种拥有，书写文字的这种双值性，才能外化于（诗性）话语的组织，展现于（文学）文本的层面。



走向言语的类型学



文本的动态分析导向文体的重新分类：巴赫金进行重新分类的彻底态度促使我们采纳同样的态度，以期建构起言语的类型学。

形式主义者所使用的“叙事
 ”（récit）术语，对于它所指称的文类而言，过于模糊。但我们至少能分别出两种不同的叙事类型。

一是独白
 话语，它包括：1）描写和叙述的再现方式（史诗）；2）历史话语；3）科学话语。在所有这三种叙事中，主体都承担着1（上帝）的角色，并通过同样的路径而臣服于它；内在于任何言语的对话性被禁律、审查所窒息，以至于该言语拒绝反观自身（拒绝“对话”）。给出这种审查的各种模式，不啻于描述两种话语之间的差异本质：史诗话语（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与违背禁律的梅尼普讽刺体（狂欢节文体，小说文体）的话语。独白话语相当于雅各布逊所谈论的语言的聚合性；也有人提到它与语法的肯定和否定的类似关系。

二是对话
 话语，包括：1）狂欢式话语；2）梅尼普式话语；3）（复调）小说的话语。在这些话语结构中，书写阅读另一书写，亦阅读自身，并在解构过程中建构自身。



史诗性独白



在（古希腊）文化融汇（syncrétisme）时期形成的史诗话语
 ，在后融汇时代凸现出语词的双重意义：不可避免地被语言穿越的主体（“我”）的话语，成为既是具体的又是普世的，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载体。但是在史诗阶段，说话者（史诗的主体）并不掌握他者的话语。作为符号关联的语言的对话游戏，两个能指对话性地对调一个所指，这种游戏发生在叙事层面
 （在作者的直接词中，或者文本的内在性中），这种情况并没有外化于文本的表现层面，小说结构即是这样。正是这种图式在史诗中上演，尚未出现巴赫金所说的双值词问题。因此，史诗结构的组织原则仍然保持着独白性。语言的对话性在史诗中仅仅出现在叙事的基础结构中。在外显的文本组织层面（历史阐述/言语阐述），不存在对话关系；阐述行为的两种风貌仍然受叙述者视角的限制，这种视点与神或共同体的整体视点相吻合。我们在史诗独白中发现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指出的这种“超验性所指”（signifié transcendantal）和这种“自我在场”（présence à soi）。

在史诗空间里占主导地位的，是语言的聚合方式（mode systématique；按照雅各布逊的说法是相似性方式）。语言的组合方式（axe syntagmatique）特有的换喻性毗邻结构在那里很少见。作为修辞格的组合和换喻确实存在，但并不因此而确立为结构的组织原则。史诗逻辑从特殊中寻求一般；它因此而在实体结构中设置了等级；因而它是因果的，亦即神学的：它是一种本义上的“信仰”。



狂欢节：身体、梦境、语言结构以及欲望结构之间的同源性



狂欢节结构好比一种宇宙论。在这种宇宙论里，整体只在关系中存在，只因关系而存在
 ；一切与整体无关的物质、原因、身份都不在这一体系中。狂欢化宇宙论的持续存在是反神学的（这并不意味着反神秘）和深入民众的。通观它的整个历史，它始终存在于被正统西方文化忽视或迫害的大众文化中，而在民间游戏以及中世纪的戏剧和散文体作品（奇闻逸事、讽刺故事和《列那狐的故事》［le roman de Renart
 ］）中表现最为突出。狂欢节本质上是对话的（由种种距离、关系、类比和非排他性对立组成）。这是一幅壮观的场景，却没有舞台；这是游戏，却也是活动；这是一个能指，却也是一个所指。也就是说，两个文本在那里交汇，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狂欢节的参与者既是演员，也是观众；他失去了他的个体意识，越过狂欢活动的零度，并分裂为表演的主体和游戏的客体。狂欢节上，主体退化为虚无，而作为匿名形式的作者的结构得以完成，他创造着并看着自己被创造，他既是自己又是他者，即是人又是面具。狂欢场景的放诞无忌，摧毁上帝而代之以自身的对话原则，可比拟于尼采的酒神精神。狂欢节由于彰显了经过思考的文学生产性的结构，自然揭示出支撑这个结构的潜意识：性和死亡。这两者之间建立起对话，由此产生了狂欢文化的二元结构：高与低，出生与濒危，食物与粪便，赞扬与诅咒，欢笑与流泪。

重复，所谓的“无后续”话语（在一个无限空间中它们是“逻辑”的），以及作为种种空集（ensembles vides）或分离性数值（sommes disjonctifs）运作的非排他性对立——我们仅举狂欢化话语独有的若干语象为例——体现了某种对话性，任何其他话语都不可能如此明显地拥有这种对话性。狂欢通过质疑基于0—1区间运作的语言规则，挑战上帝、权威和社会规则；它因对话性而具有反叛性。由于这种颠覆性的话语，“狂欢节”一词在我们的社会里带上了强烈贬损意味和唯一的讽刺意味，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在狂欢节的场面中，虽没有灯光，没有“剧院”，但同时却既是舞台，也是生活；既是游戏也是梦境；既是话语也是表演；于是，便成为使语言脱离线性（即规则）的约束，能够如戏剧那样在三维空间上演的唯一空间；在更深层面，这也意味着相反的东西，即戏剧存在于语言之中。于是，出现了一条重要原则：任何诗性话语都是戏剧化的，词语可以进行戏剧化排列（取该词的数学意义）。在狂欢话语中示现下述事实，即“有些精神状态犹如戏剧的曲折一样”（马拉美）。它作为征象的这个舞台可以说是体现“戏剧是朗读一本书，是正在书写这本书”的唯一维度。换言之，这个舞台可以说是话语“潜在的无限性”（借用伊尔贝［David Hilbert］的术语）得以完成的唯一处所，这里各种禁律（再现、“独白”）和对它们的僭越（梦境、身体、“对话”）同时得以呈现。这种狂欢传统被梅尼普讽刺体所吸收，并由复调小说付诸实践。

在普遍化的狂欢舞台上，语言戏仿自己和相对化自己，否定自己的再现功能（这只会令人发笑），却又无法摆脱再现。语言的横向组合轴在这个空间中外化，并通过与纵向聚合轴的某种对话，建构起双值性结构，狂欢将把这种结构馈赠给小说。狂欢结构是有颠覆性的（我的意思是它是双值性的），它既是再现的又是反再现的，因而是反基督教和反理性主义的。所有最重要的复调小说都继承了梅尼普讽刺体的这种狂欢结构（拉伯雷、塞万提斯、斯威夫特、萨德、巴尔扎克、洛特雷阿蒙、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卡夫卡）。梅尼普讽刺小说的历史也是反对基督教及其再现的斗争史，这意味着是对语言（对性和死亡）的探索，对双值性、对“颠覆性”结构的确立。

需要注意“狂欢话语”一词在使用中的暧昧性。在现代社会，一般情况下它意味着戏仿，亦即意味着对法规的巩固；人们倾向于遮蔽它的戏剧性
 层面（谋杀、放诞无忌的、辩证性转化
 意义上的革命），而巴赫金所强调以及他在梅尼普讽刺体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重新认识到的，恰恰就是这一层面。狂欢节的笑并不是简单的戏仿；它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可以说它是严肃的
 。正因为如此，狂欢舞台才不是法规的舞台，也不是戏仿法规的舞台，而是法规的他者
 。现代写作提供了几个明显的例子，可视为这种法规与他者
 同时上演的普遍化舞台；在这里笑不复存在，因为这不是戏仿，而是谋杀和革命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

史诗话语与狂欢话语是欧洲叙事的两股源头。根据时代和作者，有时前者占上风，有时后者占上风。民间狂欢话语传统在古典时代晚期的个人文学中仍然十分明显，且直到今天，它还是活水之源，灌溉着文学思想，将之引向种种新视野。

古典人文主义帮助推进了史诗独白性的消解，后者此前的根基很牢固。出于话语之重要，一方面有演说家、修辞学家和政治家口若悬河，另一方面有悲剧和史诗这两种形式的存在，共同表达了根深蒂固的史诗性独白。在另一种独白体兴起（随着形式逻辑、基督教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兴盛
 

[14]



 ）之前，古典时代晚期产生了两种文体，语言的对话性得以彰显。这两种文体是苏格拉底对话
 （dialogues socratiques）和梅尼普讽刺体
 （ménippée）。它们立足于狂欢话语的传统，成为日后欧洲小说的催化剂。



苏格拉底对话：作为个人解构的对话



苏格拉底对话在古代流传甚广：柏拉图、色诺芬（Xénophon）、安提西斯（Antisphène）、埃斯基涅斯（Eschine）、斐多（Phédon）、欧几里德（Euclide）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只有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对话流传至今）。与其说这是一种修辞文体，不如说它是一种民间的和狂欢的文体。它起初只是某种回忆录（对苏格拉底与其学生的多次交谈的回忆）。它打破了历史的限制，只保留了苏格拉底辩证性揭示真理的方式，以及在叙事框架中记录下来的对话结构。尼采指责柏拉图忽视了酒神式悲剧，但是苏格拉底对话却兼具承载了狂欢场景的对话结构和反抗结构。依照巴赫金的说法，苏格拉底对话的特点是与声称掌握既定真理的官方的独白式话语相对立。苏格拉底的真理（“意义”）源自说话者的对话关系；它是关联性的，观察者的自主视角显示出了它的相对性。它的艺术在于想象的衔接
 ，在于符号的相互关联
 。引发这种语言关联网络的两个特有机制是：对照法（syncrise，围绕同一主题，不同言语的交锋）和引发法（anacruse，一句话引发另一句话）。言语的主体是非个人化的、匿名的，被构建他们的言语所遮蔽。巴赫金提醒我们，苏格拉底对话的“事件”就是话语性事件：通过话语，质问与检验一个定义。因此，话语与创造它的人（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及其活动，就是话语。这里，我们不妨说它是一种具有交汇特征的话语实践：词
 （mot）与象
 （image）的分离程序——前者作为行为、论证实践、差异表达，后者作为再现、认知、理念——在苏格拉底对话形成的时期还没有完成。重要“细节”：言语主体处于一种引发对话的独一无二的情境中。在柏拉图的《辩护篇》（Apology
 ）中，苏格拉底的审判与等待宣判死刑的场景决定了他的话语是一个人“站在（死亡）门槛上”的自白。这种极端特殊的情境将词语从任何单义的客观性和任何再现功能中解放出来，并为它打开了象征的空间。话语泰然面对死亡，与另一话语相抗衡，这种对话把个人
 排除在外。

苏格拉底对话与小说中的双值词之间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

苏格拉底对话体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却产生了好几种其他的对话体，包括源于狂欢民俗的梅尼普讽刺体
 。



梅尼普讽刺体：作为社会活动的文本



1. 梅尼普讽刺体的名称，取自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加达拉的梅尼普（Ménippe de Gadare）之名（他的讽刺作品已经遗失，但是我们通过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ène Laërce）的作品得知它们的存在）。罗马人用这个术语命名公元前1世纪形成的一种文类（瓦罗［Varro］：《梅尼普讽刺体》［Saturae Menippeae
 ］）。其实，这种文体的出现要早得多：它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可能是苏格拉底学生安提西斯（Antisphène），他也是苏格拉底对话的作者之一。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也写过梅尼普式作品（据西塞罗［Cicéron］记载，他创造了一种类似的文体，称为logistoricus）。瓦罗赋予梅尼普文体某种明确的稳定形式。其他例子还包括塞内加（Sénèque）的《升天成瓜》（Apocolocyntosis
 ），佩特罗尼乌斯（Pétrone）的《萨蒂里孔》（Satiricon
 ），卢坎（Lucain）的讽刺作品，奥维德（Ovide）的《变形记》（Métamorphoses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的《小说》（Roman
 ），及希腊“小说”的各种样本、古代的乌托邦式小说和罗马的讽刺作品（贺拉斯［Horace］）。在梅尼普讽刺体的领域中，逐渐演化出讽喻对话（diatribe）、独语（soliloque）和神怪文学（genres arétalogiques）等。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基督教文学和拜占庭文学；它还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一直流传至今（如乔伊斯、卡夫卡和巴塔耶［Bataille］的小说里）。这种像海神普罗透斯（Protée）一样灵活多变，能够渗入其他文体的狂欢式文体，对欧洲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小说文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梅尼普讽刺体既是喜剧的，也是悲剧的，它更是严肃的，与狂欢话语的严肃
 意义相同，而且由于其词语的定位，它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具有干扰作用。它把话语从历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大大激发了哲学和想象力的创造性。巴赫金强调，“极端特殊”情境在梅尼普讽刺体中增强了语言的自由度。幻想与象征（通常是神秘的）与可怕的自然主义融合在一起。那些奇遇发生在妓院、强盗的巢穴、小酒馆、露天市场和监狱中，发生在情欲的放纵中，神圣的崇拜仪式中等。词语不怕染黑，它从预设的“价值”中解放出来；不区分邪恶与高尚，词语与它们都无区别，把它们视为自己的专有领地，视为自己的创造之一。人们把学院性的问题推到一边，以期讨论有关存在的“终极”问题：梅尼普讽刺体把解放了的语言导向某种哲学的普遍主义。梅尼普讽刺体不区分本体论和宇宙论，把它们合并成生活的实践哲学。奇幻元素不曾出现在史诗和悲剧作品中，却在此大行其道（例如，一种从上向下俯瞰的独特视角改变了观察的角度，这种视角被用于卢坎的《伊卡罗梅尼普》（Icanroménippe
 ），瓦罗的《恩迪弥翁》（Endymion
 ）；我们在拉伯雷、斯威夫特和伏尔泰等人的作品中，也发现了这种手法）。病态的灵魂状态，如疯狂、人格分裂、幻想、梦境、死亡等，成了叙事材料（卡尔德隆［Calderon］和莎士比亚的书写文字中可以感知到这类病态）。根据巴赫金的研究，这些元素更具有某种结构意义，而较少主题意义；它们既摧毁了人的史诗性和悲剧性整体，也摧毁了人对同一性和因果律的信仰，并显示人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它不再与自己协调一致。同时，它们经常表现为对语言和书写的某种探索：如在瓦罗的《两个马库斯》（Bimarcus
 ）中，两个马库斯讨论是否需要用转义辞格（tropes）写作。梅尼普讽刺体倾向于向语言的另类和怪癖发展。这些“不恰当”的语词，表现为冷嘲热讽的直率，对神圣的亵渎和对礼节规矩的攻击，是梅尼普的典型特征。梅尼普讽刺体是由强烈的对比组成的：圣洁的妓女，仁慈的强盗，自由之士兼奴隶地位的哲人等。它运用突兀的过渡和变化，高雅与低俗，升华与沉沦，各种类型的古怪组合。语言似乎被“双重性”所吸引（被它自身的书写痕迹活动所吸引，后者重叠“外部”），也被在语词定义中代替同一性逻辑的对立逻辑所吸引。梅尼普文体是一种囊括型文体，建构为一条引文之路。它包含所有文体类型：短篇、书信、演讲、韵文和散文的混合体，其结构性意义就在于显示出作者与其文本和与其他文本的各种距离。梅尼普文体具有多元风格和多重语调，梅尼普文体语词的对话性定位，解释了为什么古典主义和任何专制社会都无法使用继承梅尼普传统的小说进行表达的原因。

建构为身体、梦境和语言之探索的梅尼普书写，总是嫁接于现实：梅尼普文体可谓时代的政治新闻。它的话语外化了当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它的词语的对话性是与唯心主义和宗教形而上学（也与史诗）斗争的实践哲学：它构成当时与神学（法规）讨论的社会和政治思潮。

2. 这样，梅尼普讽刺体就结构为双值体，为西方文学两种倾向的源头，一种是如表演一样通过语言进行再现，另一种是符号关联体系的语言探索。梅尼普传统中的语言既是对外在空间的再现，同时也是“自我空间的生产经验”。我们从这种双值性的文体中发现了现实主义的前兆
 （相对于生活本身，这是一种次级活动；在这一活动中，进行自我描写并将自身展现在表演舞台上，最终创造出各类“人物”和“性格角色”），并拒绝定义
 内心世界（当下的活动，以画面、动作和“语词—动作”为特征，通过这些，人在非个体状态中体验着自己的界限）。梅尼普的这第二个方面把它的结构与梦境和象形文字的结构关联起来，或者与阿尔托构想的“残酷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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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起来。如同它一样，梅尼普讽刺体“与个人生活不同，与彰显个性的生活风貌不同，而是等同于一种清除了人的个人特质的被解放了的生活，在那里，人只是一种映象”。与残酷戏剧一样，梅尼普讽刺体并不净化（cathartique）人的心灵；它是某种残酷的庆典，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它不传达任何确定的信息，除了表明自己是“变化中的永恒欢乐，并在当下行为中竭尽全力。它产生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诡辩派之后，所属的年代是一个思想不再是实践的年代。（它被视为一种技艺
 ［technè］的事实就已经说明，实践—制作
 ［praxis-poièsis］的分离已经发生了）。在类似的发展中，变成“思想”的文学意识到自己是符号
 。疏远自然与社会的人，也疏远自身，发现自己的“内在世界”并把这种发现“物化”到梅尼普式书写的双值性中。这些符号是现实主义再现的先驱性符号。但是，梅尼普讽刺体没有神学原则（或者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人－神原则）的独白性，它本可能强化它的再现风貌。它所承受的“专制”是文本的专制（而不是话语作为先于话语而存在的世界之映象的话语的专制），或者更是它自己结构的专制，这种结构从自身开始自我建构和自我解构。这样，梅尼普讽刺体就把自己建构成一种象形文字
 （hiéroglyphe），同时又始终保持着表演特征
 ，而它将传递给小说的正是这种双值性。首先传递给复调小说，这种小说既不知道法规，也不知道等级制度，因为它是由处于对话关系中的众多语言要素构成的。梅尼普讽刺体各个不同部分的关联原则当然是类似性
 （相似、依赖，因此也就是“现实主义”），但也是毗邻性（类比、并列，因此也就是“修辞”，并非克罗齐赋予它的修饰意义，而是通过语言论证并在语言中论证的意义）。梅尼普讽刺体的双值性具化为两个空间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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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表演空间与象形文字空间，通过语言的再现空间与语言中的经验空间，组合与聚合，隐喻与换喻之间的交际。小说将继承这种双值性。

换言之，梅尼普讽刺体（还有狂欢话语）的对话性更多地反映了一种关系和类比的逻辑，而非实体与推论的逻辑，这种对话主义与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相对立，且正是从形式逻辑的内部，在与之接触的同时反驳它，并把它引向另一种思维方式。确实，梅尼普讽刺体发展的时代正是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时代，而复调小说的作者们似乎反对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正统思维结构本身。



颠覆性小说



1. 在中世纪，梅尼普现象被宗教的权威所控制；在资产阶级时期，它又受制于个人和物质的专制主义。只有现代性摆脱了“神”的时候，才释放出小说的梅尼普力量。

如果说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仅仅接受了小说，而且自诩在小说中认识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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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指的就是这种独白式的叙事类型，即所谓的现实主义类型。后者查禁狂欢和梅尼普元素，而它的结构化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即已显现出来。反之，倾向于拒绝再现和史诗的梅尼普式对话小说仅仅被宽容，亦即宣称它是不可卒读的，被边缘化、被嘲弄。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小说遭遇了与狂欢话语在中世纪被教会拒之门外一样的命运。

小说，特别是现代的复调小说，吸收了梅尼普讽刺体元素，体现了欧洲思想界的努力：力求走出由因果关系确定的种种同一性实体的思维框架，走向另一种对话的思维模式（一种关于距离、关系、类比、非排他性对立和超限定逻辑）。那么，小说被（古典主义和与之相类似的体制）视为一种低级文体或破坏性文体（我这里想到的是所有时代最重要的复调小说作家，如拉伯雷、斯威夫特、萨德、洛特雷阿蒙、乔伊斯、卡夫卡和巴塔耶，我们仅举那些过去一直且现在继续处于正统文化边缘的作家），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可以通过词语和20世纪小说的叙事结构，展示欧洲思想是如何背离自身的构成性特征的：身份、实体、因果和定义被推翻，别的东西被采纳：类比、关系、对立，也就是对话性和梅尼普式双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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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如果说巴赫金着手整理这种历史清册给人以博物馆或档案管理员工作的印象，它实际上是根植于我们的当下之中的。如今所书写的所有东西都揭示了解读和重写历史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通过新一代的书写文字破土而出的文学中跃然纸上，新一代作家的文本被精心制作成戏剧
 或阅读
 。马拉美是第一批把“书”理解为具有梅尼普
 特征（我们再次强调，这一“巴赫金词语”具有在历史中定位某种写作方式的优点）的先驱者之一，正如他所说，文学“向来只是源头之前或接近起源的造物的灵光一现”。

2. 这样，我们就从两种对话类型开始，建立叙事意指的两种组织模式：（1）主体（S）↔受话者（D）；（2）言说主体↔阐述主体。

第一种模式蕴含着一种对话关系。第二种蕴含着对话实现中的方式关系。第一种模式决定文体类型（史诗，小说），第二种模式决定文体变体。

在小说的复调结构中，第一种对话类型（S↔D）完全在书写话语中发挥作用，又一直呈现为对该话语的质疑。作者的对话者就是作者自己，他此时作为另一文本的读者。写作者与阅读者是同一人。由于他的对话者是一部文本，他自己也就只是一部在自我重写的过程中重读自己的文本。因此，只有当一部文本相对于另一部文本建构自身，形成双值性的比照中，对话结构才会出现。

与此相反，在史诗中，D是一个外在于文本的绝对实体（神，共同体），它把对话性相对化直至排除对话性，并把它压缩为某种独白。于是很容易理解，为什么19世纪的所谓经典小说和任何意识形态的命题小说都趋向于史诗叙事，并构成真正小说结构的偏移。（参阅：托尔斯泰小说的独白性，属于史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对话性，属于小说的）

在第二种模式的框架内，可以看到若干种可能性：

a. 阐述主体（Se）与言说主体（Sa）的零度状态相吻合，言说主体（Sa）可以用“他”（非个人化的名字）或用专有名词指称。这是叙事产生初期最简单的叙述技巧。

b. 阐述主体（S

e


 ）与言说主体（S

a


 ）一致。这是由“我”承担的第一人称叙事。

c. 阐述主体（S

e


 ）与受话者（D）一致。叙述由第二人称“你”承担。例如《罪与罚》（Crime et Châtiment
 ）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象词。米歇尔·布托尔（Michel Butor）在《变化》（La Modification
 ）中不断地探索这种技巧。

d. 阐述主体（S

e


 ）同时与言说主体（S

a


 ）和受话者（D）一致。小说于是就变成了对书写的某种叩问，并展现出该书对话结构的场景。同时，文本就成了对外在文本汇集的阅读（引用和评注），因此形成了双值性。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的《戏剧》（Drame
 ），通过运用人称代词和不注明出处的引语，便是此种情况的一例。

对巴赫金的阅读呈现下述范式：





表1


最后，我们想强调巴赫金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关于词语地位、对话性与双值性，以及它们所开拓的某些新视角的重要性。

把词语的地位定位为文本的最小单位
 ，巴赫金就超越了句子和修辞格，从最深层捕捉结构。“地位”的概念给作为原子集的文本形象增加了一个维度，即文本的关系维度，在关系文本中，词语像量子一样运作。那么，诗性语言模式的构成问题就不再是线性或表层问题，而是空间
 和无限性问题
 ，集合论和新数学为之提供了形式化的可能性。现在对叙事结构的分析精细到区分种种功能（主要功能或辅助功能）和标记（严格意义上的标记或信息），或能够看到叙事按照逻辑图式或修辞范式自我建构。这些研究的价值当然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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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也可以追问，层层划分叙事或异于叙事本身的“元语言”的各种先验的条条框框是否过重地压在这类研究之上，而巴赫金以词语及其在对话中（在一段引语的评论中）的无限可能性为中心的朴素的方法，是否更简单和更富启示作用。

对话原则的理念得益于黑格尔甚多，但不应该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混淆。黑氏的辩证法建立在三元组之上，亦即建立在某种斗争和投射（超越）之上，并没有僭越建立在实体与因果关系之上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对话原则取代了这些观念，把它们吸纳进关系概念里，它并不追求超越，而是追求和谐，同时蕴含着作为改造方式的断裂（对立，类比）思想。

对话原则把哲学问题置于语言内部
 ，更准确地说，置于作为文本关联的语言内部，作为与非亚里士多德式的、组合关系的、相互关联的、“狂欢”式逻辑并行不悖的“书写—阅读”中。因此，当今符号学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恰恰就是这种“另一逻辑”，它等待人们准确而又不扭曲其本性的描述。

术语“双值性”完全适用于欧洲文学当下这段过渡时期，它是一种共存（双值性）。既是“经验的重影”（现实主义，史诗），也是“经验”本身（语言探索，梅尼普讽刺体），然后也许落脚于与绘画思维相似的思想形式：通过形式传达本质，（文学）空间的构造本身揭示（文学）思想而不必借助“写实”。它通过语言反馈到小说空间及其变化的研究，从而建立起语言与空间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迫使我们把它们作为思维方式来分析。通过戏剧表演（现实的再现）与经验本身（修辞）的双值性研究，我们可以把握它们之间断裂（或联结）的那条界线。这将是我们的文化抽离出自身从而超越自身的那条运动的线条。

对话的两端之间所构成的路径彻底消除了我们哲学领域中的因果、目的等关系问题，并欲将对话原则置于比小说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对话原则超越二元主义，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智识结构的基础。小说与双值文学结构的优势，（狂欢式的）群体活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量子交换，对中国哲学的关联性象征系统的兴趣，我们暂时谨以这几个当代思想的显著因子为例，它们都强化了这一假说。

1966年



（祝克懿、宋姝锦　译



黄蓓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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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的理论起点源于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e）的两本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Problemi poetiki Dostoievskovo
 ，Moscou，1963）以及《拉伯雷的著作》（Tvorcbestvo Francois Rabelais
 ，Moscou，1965），论文作于1966年。巴赫金的研究明显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语言文学领域的一些苏联理论家（Voloshinov和Medvedev等）。他目前正在从事一本有关话语类别新书的写作。当时巴赫金还在世。——译者注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见K. Marx，F. Engels，L'idéologie allemande
 （《德意志意识形态》），Etudes philosophiques
 ，Ed. Sociales，1961，p.79。



[2]
 从词语的地位出发，巴赫金正在撰写一部关于“话语的种类”的著作（Voprosy Literatury，1965年8月）。巴赫金的见解有与索绪尔（“Anagrammes，”Mercure de France
 ，1964）形成交集的部分，也提供了文学文本分析的新方法。我们在此只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3]
 “实际上，结构语义学家提及文本的语言学基础时，指出一节扩展开的段落可被视作等同于一种语法上更为简单的交际信息单位，并将扩展称为“自然语言运作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A. J. Greimas，Sémantique structurale
 ，p.72）。正是“扩展”这一理论原则允许我研究文体结构中语言内在结构的外化（扩展）。



[4]
 E. F. Boudé，Kistorii velikoruskix govorov（Pour une bistoire des parlers de la Grande Russie
 /《俄国口头语言历史》），Kazan，1869.此书为俄文版，括号里为法文书名翻译。——译者注



[5]
 L. V. Czerba，Vostotchno-luzhickoe narechie
 （Le dialecte des Loujiks de l'Est
 /《Loujiks de l'Est的辩证法》），Petrograd，1915.此书为俄文版，括号里为法文书名翻译。——译者注



[6]
 V. V. Vinogradov，O dialogicheskoj rechi
 （Du discours dialogique
 /《论辩证文本》），in Russkaja retch
 Ⅰ，p.144.此书为俄文版，括号里为法文和中文书名翻译。——译者注



[7]
 V. V. Vinogradov，Poetika
 （《诗学》），1926，p.33.此书为俄文版，书名为希腊文。——译者注



[8]
 似乎那个被一直称为“内心独白”的东西就是一种明证：从中可以看出文明如何将自己视为一种同质的构成，一种有组织的混乱，最后就是一种超验。但是，这种“独白”可能只存在于那些自称能够重现“语流”的心理现实的文本中。因此，西方人的“内心”不过是一种有限的文学效果（忏悔，持续的心理言说，自动书写）。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的“哥白尼”变革（主体内部分裂的发现）结束了对内心声音的虚构，而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主体根本外在于语言及自身。



[9]
 言说主体和阐述主体为叙述主体的下位类型。言说主体是面向某个隐匿的他者而建构叙述行为的主体。阐述主体是叙述行为中由言说主体建构出的人物自身。——译者注



[10]
 需要强调的是，将集合论的观点引入到对诗学语言的思考中仅仅具有隐喻意义。这么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和诗学逻辑的关系与可量化和无穷尽的关系之间进行类比。



[11]
 “本义词”的法语原文为“mot dénotatif”。在语言学术语中，“dénotation”与“connotation”相对；前者指字典给出的定义，后者指该词在字典定义之外，在具体使用中所暗含的其他意义，具体内容取决于结构、语境、文化传统等不同因素。例如，“红”的本义是三原色中的一种，但在文本或画面的具体使用中，可包含革命、愤怒、激情等意义。在本文中，“本义词”与“双值词”相对。——译者注



[12]
 法语里的“histoire”有故事和历史两个意思。本维尼斯特区分“历史陈述”和“言语陈述”。“言语”必然是一个主体行为，“历史”（histoire）则由自行产生的事件构成，不含主体。在“历史陈述”中，虽有人说话，但说话者不作为主体。参见［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61—262页。



[13]
 参见Luce Irigaray，“Communication linguisitique et communication spéculaire”（《语言交流与镜像交流》），in Cahiers pour l'Analyse
 ，No.3.



[14]
 我很想强调西方个人主义的模糊角色。一方面，身份概念使它从属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因果与原子的思想——这一思想为后世西方文化中的行动主义、科学主义或神学所加固。另一方面，因为它的建立基础是“自我”与“世界”的差异原则，所以，引起了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中介物的寻找，或者是对各自层次划分的搜寻，从而使在形式逻辑的要素之上建立起一种关联逻辑成为可能。



[15]
 Théâtre de la Cruauté，残酷戏剧（或称残酷剧场）是法国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在其著作《戏剧及其重影中提出的一种超现实主义戏剧形式。——译者注



[16]
 巴赫金思想中也许是这种场景，当他写“小说的语言既不存在于一个平面，也不存在于一条直线。它是多个平面交叉的系统。作者就像一个造物主一样创造与小说有关的所有事，并不能停留在任何单一的语言平面上。相反，他驻扎在由各种（平面）相交所形成的控制中心里。而不同平面与作者中心的距离各各不同。”（“Slovov romane，”in Voprosy literature
 ，8［1965］）。实际上，作者只不过是这些中心的连接而已。给他确定唯一的中心，就会将他强制于一个独白性的、神学上的位置。



[17]
 所有的小说理论家都知道这个观点：A. Thibaudet，Réflexions sur le roman，1938;
 Koskimies，“Théorie des Romans，”Annales Academiae Scientarum Finnicae，I，
 ser. B，t. XXXV，1935; G. Lukacs，la Théorie du roman（Ed. fr.，
 1963）等。韦恩·布斯（Wayne Booth）的《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接近“作为对话的小说”的观点。他的“可靠性叙述者”与“不可靠性叙述者”接近巴赫金的小说对话理论；但是他没有建立小说“乱真”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



[18]
 在现代物理学和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同样的逻辑方式，因为这两者也同样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反对独白性，具有对话性。参见Hayakawa S.I.，“What Is Meant by Aristotelian Structure in Language”，Language，Meaning and Maturity，
 New York，1959; Chang Tung-sun，“A Chinese Philosopher's Theory of Knowledge，”Our Language and Our World
 ，New York，1959，以及Tel Quel
 杂志第38号，题为“La Logique Chinoise”（中国式逻辑）;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Ⅱ，Cambridge，1965.



[19]
 参见Communications
 1966年第8期叙事结构研究专刊。这本论文集非常重要，收录了Roland Barthes、A. J. Greimas，Claude Brémond，Umberto Eco，Jules Gritti，Violette Morin，Christian Metz，Tzvetan Todorov and Gérard Genette等学者的文章.



[20]
 本文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台湾辅仁大学陈永禹教授的帮助，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忠义先生的精心指导，在此谨致谢忱！——译者注




建立复量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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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ragramme一词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L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6）里提出的概念。按照法文构词法其前缀的词源意义，可以译为“副量”“迂回量”“复量”等意思。根据本节谈论的内容，笔者以为译为“复量”较好，因为作者分析的主要是多义性，双义性仅是多义性的最低现象。索绪尔的“复量”概念就先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概念并与后者异曲同工。——译者注

简单的展示将是或不是代数式的……我们落脚于一些有待证明的定理。（1911）

——费尔南德·德·索绪尔



一、若干先行原则



1. 文学符号学努力超越人们以为是结构主义固有的缺陷：“静止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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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非历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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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赋予自己论证它的任务：为反思自己的文学生产力找到某种同构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只能从两种方法论开始进行建构：（1）数学和元数学——这是两种人为创造的语言，它们通过自己的标记自由，越来越摆脱自主谓结构的印欧句子开始建立起来的某种逻辑的各种约束，并因而更好地适应了对语言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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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的描述。（2）生成语言学（语法学和语义学），理由是，它把语言视为富有活力的关系体系。我们不接受它的属于某种科学帝国主义的哲学根基，后者可以使生成语法提出种种构造规则，以构造种种新的语言变体并进而构造新的诗歌变体。

2. 把这些方法应用于诗歌语言的某种符号学首先意味着修正文学文本的一般观念。我们接受费尔南德·德·索绪尔在其《易位构词法》（“Ana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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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中陈述的原则，这些原则概要如下：

① 诗歌语言“赋予第二种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可谓是在语词原初风貌上增加的人为制作的风貌。

② 成分间成对并通过韵脚呼应。

③ 诗的对应规律甚至会违反语法规律。

④ 主题语词（甚至一个字母）“延伸到整个文本或者集中在一个小空间里，如一个词或两个词的空间”。

诗歌语言的这种“复量”观蕴涵着三个重要论点：

① 唯有诗歌语言具有编码的不确定性。

② 文学文本是双重性质的文本：书写文本和阅读文本。

③ 文学文本是一张连接网络。

3. 这些意见不应该被理解为诗的某种实体观。反之，它们稍后将帮助我们在生产集体性的所有表意举动的整体中为诗歌言语定位，并突出以下内容：

（1）某种普遍的彻底的类似穿越所有这些举动。被视作空间而非目的论的社会史也从其所有层面（包括诗的层面，它像所有其他层面一样，把整体的一般功能外在化）结构为复量（自然—社会、法律—革命、个体—群体、阶级—阶级斗争、线性历史—表格历史等为非排他性对立组，在它们中间，对话关系和永远重新开始的“违规”现象发挥着作用）。

（2）我们刚刚陈述的诗歌语言的三大独特性排除了诗歌言语（在我们的等级化社会里被视为“装点”“多余”和“不正常”言语）的孤立化，并赋予它某种社会实践的定位，这种社会实践是复量的，既表现在文本的耦合层面，也表现在明确的信息层面。

（3）既然复量现象更容易从诗歌言语的层面给予描述，符号学应该首先从诗语层面捕捉它，然后再展示它在整个思维生产性中的情况。



二、作为具有不确定性编码的诗歌语言



1. 对诗性语言运行情况（在这里这个术语既可以指诗语独有的运行情况，然而也可以指散文的运行情况）的描述如今是语言学旨在解释语言机制的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甚至是最令人担心的构成部分。

这种描述的趣味具化为两个事实，它们大概名列当今“人文科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中：

（1）诗语言属于某种最敏感的形式主义（取该词的数学意义），它是全部语言都作为互补性结构的唯一的语言实践。

（2）第一次发现陪伴整个科学史之科学方法的局限性是关于科学逻辑无法在不扭曲其性质的情况下把诗歌言语的功能形式化。某种歧异出现了：社会建立起来用以解释自己（用以论证自己之平静心境和其种种决裂）的科学逻辑与某种魔幻的、解构的、多少排除社会功利性的逻辑不兼容。显然，作为补充性体系的诗歌语言服从于某种不同于科学路径的逻辑，对诗语的描述要求某种重视这种诗歌逻辑之特征的器具。

所谓的日常言语以及语言科学对它的理性化，遮蔽了这种补充性逻辑，但并没有因此而摧毁它，把它简化为社会上（等级化社会）和空间上（欧洲）颇受限制的种种逻辑类型。（我们这里不触及这种遮蔽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语言的原因。）

2. 源自这种遮蔽现象的偏见影响着对诗歌信息之独特性的研究。用V·维诺格拉多夫（V. Vinogradov）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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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棵介于语言学与文学史之间的坏草而疯长起来的风格学，倾向于把“各种比喻”或“各种风格”当作正常语言的众多偏离现象来研究。

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认同，诗歌语言的独特性是正常编码的某种“特殊性”（巴伊［Bally］，马尔迪［A. Marty］，斯皮策［L. Spitzer］，内费尔［Nefile］，etc.）。他们赋予诗歌语言的定义或者通过采纳某种无法解决语言结构自身提出之种种问题的哲学体系或形而上学体系，而走出了文学和语言领域（一方面是沃斯勒［Vossler］、斯皮策，另一方面是克罗齐［Croce］或洪堡［Humboldt］），或者过度扩展了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把诗歌语言的问题改变为任何语言现象研究的问题性（沃斯勒）。在诗语编码方面做出了最有意义的研究成果的俄罗斯形式主义者，把它视为对常用语言规则的某种“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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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进行的一些调查很有意义，它们无论如何都属于这样一种观念。作为正常语言偏离现象（“新现象”“分离”“从自发现象中解放出来”）的诗歌语言的概念，代替了作为对现实之反映（表达）的自然主义的文学观，而这种概念正在凝结为某种陈词滥调，阻挠对真正属于诗歌之形态的研究。

3. 重视诗歌语言和随机分析资料的语言科学达到了语言编码可皈依性的思想，并指责应用于诗歌语言的偏离概念和不正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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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作为某种等级的语言体系观（有必要强调这样一种观念的语言的和社会的原因吗），阻挠人们从诗歌语言（例如隐喻性创作）中观照“总编码之某种子编码”以外的其他东西。

上面提到的这些著述的经验性结果只能从语言编码的非等级观念中找到它们的正确价值。问题不仅仅在于颠覆视野并以沃斯勒的方式设定日常语言是诗歌语言所代表的这种更广泛的形式主义的一种特殊情况。在我们看来，诗歌语言不是某种囊括其他编码的总编码，而是某种A系列，它与语言编码的不定函数φ（x

1



 …x

n



 ）拥有同样的能量（参阅第208页的存在定理），而所有“其他语言”（“常用”语言，各种“元语言”等）是A在更受局限（例如作为形式逻辑之基础的主谓建构规则的限制）的延伸线上的商，且由于这种限制而遮蔽了不定函数φ（x

1



 …x

n



 ）的形态。

4. 诗歌语言（我们今后将用两个开头的字母lp来表示）包含着线性逻辑的编码。更有甚者，我们可以在它那里找到代数在某种人为制造的体系中所格式化的所有配合图像，这些图像在常用语言的表现层面并没有外在化。此外，在诗歌语言连接模式的运行中，我们还观察到符号充实意指或改变意指的动态程序。唯有在诗歌语言里，主体所掌握的编码的“全部”（相对于“全部”一词，我们更喜欢使用“无穷”一词）才实际实现。在这个视野里，文学实践揭示为语言各种可能性的挖掘和发现；犹如把主体从某些语言网络（心理网络、社会网络）里解放出来；犹如打碎语言习惯之僵化状态并赋予语言学家研究符号各种意指的唯一可能性的演变形态。

诗歌语言是规律（日常言语的规律）与破坏规律（诗歌文本的独特现象）的不可分割的复合体，而“加”与“减”这种不可分离的共存性乃是出现在非单调文本（复量文本）所有耦合层面的某种建构性的补充现象。

因此，诗歌语言不可能是某种子编码。它是排序不确定的编码，是种种编码的某种补充体系，我们可以从这些编码中（通过抽象和对某定理的证明等方式）分离出某种常用语言、某种科学的元语言和所有人为制作的符号体系，它们都只能是这种不确定编码的子体系，把它的秩序显现在一个较小的空间上（它们的能量小于满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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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它们的诗歌语言的能量）。

5. 对诗歌语言的这种理解蕴涵着用语言顺序概念代替语言规律概念的思想，以至于语言不再被视为由某些（依据编码使用情况预先确立的）原则所制约的某种机械主义，而是被视为某种组织，该组织的各个相互补充的部分互相依存，并在各种不同的使用条件下相继占据上风，却并不因此而脱离它们因从属于总体编码而呈现的种种独特性。这样一种辩证的语言观使我们想到了生理学体系，我们亦特别感谢李约瑟（Joseph Needham）教授建议我们谈论语言体系时使用“等级浮动”（“hiérarchiquement fluctuant”）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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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改造方法已经赋予语法结构的特殊研究以活力：N·乔姆斯基（N. Chomsky）关于语法规则的理论就位于我们刚刚勾勒过的这种更广义的诗歌语言观里。

6. 反之，书则位于诗歌语言的不确定性之中，它是确定的、不开放的、封闭的，一蹴而就，变成了原则、一、规律，然而它只有朝着不确定性的可能的开放中，才能被解读为上述形态。这种封闭性向不确定性开放的可读性只有写作者才能完全接触到，即写作作为反思性生产力的视点时，才能完全接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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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特雷阿蒙写道：“他只唱给自己，而不唱给他的同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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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书写者而言，诗歌语言呈现为某种潜在的不确定性（这里用该词在希尔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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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里作为基础术语的意思）：（诗歌语言）的不确定集被视为种种可实现的可能性之集；这些可能性中的每一种分别都是可实现的，但是它们合在一起时则是不可实现的。

符号学从自己的角度可以把诗歌语言概念作为无法再现的真实的不确定性而引入自己的思维，这就使他可以应用集论的方法，集论虽然带有怀疑意味，可以在某些限制下得以使用。在希尔佰特确定主义的指导下，诗歌语言之耦合的公理化将躲过集论所展示的各种困难，并同时把不确定概念纳入文本的方法论中，没有不确定概念，它就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处理准确知识的问题。

因此，“诗学”探索的目的显然被偏移了：符号学家的任务将是试图从某种不确定性中读出确定性，并揭示出某种可能源自诗歌语言之秩序体系的连接方式的意指。描述诗歌语言的表意运行情况，不啻于描述某种潜在不确定性中的各种联结机制。



三、作为书写和阅读的文本



1. 文学文本插入各种文本的整体之中：它是另一文本（另一些文本）的某种复制性书写（功能或否定的复制性书写）。通过阅读先前或同时代的文存的写作方式，作者生活在历史之中，而社会被书写在文本之中。因而复量科学应该考虑到某种双重价值：诗歌语言是两种言语的对话。某种陌生的文本进入了书写文本的网络：书写文本根据特殊的规律吸纳它，这些规律尚有待于发掘。这样，在一部文本的复量中，运行着作家所阅读空间的所有文本。在一个异化的社会里，从其异化本身开始，作家就通过某种复量的写作而参与其中。

动词“阅读”对于古人的意义值得重温和赋予其价值，以便理解文学实践。“阅读”亦即“收集”“汇集”“窥探”“辨认痕迹”“拾遗”“剽窃”等意。因此，“阅读”外延着某种侵占性参与，积极地把他者据为己有。那么“书写”就是变成生产、产出的“阅读”：书写—阅读，复量式书写就是对某种侵占性、某种完全性参与的渴望（洛特雷阿蒙曾经说过：“剽窃是必要的”）。

马拉美已经知道，写作就是“以某种怀疑的品质窃取某种全部重新创作兼模糊回忆的义务，以显示自己很守本分……”“写作”对他而言，就是“与世界等量齐观，就是把萦绕自己胸怀的丰富的数字设置，作为自己的规律，落笔在拥有巨大勇气的白纸上……”

模糊回忆，数字之和以便“显示自己很守本分”。诗歌语言呈现为文本的某种对话：任何节段的形成都相对于来自另一文集的另一节段，以至于任何节段都面向两个方向：面向模糊回忆的行为（引述另一书写文字），也面向加法行为（对该文本进行改写）。此书反馈到其他书籍，并通过加法运算赋予这些书籍某种新的存在方式，亦因此而建立了它自己的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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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
 ），还有他的《诗集》（Les Poésies
 ）所提供的多义性，是现代文学中绝无仅有的。这是一些对话文本，意即：1. 不管是从意群的联结方面，还是从语义和语音的复量性方面，它们都面对另一文本；2. 它们的逻辑不是臣服于某种律条（上帝、资产阶级道德、检查制度）的某体系的逻辑，而是某种拓扑学上支离破碎的某种空间的逻辑，这种破碎空间来自种种二元对立，在这些对立中，1虽然已经受到僭越，但仍然隐性存在。它们阅读心理学编码和浪漫主义编码，滑稽地模仿它并压缩它。另一书稿一直存在于此书稿中，正是从它开始，超越它且不屑于它，《马尔多罗之歌》和《诗集》才建构起来。

由于对话方是一部文本，主体方也是一部文本：一首人称的和无人称的诗作，心理主体、没有道德结论的激情描述（372）、现象（405）、事件（405）与个人主体一起，被从诗作中驱逐出去。“格言的冷峻独占鳌头！”（408）诗作被建构为一张坚不可摧（“无人称诗作的不可摧毁的线条”，384），但具有破坏力（“定理是对其本性的嘲弄”，413）的箴言网。

2. 诗节至少是双重的。然而这种双重性既不是横向的，也不是竖向的：它既不蕴涵作为写作主体致某接受者之信息（这将是横向维度）的复量思想，也不蕴涵作为能指—所指（这将是竖向维度）的复量思想。写作—阅读文字的双重性是诗节的某种空间化：在书写的双重维度（主体——接受方，陈述行为的主体——陈述文的主体）之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即“陌生”文本的维度。

3. 由于双重性是复量的最低诗节，它们的逻辑显然不同于“科学逻辑”，不同于单维逻辑，后者是在从0到1的空间里演进的，并按照确认、描述、叙述、排除矛盾、建立真理的程序进行的。于是我们就明白，在复量的对话中，语法规则、句法规则和语义规律（它们是0—1逻辑，即亚里士多德式的、科学式的或者神学式的律条）何以被僭越同时又隐性存在。这种僭越在吸纳1（被禁对象）的同时，宣告了诗作复量的双价性：它是单调言语（科学言语、史学言语、描述型言语）和某种破坏这种单调性的言语的共存现象。没有被禁对象，就没有僭越行为；没有1，就没有以2为基础的复量现象。被禁对象（1）构成意义，然而就在这种构成的同时，它被某种二元对立的现象、或者广而言之，被复量网络的膨胀所僭越。这样，在复量诗作中，可以读到下述现象，即检查—自由、意识—潜意识、自然—文化的区分是历史性的。应该谈论它们不可分离的同居性和这种同居性的逻辑，诗歌语言是这种同居性的明显实现。

4. 复量诗节是某种至少拥有两个成分的整体。其诗节的链接方式（马拉美谈论的加法）和主导复量网络的规则可以由集论给出，由此得出的运算和定理或它们的定理是相近的。

5. 作为整体（集）的最小单位的问题性添加在作为符号［能指（S

a


 ）—所指（S

e


 ）］的最小单位的问题性之上。诗歌语言的整体（集）是由关系中的诗节构成的；它把诗节置于空间和关系之中，这使它区别于蕴涵着S

a


 —S

e


 某种线性切割的符号。被设置成这样的基础原则引导符号学探索文本中与文本间的种种关系的某种格式化。



四、复量的表格模式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德经》（公元前300年）

1. 在这种视野里，文学文本呈现为某种多重链接的体系，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某种复量的网络结构。我们称作复量网络的是文学意象建构的表格模式，换言之，即指称诗歌语言中意义之多维决定现象的动态空间图式（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语义规范和语法规范）。“网络”一词取代并囊括了“单维性”（单义性、线性）概念，并喻示着每个整体（诗节）都是某种多重关系的结晶和开端。在这个网络里，各种成分都呈现为某图线的种种峰值（在柯尼格［König］的理论中），这将帮助我们把语言的象征运行格式化为动态标志、运动中的“量值”（复量），它们更多地超越了单一意义的表达。这样，每个峰值（语音峰值、语义峰值、意群峰值）至少反馈到另一峰值，以至于符号学的问题就是找到这种对话关系的某种形式主义。

2. 这样一种表格模式是非常复杂的。为了便于再现它，需要我们把某些局部量值分离出来，并从它们中的每一个中区别出一些子量值。我们在马拉美那里再次发现了文本复杂性的这种成层思想：“深埋于诗作中的意义躁动着并拥有合唱队式的层次……”

我们从一开始就指出，子量值中、子量值间、局部量值中这三类链接之间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和任何等级之别。它们都是组织文本的功能的某种膨胀，是这种功能在不同层面（语音、义素、诗节、意识形态）的呈现，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层面之一（从时序或价值顺序上）处于主导或优越的地位。功能的差异化是某种横向的竖向化运作：即索绪尔谈论的并再次决定网络的主题词的膨胀。这种功能对于每种（每次）书写是特殊的。然而，对于任何诗歌书写，它都拥有一种不变的性能：它都是对话，且其最小的间距是0到2。马拉美已经具有这样的书籍思想，即书籍是由拓扑学意义上的某种二元功能组织的书写文字，文本的所有改造层面和结构层面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书籍是文字的完全膨胀，应该从后者直接抽取某种流动性和空间性，通过应和，建立少许游戏，以确认虚构……”“语词以绚丽多姿的形态喷涌而出，这些姿态对于精神是最稀罕和最有价值的，作为悬置和震颤中心的精神独立于司空见惯的顺序而感知它们，只要它们的流动性或原则得以持续，这些言语中鲜有表述的姿态就犹如投射在窑洞墙体上的壁画一样：熠熠生辉，互相映衬，斜视时又转瞬即逝。”

3. 于是，表格模式呈现为两种局部量值：

A. 作为书写文字的文本：书写量值。

B. 作为阅读的文本：阅读量值。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下述事实，即这些不同的层面从统计学角度远非是等值的，它们之间是一种关联关系，关联关系相互改造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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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写量值可以从三个子量值层面给予考察：A.1. 语音子量值；A.2. 义素子量值；A.3. 意群子量值。

A.1. 语音书写量值

“在生命的某些时刻，头发脏兮兮的人对于空间的绿色成员（D）会两眼死盯着（B）投去（A）凶光（C）；因为他似乎听到面前有一具幽灵的嘲弄挖苦声（E）。他蹒跚着并佝偻着腰：他所听到的，是意识的声音。”（Les Chants de Maldoror
 ，p.164.）

洛特雷阿蒙以讽喻的态度外延某种现象，这种现象在日常语言中可以指示为“意识到”（“获得某种意识”）。但是，诗歌信息的功能大大超越了这些外延。作家掌握着语言符号的无限潜力，以避免日常语言的老套并使自己的言语变得中肯。他选择了两个等级：人（及其表语，我们可以将其指示为H等级，包括A、B、C几个板块）和意识（我们把这个等级称为H

1


 ，它由板块D、E构成）。

社会政治信息由两个等级H和H

1


 互相投射的对应性构成：形体（唯物主义）——意识（浪漫主义）的立场明显倾向H，并明显地讽喻H

1


 。这段文字以及马尔多罗之歌的全部文本乃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形体、一个有所承担的性别、一种被命名和描写为与矫揉造作的理想主义相决裂的幻觉（意识）的某种复量实现，而这种情况带有上述撕裂所导致的全部阴森森的讽喻。

结构全体文本的功能也显现在复量的语音层面。只需聆听各个板块的语音学再加上检视它们的书写风貌，就足以发现f（v）——al（oe）——s（z）之间的应和：“勃起”的语素呈现为陈述文基础的功能词。如同索绪尔发现埋藏在萨蒂南（Saturnin）或韦迪（Védie）诗句中的这些“首领”名词一样，马尔多罗诗节里的功能词亦伸展在种种应和、组合游戏、数学图表或者更多地伸展在自身的排列变化的空间曲线上，以期为日常语言的固定语素（被抹掉）充实补充的意指。这种语音网络与复量的其他层面会合在一起，为诗歌的意象传达某种新的维度。这样，在复量的多维整体中，能指—所指的区分就被压缩了，而语言符号就通过增量而呈现为动态。

A.2. 义素书写量值

某种静态的义素分析有可能界定我们的复量网络的各个整体（集）：

A. 形体（a

1


 ）、毛发（a

2


 ）、肉体（a

3


 ）、污秽（a

4


 ）、动物（a

5


 ）等；

B. 形体（b

1


 ）、张力（b

2


 ）等；

C. 灾难（c

1


 ）、害怕（c

2


 ）、精神化（c

3


 ）等；

D. 材料（d

1


 ）、颜色（d

2


 ）、暴力（d

3


 ）、恶果（d

4


 ）、抽象（d

5


 ）等；

E. 精神（e

1


 ）、理想化（e

2


 ）等。

然而，诗歌意象仍然是在符号构成元素的关联中，通过某种关联性的阐释而构成的，它构成于信息内部，通过体系内的跨层次编码而构成。集论的活动程序指示着圆弧的建立，后者构成了复量。应用于所有层面的复杂性解释了诗歌文本不可译的原因（常用语言和科学语言一般不提出翻译问题，它们禁止出现这样的义素复量现象）。

a. 仔细阅读文本时我们发现，上述义素集里的每一个都被某种函数与同一级别的其他集相连（我们不进入这种函数之义素价值的细节，读者自己可以做这项工作），同时也与相关级别的各种集相连。例如，A（a


1



 …a


n




 ）、B（b


1



 …b


n




 ）和C（c


1



 …c


n




 ）集就被某种满射函数所连接：B的任何成分（符义）至少都是A一个成分的意象［R（A）=B，但是R不必到处去界定］。但是，我们可以把符号集之间的关系读作双义的，那么与R结合到一起的函数f
 就是一个内射函数（单射函数）；另外，如果R被到处界定，那么f
 就是一次内射性应用或内射［f（a）=f（b）⇒a=b（a，b∈A）］。这样，连接我们的各个集的应用就既是满射的，又是内射的，也许可以称作某种双射应用或双射。同样的应和对于C与D集以及H与H

1


 之间都是有效的。在H级的范围内，A、B和C集之间的应和是H级的排列变化（H对自身的某种“双射”）。不同集之间的内射性和满射性应和及其成分（符义）的排列变化喻示着，诗歌语言的意指是在关系中建立的；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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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外在于将其与B、C、D和E集联合在一起的那些函数，人们就无法谈论A集的“意义”。于是我们可以设置如下，即只有当人们会聚（义素）集的成分使它得以构成时，或者反之，当人们分离它的成分之一（义素）集使它自我毁灭时，它才存在。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言语的表意运作中，正是属性关系拥有某种直觉感，而名词“意义”的使用乃是所有混淆的源头。无论如何，人们有可能发现，诗歌语言不提供任何人们可以再现的意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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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纯粹且仅建立各种肯定，这些肯定是原初属性关系的夸张。

诗歌语言网络中符义之间建立起来的等值与简单语义体系的等值彻底不同。应用把初级语言层面上并不等值的种种集联合起来。我们刚刚发现，应用甚至把彻底对立的符义联合起来（a


1



 ≡ c


3




 ; a


4



 ≡ e

1



 ，…），与不同的外延（符号、标记）关联起来，以期指示下述内容，即在文学文本的语义结构里，这些外延是相等的。这样，在复量的网络里，就建立起了某种新的意义，相对于常用语言的意义，这种新意义是自立的。

这种格式化可以使我们展示，ε的意义并非建立于其他地方，而是建立于各种成分（各种集）之间的函数中，这些成分（集）在一个我们以为是无限的空间里相互应用或者应用于它们自身。倘若我们把符义理解为意指点的话，它们被吸纳进诗的运行之中。

b. 在接受诗歌语言是某种形式体系、其理论化可以属于集论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同时发现，诗歌意指的运行服从由选择公理所指示的各种原则。选择公理设定，存在着由某级别所代表的单义应和，它把定理（体系）的每个非空洞的集的成分之一与这个集结合起来。

（∃A）{Un
 （A）·（x
 ）［～Em
 （x
 ）·⊃·（∃y
 ）［y∈x
 . 〈y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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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人们可以同时在他们所管理的每个非空洞的集里选择一个成分。这样陈述的公理可以应用于我们诗歌语言的∈世界。它具体说明任意诗节是如何包含全书的信息的。

选择公理以及与集论公理连续的普遍化假设相兼容的事实，把我们放在了有关理论思考的层面上，即放在了元理论的层面上（而这就是符号学思维的定位），元理论的元定理已经由格德尔（Gödel）进行了论述。我们恰恰从中找到了存在定理，我们在这里无意展开谈论它们，但是它们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们提供了有助于以新方式提出令我们感兴趣的客体话题：诗歌语言，而没有它们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知道，泛化的存在定理设置如下：

“如果φ（x


1




 ，…，x


n




 ）是一个原初的命题函数，它不包含其他自由变量，只包含x


1




 ，…，x


n




 ，该函数并非必然包含所有级别，但是，不管x


1




 ，…，x


n




 集如何，都存在着下述A级：〈x


1




 ，…，x


n




 〉∈A. ≡. φ（x


1




 ，…，x


n




 ）。”

在诗歌语言里，这个定理外延不同的诗节，它们等于一个囊括所有诗节的函数。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1）它设定诗歌语言的非因果性链接和信息在书中的膨胀；（2）它把重心放在这种文学的意义上，这种文学形式在最小的节段上建立它的信息：意指（φ）包含在语词、句子的连接方式中；让诗节承载诗歌信息的核心，不啻于意识到诗语的运作并在编码意指上下工夫。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诸如〈x


1




 …，x


n




 〉∈A. ≡. φ（x


1




 …，x


n




 ）的ε级别（及其所有集A、B、C等），那么任何φ（x


1




 …，x


n




 ）都没有实现。任何局限于仅设置一个φ（x


1




 ，…，x


n




 ）函数、而没有实现存在定理亦即没有建构等于φ的种种诗节的诗歌编码，都是某种失败的诗歌编码。这种情况解释了许多现象之一，即“存在主义”文学的失败（存在主义文学是自诩属于“表达真实”美学的诸多文学之一）可以毋庸置疑地从其形而上学风格和它对诗歌语言运行的完全无知中读出。

洛特雷阿蒙是最早清醒地实践这种定理的作家之一。

与我们刚刚提出的有关诗歌语言的所有意见结合在一起的选择公理所蕴涵的建构性概念，解释了在诗歌语言空间里建立某种矛盾的不可能性。这一发现与格德尔关于不可能用一体系里的格式化手段建立该体系的矛盾的发现很接近。我们权且把这两种发现的所有相似之处以及它们对诗歌语言产生的后果（例如，元语言是在诗歌语言体系里格式化的一种体系）搁置一旁，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诗歌语言及其运行中的禁忌的独特性把诗歌语言变成了唯一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矛盾并非无意义，而是定义；否定发挥决定作用，而空集乃是一种具有特殊表意功能的链接方式。下述设置也许并不过分：诗歌语言的所有关系都可以用同时使用否定和应用两种方式的函数来格式化。

克服了对立（关联）的文学现象，诗歌语言就是某种并不寻求自我解决的不确定的形式主义。布尔巴基（Bourbaki）在沉思揭示集论之各种矛盾的可能性时，认为“人们所观察到的矛盾是人们置于集论基础的各种原则本身的固有矛盾”。把这种思考投放到某种语言背景上，我们就得到了下述思想，即在数学的基础层面（延伸地说，也在语言的结构层面），我们也发现了种种矛盾，它们不仅是内在的，而且是不可摧毁的、构成性的和不可修正的，因为“文本”是对立物的某种共存，是0≠0这类结论的某种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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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3. 意群书写量值

洛特雷阿蒙写道：“当我书写我的思想时，它躲不过我。这个行动使我回忆起了我随时忘却的力量。随着思绪的串联程度，我忆起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仅趋向于认识我的精神与虚无之间的矛盾。”书写文字与它改造为一切的虚无的串联，似乎是复量之意群耦合的规律之一。《道德经》有所谓“道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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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说。

两种意群语象出现在《马尔多罗之歌》的拓扑学空间中：

（1）空集：A∩B=Ø（A和B没有共同的成分）；（2）各种分离和S=A⊕B或者D=A∩B（和是由属于A或B的成分“或者”专属两者之一的成分构成的）。

A∩B=Ø形式似可应用于诸如larme-sang/眼泪—血，sang-cendre/血—烟灰（p.77），lampe-ange /灯—天使（p.141），vomissement-bonheur/呕吐—幸福（p.97），excrément-or/粪便—金子（p.125），plaisir et dégoût du corps/身体的欢快和厌恶（p.214），dignité-mépris/尊严—岐视（p.217），l'amour-bonheur et horreur/爱—幸福与恐怖（p.217），le rhinocéros et la mouche/犀牛与苍蝇（p.211），les baobabs comme épingles/像发卡一样的猴面包树（p.217）等二元对立成分之中。残忍的孩子形象、童年和丑陋、阴阳人、爱的幸福与恐惧等形象加入了这种形式。如果人们以为诸如larme-sang一组词拥有“液体”“材料”的共同义素，而二元词组的诗学功能是由所有成分并不共同拥有的分离和构成的，那么上述形象就可以同时用S=A⊕B来描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两个意群的共同峰值仅仅是它们的音素，而分离和由其他所有相异的峰值会合而成。

这样，在《马尔多罗之歌》里，空集的“规律”就调节着语句、诗段和题材的关联。每个句子与前一句子关联在一起，作为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成分。没有任何逻辑因果关系组织这种连接。我们甚至无缘谈论否定，因为其实质仅仅是一些属于不同等级的成分。由此得出由一些“空集”组成的一个悖论性链条，这些空集回返它们自身，（通过某种交际规律）令人想起了某种阿贝尔指环：已经提到并纳入空集的某义素集重新出现，以便（通过组合性、分配性和交际性）以加法和乘法的形式进入另一个集内（一如“le vert luisant”，p.46）。这种连接没有任何界限，除了“这页纸的范围”（p.219）。唯有与“音素表面”相关（p.90）的某种逻辑可以结束一首歌（结束0≠0的某种连接）。作为审查的笑声以与理性主义的审查同样的身份被驳斥：讽喻（“笑得像公鸡一样”）和伏尔泰（“伟大的伏尔泰的堕落”）是同类敌人。任何让人想起、喻示或迫使人们进入逻辑言语单一统一体而窒息二元对立的东西，都想等同于某种“愚蠢的上帝”并缺乏谦虚（这个语词出自洛特雷阿蒙）。因此，“狂笑与恸哭同时。倘若您不能用双眼哭泣，那么就用嘴巴哭吧。假如这还不行的话，那就尿吧……”（p.233）突出义素的插入再次构成空集的某种连接，在这种链接中书写文字的“敬畏”得以实现：它拒绝编制规约。

每个诗节就这样被毁灭，对偶诗句构成种种表意的0，而结构为由种种表意0构成的某种链条的文本，不仅质疑它与之对话的编码体系（浪漫主义、人道主义），也质疑它自身的文本构成。于是人们发现，这种空洞不是一无所有，而复量也没有经历“虚无”：沉静被两种对立的因素所回避。作为无意义的零在复量网络中并不存在。0是2，2是1：换言之，作为未分的1和作为虚无的0被排除出复量，后者的最小单位既是整体（虚空），也是2（二元对立）。让我们更贴近地考察复量的这种“数字化”现象，它既不是1也不是0，而是2和整体。统一体是空集，不区分数字段落，1是0，但它意味着：它主导复量的全部空间，它的存在在于聚合，但是复量拒绝赋予它某种价值（一个稳定的意义）。这种“统一”不是A和B的某种综合；但是它相当于1，因为它是整体，然而同时它又不能区别于2，因为所有鲜明对比、既对立又合为一体的义素都吸纳在它身上。任何统一和对偶的、二元对立的集，如果我们想给它以某种空间的表达，它便重新处于体积的三维空间。在洛特雷阿蒙那里，复量的数字游戏是通过偶数（2）和奇数（1、3）进行的。这种情况不是从无限制性向限制性或从不确定性向确定性的过渡，而是从对称性向核心、从无等级化向等级化的过渡。在分离量和空集的数字游戏中，复量变化在禁忌与僭越之间明显起来：节段呈互相分离状（A⊕B=S），被差异化，然而在这种差异之上，诗语生产了种种统一体，后者把各种差异改造为非排他性的二元对立。复量是1不以单位运作、而作为整体运作的唯一语言空间，因为它是双重性质的。如何阐释这个数字编码呢？书写文字拒绝建立为体系；因为是双重性质的，它在否认某事物时也在自我否定。

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在提出某种形式——他自身的体系的形式时背离了辩证法。洛特雷阿蒙的复量书写通过把自身建构为空集和分离量既避免了“形式”（取“确定”的意义）的陷阱，又避免了“沉默不语”的陷阱（马雅可夫斯基甚至被静默所诱惑：“这个题材的名称……”in“De‘ça’”）。

B. 阅读量值

B量值（阅读量值）可以从两个子量值角度分析。

B

1


 作为模糊回忆的陌生文本。

B

2


 作为引语的陌生文本。

洛特雷阿蒙写道：“当人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教会我说话时，仅仅读了某人写在一页纸上的只言片语，我自己就可以把我的思维线索传达给别人了。”（p.120）他的《马尔多罗之歌》和他的《诗集》是对其他书写文字的解读：他的传达是与另一书写文字的交际。对话（第二人称在《马尔多罗之歌》中很普遍）并非发生在主体与信息的接受者、作家与读者之间，而是发生在书写的行为之间，书写者与阅读者为同一人，对书写者而言，后者同时又是另一人。

作为“嘲弄”对象的陌生文本或者作为模糊回忆（大洋般的波德莱尔？月亮、儿童、掘墓人缪塞？拉马丁？鹈鹕缪塞？以及《马尔多罗之歌》里脱节的浪漫主义的整个编码），或者作为引语（陌生文本在《诗集》里一字一句地被接用并分解），被诗语的复量所吸收。人们可以借助形式逻辑的方法，把复量空间里引语和模糊回忆的改造情况形式化。

由于复量是对另一书写文字的某种摧毁，书写变成了某种摧毁行为和自毁行为。这一现象作为题材是清晰可见的，甚至在大洋形象的案例（歌1）中得到明确地宣示。作家的第一个举措具化为否定大洋的浪漫主义形象是人的理想化。他的第二个举措是否定作为符号的形象本身，是解体固定意义。继人之后，复量摧毁了名称（“这种东西有个名称。它的名字叫大洋！你给他们带来的恐惧如此之大，他们对你毕恭毕敬……”［p.59］）。洛特雷阿蒙之所以向“令人着迷和波涛汹涌”的大洋致意，那是因为在诗人看来，它是某种否定性的起伏不定的网络的隐喻，这种否定性网络达到了各种可能的否定的极致，即书的隐喻本身。

这种建构和解构在《诗集》里更加明显。诗在拒绝成为体系时，否定并自我否定。它以中断的、决裂的空间和气势汹汹的质疑形态，作为种种并列的箴言而存在，人们只有把它们当作道德（1）和复制品（0），才可以勉为其难地阅读它们。

作为对一文本之否定的肯定，发现了作为双重性质的复量统一体的一个新的维度，并揭示了洛特雷阿蒙文本的某种新意指。

他所使用的各种否定语词用一种命题代替了所阅读的各种文本的暧昧性，在这个命题里，否定与肯定区别鲜明，分割清晰且互不兼容；从前者向后者之过渡的细微区别被遮蔽了，而取代某种辩证性综合（帕斯卡尔、沃韦纳格［Vauvenargues］）的是，洛特雷阿蒙建构了一个整体，后者至少是两个整体。例如：“我书写我的毫无头绪的思想，也许并非出于某种无意图的混淆；这是真正的秩序，而它永远以混乱标示我的客体。我过分抬举了我的主体，我之所以有条不紊地对待他，因为我想展示他无缘于有条有理。”（帕斯卡尔）而洛特雷阿蒙说：“我有条不紊地书写我的思想，出于某种绝不含糊的意图。倘若这些思想是正确的，第一个到来的思想便是其他思想的后果。这是真正的秩序。它以书法上的混乱标示着我的客体。假如我不能颇有条理地对待我的主体，将会使他颜面尽失。我想展现的是，他有思绪有条有理这个能力。”

这个句子概括了洛特雷阿蒙的反思性生产力的规律。由“书法混乱”所建立起来的秩序（这个扎根于文本之中的异乎寻常的语词难道不应该理解为复量在破碎空间建构的动力吗？），这是某种箴言、某种道德的书写（“书写的目的在于置于某种更高的道德”，p.372），某种明确的1的书写，然而后者存在的前提是其反面相对于它是隐性的。



五、某种类型学



1. 我们关于复量网络联结的思考把我们带向有关社会所掌握之符号实践的不同类型的结论。眼下，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类型，它们相对于社会禁忌（性、语言）而定义。这三种类型如下：

（1）以符号亦即以作为预先确定和预先设置之元素的意义（即1）为基础的符号体系。这就是科学言语和任何再现性言语的符号体系。文学的一大部分也包括在内。我们把这种符号实践称作单义体系性的符号实践。这种符号体系是保守型的，受限制型的，它的成分被引向本义，它是逻辑性的、解释性的和不变的，且无意改变他者（信息接受者）。该言语的主体等同于律令并以某种单维联系反馈到某客体，既排斥它与接受者的各种关系，也排斥接受者与客体的关系。

（2）改造型的符号体系。作为基础元素的符号模糊了：“各种符号”纷纷脱离它们的本义并奔向他者（信息接受者）和改变他者。魔术、瑜伽、革命时代的政治家、精神分析家的符号实践属于这一类。与象征体系相反，改造型实践是变化的，并以改造为宗旨，它不是限制型的、解释性质的或传统逻辑型的。改造型实践的主体永远服从于法律，况且客体、信息接受者和律令（=主体）三者的关系未被排斥，同时表面上又处于单向关系。

（3）书写的符号实践。我们称之曰对话或复量实践。在此，符号被相关的复量节段所悬置，后者是2和0。我们可以把这种节段再现为某种四重式：每个符号有一个意指对象；每个符号没有意指对象；每个符号有和没有意指对象；每个符号并不真有和没有意指对象。倘若复量节段是π，而意指对象是D，我们可以写成下列公式：

π=D+（－D）+［D+（－D）］+{－［D+（－D）］}

　=0

或者用数理逻辑表述为AQB
 ，后者表示经常互相矛盾的不同公式的某种非综合性会合。上述两个体系（象征体系和改造型体系）的三角形在复量实践中改变为律令在三角形中心占据一个点的三角形：在三角形三个项置换的某个时刻，律令等同于三个项的每一个。于是，主体与律令异化，而连接三角形三个角的量值变成了双向的。于是，它们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并归于表意的0值。有勇气追随我们刚刚用四重式所再现的这种对话运动之全程，亦即对书写中的文本中所形成之文本的某种描述和相继否定的书写，不属于人们通常称作“文学”的东西，而可能属于象征的符号体系。复量书写是某种连续的思考，是对编码、律条和自身的某种书面质疑，是某种（完整的轨迹）0；这是变成语言（言语结构）的置疑性哲学路径。但丁、萨德（Sade）、洛特雷阿蒙等人的书写是欧洲传统中上述路径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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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用来把这种多价的复量空间的关系形式化的程序是从若干同构的体系中借用来的，如集论和数学。人们还可以使用象征逻辑的形式化，尝试避免因其理性主义的编码而强加给诗歌语言的各种限制（0—1的间隔，主谓句子结构的原则等）。我们将因此而落脚于某种公理化，它在诗语中的应用要求给予论证。

论证之前，有关复量网络形式化的可能性，我们想提及古代中国向我们提供的关键见证：《易经》。在《易经》的八卦和64别卦里，数学运算和语言意义的建构混淆在一起，以证明“语言的数量与它们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它们的根本性质的”（费·德·索绪尔）。在这部文本里只能由某种数学兼语言学方法全部揭示的众多价值里，我们仅提示两点：

（1）中国语言学家们似乎真正被置换和结合的种种问题牵动心扉，以至于许多数学家（Mikami）提醒人们注意，64别卦是由阳爻和阴爻配合而成的，它们与计算图示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把爻（音素）和运算（语素）看做先于所有能指的东西。同样，“秘算”处理语言结合的种种问题，而著名的“三才”方法应该是回答诸如“安排9个字母其中3个是a、3个是b、3个是c的方式有多少种？”等问题的。

（2）中国的“卦”不反馈到某种萦绕心头的念头（上帝、父亲、头领、性），而是反馈到作为差异之数学运算的语言的某种普遍的代数。从时空两极拿来的洛特雷阿蒙的文本和《易经》文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把索绪尔改变语词字母位置之举的意义扩展到某种更广的范围，后者触及了语言运行的本质。为这种书写文字增色的是一部当代文本，那就是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的《正剧》（Drame
 ），其结构表格（连续段落和被中断的段落的交替组合一共构成了64个方格）和人称（我、你、他）的配置把《易经》澄明的数字化与欧洲言语的悲剧性冲动联接在一起。



六、作为漫画的公理化



现象过去了。我寻找规律。

——洛特雷阿蒙

1. 公理方法的真正历史始于19世纪，其特征是由某种实质性的（或直觉的）观念过渡到某种形式建构。这个阶段以伊尔贝有关数学基础的研究成果的问世而结束；在他的研究中，公理体系之形式建构的倾向达到了顶点并开创了当今这个阶段：公理方法作为形式化的新表意体系之建构方法的观念。

显然，不管这种方法的形式化程度如何，在现在这个阶段，它应该在某些定义的基础上继续建立。然而，当今的公理方法却是带着某些隐性的定义运行的：没有定义规则，而术语仅仅根据它所从属的（全部公理的）语境获得某种确定的意指。这样，因为一种公理理论的基础术语是由全部公理隐性定义的（不反馈到它们所外延的元素），那么公理体系就不描述某个客观的具体领域，而是描述一类抽象建构起来的领域。因此，研究的对象（科学理论，或我们这里的诗歌语言）变成由某种人为语言之象征构成的某种形式产物（按照确定规则进行的形式运算）。这种情况因下述原因而成为可能：

——研究对象（各自的理论或诗歌语言）之语言的某种象征化：用意指严谨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某种人为语言的象征代替自然语言的符号和表达方式（具有多义性并经常标示准确的意指）；

——某种形式化：把这种人为语言建构为形式运算，形式化之外将其意指抽象化；某种清晰的差异化确立于人为语言与它所描述的参照物之间。

2. 应用于数学的公理方法在展现其优点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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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展现了它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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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于诗语时，它将避免截至现在它无法解决的某些困难（这些困难尤其与真实的无穷性概念相关）。我们再次发现，语言实际上是唯一的真实的无穷体（亦即由相互严格区分之语言行为构成的某种无穷整体）。这种观念自然被理想化了：如果我们全部阅读了整个完整的自然整体，才可能与某种真实的无穷性打交道。倘若涉及文学语言时，对于我们的意识本身而言，这是不可能的。把由无穷思想主导的数学（更具体地说，把集论）应用于作家心目中的语言这种潜在的无穷性，有助于把诗语的无穷性观念带回编码之任意使用者的意识，因为公理方法的作用就是赋予所分析的客观领域之各种元素的联结方式。

3. 人们可以反驳说，公理方法的极端形式化通过集论手段严格描述诗歌编码成分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把其每种成分的意指、把文学的“语义学”弃置一旁。我们还可以分享这样的意见，即语言成分的语义学（包括文学语义学），就是这些成分在语言组织中的各种关系，因而它是可以数学化的。然而，在研究的现状下，我们需要使用经典的语义分析（分割为语义场、语素分析和语素的分配分析）作为起点（作为隐性的定义），作为功能方式的某种象征化和形式化。

4. 两种理论（语义学与数学）的联姻导致其一即语义学逻辑的压缩，而有益于另一种学理即数学。信息提供者的主观判断继续发挥着某种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诗语的公理化仍然可以构成象征逻辑的某种分支，使它跳出三段论和主谓语句所提的种种问题的范围（言语真实性的问题因而就被搁置起来了），以期囊括其他的思维方式。对于文学文本的分析，公理方法具有捕捉语言冲力、从诗歌信息场捕捉力量线条的优点。

新型数学概念的使用显然仅仅是隐喻性的，原因是，在常用语言/诗语之关系一方与有限性/无限性之关系的另一方之间，可以建立起某种类似性。

数理逻辑的某种修改也随之而来，因为支撑诗语的关系类型与构成科学描述语言的类型的种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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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入任何试图把诗语形式化之人眼帘的第一个差异涉及“=”符号和真实性问题。它们是象征逻辑、数学和变异之智识抽象化的基础，而诗语是违背这些结构的。我们觉得，一种不背离诗语性质的形式化里是无法使用=号的（用格雷马斯［Greimas］的话说，恰恰因为组织其语素表现层面的种种相关应用和否定），而我们之所以使用它，那是因为现代数学（科学思想）没有提供其他思考体系。同样，真实性和逻辑矛盾问题在诗语里也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对于我们这些在学校里接受希腊抽象教育的人士而言，诗语通过某些似乎预设了（亚里士多德式）逻辑真实性并妄顾它们而发挥作用的关系建构自己的信息。那么两类解释显得“合情合理”：或者诗语（和所有可以称作“具体思想”的东西）是思想的原始阶段，无缘接受综合（莱维-布吕尔［Lévy-Bruhl］，皮亚杰［Piaget］），或者它们是正常逻辑的种种偏离现象。语言学的事实厌恶这两种解释。诗语很好地保留了等级结构和各种关系（多种形式的序列化和关联化），犹如在基本组合内部一组连接各种倒装形式和相互对应形式的成分一样（它构成“所有部分的整体”）。因此，似乎很难像皮亚杰那样区分某种具体逻辑（关系逻辑、儿童的逻辑）与某种言说逻辑（科学抽象的逻辑）。我们很难脱离语言而看到某种逻辑。关系逻辑是言说性的，它从言语的耦合和其原初运作中捕捉它，我们的文明把自己的各种结构充斥在常用语言或科学语言之中，它并没有消灭这些结构：它们残存于我们的语言世界（逻辑世界、科学世界）的内在性（取格雷马斯赋予该词的意义）中。

5. 假设虚假与真实之间存在着无限数值（0≤x
 ≤1）的多价逻辑学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双价逻辑学（0—1）。

诗的逻辑记载在某种不同的平面上。它依然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不是说它隶属于后者，而是说它僭越了后者并把它包含在内。由于诗的统一体相对于作为同类的另一统一体而建构，那么真实性（即1）的问题不能阻止它。诗作的复量跳过了1，它的逻辑空间大概是0—2，1仅仅潜在地存在。在一个真实性不是组织原则的领域里人们能够谈论逻辑吗？我们觉得是可以的，但有两个条件：

（1）G·布尔（G. Boole）之后，逻辑学作为科学已经不是哲学的一部分了，而是数学的一部分。因此，它趋向于表达精神上的运算程序而不关心意识形态的原则，但是提供所研究集中各种成分的耦合模式。与数学同化后的逻辑学，避开了通过与“预先确定之标准相比较而衡量”的义务（这是当今结构主义的缺点之一）：它拒绝作为某种“数理”（une ratio numérique）。沿着布尔开创的这条道路走下去，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把逻辑学从某种由历史决定的并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相对真实性的原则中解放出来，并在辩证数学的基础上把它建构为种种关系的形式化。布尔把象征逻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与数学关联起来的举措，实现了第一次决裂，他没有把数学看做“量值”的科学，而是视为各种结合的形式化。这种路径源于他发现“逻辑理论与语言理论是密切相关的”，语言也被视为结合的网络。布尔的这些思考导致了第二次决裂：把逻辑的形式化与新数学和元数学关联起来。在书写文字中，诗的复量相对于另一复量建构为某种同类，这种书写文字的拓扑学维度的破碎场景的发现论证了上述路径。这样一种更接近布尔而远离弗雷格（Frege）的复量逻辑学与象征逻辑的关系，犹如新数学与代数的关系一样。作为介于象征逻辑与结构主义之间的方法论，它给出的一般公式可以使我们理解某部律条和某种对称性中的各种独特性，对称性即把持它们。“我们只能预测这样一种路径许诺给我们的各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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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还有，在人们称作某种美学实践的构造中，“真正的”逻辑学同时处于隐性形态和被弗洛伊德从潜意识的痕迹中所捕捉到的某种“工作”所僭越的形态中。标示这种摇摆于斥力与僭越之间的工作，如果只能用真实的言语来表述的话，不啻于在某种只能与真假主导一切的区域（其行为方面）相切的区域里动手术一样。因此我们不妨说，这种“诗的逻辑”可以勾勒人们有意确立为某种可能的辩证性逻辑学的东西：真实性定位的形式否定和理论，在不同的符号学实践中，真实性以不同的方式，为形式主义提供了担保。

这样一种“辩证性逻辑学”的标记网络应用于艺术，行将破除某种幻觉，即“远见和投射性的”唯心主义的艺术概念（柏拉图，《菲勒波斯篇》［Philèbe
 ］）。某种作为科学而建构起来的逻辑学用以理解“艺术”（但不把艺术压缩为传统科学路径那样的独白主义），将用这种艺术的结构揭示任何艺术都是某种应用科学的道理：即艺术家与其时代共同拥有（或稍后拥有，或先于其时代拥有）的应用科学。

6. 符号能够尝试着解释各种语词的运作似乎是悖论性的。论证这样一种经验的，乃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语词已经变成澄明、僵化、枷锁：它圈定、削减、终结。兰波、洛特雷阿蒙和超现实主义者之后，如果在某位作家那里，它还能混淆若干空间并吸引描述某种节奏的震颤，人们甚至会惊愕的。我们需要超越理性主义的禁条并鲜活地捕捉动作、肢体、魔术的生命，以期重新意识到，人所拥有的各种语言并不能把他局限于线性字面中，而允许他从空间中挖掘自己。有关话语的另一种立场继续如下：人们竭力（例如阿尔托［Artaud］）展现他对运动或色彩的融入。语言学质疑语词作为构成语言动态材料之种种关系的“死亡”。作为某种理性抽象和逻辑抽象的产品，语言学很难对作为穿越某种延伸空间之运动的语言的暴力敏感，在这种空间里，语言在其节奏的冲动中建立它的各种意指。我们需要某种数学的形式主义，以软化某种“独白式的”科学并揭示这些安排的骨骼、脉络，而语言的辩证法即实现于这些安排之中：不曾中断、有条不紊的置换的某种无限性。谁能知道呢，也许语言学成立的最好理由之一，就是把这些“意指”层和僵化的阐释层、先验观念层和已经成型的逻辑层面，从我们的语言中清理出去，并把它的空白秩序即反射性、及物性和非及物性、对称性和不对称性等还给我们。那么也许我们就能意识到有些语词并不“圈定”，因为意指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在动态中生成的，且诗语提供其无限性以期用种种新联结代替语言的陈旧化：用种种书写痉挛质疑其主体、它的宇宙形象和它在自身的位置。这种作为分解行为和震颤行为在空间中书写的言语，科学从数学的象征主义中发现了它的秩序。这种言语的某种隐喻性产品，人们可以把它引导到其源泉以便澄清后者。

7. 如今，这些格式化只能捕捉到复量极有限的几个维度，而复量则视诗歌文本为社会、历史和性的复合体。

另一方面，形式化仅反向地向我们归还思维的生产力；符号学家继书写者之后解释（观念化）某种共时性并找到某种整体板块式（语言、形体、社会属性）运作的“精神”步骤。

但是，对于任何社会，科学方法（独白式的、认知论式的）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必要的，因为解释（“抽象”是列宁心中的某种“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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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用新近的用语可以注释为“延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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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社会性（交往）根本的不可或缺的量值。马克思写道：“在实际交往中，抽象也应该借用某种符号而被物化、象征化、现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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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标示”是某种社会命令，它在“人文学科”里的选择问题（“某种符号”）则是开放的。

以我们的拙见，面对抽象的言语象征化，形式化的抽象具有若干优点，其中包括：

（1）形式化使以其他方式无法察觉的某种结构跃然纸上。数学“为它们作为其构成部分的常用语言投射了一缕光明”，W·V·奎因写道：“在每种情况里，截至当时仅仅偶然地或无意识地由常用语言的建构所完成的某种特别功能，现在被人为标记独有的表达力量明显地烘托出来（stands boldly forth）。犹如那些通用语汇的潜意识功能就这样被某种漫画（une caricature）所分离并变得意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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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漫画”一词使我们想起了它的某种原初意义（希腊语：βχρσç，拉丁语：carrus，um，晚期拉丁语：carricare，意大利语：caricare），它蕴涵着“沉重”“重量”“承载”“负担”（在谈论命令时），但也蕴涵着“强力”“信用”“权威”“重力”等意思。公理化确实是某种负重、命令和强加在研究对象（诗语）之复杂流动性上面的某种权威。但是这种力量远未达到扭曲其对象形象的程度，因此我们不妨说它捕捉到了该客体（“它的各种怪相”）的力量线条，如果它把这些怪相一直扮演到底，那就犹如它自己在做怪相。我们可以把普鲁斯特的模仿视作“重负”，并谈论“漫画式的”肢体。在这个强有力的“漫画”系列里，复量的公理化是一种充满激情的、“夸张的”和“离心的”方法，它通过特征和细节选择的方法（去掉了漫画的贬义），更加酷肖它的对象，胜过某种言语描写（肖像素描）的效果。

（2）停留于某种象征性符号实践的公理性形式化，不是某种封闭的体系；它因此而对所有的符号实践开放。如果它像任何表意方法一样具有意识形态性，那么浸透着它的意识形态是它唯一无法避免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了任何解释（任何量值和任何科学，亦即任何社会），而这是认识的意识形态（是某种差异的意识形态，这种差异趋向于接近它起初持有距离的东西）。就其留给符号学家选择自己对象的“自由”和根据自己的历史定位而把握其取舍的“自由”的范围内，它还是意识形态的。

（3）面对元数学和数学逻辑方面当今的新发现，加上现代诗语的各种结构，符号学碰到了两种不可分割的方法即（科学的、独白性的）量值方法和（质疑性的、对话性的）复量方法所落脚的两个关键点，就此而言，它在某种全面的革命进程中，占据着某种关键性的意识形态地位。

像任何科学一样，这种复量科学也不可能向我们昭示其对象的全部复杂性，涉及文学复量时其能量更逊一筹。我们也不认同这样的幻想，即一种抽象的一般结构能够给予某具体化的书写某种全面的诠释。然而，在某种抽象层面捕捉复量逻辑的努力，是超越心理主义或庸俗社会学的唯一方法，心理主义或庸俗社会学仅从诗语中看到了某种表达或某种反映，因而排除了它的各种独特性。那么向符号学家提出的问题就是在沉默和某种富有前途的形式化中做出选择，努力把自己建构为复量（作为解构和作为箴言的复量），愈来愈成为与诗语复量同构的复量。

1966年



（史忠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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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双坐标；∃表示“双函数”；～表示“非”；·表示“和”；⊃表示“蕴涵”“导致”。



[18]
 这几页文字有可能显示出我们在刻意建立某种支撑诉讼文本的体系，更有甚者，建立某种把原则上属于双平面的语言（能指和所指，表达和内容等）压缩为单一标记平面的体系。事实上，我们所使用的代数量值没有“任何自然命名”，而仅仅是“任意的和适用的”，取耶仁姆斯列夫（Hjelmslev，Prolégomènes à une théorie du langage
 ，p.147）的意义。同时并因而，“根据存在于图式与语言应用之间的选择，对于理论所要求的计算，没有任何已阐释的体系，而只有种种可阐释的体系。因而在这一点上，纯代数与例如象棋游戏和某种‘自然’语言之间，没有任何差异”（Ibid.，p.150）。如果这确实就是我们的方法，我们并不因此而支持希尔佰特-塔拉基（Hilbert-Taraki）的观念，即符号体系只是一种没有内容的表达体系。反之，在我们看来，这样一种区别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与古老希腊的揭示（dévoilement）观念（被海德格尔/Heidegger所批判）深刻地关联在一起，如今，雅克·德里达（J. Derrida）揭示了这种观念在符号学里的藏匿现象。我们之所以在诗歌语言的分析中使用某种格式化的方法，大家都看到了，那是出于双重原因。

首先，为了指出落在“内容”和“表达”名下的某种代数—音乐式的场景，某种跨语言的场景，在那里，不管何种语言，名讳出现之前产生某种（意义的节奏）规律的种种关联得以勾画。这就是说，正是所谓的“诗”的运行场景提示我们这些古老书写文字的语句复量，在那里，符号—意象的协调在已表达的内容之上标示着某种意义的种种层面。

其次，尝试从这样一种层面及其转移和聚合语言符号和它们的成分的方式中，抽取出历史的、认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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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如下：“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意思是说，大“道”空虚开形，但它的作用又是无穷无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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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经作者的允许，跟踪L. Mäii 1965年发表在前引Trudy
 ...，Tartu，U.R.S.S.的《零道路》（La voie zéro
 ）里的看法。作者从符号学的视点研究了佛学的基本问题，并重温了“一切皆空”（“Sarva-dharmasunyatà”）的佛教概念。



[21]
 J. Porte，“La méthode formelle en mathématiques. La méthode en sciences modernes，”Numéro hors série de Travail et Méthode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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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Ladrière，Les Limitations internes des formalismes
 ，Louvain，E. Nowelaerts，Paris，Gauthier-Villars，1957.



[23]
 E. Benveniste，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65，p.14：“仅仅观察到一种类型被改写到某种象征标记中、而另一种没有或没有立即被改写到这种标记中，是不够的；事实是前者与后者都源自同一源泉，且它们准确地包含相同的基础成分。正是语言本身提出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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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Boole，The Mathematic Analysis of Logic
 ，Oxford，B. Blackwell，1948.



[25]
 Lénine，Cahiers philosophiques
 ，Editions sociales，1955，pp.289-290.



[26]
 Cf. J.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et“Freud et la scène de l'écriture”（in l'E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把“量值”定义为“人类”运行的根本机制，并从此用“异延”术语代替了充满理想主义的“符号”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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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x et Engels，Archives
 ，v. IV. Editions à Moscou，1935，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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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即生产力



而当哥白尼几乎孤身一人坚持自己的意见时，比之于人类全部剩余部分的意见，他的意见始终无与伦比地具有更大的似真性。呜呼，我不知道建立评估真实性的艺术是否比我们的一大部分证明科学更有用，而我不只一次地这样想过。

——莱布尼茨：《新随笔集》，IV，2



一、似真性的“文学”



经常阅读等于掉入陷阱。

——《非洲的新印象》

我们的文明及其科学由于严格遵守了柏拉图的规则（“把诗人们驱逐出理想国”）便在一种生产力面前迷失了方向，这种生产力就是书写，而接受了某种效果，即作品。这样，它们就生产了某种概念及其客体，这种概念及其客体从生产性工作中脱颖而出，以消费品的名义，进入某种交易线（真实—作者—作品—受众）。这里指的是“文”的概念和“文”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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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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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在生产后（在消费中）达到的贯穿语言的工作；一张复制“真正的真实”之屏幕的再现和/或一言语——相对于“真实”它是次要的客体，且只有在其物化的替代形式中被鉴赏、思考、评判——的聆听遮蔽并代替了生产力。文本之消费的接受及其似真性的要求正位于作为替代性言语的“文”的可知性这个层面。那么当这种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概念与“文”和“文学思想”同时出现（《诗学》）并在整个文学史（历史被视为理想，即“精神”的历史，显然，没有“文”的概念是不可能的）中无拘无束地陪伴着它，就是不奇怪的。以至于似真性似乎与文（艺术）融为一体，等同于它的替代性，并通过这个举措本身使它与我们思想的所有表语的合谋昭然若揭。

在消费可知性的同一旅程中，继庸常的接受之后，当“技能”（le savoir）涉及“文”时，也与似真性相比照。如今，当文学理论趋向于建构为自身方法的某种清醒的科学时，碰到了某种矛盾，这种矛盾把它界定为科学，指示它的开发场域，同时也为它指出了它的界限。如果它构成任意话语，所谓的矛盾在元语言层面（文学科学）便双倍地明显，后者以众所周知的基本上的某种次要言语（文学、艺术）为对象。这种矛盾如下：话语既然是一种标示，它的功能就是意味，即提供某种意义，后者或者反馈到某客体，或者参照某种语法规范，它是一种认识（知识）、一种技能（包括它的元理性蕴涵）；某种真实作为恒常的背景支撑着所有被陈述的东西；对于某个在交际链条上发出话语或聆听话语的人而言，语言永远是某种技能，言语永远是某种知识。同样位于言和听线路上并由此而获得其本质和其意味宗旨的文学科学，把自己的客体——文本界定为话语，即把它也界定为意味真实的东西。这样，对交易社会里文本生产的消费态度持支持意见的文学科学，就把符号的生产与某种陈述文相同化，拒绝在其生产性的过程中认识它，并使它符合某种真实的物体（这就是传统的哲学行为，它把文学展现为真实的某种表达），或者使它符合某种客观的语法形式（这是现代意识形态的某种举措，它把文学展示为某种封闭性的语言结构）。文学科学因此而坦承自己的局限性：（1）只能从某种符号实践与某种言语真实（语义的或句法的）的关系方面考察这种符号实践；（2）把运行整体切割成（理想主义的抽象）的部分之一：切割成被某主体消费的结果。文学消费和文学科学与文本的生产性活动擦肩而过；它们仅仅触及一个根据它们自身的模式（它们自身的社会规划和历史规划）制作成的客体，而不了解知识（它们自身）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正是在这个矛盾点上，在这种无奈的隐性承认中，我们碰到了似真性的“科学”概念，后者试图通过逻各斯中心主义对某种贯穿语言的实践予以回收。

到达成熟年龄的文学本身——成熟可以使它像某种机器一样自我书写，而不再仅仅像某种镜子一样说话——面对它自身穿过话语的运行问题；一旦接触了这种运行的机制，它就迫使文学处理某种并非其旅程固有的问题，但是后者不可避免地对接受者（读者=听众）构成了文学，处理这种必不可少的面具，而文学正是通过这种面具即似真性、依赖它而自我建构的。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的文本向我们揭示的，正是似真性的这第三种风貌。这些文本在似真性自身的此岸讨论它并介绍它在其自身彼岸的情况，亦即在前“文学”的工作中，把它作为某种运行来讨论和介绍，在这种运行中，变成了某种书写能力的意味揭秘似真性。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试图捕捉它以期澄清它的意识形态和它的历史定位，以及似真性的“真实”即“艺术”“文学”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定位。



二、意味与似真性



倘若言语之“意义”的功能，就是某种超越差异的相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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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性”和“向自己展示”的功能，正如德里达（Derrida）对胡塞尔（Husserl）的卓越解读所展示的那样，人们不妨说，似真性（“文学”言语）是相似性象征关系的第二等级。由于（胡塞尔的）真正的意味是意味真实，那么真实就是酷似真实的某种言语；似真性虽然不是真实，但却是酷似与真实相似之言语的言语。作为某种偏离的“真实”，直至失去了第一等级的相似性（言语—真实），只能在第二等级（言语—言语）里施展，似真性只有唯一的持久特征：意味，它是某种意义。在似真性层面，意义被一概而论并忘却了原初决定它的关系：语言与客观真实的关系。似真性的意义除去言语便不再有客体，它与客体—语言的连接无关，真与假的问题与它无涉。似真性意义假装关注客观真实；实际上真正萦绕它心头的，是它与某种言语的关系，该言语“假装是某种客观真实”的举措被承认、接受并建制化。似真性不认识外界；它只了解意义，对它而言，意义无需真实而保持其真实性。似真性是意义的庇护所，它不是无意义，而是所有不限于知识和客观性的东西。位于知与不知、真与无意义之间的似真性是中间区域，某种乔装打扮的知识潜入其中以期通过“想—听到—谈论绝对”掌控某种贯穿语言之调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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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为科学保存了真实性的领域，即任何陈述行为都受其浇灌的这种绝对知识遮蔽了某种暧昧的领域、某种两可之间的领域，在后一领域，真实是某种在场的记忆（某种次要的、但一直没有泯灭的记忆），幽灵般的和原初的记忆：这是作为似真性的意义的超真实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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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姑且先简略论之，稍后再详加说明，即似真性的问题是意义的问题：有意义就是似真的（语义维度或句法维度）；似真性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而是有某种意义。须知，意义是（客观真实彼岸的）某种言语间效果，那么似真性效果就是某种言语关系的问题。

我们将尝试从语义和句法两个层面研究这种关系，同时强调两种维度的区分仅仅是操作性的：语义永远与句法交叉，而形式安排的“空白”栏目（语法）并没有免除理性主义的意向性，后者产生并调节了空白耦合的概念本身。

语义似真性的极端特征如其名称所示，即相似性。任何与另一言语具有相似、认同、反映关系的言语都是似真的。似真性把两种不同的言语放置在一起（这是典型的象征举措，希腊语的sumballein=放置在一起），其中一种言语（文学言语，第二言语）投射在另一镜鉴言语上，并超越差异与之相认同。似真性把文学言语引向的镜鉴是所谓的自然言语。这种“自然原则”在一段时间内不是其他东西，而是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良知、律条、规范，它定义似真性的历史性。似真性的语义学设定与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之法律的相似性并把它框定在某种历史现在时的形态下。例如，就我们的文化而言，似真性的语义学要求与我们的“自然原则”的基本“义素”的相似性，这些义素包括自然、生活、演进、目标等。当鲁塞尔（Roussel）的书写在《非洲印象》（Impressions d'Afrique
 ）和《非洲的新印象》（Nouvelles Impressions d'Afrique
 ）里通过似真性再现它的过渡时，它所面对的正是“自然原则”的这些“义素”。这种与文本的生产力（与自然原则）之前某种已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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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似性，揭示了对似真性概念固有的发展思想的神秘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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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而，如果说似真性是一种“相似性”，它更多地固定在相似性的效果里，而较少固定在“使相似”的过程中。在语义层面“使相似化”不啻于把人为性、静止性、无偿性（即“自然规则”的种种所指的差异性）带回自然、生活、演进和目的（即带回自然规则的各种构成性义素）。这种“带回”的程序、发展、继续等是无法计数的。似真性诞生于相似性的效果中。因而它的第二个语义特征如下：出现在效率场本身并瞄准着效率，似真性是某种效果、某种结果、某种忘却了生产之人为性的产品。它出现在文本生产之前和之后，先于和晚于贯穿语言的工作，钉死在说—听链条的两头（一个说话主体和一个接受者有这种体验），它既不是现在时（现在生产的言语是科学），也不是过去时（过去生产的言语是历史）；它自诩普世主义。因而，它是“文学”，是“艺术”，即呈现为“超越时间”“认同”“效率”，亦即更深刻且仅符合（守成主义）某种已经存在的（言语）秩序。

句法的似真性大概是（一具体言语各个不同部分）派生于总的形式体系的原则。这里我们区分了两个时刻。如果我们可以使一言语的每个节段派生于该言语的结构总体，那么该言语从句法上就是似真的。因而似真性属于某种拥有特别耦合规范的结构，属于某种具体的修辞体系：一文本的似真性句法可以使该文本符合既定言语结构的各种规律（符合修辞规律）。这样，我们在第一阶段，就把句法的似真性定义为某种修辞的似真性：似真性存在于某种封闭的结构里并针对某种修辞组织的言语而言。正是通过句法的派生性原则，似真性代替了“使相似”的程序，后者悄悄地过渡到语义层面。由于语义方法把两个矛盾的实体放在一起（语义层面的似真化）已经提供了“相似性的效果”，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导致这种效果的程序本身似真化。似真性的句法承担了这个任务。把“使相似”的技术似真化，不需要参照发挥某种客观真实作用的自然原则的义素。需要做的，就是重构节段的某种安排并使它们一个一个相继派生，直至这种派生确认人们先前选择的修辞律条。这样，修辞学通过派生性就掩盖了语义似真化过程中“放置在一起”的人为性。修辞学的这种派生性向天真的阅读提供了决断或谋篇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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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客观地讲，这里有必要借助于语义概念来界定句法派生性的标准。在鲁塞尔的文本《非洲印象》和《非洲的新印象》里，句法似真化的这些语义标准对于散文而言，大概是线性（从源头到目的）和谋篇（三段论），如同二分法（韵脚、对偶、同一性、重复）对于诗句一样。

须知，派生性的句法原则不仅把已消费的言语作为似真性与它自身特别的总体结构（修辞）关联起来，也与言语被表述之语言的形式体系关联起来。任何被耦合的言语都派生于其语言的语法，并以这种派生性本身（其语义和修辞暂且搁置一旁），宽容与某客体的某种相似性关系，此即似真性。似真性是社会约定（自然原则）和修辞结构的同谋，更深刻地说，它也是话语的某种同谋：语法上正确的任何陈述文似乎都是似真的。说话迫使我们似真。我们无法说出任何不似真的话语。既在似真性之内又背离似真性的鲁塞尔的赋歌曲，也在这最后一道门槛止步，因为它是在语言运行的门槛上止步的，并固定在这里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之旅。然而，在我们接触语言符号之机制本身的这个层面上，最好还是把似真性与意义相区别。

倘若“似真性”表示作为结果的“意义”，那么“意义”因其构成的机制而是某种“似真性”。似真性是某种修辞言语的意义；意义是任何言语的相似性。我们谈论一部组织为修辞的文本的“似真性”，而把意义同时留给话语和文本的生产力，文本在作为书写程序的写作过程中，是不关注修辞的。似真性是修辞性再现固有的形态并出现在修辞中。意义是作为再现的语言所固有的。似真性是意义的修辞度（是等于再现的符号的修辞度）。这样，对于再现似真化的鲁塞尔的文本而言，“似真性”就变成了可以探测并再现语言关键功能的机器：意义的构成；换言之，意义的构成作为似真性的某种构成在场于修辞结构之中。反之，在洛特雷阿蒙的文本的生产性中，对语言机器的去神秘化不是（不再是）一个问题：基于这一事实，似真性（叙事、结构、修辞）也不再是文本书写的某种问题；倘若它客观上出现在文本的消费中（阅读某“作品”、某“效果”的读者大众的消费），那是作为话语固有的意义之身，作为语言的意味身份。然而，即使意义和语言的意味这些概念也只是某种效果，仅对书写生产力以文本名义所占据的信息线和消费线有效：在先于产品的文本置换中，它们占据了某种空白位置。尽管如此，因为这是文本的某种解释性阅读，我们谈论鲁塞尔的似真性，他在修辞学的某种栅栏内建构自己的文本，而谈论洛特雷阿蒙那里的意义，因为他是超越修辞学和“自然原则”而玩味文本中的话语的。



三、鲁塞尔的似真性幽径



完全处于二分法之中并被后者模式化的鲁塞尔的各种文本（当书写文字中和在阅读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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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为两个侧面：文本的生产力一面和文本产品一面。《我如何写作我的某些书籍》（Comment j'ai écrit certains de mes livres
 ）所揭示的作为鲁塞尔话语的开放场域的双重语义学，也构成了它们整体中的方案和写作实践。鲁塞尔把他的两部著作称作《印象》，而我们忍不住把这种能指解读为所指的双重游戏：利特雷指出，“印象”意味着某种行动，但也意味着某种效果、某种留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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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塞尔在把其书写场域二分为一文本的书写场域及（工作和消费的）阅读场域，并且在阅读场域中要求同样的二分法（后者应该成为消费和工作的阅读场域和工作场域）时，他一方面被引致把其书籍思考为某种活动，一种把印象、标记、修改应用于另一不同于它们的平面（语言的平面）的活动，这种平面是它们通过为其打下某种多元性的行为即书写从它之身份、它的似真性中抽调出来的；另一方面，他被引导到把书籍再现为该行动的结果和保留，它的可从外部回收的和已经回收的效果：他的书籍“给人某种印象”，意思是“让人判断、感觉出、引发了”似真性。通过这种把书籍分割为生产力和产品、行动和存留、书写和话语并在两幅永远分离之布面永不中断的摇摆中编织书卷的路径，鲁塞尔有可能——在文学史上，唯有我们发现——一步步追随贯穿语言的工作的发展，追随这种从语词到作品此岸形成之意象的路径，如同追随言语意象之出现和消逝、诞生和死亡一样，追随似真性的这种静止效果。似真性承担了工作：修辞强化着开放性的生产力，而这种强化工作呈现为某种封闭的言语结构。“印象”行为的动态的流动性只有借鉴作为存留、效果的印象的静态的严谨性，才能融入陈述文。以至于被似真性（效果）打动的读者大众对于生产力仍然一筹莫展。《新印象》对于填补分隔行为（书写）与这种被语言囫囵吞枣般吸收的痕迹之间的鸿沟是必要的。然而这里，“作品”的修辞（封闭性结构）依然把生产似真化，而这乃是正剧，对于鲁塞尔如同对于所有那些“从事文学”本身的人们一样，倘若这种文学具有某种科学目标的话。生产力不仅无法被读释，它还无法在文学修辞中被表述。需要某种结构上开放的、被结构为某种开放、某种调查、某种修正可能性的言语，才能使这种生产力昭示于天下。这就是《我如何写作……》的言语，在那里，科学的“如何”设置了某种死亡，即我们的社会所希望的那种“作家”的死亡，也设置了作为人物的计划，人物通过生产似真性而“打动读者”。写于鲁塞尔生前但准备于他身后发表的《我如何写作……》一书，既回应了科学的这种要求，也回应了（在《非洲印象》里）通过使文本中的生产力变得清晰且可以表述而记叙该生产力的“文学家”之死的这种要求。鲁塞尔像洛特雷阿蒙一样，无法在一部书写文字中把“如何”与“似真性”、科学与文学两种方法联结在一起。这次我们从遗书的视角看，鲁塞尔的全部文本在这里再次显现为分裂和二分化。鲁塞尔没有把科学当作文学来实践（洛特雷阿蒙、马拉美已经尝试这样做了），他把文学再现为科学。然而，正是这种暧昧性赋予他的书籍以分析的意义。它们被捆绑在一起，且相互对照着阅读，对于想理解这些文本的人只能逆行着阅读，它们实现了鲁塞尔心目中的计划：把文本的连续性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并通过整体阅读每个部分。另外，《非洲的新印象》以最完善的形式提供了这个计划。

因此，《我如何写作……》首先昭示了语言机器的双重语义学计划；《非洲的新印象》继而揭示了封闭的三段式结构的“超验性”所指；《非洲印象》的第二部分警示我们所谓的句法的似真化；《非洲印象》的第一部分最终达到了语义似真性的层面，以期动摇我们思维中的“自然原则”。然而，在逆行上溯这些文本的系列的同时，我们也按照它们发表的时间顺序阅读它们，这是鲁塞尔智慧地和必然选择的顺序，以期相继达到我们的“文学消费”的各种偏见，从最肤浅的偏见到潜藏最深的偏见。他也许为了让我们明白，被阅读或书写为似真性的东西，其实只是话语意义生产的修辞层面（交际性表面）。



四、语义的似真性



于是鹦鹉立即学舌……

河流成为它的栖息地，而岸边的树林死了。

——《非洲的新印象》

《非洲印象》的第一部分再现了一个凝结在非洲广场的幻觉世界，广场上，在国王塔卢的权威下，静止地发生了相当于大自然的某种机械、某种像生命一样（甚至超过生命）打动人们的死亡的生动场景。被疾病（路易丝·蒙塔莱斯科）或死亡（埃马努埃尔·康德）困厄的人们因为某种机器（路易丝）或某种动物（一只使康德大脑运转的喜鹊）而运行。种种不可能发生的杂技；神奇的射击；一个把鸟当飞机玩的孩子；一只扮演知了的虫子；鲁道维克拥有四倍的嗓音；勒古阿尔奇从他的胫骨里抽演出某种音乐；一位女盲人恢复了视力；一种织布机编织着晨曦；一位健忘者找回了他的记忆……《印象》堆砌了幻想并让我们像接受似真性一样接受它。人为性（不同于自然性和真实的东西）模仿真实，复制真实（等于真实）并超越真实（比真实更深刻地影响我们）。似真性的极端举措就在那儿：把相互对立的义素放置在一起，即足以（把不可能）带向真实（带向自然原则）。这就需要我们的生命文化和活力文化中始终存在的怪诞性、死亡、非自然性、停滞性（如路易丝、勒古阿尔奇或线条、皮带、管子的所有堆积）与其对立面如生命、自然、运动发生关系；即只需这种怪诞性开始运转、演进、拥有某种目标、产生种种效果，它就足以构成某种似真性。我们不妨这样说，在言语的聚会中，两种相反事物（同一事物与相异事物）的分开是不可能的，非真性没有时间在话语中形成。两种相反事物（同一事物与相异事物，自然与差距）在某种同一性中综合，这种同一性永远是似真的。非真性仅仅拥有的时间，人们可以称之为话语的T

1


 ：它在话语中近乎不存在。当死亡表现为某种生命的时候，它变成了某种生命；我们甚至可以说，死亡只有表现为它的对立面义素即生命，它才是似真的。我们顺便说明，鲁塞尔的文本在把“非真性”似真化的同时，叙述（叙事）了承担着似真化之链接作用的“犹如”。《非洲印象》既是一部似真性的戏剧，也是似真化方法的夸张：似真性的戏剧和理论。



五、语义的似真性与义素的结合



这样，在鲁塞尔的文本（我们这里谈的是产品而非生产力）这个同一性的帝国里，“聚会”“犹如”“认同”意象就是常见的。聚会必然要求孤立与相吸的双重游戏，亦即既要求相反义素的某种不可压缩性，同时也要求它们的某种综合。化学家贝克斯的两种金属磁铁和防水钢相得益彰的运作令人叹为观止地演示了这种情况。“磁铁是某类确定金属或某种特殊金属管远距离诉求的材料。”

“为了使最近发明的磁铁的操作成为可能和易行，发现一种绝缘体就变得必不可少了……一张薄薄的防水钢板阻止磁铁的放射，完全取消了放置多种密度最高的金属也无法削弱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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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把所有脱离其结构的东西黏合在一起，把任何差异与自然原则的规范相同化：它的运作以福卡尔的血液、以嗜睡儿童睡眠中所产生的神奇凝块为楷模，它们堵破孩子的血管从外部吸入物体，唤醒它们并把它们从死亡状态或从金属状态改造为生命组织。同一在差异体中的认同式投射（典型的似真化功能）建立“思考性芦苇”的每个举动：例如福卡尔的“白芦苇”是“吸收性”植物，“旨在无限繁殖各种细腻的画面，它们现在已经成了它的组成部分”（I.A
 .，p.379）。人类的话语从这种形象中找到了它在似真性的封闭性中自我生产画面的特征。

最怪诞的义素结合都从话语中获得了似真化。只有从时空方面远离产品言语的某种场域看，两个分离性系列的联姻才是怪诞的：这是逻辑差异化的场域，外在于认同性话语的场域。逻辑上相互排斥因为它们都自我繁殖、互相摧毁或者互相重复的两类义素实体的聚合一旦明显化，就不再怪诞，或者更有甚者，逻辑上的怪诞性呈现为言语似真性的某种不可或缺的前在性。我们可以这样阐释“给尼斯过冬者一件外套”这个节段
 

[12]



 ，它似乎囊括了赋予似真性的语义格式：

给他吧，把吐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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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海上的新手，

飓风乘风破浪侧耳聆听；

当演说者向听者替上麻醉药时，

一把折扇伸出铿锵运行的车窗

向他欠身；……（N.I. A.
 ，p.9）

似真化的言语有一个基本的运行词：“犹如”，这是一个替代性的介词，它使最不能兼容的义素相互替代：

犹如选择了第二个幸运者，

某种魔法本应使他倾向于

选择：弗朗克兰找到的机器，

被雷电震入井内无什危险

对于缝纫机的灰线亦如此；

……

当一道闪电拦腰把神甫

一刀两断，一场黑色的场景……（N.I.A.
 ，p.65）

前者与后者的聚会以及用前者代替后者的做法统一了言语。当我们现在的思想（话语）把某种给人以安全感的某种安静带回自身（似真化）时，让这种安静统摄了现场：鲁塞尔把这种给人以安全感的现在时称作“别样”年华（N.I.A.
 ，p.43），并且把它引述在金字塔的“战场”上，那是由斗争和差异构成的另类场域（“埃及，它的太阳，它的夜晚，它的星空”），以便与另一部文化文本相对立。“别样”蕴涵着某种畅行无阻、可以插入任何地方、覆盖任何地方之言语的年华是多义性的年华。这意味着语词（符号）跛脚式地分化：能指至少指示两个所指，形式至少反馈到两个内容，内容至少设置了两种阐释，如此类推，以至无穷，它们全都是似真的，因为聚会在同一能指（同一形式或同一内容，以至无穷）的麾下。在某种眩晕的氛围中，它们挤撞的气势并不因此而有所逊色：似真性话语（符号）最终沉入的氛围是意义的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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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样，鲁塞尔就揭示了似真性义素结合的另一种变体，即表意单位分解为两个标志，其中只有一个是意义的载体，而聚会的可能得益于某种等同于无意指的标志层面的身份。我们可以借用从叙述意群之安排中拿来的例子来演示这种方法。例如，在用葡萄粒再现历史上诸多画面的情节里，意群“葡萄”和意群“再现”被它们的义素标志“透明”和“体积”聚会在一起，后两者在语境中没有表意价值；具有似真性且被似真化的，乃是在语境中种种意义载体的不兼容性，这些意义载体如“大与小”“植物—历史”“自然—电影”等。然而，如果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情节只是对分解加以认同（对具体语境下没有意义层面的认同：对某种被划去所指的层面的认同，该层面取代了某种能指的位置）的叙述，鲁塞尔从语言运行的核心，从多义性中，找到了这个原则。

鲁塞尔对似真化语言的痴迷体现为对多义性及其所有相关现象（近义词，同音异义同形异义词）的某种酷爱。我们知道《非洲印象》的计划就是通过某种叙事，“填补对两个同音异义词的意义的失望，通过修辞学重构沉睡于（种种能指的）语音同一性中的所指的坚实性（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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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题再现于《非洲的新印象》中的十字意象：十字是一个多价的符号，它意味着一切、任何物和虚无（“十字采用了多少风貌”，N.I.A.
 ，p.45），或者再现于常见的毁谤主题：毁谤是似真化话语的贬义形象，是试图让人们相信其所有言辞的言语。

似真性言语既是对意义的失望，也是对意义的某种限制，对“真实”的某种压缩。赋予意义某种多维宇宙的认识性话语只是把它压缩为某种线性的抽象：“对于人而言，随时抽象而出是很自然的事。”（N.I.A.
 ，p.47）那么，为了理解而似真化，就是把某种实践（某种戏剧）带回某物（带回某种平庸的形象）。符号的机制集中在言语聚会之结合的这种第三种变体中：限制，鲁塞尔在《非洲的新印象》的第二部分展现了这种变体的形象：

诸如：日晷上接近中午时的阴影，

显现胃囊已经呼唤它的薪金；

通过冰冻、否认、衡量尺度；

太阳的罗盘在海王星的天空。（N.I.A.
 ，p.57）

失望和被压缩的意义得以从似真性的修辞中获得补偿，似真性的修辞是相同意义之机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相同意义不可分割的、缺席于显性平面的“他者”，同时也是意义本身。当它（意义—修辞）对意义感到失望（自觉失望）时，它就夸张它（自我夸张）。这样，言语（嗓音）消除了所指那些薄隔膜之后，永远把它们推向更远的地方，同时毫无过失地把它们控制在语法的死栅栏里：

我们且莫忘记，嗓音其实支撑着

超越一面薄薄的墙壁，超越一扇门。（N.I.A.
 ，p.57）

在这个活动过程中，种种所指之间的不兼容性被能指的引力所克服，这些能指超越种种逻辑禁忌而“支撑着”，使逻辑布置（历史布置、社会布置）的僵死画面动了起来，把它们变成瞬息变动的元素，并迫使它们调整到另一逻辑画面（历史画面、社会画面）中去，对于后一画面而言，初始的布置仅仅是某种参照性的前在性。这样，似真化就成了异彩纷呈的义素结合（能指结合）中数量有限的种种所指的再分配。由此，这种背景死寂的动态，这种造就了《非洲印象》并且意味着似真化（如果我们想把它解读为某种“意味”的话）的静态的躁动，乃是我们在智识领域唯一的演进程序，它是认识理性的动力。正是它把怪诞转变为意指：

阴谋家西拿在其巢穴里嗅到

陷阱后变成奥古斯汀的朋友；……

达尼埃尔对壕沟里的狮子们很友好；……

阿提拉比兄长罗德里格驻扎得更好，

他比后者更能消费十四行诗名篇;

一条曲线，碰到穿越空间的噪声时，

连接两个点，比一条直线更短。（N.I.A.
 ，pp.141—153）

似乎僭越任何逻辑壁垒（历史壁垒）的这种似真性的“动态”受语词（受语法、归根结底受逻辑类型）之已经在场的意义所链接的色彩却并不因此而有所逊色，正是在这种范围内，它把这些曲线划为打叉的所指（划为能指），正是从该所指出发，（作为所指）它是可理解的。

柏拉图关于“艺术”的思辨挖掘了似真性的这种动态，把唯心主义的概念造物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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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立为言语的某种创造。囿闭于认识理性的柏拉图主义只能从与真实的某种关系考察“艺术”，即把艺术当作应用科学的一个分支：艺术或多或少是不纯粹的，其方法是混合的，因为它既使用推测（orochasmos）方法，也使用测量（metra）法，且永远达不到完美的准确性（akrebeia，cf. Platon，Philèbe
 ）。我们稍后在分析鲁塞尔的文本时将看到，文本的生产力不是某种创造（某种造物的创造），而是先于其产品的某种劳作；因此，倘若说它是科学，那是作为对其自身编码的实践和对（新老）柏拉图主义试图赋予它的作为推测和测量之混合、作为不完美的准确性、作为可能的反常的形象的彻底摧毁。

概述如下：语义的似真化就是把相互对立并因而在某种替代关系或限制关系中相对存在的义素（以及它们在言语结构的不同层面的对应者）放置在一起。似真性把玩能指和所指脱离符号体系的现象，它在封闭的所指之上把能指统一起来：这样它就呈现为某种被普遍化的多义性。我们不妨说，似真性是言语诸多大单位的多义性。



六、交际的拓扑学



构成似真性的聚会经历着某种拓扑学，后者更深刻地揭示了似真化的语义学甚至意识形态。这是交际的拓扑学，亦即主体与接受者的链接学。我们曾经展现了这两极的伪差异，他们被压缩为某种镜子游戏，在说话者之话语的不可逾越的在场中，其中之一反馈到另一方，两人都有自己的内在说话者，都有自我聆听的经历……对话方作为内在的说话者潜在地要求似真性的效果。这样，话语的主体积淀为说话者和内在的说话者两个层面，体现了似真性唯一可能的地理学。言语主体作为说话者占有了“自然原则”1，他只能在某种不存在的时间里排除这种“自然原则”，这种时间状态因为外在于言语而不存在，我们将其称为T

1


 ，即作为非说话者身份及构成对话者之前。这种分化产生了某种“摇摆不定的说话者”，他位于主体之后，又先于言语的接受者（一个“—S”和一个“D

-1


 ”）；上述分化使言语主体能够实现义素单位的某种结合，导致某种“自然原则”2。后者被已经位于言语线终端、拥有对话者身份的“自然原则”1的占有者（被说话者）以某种第二言语的形式、某种在话语本身的过程中对“自然原则”1的润饰形式（打磨形式）所理解（听知）。这样，似真性就要求某位言语主体把他的对话方（他自己）看做他者，他以同样的方法与这位对话者认同。作为第二程度的意义和真实之打磨的似真性，（在它生存的层面上）大概是作为同一（伪差异）而构成他者的支撑，并允许作为他者的同一在言语中回收它。

照相机是鲁塞尔用来背诵同一在他者之投射效果的形象，他者更多的是在一种言语的润色中而非在两种言语的分离中构成的。鲁塞尔庆贺每当发生下述情况永远倏忽而至的“润饰能力”：

当每个人执迷于自我的时候，

他懂得硬生生地从其自我中，

抽取出某种桀骜不驯的老生常谈。（N. I. A.
 ，p.5）

“欲望”和“嫉羡”语象让言语中认同的同样的拓扑学跃然纸上：

嫉羡（……）一种情感

组装他者的情感发生了。（N. I. A.
 ，p.197）

又如：

在来者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身影。（N. I. A.
 ，p.201）

说话者从对话者身上认出自己作为对话者（说话者本身和“被润饰”的身份）这一举措投射在言语的镜鉴里，这种镜鉴对于认知理性而言犹如再认识（认出似真性）。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看来，作为似真性近义词的“艺术”会聚在认出原则上。弗洛伊德引用的格鲁斯（Groos）强调下述事实，即“亚里士多德把认出的欢乐视为艺术享受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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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生、复制、重新认出效果的形象，从相同的视野充满了鲁塞尔的叙事，并服从鲁塞尔文本的基本语象。我们从这种“如此超前的流动素描中”可以读出上述意境，“人们不时从这种素描中可以依稀辨别出”富克西耶用糖屑所营造的“桌布上的面包屑的影子”（I.A.
 ，p.136）。这也是福加尔的景致：“由于一教堂的石砖在阳光下映现了彩绘大玻璃窗最细腻的图画，框架所占据的整个空间最忠实地剽窃了固定在屏障上的轮廓和色彩。”（I.A.
 ，p.179）映现，剽窃，二次的，瞬息的，所谓的“他者”，模仿（我们熟知鲁塞尔的模仿者的天赋以及他通过对演员或任意人士的众多模仿而荣膺一身的巨大的众口称赞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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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就是话语的效果，某种脆弱平面上的某种不稳定的流动性，稍纵即逝，沉入某种被遗忘的状态中，认出恍若隔世。年轻黑人的记忆（知识、感觉、似真化的能力）“只能借助于某种电子投放体系投放在白底上的各种各样的彩色画面的展示，魔术师达利昂之感官时而出现的超强刺激使他竟以为身临其境”（I.A.
 ，p.147），只有借助于这种幻境，上述记忆才可能被魔术师重构。这正是似真化的准确形象，犹如通过冲击和比照游戏的某种暂时性投放效果，而这种效果要完整，就必须要有某种秩序：达利昂通过把各种节段投放在某种线性的和三段论的连续性中行将恢复的，正是这种秩序。这样我们就触及了似真性的句法层面。



七、似真性的句法



“不熟悉雷蒙·鲁塞尔艺术内情的读者们首先阅读这部书的第212—455页、然后再阅读第1—211页可能更有益。”加在《非洲印象》扉页的这个意见更多以严肃的而非讽喻的方式，彰显了（来自某写作主体或某阅读主体的）某种文学消费面对一文本时所实施的颠覆。这种颠覆是所有那些不了解鲁塞尔置于形象中的语言机制的人们所特有的，它不仅揭示了任何似真性要求的次要性、幼稚性、欺骗性，也揭示了主体通过占有某种言语而建构它的程序。一种程序拥有两面性，鲁塞尔把这两面彻底分开：一面是作为语言的似真性；另一面是作为话语的似真性。

如果说在《非洲印象》的第一部分，把矛盾单位从语义角度会聚起来，足以达到使某种陈述文清晰可读的程度（足以提供似真性语言的基本轴线），亚里士多德所谈论的“审美享受”之根本——真正的认出只能从属于话语的某种语法举措中完成，亦即：（1）在构成叙述意群的某种链条中以及（2）在它们按照句法规则和/或言语逻辑之规则的安排中完成。

《非洲印象》第一部分所彰显的语义似真化告诉我们，在对语言（语词、义素）作为符号的认同功能、相似性功能、认同性投射之外，就没有言语的可能性。作为任何陈述文之先决条件的语义的似真性，在第二时段则要求对它的补充：句法结构（句子）将通过它的各种耦合填补语义会聚初步勾勒的这个空间。《非洲印象》的第一部分挖掘了那些深藏不露的语言的最小单位：作为义素的语词和它们凝聚在一起时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人们可以破解符号的规律和说话主体的认识（再认识）机器。

《非洲印象》的第二部分把一种更大的单位句子及其成分以及它们的依存关系搬上舞台。在日常话语中显得更为明显的这个第二层面，尽管在书写程序中稍晚并处于第二位置，在符合共感的阅读中应该置于首要位置。对鲁塞尔的试验，陌生的读者从第二部分开始，重新找到了似真性，因为他重新找到了叙事，我们将看到，这种叙事组织得像一个结构紧凑的句子一样。其实，真正的叙事紧接着并沿着第一部分的语义汇聚的线索开始。鲁塞尔似乎表述的真正的似真性乃是修辞的似真性；真正的认出是某种修辞（某种叙事）。

须知，叙事（修辞）追随句子的句法线索：叙事的修辞意群是语法意群的扩展。似真性的叙事（《非洲印象》的第二部分）通过基本叙述单位的某种建构开篇。这是某种名词类型的意群，它首先耦合而成，然后在叙事这个句子里发挥主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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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鲁塞尔就开始罗列兰塞的旅行者们，给出每个人的简要特征，使名词性意群SN结构为某种表语性意群（S+A）。在表语性意群中扮演名词定语角色的节段因而便是谓语性质的句子成分（名词意群是主语，动词意群是谓语），通过下面罗列的种种表语意群：

SN

1


 +SN

1


 +SN

1


 …=（S+A）+（S+A）+…=

=［S+（SN

1


 +V+SN

2


 ）］+［S+（SN

1


 +V+SN

2


 ）］

+…

叙事变成了若干叙事的罗列，后者之间通过主语“名词”相互嵌套起来。

我们可以表达如下：一旦当旅行家们在塔鲁七世国王的场地上驻足下来，通过创立无与伦比者俱乐部并投入俱乐部的活动而开始了漫长的赎买工作时，话语意群就出现在叙事中。这种话语意群包括一个动词节段V（指示无与伦比者活动的叙述节段）和“客体名词节段”SN

2


 （指示无与伦比者活动对象的叙述节段）。动词节段V+SN

2


 与名词节段SN

1


 对立，犹如谓语与主语的对立一样。这样耦合起来的叙事的最小结构恰如经典句子结构的准确拷贝一样：{（SN

1


 ）+［（V）+（SN

2


 ）］}。

当我们在话语意群里名词性意群SN

1


 （参阅上文）的树状图丛上加上作为客体的名词节段SN

2


 的树状图，公式就变得复杂了。事实上，相对于叙事的主“动词”，无与伦比者惊人活动的每一项都发挥着客体的作用，“囚徒们的赎买活动”自身展现为自立的叙事（展现为经典句子），拥有一个主语、一个动词和属于自身的一个客体。这里，在客体名词性节段SN

2


 的层面上，我们发现了叙事（经典句子）另一嵌套现象，通过由“动词”控制的种种客体名词性意群的罗列：

（V）+［（SN

2


 ）+（SN’

2


 ）+（SN

2


 ’’）］+…］=

=（V）+［（SN

1


 +V+SN

2


 ）+（SN’

1


 +V’+SN

2


 ）

+…］

这里也一样，每个SN

2


 都可以展现为一个主谓类型的句子，以至无穷，永远具有似真性，唯一的条件是服从语法规范。

然而，我们可以简而化之，说叙事可以由两类最低程度的句子构成，在由动词焊接在一起的叙事的经典结构中，它们分别采纳了某种主语型的名词性意群风貌和某种客体型的名词性意群风貌（谓语意群）：




这个格式应用于第一部分的幻觉世界里，最终便将这个世界似真化
 

[20]



 ：“不曾领悟创作奥秘”的读者可以通过逻辑栅栏即信息栅栏从中辨认出某种“客体”，因为符合语法规范，其“真实性”可以被宽容。换言之，一旦从中发现上面给出的格式，任何陈述文都完全具有、且从句法方面具有似真性。

这样，我们就分离出了主谓经典句子的结构，作为似真性的主要句法规则。在这个律条内部，也可以觉察出似真性的若干次要的句法语象，其中包括重复、分化、罗列等。

某种重复关系把书籍的两个侧面连接起来：第二个侧面稍加更改地接用了第一个侧面，更改由第二部分的主谓结构引入。换言之，第一部分罗列了压缩为简单内核（义素）并如此链接的经典句子。第二部分重复了同样的经典句子，只是把它们按照主谓顺序排列起来，而这种顺序是某种修正，提供了修辞的似真性。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重复在主语型的名词性意群与客体型的名词性意群之间把玩鲁塞尔介绍旅行者的传记资料，这些资料被旅行者们在无与伦比者俱乐部的活动所接用并细化（修正）。修正再次出现在主谓结构呈现的时候，动词意群在这种耦合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样，重复每次都引入一个新的维度，后者愈来愈把读者引向某种完美的似真性：我们从罗列的种种义素（通过主语和谓语的链接）过渡到种种名词性意群，并最终（一直通过主语和谓语的链接）达到由名词性意群和动词性意群构成的某种总括性最低限度的句子。被重复的节段从来都不是机械地重复：似真性的某种“增加”继续着它的路径，直至主谓链接包围了所有义素。于是，“不曾领悟创作奥秘”的读者从这种修正性重复中，发现了某种素材布局的论证（三段论）和某种时间形态（从起点到目标的线性形态）并从这个过程本身认出了“自然原则”。

在客体型或主语型名词性意群内部相互链接的最小语句（最小叙事）启动了修辞的时间形态：这是引向起点或反馈到目标的某种深度，任何宣称要拥有似真性的陈述文都把这种深度作为先决条件。正是由于从叙述性义素相继重复中喷薄而出的这种时间网络，通过句子结构的展开，我们才理解了发生在塔鲁七世王朝的事情。唯有叙事的句子结构赋予它某种素材布局的论证和某种来源，因为它是三段论和/或辨认的线性思维的结构。应该颠倒着阅读遮蔽了似真性的文本生产：论证和来源是由主谓结构的重复赋予的。整个叙事都是从这个结构偏离而出的，只需从不同层面重复它就足够了。当每个节段在命题结构（论证结构和线性结构）的范围内可以从另一节段中偏离而出，那么似真性就完善了。

作为似真性基本功能之一的接用是鲁塞尔文本如此固有的特点，以至于它自身都被某种意象所接用：重复、共鸣、“再版”的意象。让我们回顾罗牟鲁斯马的情况吧，它的舌头“不像同类那样是方的，而是采纳了人的某种扁平舌头的尖圆形状。这种偶然发现的特征使乌尔班决定试着教罗牟鲁斯说话，这个生灵像鹦鹉一样，经过两年的练习，就习惯于清晰地模仿任何音”（I.A
 .，p.96）。或者阿尔科特家族——这个回收声音的胸腔系列：“斯特凡娜以饱满的嗓音发出各种名称、感叹和特别常用的语词，无限变换音区和音调。而每次，声音都回荡在胸腔之间，以某种晶莹透彻的清纯获得新生，起初饱满而有力，然后愈来愈低弱，直到最后的顿挫，后者犹如窃窃私语。”（I.A
 .，p.121）或者还有这个新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后者最终与原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借助于众多符合上文检视过的句子格式的接用现象，莎士比亚的来源依然显得很真切。导演的人为手法在释放烟幕的形象中再现了这种接用景象：“烟雾景象已经升高并分散为片片浮云。继它之后，源自通常源泉的一片新烟雾以某种新的设置再次描绘出同样的人物；欢乐已经让位于恐惧，女芭蕾演员们和那些放荡者们混淆在一起并双膝跪地，低头向空中出现的上帝肖像膜拜，花环下，他的面容在空中显得那样的镇静和威严，震慑着所有的人群……烟雾在这里形成了两个不同层面的人物形象，他们是那样的令人崇敬或可圈可点。”（I.A
 .，p.157）

人们很难不把鲁塞尔书籍中这种一再在场的重复现象与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欧洲文学里（编年史、最早的散文体小说、圣徒的生活等）同样的重复缠绕现象联系起来。一些深刻的研究
 

[21]



 证实了这类陈述文的卖唱、口传和集市出身：它们直接来源于交易会、集市，来源于商业城市或即将出发的军队的声乐生活。被商人和传令官高声宣示的这些重复技巧是某种言语实践的核心本身，这种言语实践在信息中并为着信息而滋生，并构成某种信息，构成说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某种链接。它们然后进入书写文本（拉·萨尔/La Sale、拉伯雷/Rabelais等）。这种现象产生于欧洲结构避开了象征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刻（中世纪）而服膺于符号的权威（现代的各个时期），它再次说明，似真性的叙事结构在何等程度上属于语音交际的结构。当符号被分解且其格式裸退为“繁衍”某种文本的符号时，位于历史另一极的鲁塞尔再次被三段论的这种物化现象所吸引（而这次带有一定的距离，使他能够在结构的所有层面复制该现象），三段论的物化现象显示了陈述文的骨架（似真性）。

罗列与重复比较接近，且由于它是典型的表声语象
 

[22]



 （亦即可以似真化的语象），因此它也可以在上文分析过的主谓链接的范围内见到。它出现在构成叙事主语的名词性意群系列中（例如兰塞旅行者的名单中），同样也可出现在客体型的名词性意群无穷无尽的连接中（例如无与伦比者的各种功绩）。罗列是《非洲的新印象》的一种常见辞格：只需种种“荒诞的”事情在某种罗列的系列中得以安排，使系列的每个成分都接用荒诞性，那么这种荒诞性就变得似真了，因为它派生于某种既定的句法栅栏。例如：

见证……

——阴谋家西拿在其巢穴里嗅到

陷阱后变成奥古斯汀的朋友；

——皮鞋被小耶稣访问；

——拔瓶塞的家什扔向了女奴；

——鲁莽者替过一枚假币；

——达尼埃尔对壕沟里的狮子们很友好；

……（N.I.A.
 ，p.141）

同样，对骗人符号和虚假陈述文的罗列（N.I.A.
 ，p.181）也不是非真性的；它们的系列作为由相互派生的种种单位构成的句法集，构成了某种似真性言语，因为它也是从经典语句的结构中派生的。

我们还要强调指出，如果说罗列是对一初始意群的某种修正式接用，它所进行的修正更多地属于词汇层面，而非语法层面（与重复的情况一样）。这样，罗列就呈现为某种近义词系列，它把句法（系列化）与语义学（近义现象）联系起来。




八、贯穿语言的生产力问题



如果我们把鲁塞尔在《我是如何写作我的某些书的》对其方法的坦诚（从语词的音似开始把它们连接起来，用某种“故事”填充如此形成的语义差），加在《非洲印象》的两个部分之上，我们就获得了似真化的完整图式。

在鲁塞尔看来，文本生产的程序开始于能指的某种会聚，且不预设先于写作行为的任何“观念”或“思想”，除了写作机器的某种“基本的提纲”，后者包含两项功能：应用（能指的相似性）和否定（所指的差异）。因此，这两项活动一起就首先生产了某种语义上具有似真性的言语（《非洲印象》的第一部分），然后在一部排列有序的叙事中把它变得句法上也具有似真性（《非洲印象》的第二部分），如我们刚刚展现的那样。在生产线的这一头，书写的决断者兼启动者与其“基本提纲”一样，都是缺失的、被划去或者被遗忘。这种先于似真性陈述文并具化为通过在所指逻辑对立的某种基础上会聚能指而打开话语、随后被理解和似真化的前时间活动（某种-1时间的活动），应该被零度的某种描述性和解释性言语《我如何写作我的某些书》所接用。后者这种“元言语”是某种“科学的”存留，是对停留在似真化解释此岸的某种实践的一种精神上的线性化。对于某些试图把自己的实践传达给某种按照某种产品的栅栏结构起来的文化的人而言，倘若上述路径仍然确立为“理论”路径，那么理论言语取某种零度文本的形式，这是某种文本外的形式，它在作家的生产力（生活）本身中没有一席之地，但是它是某种终极性的（事后的）陈述文，且应该从其死点（零度）放置到先于似真性描述的某种空间（某种前时间中）。







	  能指（任意性）  
	  所指（似真性的语义）  
	  言语（修辞性叙事=似真性的句法）  
	  元言语（理论解释）  



	  《我如何写作我的某些书》（-1）  
	  《非洲印象》（1）  
	  《非洲印象》（2）  
	  《我如何写作我的某些书》（0）  




然而，对于“不谙内幕”的读者（对于说话文明的任何主体）而言，这种“文本外”是某种第一文本，是任何似真化的根源。似真性的读者必然应该颠倒一下顺序：







	  元言语（理论解释）  
	  言语（修辞性叙事=似真性的句法）  
	  所指（似真性的语义）  



	  《我如何写作我的某些书》（0）  
	  《非洲印象》（2）  
	  《非洲印象》（1）  




这种顺序的颠倒插入文本生产的程序中唯独为了使这种生产力似真化，使人们把它理解为某种精神程序，使它符合由谋篇和目的论界定的某种认识理性，简言之，为了把它改造为某种印象、某种被承受的效果。书写生产力的昭明问题因而尚未解决，人们试图从《非洲的新印象》出发填补空白。《非洲的新印象》不管是从书名还是从内容都是对《非洲印象》的某种修正性接用，不同于原来的印象，作者把玩“印象”一词的另一意义（=压迫行为、印制行为）。它们投放在页面上的不是似真性的效果，而是制作，而是文本的生产力。相对于《非洲印象》，《非洲的新印象》昭明了似真化的各个不同层面（正如我们上文通过从中引述的言语而展现的那样）。相对于它们自身的空间读来，它们从似真性言语结构中、尽管有该结构的存在并反其道而用之，再现了文本建立的程序。

在《非洲印象》中，鲁塞尔已经喻示了上述做法：文本工作（不同于人们可以从文本中抽取出的似真性印象）让我们想起了舞台
 空间和象形文字
 的秩序以及它们根本性的同谋关系。由于人物之间的相似性，这个系列画面与某种戏剧叙事关联起来。在每个形象之上，人们可以读到用毛笔书写的
 若干字，作为名称（I.A
 .，p.13；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强调）。无与伦比者的所有奇迹（需要强调下述事实，即这种称谓使任何以比较、相似性、似真性为轴心并为它们保留某种前在性地位、某种填补“无与伦比”书写行为之空白的根基地位的阐释，都远离鲁塞尔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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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通过舞台
 并为着某种舞台而思考的。这种舞台的宗旨较少是把“怪异”似真化（在舞台剧中，一切都是可能的），更多的在于展示，空间（舞台—大厅）和实践（严肃的游戏）不是由似真性主导的（对于游戏空间之外、亦即对于书本空间之外的读者、消费者来说，一切都变得很真切）。这种无与伦比的戏剧显然就是对文本实践的隐喻，而游戏被宣称为唯一可能拯救具有似真化功能的种种纯真：“服务生，这种钟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拯救。——那么请给我来一份上帝的残宵
 。”（I.A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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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形象必然出现在这种用来表演的文字中：它突出文本工作的各种独特性。文本首先是一部陌生文本：奇异的、另类的、不同于语言本身和“自然原则”，不可触读的、毋庸比拟的、与似真性没有关系。或者是象形问题，或者书写在羊皮纸上，或者是“波努凯莱伊”民族
 

[25]



 的，或者是中文的，或者是音乐（亨德尔/Haendel），它永远异于我们的语音话语，“完全不能被欧洲人的耳朵所接受，以含混不清的节段展开……”（I.A
 .，p.115）更像数字而非书写文字。仅有的并不奇异的、比较真切的法文文本是书信，亦即瞄准直接理解或者更多地瞄准某种市场的种种信息（例如那些战俘们寄给亲人、要求保释他们的信件）。市场本身之外，法文书写展现为某种数字（韦尔保尔与弗罗尔之间的信件）或用来破解某种无法理解的文字（“波努凯莱伊文”）。文本还是某种重组运动，某种通过毁灭而生产的“热流”。路易丝的机器就是这种功能的典型形象：首先，这种创造来源于路易丝读过的书籍，它可谓文本的某种置换；其次，它的运行本身具化为把它已经做过的事情重做一遍，把毛笔已经划过的东西用铅笔重写一遍。“铅笔自上而下地在白纸上疾动，沿着先前毛笔开辟的同样的竖格。这一次丝毫不用调色板，不用调换工具，不用调配颜色，不用这些延误工作的程序，工作进展迅速。出现在背景上的风貌依旧，然而它的兴趣现在变成次要的了，被前场的人物所取代。从生活中即严格的习惯
 中拿来的肢体动作
 ，拥有奇异风趣的身影
 和酷肖
 的面容带有作者希望的表情，时而阴暗，时而欢快……尽管街头的装饰对比鲜明，素描给人以某种街头热流的准确思想。”（I.A
 .，p.209；黑体字为我们所加）

我们怎能不从这些字里行间读出对文本工作的隐喻呢，文本工作穿越话语（毛笔画），吸收它并在某种狂热的肢体动作中取消话语，然后凝结为某种新印象，尽管已是其他印象，但依然似真。

这种文本实践与某种目的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能量没有任何关系：它不生产任何其他东西，仅生产它自身的死亡，而任何目的在于把它固定在某种已产生效果（似真性）上的阐释都外在于它的生产空间。于是死亡形象辩证性地与机器形象结合起来：文本也是会死亡的，与生产者一样
 。毛塞姆书写西德拉的死亡证，而卡尔米嘎埃尔则撕毁土著文本，“可恶的文本使他想起了令人心焦的
 和枯燥无味的
 工作的漫长时光”（I.A
 .，p.454；黑体字为我们所加），以结束无与伦比者的探索，结束鲁塞尔的叙事和书籍。

作为自我毁灭、毁灭和消除意义上的文本生产力的词义并不蕴涵作为在某种典雅的孤立中自足的“文学性”的任何文学文本的词义。这样一种判断将与“文学”作品的某种似真化阅读相同谋，我们已经展现了“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历史的局限性。恰恰相反，这种设置把我们带向某种规律，现在是宣示这种规律的时机了：

文本的生产力是文学（文本）固有的衡量尺度，然而它并不是文学（文本）本身，如同每种劳动是一种价值固有的衡量尺度却不是价值本身一样。

《非洲的新印象》堪当解决固有的衡量尺度/产品、劳动/价值、生产力/文本之间的这种落差的大任。倘若它们像鲁塞尔的所有文本一样，是对语言运行的某种接用（某种再生产，某种替身），它们所模拟的，已经不再是似真性的言语（似真性的功能是在《非洲的新印象》的词汇层面、语义层面描述的），而是通过话语的书写行旅（《非洲的新印象》的问题是将被读作文本的联结问题，是体验语词之间种种间隙的无言的建筑结构）。

《非洲的新印象》与似真性的问题无关，它们不是瞄准某种效果的信息：它们不讲述任何探险经历，不描写任何具体的现象，不发现任何先于它们的生产性的真实。作为不奔向任何方向、而是消磨于从语词到形象之路途的话语结构，《非洲的新印象》是回避我们的重大预设的某种努力，这种重大预设是：信息，是认出先于构建某实体之实践的这种实体。

作为种种不同的系列，作为反义词罗列的系列，作为非综合性会聚的系列，《非洲的新印象》的语义结构被读作某种效果（似真性信息的效果），我们上文里已经看过，这种语义结构揭示了作为似真化基础的语义形象的对立义素的会聚。然而还有，而这次则发生在文本行旅本身，编织着《非洲的新印象》的这些对立物的系列出现在一个关键事实上：文本的生产力摧毁着真实性、似真性、真实性投放；它是某种非真实，某种生成中的矛盾化。

《非洲的新印象》的句法结构是对似真性句法规则的某种挑战，亦即是对主谓语句链接和它所决定的各种结构关系、对谋篇和线性化的挑战。其实，《非洲的新印象》的每一节都至少包含一个典型句子；但是这个句子淹没在其他句子、意群或节段的物质性此起彼伏中，这些句子、意群或节段构成一个多分支和多层次的楼梯，层次之间被种种括号所切割（或相连接）。这种指代性联结（enchaînement anaphorique）使得（句子、叙事和任何可能的结构）结构分崩离析，而代之以能指的链接而非结构性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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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从它们的括号里（直至9个）拿来的指代犹如真正的闪电一样，一下子就击碎了结构的平面——在那里，每个节段都派生于整体或另一阶段——，摧毁了主谓直线，如同这种编织晨曦的职业或者如同路易丝的机器一样，而建构了某种无限的空间、某种无限的体积、某种无限的运动。括号间的这些半径光线在如此揭示了文本生产力的指代性、贯穿结构性运行之后，一步一步又逐渐回到了主谓结构，允许我们阅读某种结构性语言（似真性语言），或者甚至指出，似真性存在于文本工作层面以外的另一层面。让我们更清晰地解释鲁塞尔在《非洲的新印象》中触及的这种双重线索（生产力/似真性）。

这样，“文学”产品的结构和交际言语的结构（话语=自然原则）就被连接在认识理性里（在智识化的各种逻辑格式里），在一种结构的每个实体里，就存在着另一结构一种（唯一的）应和，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上边赋予两种结构的阐释叫做同构性。我们知道，如果一公理网络的所有模式相互之间都是同构的，那么这个逻辑网络就是所谓的单构逻辑。似真性效果是我们这种智识体系的单构逻辑公理网络内部两种言语结构（文学言语结构与交际言语结构）之间的某种同构性效果。在我们的知性的单构形态中，不可能借助于从同一象征体系中拿来的格式来规定某种逻辑外结构（某种不真实的“文学”产品）的特性。因为这些格式的每一种甚至连同它的否定形式都已经是这种主导思维的（话语）逻辑网络的某种后果了，那么每种格式对于该逻辑网络所设定的每种阐释就都是真的。

反之，《非洲的新印象》的文本的生产性不适用于某种描述性的文学理论。它所要求的对于它的知性化是多构形态范畴的。在这种多构论中，人们永远不能既想着某种结构，又想着某种否定，既想着某种符合“原则”，又想着它的对立意见，既想着某种语法规律，又想着某种“指代性”的“逃避”。显然，这种多构形态使人们想起了单构形态，并且不能没有后者。例如在我们的情况里，《非洲的新印象》的任何躲避了语法栅栏（逻辑栅栏）的形象，都可以用单构形态来表达，它不能从后者那里推演出来，因为：（1）派生程序将会碰到种种非结构的空集：指代性跳跃；（2）它将无限冗长，因而将不是一种证明。

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打碎经典句子（似真性句法）的结构和言语的相似化（似真性的语义）的结构时，《非洲的新印象》所投入叙事的文本的生产性是在某种不能压缩为语法规范（逻辑规范）、而我们在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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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作某种“潜在无限性”的语言空间里运转的。正是在被理解为某种“潜在无限性”的诗歌语言里，似真性的概念被放入括号之中：在服从于某种确定的言语结构之图式的某种确定的言语领域，它是有效的，因而，当一种单构的确定言语（哲学、科学解释）收回文本生产力的无限性时，它必然会重新出现。但是，在这种无限性本身，它并不能通行，因为在上述无限性中，任何“验证”（符合某种语义真实或句法的派生性）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可以把我们称为“贯穿语言的生产力问题”构成如下：

对于一部作为某种生产（P

t


 ）而拿来的文本，人们无法建立某种系统的和建构性的程序，以确定从P

t


 里拿来的某种格式是否具有似真性，即是否拥有：（1）P

t


 里的派生性的句法特性；（2）可认证真实的语义特性；（3）所承受效果的意识形态特性。

显然，文本生产力的观念把我们放置在某种思维层面，后者使我们想起数学家们定义为某种基本上不可确定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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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这个术语引发了歧义（在其他语境里，它意味着一假设的真理或谬误是永远不可知的），“不可确定”概念对于我们却有某种巨大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逻辑学里，根据这个术语的终极蕴涵，“我们可以接触一般逻辑的所有道理，但是对于一定的逻辑公式，没有经过几个步骤的程序我们可以确定这是或不是一种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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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文本的生产力关联起来，“不可确定”概念蕴涵着下述思想，即写作程序（文本的工作，进行中的思想）外在于证据和验证概念。那么，似真性如果不是任何单构体系之证明和验证的潜在可能性又会是什么呢？文本生产力的“真实”是既不可以证明也不可以验证的，这意味着，文本的生产力属于似真性以外的另一领域。写作实践的“真实性”或中肯性是另一秩序的问题：它是不可确定的（不可证明的、无法验证的），并具化在生产行为的完成之中，亦即在把反义词或矛盾语词置放在关系中的程序中自生和自灭的写作行旅的完成之中。这种不可确定的生产力不能从属于文学产品的任何描述性理论都浸透着的某种验证性（似真化）程序，因为“当语词关系以某种明确的方式设立时，知性也不理解这种关系；例如在指示个性主体也是非个性的和普遍性的主体的判断句中，它甚至忽视了系词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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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属于某种辩证逻辑，后者把任何实践（书写实践只是一个典型）的中肯性都基本上设想为仅与它自身同一的某种程序（因而也与程序和实践概念同一），这里的自身作为绝对的（辩证的）否定性。

这就是《非洲的新印象》试图解决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能不发现，倘若解决存在着，它却是暧昧的。鲁塞尔的文本永远处于双重和二分的状态：它经历着文本的生产性，但是它也想具有似真性；它一边生产，一边又似真化；它是指代性的、不相似的、非信息性的，但也是修辞性的；它既是一台机器，但也是一部作品。鲁塞尔在借助我们刚刚罗列的这三种穿透类型开拓生产力之后，又不得不把它环扣在某种修辞中，当似真性话语的破碎形态已经相当推进时，修辞就显得尤为必要。于是，诗句代替了散文，而象征会聚的重大外化现象韵脚，就前来装饰了建筑物。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即鲁塞尔处于文本生产性与似真性阅读相决裂的此岸：在他那里，更多的是似真性囊括文本的生产力而非相反。鲁塞尔的文本是模拟其生产的某种似真化；倘若它设想了生产与作品的落差，却未能生活为这种生产的科学，而是自诩为某种知识的一种虚构。鲁塞尔的行为是某种精神上的行为，与符号（与似真性）的思想联结在一起，后者必然要通过某种修辞（诗体、韵脚）来似真化。洛特雷阿蒙比他更早也走得更远。《马尔多罗之歌》和《诗集》是某种生产运动，后者一劳永逸地对后来的文本历史提出了上面格式化的贯穿语言的生产力问题。诚然，这些文本也可以作为似真性的文本来阅读，理由是，它们未能躲开语言、言语、陈述文、即意义，而是通过它们来建构；须知这一切都只能服从似真化的唯一规则，即语法的、逻辑的、句法的结构（言语的意义结构），而不停泊在符号的暧昧性中和某种常规的修辞中。

然而即使如此，鲁塞尔的文本还把我们的文化自19世纪末（以马拉美、洛特雷阿蒙为代表，而在另一根本的层面上并作为最终的决定者——马克思）似乎跨越的新阶段，变得更加明显。这个阶段的实质是某种从（符号的）二元性向（贯穿符号的）生产力过渡。

中世纪——象征的时代——是典型的符号时代：在“超验语义”（上帝）的统一主导下，任何元素都相对于另一元素表意；任何书写都是似真的，因为从符号角度，它可以派生于一种单义体系中。文艺复兴把符号引向双义（参照系—表意体，能指—所指），使任何元素都具有似真性（拥有了意义），唯一的条件是与它们所复制、模拟、再现的对象会聚在一起，唯一的条件亦即把某种话语（某种人为造作之物）与某种真实（某种句法真实或语义真实）等同起来。第三个时代似乎是通过文学上的先锋派并在某种非描述性的（分析性的）或公理性的科学的坩埚中觉醒起来的，它挑战符号和话语，用先于它们的程序取代它们。在说话者主体、描述者和书写一作品的主体（鲁塞尔的鹦鹉）的位置上，一个尚奇怪和模糊、很难捕捉到的身影，一个在似真性的消费者看来滑稽可笑的身影逐渐浮出，这是生产物化为文本之物的固有衡量尺度的反主体。鲁塞尔似乎用莫泊绪斯公鸡来喻示这种奇怪的形象（cf. Lucus Solus
 ），后者拒绝说话，而是用它的血液书写“奇异的永远不同的几何图形”；它的书写是“第二级别的再生产”，它把“声音和形式”联姻起来并最终用十四行诗的形式来表达。

整个当代空间都是这种文本活动的同谋者，最近几年尤甚：呼唤自己场域而反对价值场域的劳动世界；衰竭于某种生产性和破坏性探索的某种科学场，从来不曾具有似真性，永远“指代性的”这种科学场。倘若人们真的可以从一种文化与符号（与话语）的关系出发界定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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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宣称反神学的文化摧毁了符号的根本特征（二元性，三段论结构，某种意义和/或某种修辞的隐喻性建构），而以非派生性的、不可认证的、无限性的语言节段（比符号—能指—所指更多样化）的某种辩证性的配置取而代之，因为它们不是从先于生产力本身的某种已然存在中推演出来的。这种调配不是中世纪意义上的符号化，因为它的问题不是意义，而是先于意义和超越意义的东西。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这里的生产力先于其科学；这种生产力的科学有待于从符号学开始建构，不唯从符号学开始（如果我们想避免中世纪的装饰性的微缩景观的话），更多地通过作为机器而非作为固定体系的符号学。无论如何，在贯穿语言的生产力这个世界里，没有似真性的位置：它位于某种信息和消费社会的省级都市之外。

1967年



（史忠义　译）





[1]
 应该从很泛的意义上理解这个语词：政治、新闻及我们语音文明的任何言语都被视为“文”。



[2]
 关于“文化”观念的定义，参阅：A. Kloskowska，Kultura masowa：krytyka i obrona
 ，Varsovie，1964：section Rozumenie kultury; A. Kroeber et C. Kluckhon，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XLVII，I）。



[3]
 我们在“le Sens et la Mode”一文里发挥了这种设想（p.63 et suiv.）。



[4]
 Jacques Derrida，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p.115.



[5]
 亚里士多德是似真性（《诗学》的中译本通常译为可然性，但可然性一词比较费解。——译者注）概念的主要发明者，他不失时机地指出，知识与再现（摹仿说，艺术）的关系是对真实的遮蔽：“如果他了解（theorè）某事，那么他有必要同样很好地了解该事的再现，因为各种再现与感觉一样，但是没有素材。”我们从这种被列宁所批判的行文格式中，看到了唯心主义的根源。



[6]
 已然存在，法语原文为“un deja-la”，这里是作名词用。



[7]
 列宁排除了它：“准确地说，人们是从这个原则（自然原则）开始的，但是真实不存在于开端，而是存在于结尾，更准确地说，存在于继续。真实不是第一印象……”又说：“（似真性）=客观主义+神秘主义和对发展思想的叛逆。”（《哲学笔记》［Cahiers philosophiques
 ］，pp.142—143）



[8]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时尚体系》（Système de la mode
 ）中研究了意义—修辞—谋篇—决断之间的关系。



[9]
 关于对鲁塞尔的解读，我们请读者参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奠基性研究《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
 ），Ed. Gallimard，1963。



[10]
 “印象——1. 行动，通过它一事物应用于另一事物给后者留下了某种印痕。2. 一事物施加于一形体之行动留下的东西；外部物体给感觉器官造成的或明显或不甚明显的效果。”



[11]
 Impressions d'Afrique
 ，p.15.



[12]
 Nouvelles Impressions d'Afrique
 .



[13]
 吐根，多年生常绿矮小灌木，主产巴西。——译者注



[14]
 Cf. Roland Barthes，op. cit
 ，p.236，et suiv.



[15]
 Ibid.



[16]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七卷里，柏拉图举出了几个隐喻来解释他的形而上学观点：太阳的隐喻、以及知名的洞穴囚犯寓言、以及更直接的“线寓”。这些隐喻故事加起来便架构了一个复杂而艰深的理论：称为“至善的形式”（The Form of the Good）或“至善的理想”（这也经常被解读为柏拉图心中的上帝），这种形式便是知识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这种形式塑造了各种其他的形式（例如哲学的概念、抽象、以及属性），所有形式也都是“源自”于这种至善的形式。至善的形式塑造其他形式的方式就如同太阳照亮或发亮其他物体一般，使得我们能够在知觉的世界看到这些东西。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形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指出，当我们说到“马”时，我们没有指任何一匹马，而是称任何一种马。而“马”的含义本身独立于各种马（“有形的”），它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永恒的。但是某一匹特定的、有形的、存在于［感官世界］的马，却是“流动”的，会死亡，会腐烂。这可以作为柏拉图的“理念论”的一个初步的解说。

在太阳的隐喻里，柏拉图描述太阳为“启蒙”的来源。依据柏拉图的说法，人类的眼睛与其他器官不同，因为它必须要照明的媒介才能看清楚东西。而最强大的照明媒介便是太阳，有了太阳我们才能清楚地分辨一般事物。同样的对比也可以套用在智慧的事物上，如果我们试着探索那些围绕我们身边的事物的本质以及分类他们的方式，除非我们具有理性的“形式”，否则我们便会彻底失败而一无所知。柏拉图并以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来解释他的形而上学理论：有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最后，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柏拉图利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形式”其实就是那阳光照耀下的实物，而我们的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那白墙上的影子而已。我们的大自然比起鲜明的理性世界来说，是黑暗而单调的。不懂哲学的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影子，而哲学家则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物。——译者注



[17]
 Cf. Le mot d'esprit et ses rapports avec l'inconscient
 ，p.140.



[18]
 Comment j'ai écrit certains de mes livres
 ，p.41.



[19]
 关于名词类意群和动词类意群，参阅Jean Dubois，Grammaire structurale du français
 ，I et II，coll. Langue et Langage，Larousse，1965。



[20]
 我们从《非洲印象》一书的第一部分分离出类似的结构，在这一部分里，被聚会在一起的节段自立地组织为种种叙事（按照主谓图式）。然而，从该书第二部分起，这种格式的分析才显得更中肯，因为第二部分是完全以主谓对应为轴线而构成的整体。第一部分不是一种似真性的“叙事”：它的意群（经典句子）没有纳入某种主谓类型的总体结构。



[21]
 M. Bakhtine，Problemi poetiki Dostoïevskovo
 ，Moscou，1963，Tvortchestvo François Rabelais
 ，Moscou，1965.



[22]
 关于这种语象在中世纪末文本中的情况，参阅《封闭的文本》，第134页（原著页码）。



[23]
 同样，选择非洲作为“无与伦比”的戏剧舞台通过提及一个不可压缩的另类空间、文本的程序在这个空间里相继展开，作者再次突出了先于“第一印象”的书写发展的奇特性。



[24]
 我们知道鲁塞尔赋予戏剧的“教育”功能：他的两部戏剧作品《面对星空》（l'Etoile au
 front）和《太阳的灰尘》（la Poussière de
 soleils）以及他对《洛居斯·索鲁斯》（Locus Solus
 ）的戏剧改变都有待于分析，以便彰显鲁塞尔避免（象征）言语的拓扑学和似真性表演的努力。



[25]
 《非洲印象》记述的是一个非洲民族和这个民族的文字。——译者注



[26]
 这样文本就呈现出两种风貌：一方面，它包含一种原始的描述某种现象的经典结构；另一方面，它生产种种指示结构外实体的指代现象。文本运行的这种双重风貌对于任何书写实践似乎都是根本性的。我们提醒大家，中国文字就区分为“文”（原始图画，倾向于描述）和“字”（复合字，倾向于指陈）两部分。



[27]
 “Pour une sémiologie des paragrammes，”p.176 et suiv.



[28]
 当人们无法确定一体系中的每个公式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时，那么这个体系就是不可确定的。关于不可确定问题，参阅：R. M. Robinson，An Essential Undecidable Axiom System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 Congress of Math. Cambr.（Mass.），1950; Tarski，Mostowski，Robinson，Undecidable Theories
 ，Amsterdam，1952。



[29]
 R. et M. Kneale，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Oxford，1964，p.737.



[30]
 Hegel，Science de la logique
 ，in Œuvres complètes
 ，t. V，p.389.



[31]
 J. Lotman，“Problèmes de la typologie des cultures”in Information sur les sciences sociales
 ，avril-juin，1967，p.29.




诗与否定性



当至少出现人们开始陈述非存在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肯定人们甚至不说话吗？

——柏拉图：《智者篇》

判断功能的完成只有通过否定象征的创立，才有可能实现。

——弗洛伊德：《否定篇》

……对那里破碎的东西缺乏意识。

……至于我，我要求写作的豪情不减，我也将证实这种设想。

——马拉美：《音乐与文学》

继把所有表意体系与话语模式相同化之后（在某种具有关键重要性的举措中，这种举措摧毁了阐释学的思辨），符号学现在应该提出不同符号实践的独特性问题了。

我们在下面的文字里将讨论表意实践的一种特殊类型：诗语，在这个名称之下，同时把“诗”与“散文”包括在内，像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所设想的那样
 

[1]



 。那么诗语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众多表意实践中符号运行的一种类型，而非一种本身在交际程序中变成的（确定）客体。

我们无意宣称赋予这种特殊的符号实践之固有特征某种详尽的特征学，仅考察它的一个特殊风貌：否定性。我们接受黑格尔赋予否定性的定义作为起点，以期在我们的思考过程中具体说明诗之否定的独特性。黑格尔的定义如下：

因此否定性代表着全部对立，作为对立，它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它是绝对的差异，与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作为对立，它排除同一性，并进而排除自身；因为作为与自身的关系，它定义为它所排除的这种同一性本身。
 

[2]





我们的方法将采取两种风貌。在第一时段里，我们将相对于非诗歌言语中的所指（日常口语交际的言语将作为非诗歌言语的客体类型被考察）研究诗歌所指的定位。我们把这个层面界定为文本间层面，因为其实质是比较不同的文本类型；在这个层面，我们将尝试着展现，在诗歌的所指中，真与假、正与反、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是如何实现的。

在第二时段里，我们将接触诗歌文本本身的语义体系内部规范与反常之间的逻辑关系。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将定义诗歌语言固有的否定类型，并发挥下述内容，即从这些结构上的独特性出发，人们可以思考表意活动的某种新空间的轮廓是如何勾勒而成的：这个空间即是主体陨落的复量书写的空间。我们将尝试着把这个空间与黑格尔的或者甚至弗洛伊德的主体空间（话语空间，符号空间）关联起来思考并界定它。

因此，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将与种种语义单位（所指）打交道，把它们作为能指耦合起来。我们因而将处于某种符号分析的层面。

我们还要强调说明的是，该文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指出某些问题，我们将在其他地方对这些问题给予详细的发挥。



一、诗歌所指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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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通过某种实践保留给否定性的定位来接触该实践的各种独特性呢？

逻辑活动否定似乎处于任何象征活动的基础层面（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理由是，它处于差异和差异化的基础层面；cf. supra
 ，p.247），否定这种逻辑活动乃是象征运行耦合的神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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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每当我们尝试思考语言时，更有甚者，当我们建构语言（我们更喜欢使用“符号实践”一词，以避免产生仅包含唯一一种语言类型即口语的歧义）的某种类型学时，我们都会重新发现否定现象。我们不妨这样说，正是否定的结构类型，即在（某种符号实践的）众多构成单位中发挥作用的差异化类型和耦合这些差异的关系类型，决定着一种表意实践类型的独特性。

因此，我们在西方逻辑学的开端时期就发现了否定的问题，自巴门尼德（Parménide）开始，加上柏拉图，尤其是斯多葛学派，古希腊人已经建立了某种详细的“否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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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管这种很快就蕴涵着对“虚假”和“非在”的某种思考的理论被怎样理性化，希腊人总是从否定行为中发现某些神秘的东西
 

[6]



 。于是两个神灵最终分享了象征活动的两个侧面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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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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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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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柏拉图（《智者篇》）那里，对肯定和否定两种活动的思想采纳了某种暧昧的形式：由于言语（逻各斯）的固有属性是认同，是自我的在场，它只能把否定语词、未认同的语词、缺失项、不存在的项作为某种偶然性（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包括进来，我们从这种偶然性出发，表述否定的他者，即同一性。换言之，话语的逻辑蕴涵着下述思想，即话语或者是真是假、相同或不同、存在或不存在，但永远不可能两者同时出现。被说话者主体所否定的，被他所驳斥的东西，构成他的话语的“原点”（因为被否定的东西是差异化的起点，因而也是意指的起点），但是只能以被话语排除的身份、相对于话语基础上的他者身份参与话语，因而被某种非存在的标志所标示，后者大概是排除、错误、死亡、虚构、疯癫的标志。

因而，判断逻辑（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的判断逻辑是某种逻各斯的逻辑，话语的逻辑）是通过被理解为某种Aufhebung（消除）的否定的逻辑程序（逻各斯程序）检查被否定项并占有它的（通过“支撑”它）。正是在这种形式下，话语逻辑在其后来最细腻的建构中（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里）承认否定的，理由是，这种否定是服务于把某种身份耦合起来的一种方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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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至于作为判断内部功能的否定，它采取了同样的排除他项的运动：确立者与被否定者不兼容。但是，判断内部的否定采取了彻底排除不同者严格规律的形式：这是第三者被排除的规律，而无某种消除（Aufhebung）的方法。

这样，不管是象征性的某种构成性方法，抑或判断内在的某种活动，在话语（符号）世界里，否定都把被否定者本身（他者）驱逐出言语外；在逻各斯里面，这个术语是所谓的逻辑外。然而，话语思想从柏拉图的论述伊始，也设置了某种区分，把作为判断内在活动的否定与作为表意基本方法（基本的符号方法）的否定相区别，前者是后者内部的一种特殊情况，后者更广泛并包括前者。当柏拉图在《智者篇》里用下述句子勾勒说话与陈述的对立时，他抓住了这种区别：“……当至少出现人们开始陈述非存在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肯定人们甚至不说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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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们判断时，亦即当人们采纳了话语（逻各斯）的逻辑时，人们在说话，于是作为判断内部态度的否定呈现为第三者被排除的规律形式。人们在某种否定性（异化）方法中陈述，人们把逻辑中（话语中）没有存在的东西包括在意指行为中，而这就是被否定的项（=意指的起点）。在逻各斯（逻辑）看来，向语言（“陈述”）引入话语中不存在的东西，这是个巨大的困难，因为话语以否定的符号标示着语言。通过陈述话语中不存在的东西而赋予它某种语言定位，亦即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它第二存在，即它在话语中的逻辑存在以外的东西：这就是柏拉图的思维无法回答的问题。而《瑟埃忒托斯篇》（Théétète
 ）也很难反驳外籍人：“非存在的存在论点至少就这样见证了理不清的最高程度。”

通过柏拉图的这篇对话，对两种类型的表意时间的朦胧感觉似乎勾画出来了：一种是话语类型；另一种是陈述文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逻辑类型，第二种类型，柏拉图不知道该把它放在何处，只能把它放在“理不清的最高程度”的麾下。

这种“话语外”、这种“逻辑外”在所谓的艺术陈述文中得以客体化。柏拉图正是从“景观”“塑造”“形象”中寻找这种否定类型的实现；当这种否定不再是在某种判断举措（例如话语举措）中、而是在表意生产的昭示举措中，这种同时把正与反、话语以为存在和话语以为不存在的东西会合在一起的举措中，肯定被否定的东西时，它不遵循话语的逻辑。

“……我们所谓的某种真正的形象，某种相似物，虽然并非真正不存在，但却不存在。”瑟埃忒托斯说：“这样一种纠缠很可能是非存在与存在之间的纠缠，而这种情况以某种完全令人迷惘的方式。”

难道是因为正与反、真实与非真实的这种令人迷惘的纠缠（话语逻辑显然无法把这种纠缠思考为其他形态，只能理解为某种反常），诗歌语言（这种反话语）被视为由柏拉图的各种设置所主导的某种体系里的异类吗？

让我们更切近地考察诗的所指是如何成为“非存在与存在纠缠在一起、且以某种完全令人迷惘的方式”纠缠在一起的这种空间。

1. 诗语的非个性的具体形态

非诗歌语言或者指示某种特别的东西（具体的和个性的），或者指示一般的东西。换言之，非诗歌语言的所指根据语境，或者是某种特别类型（具体的和个性的类型），或者是某种普遍类型。例如，在一篇关于一个房间的非诗歌陈述文里，可以指称或者一个具体的房间（一个具体的客体，位于空间的某个地方），或者作为某种居室的一般概念。然而，当波德莱尔写道：

周围是香水瓶，有金丝的绸缎，

给人以快感的家什，

大理石像，油画，熏了香的衣衫，

拖曳着豪华的皱襞，

在一间如温室般暖和的房里，

空气又危险又致命，

玻璃棺里面正在枯萎的花枝，

翻白的眼，无思无想 ……

——《被杀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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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所指既不是具体的，也不是一般的，且语境本身更多地混淆了这种区分而非使它简易化。在这种词义里，诗的所指是暧昧的。它采用各种最具体的所指，把它们具化为可能的所指（赋予它们越来越特别的和出人意料的形容语），同时可以说把它们提升到了一个普遍性的层面，后者超越了概念言语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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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德莱尔诗作的节选建构了一个意指“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所指比在话语里更具体，也比在话语里更一般、更可以触摸到和更抽象。我们似乎觉得，从这个陈述文出发，我们可以再现某个客体，然而对文本的总的阅读说服我们，这是一部一般化程度很高的文本，任何个性化都被湮没其中了。我们不妨这样说，即诗语的所指享有某种双重定位：它既是（即同时而非相继）具体的，也是一般的。它把具体和一般环扣在某种非综合性的应用里，并因这种做法而抛弃了个性化：它是某种非个性化的、连接一般的具体。似乎诗语所指的统一性集中在这一点上，它不通过个性，而是通过分化（同时拥有具体性和一般性），重新连接到整体。因而在这个层面我们发现，诗语的所指远未排斥两个相互对立的项（类型，远未设置具体与一般相pk，A与B相pk），而是把它们囊括在某种双重性中，囊括在某种非综合性的会合中（AQB，用逻辑格式可以这样表示）。这样一种具体的但并非个性的所指，话语并不宽容它，柏拉图就曾再一次揭示了具体与非个性对于逻各斯的这种不兼容性：

然而我们难道不应该拒绝认同他在说话吗，人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又真的不谈论任何个人的事情。
 

[14]





2. 诗语的参照系与非参照系

当我们触及诗语的所指与参照系的关系时，A与B两个相互排斥的项（AQB）的同样的非综合性会合也可以看出来。诗语的所指同时反馈和不反馈到一个参照系那里；它存在和不存在，它同时既是某种是又是某种非是。诗语在第一运动中似乎指示是，亦即话语（逻辑）指示的存在（在波德莱尔那里，cf. supra
 ，p.252：雪花、点缀着金丝的布片、家具、大理石、画作、芳香的裙子等）；然而，所有这些“自诩”反馈到具体参照物的所指，突然融入了话语（逻辑）指示为不存在的语词，例如由无生命力的物体所激发着的修饰语（“硕大的家具”“垂死的花束”），或者把系列相异的义素组织聚会在其中之一身上（在用“玻璃棺”代替“瓷瓶”的案例中，义素“结束”是把鲜花枯萎的瓷瓶与人死灯灭的玻璃棺结合在一起的义素之一）。在非诗歌话语中，花束并没有枯萎，家具也并非体积庞大。但是它们在诗中却枯萎和庞大了，诗以这种方式肯定某种非存在的存在，并实现诗语所指的双义性。隐喻、换喻和所有比喻形式都处于由这种双重语义结构所圈定的空间。事实上，即使诗语的所指仅采纳了肯定形式，我们也不以为它仅仅是肯定式的，而这恰恰就是我们的文化称之曰某种诗语的东西。这种肯定是第二等级上的（“有一些硕大的家具”）：它与话语逻辑传授给我们的某种否定（“没有硕大的家具”）不期而至。不同于构成意指和判断之否定方法所固有的Aufhebung
 ，处于诗语所指作品中的否定把逻辑规范、这种规范的否定（“没有硕大的家具，这并不是真的”）和对这种否定的肯定会聚在同一表意步骤里，而不是把这些阶段异化在某种三部曲里。

诗语所指的否定性也区别于作为判断内在程序的否定。诗不说：“没有硕大的家具，这并不是真的”，这将是对话语逻辑（判断逻辑）中可能否定的某种否定，亦即某种第二否定继第一否定之后到来，两个否定之间有着空间差和时间差。诗陈述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真实与虚构的同时性（时间和空间的同时性）。

在我们的社会里，话语逻辑因而支撑着诗的阅读：我们知道，诗语所陈述的东西（对于话语逻辑）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接受这种不存在的存在。换言之，我们是在某种不存在（某种否定、某种排除）的背景上思考这种存在（这种肯定）的。正是相对于建立在否定之两个项不兼容基础上的话语逻辑，诗语所指作品中的非综合性会聚撷取它的表意价值。倘若说诗语中一切都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的无穷性仅仅相对于话语逻辑所建立的“正常性”才可以读出。接触诗语的认识者主体，在其科学言语中，相对于它在0—1两极（真与假）之间的运行逻辑，去思考诗语的，在这个逻辑里，否定的两个项是互相排斥的。而正是这种“相对于”赋予诗作为偏离性言语、作为异常的类型化。

在文本生产本身的程序中，事情似乎是以另外的形式发生的，文本的生产不以为自己是某种异常，颠覆了话语/诗语=正常/异常的视野，而把诗语编码的无穷性作为起点，在这种无穷性中，双义逻辑作为界限而出现，重构了判断主体。因而，“相对于”一词永远存在，但是不是把所说确立为规范，而是赋予它界限的定位。我们稍后尝试把诗歌符号实践内部话语逻辑与表意生产逻辑之间的这种关系格式化；这样做时要避免异常的概念（后者把诗语的各种独特性类型化，但是没有进行某种结构研究），并保存逻各斯与诗语之间的互补性概念。

3. 诗语空间里的陌生言语：互文性，复量现象

诗语的所指反馈到其他一些言语所指，以至于在诗的陈述文中，可以读出若干其他言语。这样，在诗语所指的周围，就创立了多重文本空间，其元素可以应用于具体的诗歌文本。我们把这个空间叫做互文性空间。从互文性中采撷来的诗歌陈述文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某种子集，这个更大的整体是应用于我们整体中的各种文本的空间。

从这个视野看，显然，诗语的所指不能视为属于某种唯一的编码。它是若干编码（至少两个）的交汇场所，这些编码相互之间处于否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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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诗歌言语中若干陌生言语的交会（和崩解）问题由费尔南德·德·索绪尔在他的《易位构词法》（Anagrammes
 ）中提出。

我们从索绪尔使用过的“复量”概念出发，得以建立了诗语运行的某种基本特征，我们把诗语称作复量，即诗歌信息吸纳众多文本（意义），并且以一种意义为核心。我们这里给出洛特雷阿蒙的《诗集》作为诗之诞生场域这种互文空间的惊人案例，或者作为诗语所指的基本复量的案例。

我们得以区分出三种连接类型，连接《诗集》片断与先前作者们的具体文本和几乎被引述的文本。

（1）完全否定

陌生节段完全被否定，参照文本的意义被颠覆。

例如，帕斯卡尔说：

“在书写我的思想时，有时它会离开我；但这使我回忆起我的弱点，我经常忘记它；这种情况像遗忘掉的我的弱点一样，给予我同样的教益，因为我只努力认识我的虚无。”

这段话在洛特雷阿蒙那里变成：

“当我书写我的思想时，它不会离开我。这个行动使我想起了我随时忘记的我的力量。随着我的思想被束缚的程度的上升，我获得同样比例的教益。我只努力认识我的精神与虚无的矛盾。”

某种复量式的阅读可能意味着两种意见（帕斯卡尔-洛特雷阿蒙）是同时阅读的。

（2）对称式否定

两个节段的一般逻辑意义是相同的；这不影响洛特雷阿蒙的复量赋予参照文本某种新义，反人道主义的、反情感主义的、反浪漫主义的新义。

例如，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说：

“看不到我们的朋友们的友情的冷却，这是友谊很少的某种证据。”

而在洛特雷阿蒙那里，我们可以读到：

“没发现我们的朋友们的友情的增长，这是友谊的某种证据。”

复量阅读再次要求两种意义的某种非综合性会集。

（3）部分否定

只有参照文本的一部分被否定。例如，帕斯卡尔说：

“只要人们能谈论它，我们失去生命也是快乐的。”

而洛特雷阿蒙则稍加更改为：

“只要人们只字不提它，我们失去生命也是快乐的。”

复量意义要求同时阅读两个句子。

倘若在洛特雷阿蒙那里，言语之间的这种对话方法如此密切地融入诗歌文本，它变成了该文本意义诞生不可分割的场域，这种现象存在于整个文学史中。对于现代诗歌文本而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某种根本的律条：它们在同时吸收和摧毁互文空间其他文本的同时，生成自己；可以说，它们是变质性的言语会合。联结坡、波德莱尔、马拉美的诗歌实践提供了这种变质性会合的最惊人的现代例证之一。波德莱尔翻译了坡的诗作；马拉美写道，他将把作诗的任务作为波德莱尔的某种遗产，而他最初的诗作都追随波德莱尔的踪迹；同样，马拉美也翻译了坡的作品并追踪坡的文字；在坡一边，他则从德·昆西（De Quincey）出发……网络可以是多重的，它永远表达同样的规律，即诗歌文本是在对另一文本的同时肯定和否定的复杂运动中生产出来的。



二、诗歌文本内部语义耦合的逻辑特性、正统互补性结构



现在，让我们尝试进入诗歌文本的逻辑结构内部，以期指出诗歌语言中义素集安排的特殊规律。

在我们分析的这个层面，我们将触及一个看不见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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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诗的意指远不能固定在那些不变动的单位里，那么在这里就被视为：（1）作为义素的词汇单位的某种语法结合（语词的某种结合）的结果；（2）这些词素以及这些词汇被置入互文空间（被再次放入各种不同的可能语境时）它们所引发的众多意指效果之间的某种复杂的和多义活动的结果。如果说诗作意指这种结果的第一项可以在具体单位中发现，即可以确定存在于可认证的种种语法单位（语词和义素）中并局限于这些语法单位，那么可以说，第二项可能拥有某种“波动”性，无法观察性，因为它们并不固定在确定数量的具体单位中，而是在构成复量义素集的这些不同义素和这些不同文本之间的动态的不中断的活动中逐渐坚实化。马拉美是最早理解并实践诗语这种特征的诗人之一：

“那些已经积淀甚多很难再接受外部印象的语词相互映衬，直至显得不再有它们自身的色彩，而仅仅是某种序列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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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语的这样一种词义的视野里，最先震撼我们的是，对于非诗歌言语有效的某些逻辑规律，在一部是个文本中，却不通行。例如：

1. 幂等性规律

XX≡X；X∪X≡X

如果说，在常用语言里，一语义单位的重复并不改变信息的意指并更多地包含着某种恼人的同语反复或反语法性效果（然而无论如何，被重复的单位并不向陈述文增加某种附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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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诗语中情况却不是这样。这里，那些单位是非重复性的，或者换言之，被重复的单位不再是相同的单位了，以至于我们可以支持这样的意见，即一旦被接用，它就已经是另一单位了。表面上的重复XX不等于X。诗歌文本（明显的语音层面），发生了某种看不见的现象，然而这是真正的诗歌意义的某种效果，并具化为在（被重复的）节段本身读出其他东西。我们不妨这样说，即诗歌语言里这些看不见的（和我们在下文里作为偏离逻辑规律的）现象，乃是耶仁姆斯列夫（Hjelmslev）所谈论的内涵效果。

波德莱尔的文本位于标志我们文化的某种摇摆现象的边缘（诗歌文本拒绝成为描述，而自视为因而也呈现为意义的某种生产），拥有证明这种幂等性无效性的众多例子。波德莱尔经常“重复”句子、诗句和语词，但是被“重复”的诗节不以同样的意义出现。下面是波德莱尔“重复”的若干类型，它们抛弃了幂等性。在《黄昏的和谐》（Harmonie du soir
 ）一诗中，被重复诗句的图式如下：





图1


《阳台》（Le Balcon
 ）一诗的第一句在诗节的最后一行被重复：

回忆之母，情人中的情人，

……

……

……

回忆之母，情人中的情人。

《无可救药》（L'Irréparable
 ）的第一诗句被诗节的最后一句重复，但标点发生了变化：

在何种春药、何种酒、何种草药中，

……

……

在何种春药？何种酒？何种草药中？

马拉美继承了波德莱尔的范例，并强化了它：

我被缠绕。蓝天！蓝天！蓝天！蓝天！

——《蓝天》（L'Azur
 ）

超现实主义诗人也采纳了这个手法：我们都记得阿拉贡（Aragon）的著名诗作《佩尔西耶娜》（Persienne），那里对语词的多次重复（其意义）每次都与自身不一样，把玩诗语的反幂等性特点。然而现代诗歌中第一个把自己的文本建立在对这一规律的否定上的，也许是坡在《乌鸦》（Corbeau）一诗中对“never more”的使用，这种“永远不再”永远不等于它自身。

2. 交换性规律

X.Y ≡ Y.X；X∪Y ≡ Y∪X

在诗歌语言中承受了同样的不信任。它要求言语的某种线性，使得语言单位的移动不改变意义。意义的这样一种秩序（那是日常言语的意义秩序）意味着，所有节段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被一起阅读，因此，某种时位的改变（把一个节段置于言语/非诗歌语句的起始或中间）或某种空间的改变（把一节段安置在页面的此处或彼处），都不导致意义的某种改变。一个主、谓、宾结构的简单句子，可以宽容非诗歌语言中这三种成分（时间和空间方面）位置上的某种改变，后者不引起看不见的效果（内涵效果？），除非再次出现某种反语法现象或者意义的某种模糊现象（例如主语与宾语的混淆）。同样，在某种科学言语中，章节的布局可以改变文本撰写（演绎或归纳）的清晰程度，但不会出现“看不见的”附加效果（诗学效果）。

在诗歌语言里，情况则截然不同。诗语单位的非交换性为它们固定了时间（语法句子的线性）和空间（书写页面上的空间布局）方面的某种准确情景，以至于这种情景的任何改变都导致意义的某种重大改变。两种可观察到的现象显现了诗歌文本中交换性规律的这种无效。

（1）诗歌陈述文不遵循非诗歌语句的语法顺序（线性顺序）。例如《骰子一掷》
 

[19]



 ：

　UN COUP DE DÉS

　JAMAIS

　Quand bien même lancé dans des



circonstances éternelles


　du fond d'un naufrage



soit


　que

　l'Abîme

blanchi

　étale

　　furieux

　　　sous une inclinaison

　　　　plane désespérément

　　　　　　　　d'aile

　　　　　　　la sienne...

——Mallarmé，Un coup de dés...


很难甚至不可能在一个主、谓、宾结构的规则句子里排列上述诗段，而即使我们做到了，也将损害诗歌文本不可察觉意义的效果。

同时，也不可能把语义单位的这种严谨的、固定的和非交换性的安排解释为句法（或语法）的某种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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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语法效果不是诗歌的效果。只有选择了某种优越的观察场域，即外延性话语逻辑的场域，“异常”才可能显示出来。但是，这样一种路径有可能把诗歌文本压到另一种体系（话语体系）中去并缺失了诗的效果。诗的效果不确认交换性规律，更不否认它。由于诗的意义既是某种（可观察到的）语法客体，同时又是义素在互文空间里的某种活动，它位于对这种规律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它既不是对该规律的演示，也不是对它的偏离；它的逻辑是另类的，但还是可分析的，对于主体而言，归根结底位于这种是与非之间。

（2）诗歌陈述文的表意整体只能作为表意单位的某种空间化来阅读。每个单位在整体中有其明确确定的和经久不变的位置。这种在每个诗歌文本里都潜在并实施的原则，当文学意识到自己不能混同于口头语言时，便被宣示出来，而马拉美给出了这种情形的第一个惊人案例。《骰子一掷》的空间布局旨在把诗歌语言是某种体积、其中建立了种种出人意料的关系（言语闻所未闻的非逻辑性关系）的情景搬上页面；或者说它就是某种舞台场面，“要求外在动作忠实于精神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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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罗狄亚德》（“Hérodiade”）是在某种场景的视野里写作的：“那些诗句极其难写，因为我把它们写成绝对舞台式的，虽然不可能在舞台演出，但是要求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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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吉图尔或埃尔贝艾农》（“Igitur ou la Folie d'Elbehenon”）和《骰子一掷》是针对某种舞台场景设计的：马拉美把它们设想为戏剧（亦即设想为不可以线性化的表意单位的种种集，而是在某种严格服从舞台美学的持久互动中互相回应和互相碰撞）。另外，《骰子一掷》的副标题是“舞台场景，老伊吉图尔”。我们知道，马拉美是何等经心地安排诗作的页面和句子，关注每个诗句与围绕它的空白处的准确安排。

这里再次显示，这不再是逻各斯的逻辑，——我们在此回到了柏拉图，他指出话语不可能陈述非存在的事实（那样可能使人联想到“梦”）——，而是由出人意料的接近（“碰撞”）而产生的意义效果的某种机器，这些效果立即就消逝在说话的范畴中（“逃逸”）：

我要求恢复公正的平静，使得精神能够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回归自身，它们是打击、衍变、无限的和可靠的行旅，这种立即逃逸的丰富形态，某种绝妙的无能，无能结束这种概括，这种特征——机器；少一些种种音响的喧嚣，那些尚可以输入梦幻色彩的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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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个在话语世界有效、而在诗语中不适用的逻辑规律是分配律：

X（Y∪Z）≡（X.Y）∪（X.Z）;

X∪（Y.Z）≡（X∪Y）.（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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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世界，这个规律表达了把各自独立的读者（听众）赋予某言语或某种表意单位的不同阐释结合起来的可能性。非诗歌言语的全部意义其实来源于该言语所有可能意义的聚合，亦即来自所有可能的说话者所产生的言语多义性的某种恢复。显然，这样一种形象对于诗歌文本也是可能的，但是，它没有触及交际话语以外的他类言语的独特性。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诗歌言语的独特性是它与话语逻辑的独特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对于那些不想把诗性压缩为话语的人们而言）诗语显然既是这种话语（这种逻辑），同时又是对它的隐性否定，但是不表现出来（觉察不到），然而从语义方面却是有迹可寻的。诗歌语言既是某种话语（以此身份也是0—1的逻辑对象），也是这种话语之否定（以此身份因而脱离了0—1逻辑）的这种事实，使它摆脱了分配性的逻辑规律。

至于伯克霍夫（G. Birkhoff）指出的其他作用于宏观结构（我们由此而将其改写为：可观察到的话语世界）的逻辑规律包括：

——结合性规律：

X（Y.Z）≡（X.Y）. Z; X∪（Y∪Z）≡（X∪Y）∪Z

——吸收规律：

X∪（X.Y）≡ X; X.（X∪Y）≡X

——调节规律：

如果X⊃Z，那么X.（Y∪Z）≡（X.Y）∪Z

它们是有效的（结合性和吸收性：在诗语的某种表格式运作中，所有的义素单位都是互相应用的）或有所弱化（调节规律：理由是，它是结合性规律和分配性规律的某种结合）。

由于分配性规律自身包含着在诗歌语言中无效的其他规律的要求，我们可以把它自身在诗歌语言中的无效性视为复量结构逻辑独特性的重大标志。

概括我们研究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我们就得出了下述结论，即两个逻辑规律似乎不适用于诗歌语言，它们是：（1）第三方被排除律；（2）分配律。

从这一结论出发，我们有两种可能性：

（1）从诗语中不存在第三方被排除律出发，把诗语的逻辑独特性格式化：这将引导我们每次面对诗语潜在的无数语象（三价逻辑等，n
 价逻辑，或完全另一类型的逻辑）的每一种时，都建构一种新的逻辑类型；

（2）尝试把可能出现在文本实践中、出现在口语（非诗歌言语）已经存在且有效的体系中，亦即出现在0—1两极（虚假与真实）运行的布尔逻辑中的诗语结构的多元化包括进来。

在不应用话语逻辑的前提下，眼下我们还不了解哪些逻辑类型真正可以把诗语格式化，这里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案：我们放弃分配律同时保留话语的其他逻辑规律，这样我们就落到了戴德金（Dedekind）用垂成分（orthocompléments）构成的某种结构。我们以为这种方案在诗语的某种格式化中是中肯的，因为认识主体永远且不可避免地理解他（这位认识主体及其诗语）所产生的话语内部、并相对于这种话语所蕴涵之0—1逻辑的诗歌语言的事实。这样，诗语的垂成分式结构似乎就反映了逻辑与非逻辑、真实与非真实、存在与非存在、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这种永不停息的往复运动，后者似乎是我们称作复量书写的诗语的这种独特运行的特点。

让我们具体扼要地阐述戴德金的这种垂成分式结构。它放弃了分配律而保留了所有其他逻辑律。这种结构规定，对于这些X成分的每一种，都存在着某种X′成分，这样下述关系式对于它们就是成立的：




戴德金的垂成分式结构已经不再是布尔代数的双成分结构了，因而在这种结构上建构的逻辑也不再是双价的了。逻辑律（2）和（3）在这里已经不再是常见逻辑中标示第三方被排除规律的公式了，因为在戴德金的某结构中，一成分给出的各种垂成分不一定是仅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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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2


在我们的图示里，X、Y和Z三个成分的每一个都拥有两个垂成分。至于0—1成分，它们仅仅互为垂成分，并因此而构成戴德金结构内部的某种布尔式的子结构，因此服从分配律。

子结构0—1代表着从话语（非诗语）逻辑视点对诗歌文本的某种阐释。所有在诗语中被这个逻辑视为真实的东西用1来表示；所有被视为虚假的东西则用0来表示。

X、Y、Z这几个点代表着在某种不臣服于话语逻辑、而是探索诗歌语义活动之独特性的阅读中出现的意义效果。例如，让我们重新观照波德莱尔一个普通的诗象“胆汁的眼泪”（可复性）。如果我们从戴德金结构的布尔子集去思考它（对于我们的阐释而言，亦即在话语逻辑中去思考它），我们会用0来标示它；“胆汁的眼泪”是“不存在的”，上述表达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置于诗语的复量空间，那里不提出它的存在和真实问题，上述诗象不是一个固定的单位，而是来自两个互相排斥的义素（眼泪+胆汁）的应用活动以及这个义素在我们读过的其他文本（诗歌的、神话的、科学的文本）的所有这些意义效果的某种意义效果，那么我们给予这个奇怪的和不确定的诗象X、Y或Z标志。以至于诗语的每个语义单位都分解了：它既是逻各斯的一个单位（以此身份，可以归入0—1坐标），又是在某种穿越逻辑顺序的义素的某种应用活动。这些穿越逻辑的活动是对0—1所蕴涵关系的多维度的否定。它们既不能被视为真实的，也不能被视为虚假的，它们是不确定的。我们可以构成一系列属于诗语所特有的穿越逻辑的活动类型（X、Y或Z等），依据这些活动与子集0—1所保持的否定类型。至于连接这些活动之间的种种关系，它们在这一点上将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我们无法确定X的否定是否就产生Y等。恰恰就是在这个场域，也许某种拓扑学的公理化，伊尔贝的种种不确定的功能空间的某种引入，可能构成诗歌文本的真正科学。

显然，把科学主体重新引入这样描述的结构里，有可能使X、Y、Z的独特定位消失，并把它们压缩到0—1坐标中去。这就是把X、Y、Z从它们的独特空间里抽出——在那里，这些标志是互文义素之间的不确定活动——并把它们提升到逻各斯的单位的定位上来。这样，“胆汁的眼泪”的语义活动就可以从“心酸”义素（这是真实的即1的活动范畴）出发，解释为两个语义集的某种结合，而它从其他义素的结合中抽取出它的不兼容性效果，这些义素如眼睛与肝、生理功能的差异等，它们偏离了真实，应该属于某种“异常”，即属于0。这种解释本身源自逻各斯并在逻各斯的范围内进行，把某种表意运行回收到话语中，使其理性化，并因此而改变了它的性质。凡是这种表意运行、这种活动发生的地方，0—1坐标只是某种原距离的刹闸，某种严谨的但昙花一现的提示，警示无意义偶然情况的发生，警示这些出乎意料的表意“冲撞”的多元性，当人们在我们所描述的复杂结构里阅读文本时，上述“冲撞”就会产生新的意义（垂成分式的新意义）。这些坐标0—1在那儿，永远在场于阅读中，但是被搁置起来，以期重温（无视它们的）“疯”言语与（了解它们的）诗歌书写的僭越工作之间的差异，这种僭越性质的工作在话语体系、社会体系的内部，偏移了话语的界限，并向话语填充了种种（垂成分式的）新结构，这种话语和科学主体有一天将发现上述新结构。

尽管记录在某种逻辑之内，但对后者的持续否定的这种诗学运行，马拉美既是第一个创立了它的理论，同时又是第一个实践它的。在下面的引文里，怎么可能对逻辑世界（逻各斯的单位：“面对事物的烦恼”）与我们尝试逻辑地再现的出人意料的能指活动（“高级吸引”“踊跃参与的和孤独的节日”）之间这种不断被书写所填充之决裂（“空白”）的具体形象视而不见呢！引文如下：

为了作为空白的某种高级诱惑，我们有权通过面对事物的烦恼把它从我们这儿抽出去，倘若这些事物建构得很结实且很优越，疯狂般地解放它们，直至在踊跃参与的和孤独的节日里，通过空白的空间来充盈它们，并赋予它们种种光彩。

至于我，我对书写的要求绝不逊色，而我将证明这种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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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法把既非真实、亦非虚假的诗语能指（这种“动力”）的不确定活动（“主要部件或虚无”）压缩到我们仍然与之捆绑得很紧（“只能如此”）的（逻各斯）绝对公式中去，然而它不失为某种诱饵，人们（通过某种“欺骗”）把这种在意识那里没有位置（“意识是缺失的”）的生产程序与之相等同；这种“缺失”变成了意识。

被某种绝对公式所俘获的我们深知，诚然，这种公式只能是其所是。然而，以某种借口毫无节制地排斥诱惑，只能证明我们的无所作为，否定我们渴望获得的乐趣：因为这种彼岸是某种媒介者，而倘若我并不厌恶公开地、大逆不道地拆解虚构并进而拆解文学的机制，以建立主要部件或虚无，那么我不妨说它是动力。然而我敬仰人们如何通过某种欺骗，把我们对那里爆发的事情所缺失的意识，投放到某种被禁忌却又令人着魔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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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美那些最富有意义的文字挣扎于话语律（“绝对”）这种问题与种种活动（在马拉美那里通过“星座”或“恒星”所蕴涵的“大胆尝试的”、多义性的活动）之间。《伊吉图尔或埃尔贝艾农》和《骰子一掷》两部剧作把文学文本的生产程序本身搬上舞台，揭示了书写在逻各斯与能指的碰撞之间的这种摇摆。如果说《伊吉图尔或埃尔贝艾农》蕴涵着某种辩证的否定性，对（三段论）规律的某种臣服，后者排除表意运行中的“垂成分式活动”（“没有星星？探险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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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骰子一掷》（从AQB的意义上）则否定了《伊吉图尔或埃尔贝艾农》并勾画了逻各斯内部生产性工作这种“有用的疯癫”的种种规律，任何“掷骰”都消除不掉的这种“历险行为”。下面是马拉美笔下肯定与否定、存在与非存在、话语与书写之间的这种令人迷惘的交织所构成的诗语：

总之，在一幕探险被置于游戏中的剧作中，永远是探险通过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而完成它自身的理念。否定和肯定将在它的存在面前受挫。它包含荒诞，蕴涵着荒诞，但以潜在的形态，并阻止后者存在：这就使无限性得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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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骰子一掷》本身，察觉不到的、不能压缩到话语逻辑之“真实的”单位的诗语活动场，被明显地指示出来：“在波浪的这些海域，任何真实都分解为波浪。”那里发生的仅有的连接并不宽容双价的分类，而是指出可能性：“与可能性的这种最高结合。”然而，在这种“不可抵挡的、但是被其霹雳般的为无限强加了某种边界的雄性小理性所收敛”之僭越的细腻工作的每个时刻，都能感受到话语逻辑（理性）。这并不妨碍诗性意义——话语总有一天将吸纳的新意义——的生产发生在某种另类空间里，从结构上不同于圈定它的逻辑秩序：

在某种空白的和高级的平面

　　　　一个接一个的碰撞

　　　　　　一个总账户

　　　　的星云在形成中。

这样，在我们文明的文化文本中，就开启了另一种场景，这种场景肇始于马拉美、洛特雷阿蒙等人所引入的这种“新现象”。空白场景（“空白平面”）不同于我们作为逻辑主体而说话的场景；这是某种“另类场景”，那里发生着能指的这种连接（“一个接一个的碰撞”），它躲过了双价逻辑的各种类型（“星云”），但是，从话语的场景观之，补充在后者的逻辑律里，且正如我们通过垂成分结构尝试再现它那样，并不逊色地给出某种结果，社会正在互相传达这种结果，将其作为不可觉察生产之某种程序（“一个总账户正在形成中”）的某种再现而交流（“一个总账户”）。



三、复量空间



这里的实质是肯定非实证性地触及我们时代之文学工作已经客观宣示的某种问题的结构方法的权利，但并不回避象征运行的复杂性。通过这种做法本身，与现代文本的阐释宏论相决裂，我们知道，这些宏论曾经滋生了种种神秘的和晦涩难懂的思考。

然而，这里的实质还是，带着如今逻辑学赋予我们的这种机器，窥视被现代的文本实践严格认可的我们关于诗语中否定之独特定位的见解所允许的认识论蕴涵。问题就在于勾勒诗语通过话语逻辑所开辟的这种另类空间（不作为完成产品，而作为某种仪器、某种活动、作为某种意义生产），而从这种话语中拿来的某种理性主义是无法设想这种空间的。

倘若把诗贬低为某种异常的理性主义面对我们称作复量的表意空间无能为力时，那些哲学和先验形而上学的思辨则更多地试图宣布它为不可知的。我们无意就这两种交替意见发表拙见。我们面对着我们这个世纪的言语实践（现代派诗）所催生、而科学机器（逻辑学）理应触及的某种客观现实。（尤其因为这种机器在科学的其他分支中已经接触过由某种不同于直至19世纪人们所熟悉之逻辑学的某种逻辑所主导的种种领域。）科学机器与语言试验所得出之发现的这种接近并不瞄准对“任何神秘之任何钥匙”的发现。然而，在有关新标示（垂成分结构，在我们研究中的非综合性会聚）所蕴涵之认识论价值的调查性思考的陪伴，我们有可能推动我们关于象征运行种种新区域的认识。因此，我们暂且放弃表意的耦合层面（诗语所指中的否定类型）。我们重续已经引入分析的我们的认识论考察，尝试借助我们已经了解的诗语的否定性知识的启示，看看人们是如何阐释否定方法对于非诗歌言语之构成的作用。

弗洛伊德在思考说话者主体的构成时，在他自己的基础上，即在潜意识微妙地出现在某种意识判断的基础上，发现了否定活动，发现了Verneinung（法语译为“否认”）。当主体否认其潜意识的承载（当潜意识说：“我恨您”时，主体说：“不要以为我恨您”）时，我们面对的是重复被排斥物（“我恨您”）、否定它（“我说过我不恨您”）、但同时又将其包含在内（仇恨还是被排斥了）的某种活动。这种运动让人们想起了黑格尔的Aufhebung，设置了黑格尔否定活动的三个阶段，并明显是在Aufhebung这个术语（=否定、取消和保存，即“从根本上提起”）的哲学意义的基础上得以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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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个运动就是判断的构成性运动：“否认是对排斥的某种否认，但并非因此而是对被排斥者的某种接受。”否定对于他成了“在排斥地方及其后续地方允许某种初级独立并因此而独立于乐趣原则之约束（Zwang）”的方法。显然，对于被理性主体的问题性所萦绕的弗洛伊德而言，否定不是启动某种“不可觉察”和“不可确定”之行为的某种取消行为，而恰恰相反，是构成理性主体、逻辑主体、蕴涵着话语之主体的举措本身；亦即符号的问题性。如同伊波利特（Hyppolite）所建构的那样，否定发挥着“作为显性化象征性之基本态度”的作用，它“拥有产生思想之智慧和地位本身的真正功能”。一旦有某种否定——Aufhebung，符号就构成了，而与之一起构成的还有说话和判断主体。换言之，只有从主体=话语=符号的场域开始，才能找到否定=Aufhebung的活动。弗洛伊德自己这样写道：

与这种理解否认的方式非常对应的是，人们从潜意识开始的分析中未能发现任何“不”的意思，而从自我一侧对潜意识的辨认表达为某种否定形式。

显而易见，否定行径是“智慧”亦即是符号思想（话语思想）的起点本身。在这里，尤其重要的是要指出，Aufhebung的三段运动正是构成黑格尔所界定的“符号的金字塔”的相同运动，而这一运动在索绪尔的语言学里找到了它的科学落脚之地。三段式否定，按照亚里士多德的0—1逻辑运行的话语、符号的思想、说话者主体，这些就是这个逻各斯的世界的相关的——和同谋的——若干术语，在这个世界里，弗洛伊德仍然勾勒了某种叛逆区，即潜意识（和梦）。然而这个区域更多地呈现为话语的某种坚实的基础，而非通过话语的某种出路，因为正是从逻辑话语（这里的非诗歌话语）及其主体的优越视点出发，潜意识的概念才被锤炼为承担着残余角色的活动典范，在那里，活跃着话语里没有的种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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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让我们回到诗语中否定的独特性吧。从作为诗语所指特征的非综合性会聚和调节诗语语象的这种垂成分结构开始，我们就被引导到下述思路，即诗语这种象征运行的特别类型揭示了人有关能指工作的某种特殊区域；它不是符号和主体的区域。在话语之逻辑律被动摇的这个另类空间里，主体解体了，代替符号而建立起来的，正是互相取消的种种能指之间的碰撞。这是一种被普遍化的否定性活动，但是它与构成判断的否定性（Aufhebung）没有任何关系，也与判断内部的否定（0—1逻辑）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否定性，那些古老的哲学例如佛教窥见了它，并把它指称为“śunyāvad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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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个“零度”主体、非主体前来承担了这种自我取消的思想。

这样一种符号学的工作类型，我们有某种“客体”需要捕捉，那就是诗歌文本，它代表着先于文本（产品）的意义的生产力（语义活动）：“我的思想在自我思考”，马拉美在他的书信中如是说。

这个“零度”主体外在于由符号所主导的空间。换言之，当符号的思想消失了，当符号与外延的关系被压缩为零的时候，主体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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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颠倒一下吧：只有当某种符号思想通过赋予自己种种“次要的”或“边缘的”、服从于符号（服从于理性原则）的现象（“梦”“诗”“疯癫”），补偿被符号的统治所遮蔽的符号实践之并行的多元性时，只有在这种符号思想里，才有“主体”（且因而人们不能谈论潜意识）。零度主体（这里，我们看到“主体”概念被偏移到何种程度）不依靠任何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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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我们从我们的理性空间出发，只能通过符号去思考它。

如果说零度主体活跃的这个“空白”空间是与说话者主体所主导的我们的逻辑空间相对立的一极，那么诗歌的符号实践加上它的种种独特性，就变成了这两极在某种不停息的相互靠近的运动中会合的场域。这样，复量空间——我们在与说话者主体一侧相对立的另一侧、在这种空白（及其零度主体）的边缘所发现的诗歌空间——就是我们文化的神经性阵痛的空间，在那里，作为规范话语的符号思想与这种不需要某种逻辑主体而运作的运行之间的连接发生了。这种形态是想表达下述思想，即在我们看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通过拉康而迂回），复量是在为了从主体之建构中读出他的解构、从文本的建构中读出话语的解构、从书写文字的建构中读出符号之解构而活跃的元素的途径上形成的某种概念。这种形态还为了说明，诗语这种复量并非一定处在潜意识（以及所有相关的概念，例如幻觉）之中，这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实践，符义分析应该从其不可压缩的独特性中研究它，不要把它分解到话语和/或符号的逻辑学（0—1）中，也不要分解到它们的“拓扑学”中（参照系—所指，能指；意识—潜意识）。

这种层次的划分不包含任何等级，也不蕴涵任何贯时性。它是某种共时运行的某种线性化。因此我们以为，我们图式（见图3）的两个侧面是互相交叉的，而话语的运行浸透着复量，如同诗语的运行被话语的规律所圈定一样。我们仍然给出了这种简化的图式，以强调这两种符号实践的不可压缩性，并喻示着符义分析建构符号实践之多元性的某种非压缩性类型学的必要性。





图3


诗的经验再次捕捉到了从符号到非符号、从主体到非主体的这种恒久的过渡，这就是诗语。

“空白”的巨大海滩展现在试图从语言内部捕捉到其思想工作的人背后：

很遗憾，把诗挖掘到这种程度，我碰到了两个使我失望的深渊。一个是虚无，我并不熟悉佛教，但却到达了虚无的境界，而我居然甚至能够信仰我的诗并重新投入工作，这是这种令人窒息的思想曾经让我放弃的东西，我对此表示过分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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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我走了相当长一段面向虚无的下坡路，以便能自信地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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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探索里，由于话语逻辑一度被悬置，它使自我（主体）黯然失色了：随后某种突然的再现（通过镜子）对于重构自我（主体）和逻辑（“为了思考”），对于复量式举措作为“是”与“非是”（“存在”与“非存在”）的某种综合的完成，是必要的：

此外我承认，但仅向你一人承认，只要我的胜利依然张狂、霸道，我就需要在这面镜子里观照自己并思考，而倘若它不在我向你写信的这张桌子前，我就会再次变成虚无
 。这是为了告诉你，我现在是无人称性质的
 ，而不再是你所认识的斯特凡了，而是精神世界通过先前之我自我检视和自我发展的某种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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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去掉这段陈述文里一个宗教时代的表达习惯，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对诗语这种综合努力的犀利分析（当马拉美谈论他的诗歌生产时曾经用过“在综合的时代”），这是以义素（以言语的对话、互文性）的应用为一方、以逻各斯及其逻辑交际律为另一方的永远不曾完成的综合（“非综合性聚合”）。

它成了以数学方式对我的梦的反证，后者先摧毁我，然后又把我重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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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视野里，象征工作（“诗人”的工作）卸下了某种实证主义（和/或柏拉图主义）阐释加在它头上的装饰性无足轻重或抽象性异常的重负，而呈现出其独特符号实践的全部重要性，这种独特的符号实践在某种否定性运动中，同时否定了话语和来自这种否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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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指出下述事实，即外延性话语实践仅是可能的符号实践之一。

我们希望，对诗之运行及其在我们文化中的地位的这样一种阐释，意味着对关涉所有其他所谓的“非正常”言语的种种理性主义观念的某种置疑。

对于建立以我们称之为某种符义分析为基础的普通符号学，它撤除了话语模式的命令式，并针对我们提出了先于说出话语的意义生产的研究。

1968



（史忠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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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产生（节译）



通过这两件事情，通过（公式）的过滤和产生，向我澄清整体！

——《梨俱吠陀》（9.67，23—25）



一、文本概念的导语与符义分析



超越“作品”和“书籍”，亦即超越生产的某种封闭性信息，所谓的“文学”工作如今展现种种“文本”：表意生产，其认识论的复杂性，经过某种很长的迂回，属于对古代神圣颂歌的认识。为了被现行的操作社会性的言语所理解并接用，这些生产要求某种理论，后者应该建构为有关文本中能指生产的某种解析性语言学的思考。

这里的解析性应该从其词源意义上去理解，它指示如今代表意指的种种观念和种种活动程序的某种分解，以处理能指（精神分析、哲学等）的现行言语机器为基础的某种解放以期摆脱该言语机器并分解于某种不停息的死寂中去，分解于在场平面的某种消逝中去。

对于这种理论而言，首先在于圈定其“对象”文本的概念，把它区别于所有所谓的“文学的”或“诗歌的”言语，以期找到它的独特性，后者可以使该理论在第二步对当今知识划定为“文学的”“科学的”“宗教的”“政治的”言语等的积淀进行某种批评的检视。

那么文本就是某种类型的表意生产，后者在历史上占有某种具体的位置，并属于有待于界定的某种特殊科学。

由于文本是能指中和关于能指的某种实践，我们在许多“文学的”“哲学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书写文字和言语中发现了种种或多或少被差异化的文本形式：那么就有必要揭示言说和书写整体中这种文本轴心的风貌，同时找到每种语言效果中“文本”的独特性。

作为语言的产品，文本只有在语言材料中才是可思议的，而这样的文本属于某种意指理论。我们不妨说属于某种符义分析，以首先标示它与符号学的某种差异，然后强调下述事实，即不要用“符号”把表意实践的研究遏制住了，而是要分解符号并从中找到某种新的外在性，可以翻检和组合的迹象的某种新的空间，即成义过程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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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符义分析：文本意指的理论，它把符号视为保证这种生产、这种滋长程序的反思成分，它内在于符号，同时又把符号囊括在内，有必要界定它的各种规律。换言之，符义分析不忘文本展现某种符号体系的事实，它要在该体系内部开辟另一场景，即被结构屏幕所遮蔽的场景，它就是作为活动的成义过程，后者的结构仅仅是某种时间差之后的散落物。关涉成义过程时，符义分析并不奢望离开使成义过程成为可能的符号的场域，但是放弃唯一视点即描述某种结构的核心视点的义务，而赋予自己结合性视点的某种可能性，后者为之恢复了行将产生的生产。符义分析仰仗语言的肢体（取索绪尔赋予该词的意义），同时保留心理分析的主题学研究和审美理想主义的研究，后两者当今正在争夺我们可以称之为书写文字（德里达语）的垄断权。如果说符义分析是语言学性质的分析，那么它与对某种“言语汇集”的描写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后者作为保证信息发出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交际的某种信息内容的承载者。我们顺便指出，粗略论之，建立在这类理论原则——与如今支配所谓的“人文”科学“技术化”程序的原则如出一辙——基础上的语言学是事物性质的，或者表达得更好一些，是现象类的。它赋予自己某种“言语汇集”，通过种种被差异化的表意单位，把它等同于某种结构化的平面，而这种“言语汇集”意味着某种现象：以某种编码为支撑的信息。而我们称作符义分析的东西在这种描述内部是不可想象的。“一种肢体存在于他发挥作用的地方。”（莱布尼茨语）文本不是一个语言学现象；换言之，文本不是言语汇集中出现的那种平淡无奇的意义结构。它是意义结构的生产（engendrement）本身，是记录在印刷文本这一语言“现象”、这一现象文本（phéno-texte）上的产生过程。然而只有纵向上溯：（1）语言类型的渊源和（2）成义行为拓扑学的渊源，才能读懂现象文本。因此，成义过程将是双重的行为：（1）语言网络的生产；（2）处于介绍成义过程地位的这个“我”的产生。现象文本（语言学意义上）的生殖活动在纵向中展开。我们把这一活动过程叫做基因文本（géno-texte，或生殖文本）。这样，文本概念就可以分为现象文本和基因文本（表面与深层、意义结构与成义生产）两部分。

这样展开的生殖区域提供了某种“违背了欧几里得定位原则”并且没有“物质特性”的认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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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文本将是某种“活力型的客体”；讨论它的言语——符义分析——的宗旨就将是揭示呈现为表意手段的活力型客体的类型。

如果说表意工作持续不断地在从现象文本到基因文本的跷跷板线上往返活动，那么文本的独特性就存在于它是在现象文本中对基因文本的某种表达的事实，这种表达可通过从现象文本到基因文本的开启中读出。换言之，我们这里尝试某种第一次运作性的定义，然后再补充和界定具体特征：分析某种文本性的表意生产等于展现表意体系的生殖程序是如何表现在现象文本中的。在现象文本（在其能指和其所指中）所有层面实现了表意体系之生殖程序的任何表意实践都被视为文本实践。或者简而化之，任何落实弗洛伊德的箴言“凡是存在的，我都需要它立即发生”（“Wo es war，soll Ich werden”）的实践都是文本实践。

这个格言需要做若干说明。

（1）首先，人们应该把我们对基因文本/现象文本的区分与乔姆斯基（Chomsky）的生成语法所引入的深层结构与表面结构的区分彻底地区别开来。

面对语言的分析方法，生成语法理论基础（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它的技术功用性）的优点是，引入了某种综合视野，后者把话语行为呈现为某种生成程序。作者提出并用来承担再现这种生成的深层结构，只不过是英语语句（印欧语句）特有的联结关系的非语法化的反映。换言之，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的目的仅限于生成语句，表示语句是非语法化的、非词法化的直线型的抽象结构（“basic subject-predicat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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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绝不上溯并观察直线型语句结构（主谓句）之前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结构阶段。深层结构的成分与表面结构的成分相同，无任何变化程序：乔姆斯基的生成模式中看不到任何一成分类型向另一成分类型、一种逻辑类型向另一逻辑类型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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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所谓的生成语法并不生成任何东西，只是提出一种生成原则，假设出一个深层结构，作为表面结构的原型。这种深层结构的理论结果是，它可以成为精神行为的“科学”论证，视精神行为为语言行为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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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语言行为因而就只是先前存在的意念和思想的某种表达形式。这种观念必然与17世纪的理性心理学思想联系起来，而乔姆斯基引用了舍伯里的赫伯特（Herbertof Cherbury，De Veritate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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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者相信“移植于精神中的概念原则”，相信“大自然赋予灵魂的知性真理”（N. Chomsky），它们被“大自然本身的意志镌刻在灵魂里”。我们很快就到了笛卡尔（我们相信，还应该加上乔姆斯基）建立在“正常人”之“共同理念”基础上的“大同”原则，那些“头脑迟钝者、疯子、弱智者和不谨慎的人被排除在正常人的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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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种在技术层面发挥着前所未有活力的科学，其理论层面却体现了某种倒退，直至设置了种种神学般的原则，这些原则的最终基石是笛卡尔式的主体。

我们所谓的基因文本，是语言运作的一个抽象层面，它绝不反映语句的结构，而是先于并超越这些结构，制作它们的“既往病史”。因而，这种表意运行既发生在语言之中，却不能浓缩为所谓正常交际活动中的表面话语（浓缩为它的共相和它们结合的律条）。基因文本与分析性的语言的类型一起活动（对于这些类型，我们应该每次都从理论言语中找到分析性的语言学的概念），它们的极限不是为现象文本生成某种语句（主谓句），而是从表意运行之程序的各个阶段拿来某种表意手段。这个序列可能是现象文本的一个词、一系列词、一个名词句、一段、一个无意结构等。

基因文本不是一种结构，然而它也不可能是结构手段，因为它不是构成形式的材料，也不是允许结构成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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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一直被监控着。基因文本是无限的表意手段，它不可能是“这”“一个”，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最好把它表示为复数的、无限异化的“表意手段”，相对于它们，这里所在场的表意手段，主体表述现在格式的表意手段只是某种界限、某种表述的场域、某种偶发点（即某种触发，某种进入表意手段行列而放弃自己位置的行为）。表意手段的多元性，在这种多元性之内而不是在它之外，（现象文本）已经格式化的表意手段只是偶然采撷的一个，并以这种身份受到了双层定位。这样，基因文本就不是相对于现在这个轴心格式的另一场景，而是全部其他场景，在这些其他场景的多元性中，缺少由双重界定所分离开的某种标志，双重界定从内部界定无限。

这种整体的无限的多元性超越了现有格式与深层结构的两分法，那里隐约显露出了超验性，或者认定从表意手段到具体物质单义性的客体的坠落，或者意义的取消，后者阉割了文本的任何独特性，并永远把它与某种意义外关联起来，这种意义外指示某种不可逾越的藩篱。客体的坠落和意义的取消这两种条件式反映了某种“我”对生产的捕捉，它们不可能让人们从生产的这种多元性中读出情形，这种生产不仅熟悉结构，而且产生结构的转移和改变，因为它超越这种结构和它的结构化；这种生产不仅熟悉藩篱，而且能预见它，因为它是这种与藩篱没有任何关系的确定和不确定的无限空间。

基因文本坚持在结构的形态之内，穿越它，转移它，并把它置于表意的多元性中，而结构的现在形态具有遗忘上述多元性的功能。因而，确立基因文本，就是瞄准结构形态的某种旅程，某种形态的变化。马拉美曾经写道：“这种目标，我把它说成移位——结构，另一种结构。”（“Crise de vers”，op. cit.
 ，p.366）

基因文本既非被结构物，亦非结构材料，它不认识主体。外在于主体的基因文本，甚至也不是它的虚无主义的对立面，因为它是在它的此岸和彼岸工作着的它的他者。作为外在于主体和外在于时间的场域（主体和时间只能显现为这种穿越它们的巨大运行的偶然事件），基因文本也许可以呈现为语言历史的布局和它可能经历的种种表意实践：所有存在的和未来的具体语言的可能性都在这种布局中“给出了”，然后重新堕入被基因文本遮蔽或操控的形态。

关于基因文本与现象文本的这些浅见接近索姆让（Saumjan）与索博尔瓦（Soboleva）两人的生成主义的语言学理论，术语也借自这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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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基因文本与现象文本的区分迫使指斥表意运行的言语处于某种常态的分解中，这种分解把任何语言陈述文界定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属于符号并可以通过符号思想所设置的结构性语义机器给予描述的语言现象（结构现象）的方面；另一个是不再纳入符号、而是通过数字性差异之应用（我们将回来论述这一点）而组织的表意手段生产（滋生）的方面。

基因文本在现象文本的平面与体积联系起来。相对于现象文本的交际功能，基因文本对之以意指的生产。这样，双重背景就出现在每个表意产品中：一种（交际）语言中的“语言”（表意生产），两种语言连接处的文本。生产并取消任何“陈述文”的某种生殖性和毁灭性“语言”，而我们需要捕捉这种生殖性和毁灭性“语言”以期在交际平面所遮蔽的表意工作中打开交际平面。

这种双重背景的投放并不意味着我们设置了某种非语言的或“精神的”理想的深度，后者作为交际话语并可以从哲学结构方面超验化的原因而预先存在。这种双重背景倘若离开语言现象，它并不先于它，也没有引发它。它是自身的生殖，换言之，现象的生殖行动包含在该现象中，并且通过这种包含而分解它，使之成为“地质”层，把它置于空间之中，给它以活力，把它拓展为不可物化的表意体积。于是文本就呈现为某种在多种线索上共鸣的物体，且它的每个成分都获得了某种多维性，后者反馈到种种缺席的或在场的语言和言语，赋予它们某种象形文字的意义。生殖与被生殖的现象同为现象。如果说基因文本与现象文本两个术语的区别是纯粹专业术语方面的，那么人们可以看出，这种区别毫不逊色地源自某种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后者给结构物的材料本身确立了结构化的原则，这种方法被某种自诩为尝试思考文本生产的理论言语所采纳，文本的生产持续生存于形成公式的生殖活动的变化之中，产生种子的变化之中和它们的相互折射之中，后者编织着文本。

让我们强调下述事实，即这种生产并不产生自身以外的任何“事实”。它是“根孽”产生、积聚和增长的程序，是生殖活动本身，与造就某种后代、造就某种外在于它的产品、生殖者可以从该产品中观察到自己生殖之失败等活动毫无共同之处。

粘贴在生殖活动上面的公式是某种复杂的文本现象，它不得不保持生殖的节奏，即指示某种无限的多元性，却缄默不语。它是公式，亦即不是已经达到终极公式化的某种可塑意义的表达，而是与生殖活动相关联的某种存留，这种存留既非生殖活动的效果，亦非它的原因，而是有待于阅读的难以辨认的图章，不可或缺的落地活动，生殖活动由此而避免成为一代生物，避免“生育”，避免拥有儿女——某种意义。

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说，即公式不是某种物体，倘若它呈现为这样的物体（《数论》自称小说并出售），那是因为它是某种诱饵，捣碎任何物质，禁止它安全地构成，使它偏离轴心，并把它重新置于没有价格、即不可物体化的、不可交易的、不可投放市场的劳作之中：“劳动是价值的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公式是任何价格、任何产品、任何交易的死亡场域，它揭穿了物体价值的秘密，指出任何拥有某种可交际意义的物质所磨掉的东西：在它自身生殖的无限劳作的程序。须知，如果说生殖活动在某一点上坠落为公式，那是为了再次体验被充实的、多元的和超越疆界的无限性的眩晕，应该一任这种无限性与笔墨在纸上一起流动。因为公式是某种诱饵，它构成某种可以面对镜子并对镜观照的物体。于是，看见之物通过某种必要的反弹，重新熔化了生殖活动，切割它以期改造它，亦即截住它，把它准备成一个新的另外的公式：“（I.8I）一组组分散的根孽，派生出愈来愈多的公式，在作品中到处都有支持、回返、切割和改造的举动。”

这样，公式就是生殖活动所固有的，它是生殖活动的投射和支撑，它的切割和愿望：这些观望的眼睛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它，但是它包含着它们。作为寄存和再次投入，公式是双重劳作：属于自己的无限空间并召唤另一别样的无限，由于作为它们之间的生殖活动的超越场域，这种切割它并要求它的额外之物应该任其发展，它亦将让位于某种新的生殖活动，直至一次新的超越。

我们之所以使用“公式”术语来指示文本所呈现的风貌，也是为了把文本中如实发生的成义程序与数理逻辑的构成活动关联起来，后者第一个标记象征性的各个时期，亦即“宏伟的”历史。这样，文本就可以被视为自然语言中成义过程的种种公式，视为语言织物相继出现的种种改动和融合。对于宏伟历史的构成和变化，这些公式占据着与数理逻辑之各种发现相似的位置，甚至更重要的位置。一个巨大的工作在我们面前展开：找到在过去那些年代里文本如何成为种种思想体系发生变化的媒介，并在意识形态中承载着表意手段的这些熔合，唯独它们与数理逻辑的劳作一起，生产了上述熔合。

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的认识论断裂，语言织物中的这些公式建构活动一直被作为某种外在之再现的文学意识形态所禁锢，但是并没有完全被阻止，那时的修辞学不会其他公式，只能提出初级几何学所概括的那些公式。显然，如今，某种加速发生在象征生产的所有战线上，而文本的记载一次又一次地引入了过去若干世纪中象征史相继实践的东西。马拉美、洛特雷阿蒙、阿尔托（Artaud）等人的建构活动在语言中进行的这些革命，犹如不同标记——如无理数、非实数等——的引入在象征领域所产生的同类革命一样。文本活动中的这些构成性革新应该昭示于天下，以期构成面向某种唯物主义的意指理论的符义分析。

公式也试图把文本与过去人类规范自己行为的那些大的神圣规约联系起来，这些规约在公式—律条的形式下向意识形态颁布着表意手段行而不语的东西。

把基因文本思考为某种公式要求在它那里开辟某种双重的回忆走廊，既面向文本的成义过程在语言中所实践并接合的象征的/数理的程序，也面向饱和宏伟历史每个板块的意识形态的/神秘主义的文献。




（3）在理论言语中拥有何种地位可以通过被结构化的存留（即公式），把某种没有被主体垄断并可包容语言历史性的某种表意生产分离出来呢？显然，正是理论言语的主体穿越陈述文（现象文本）的现象学表面，那是他自己的描述平面，而他并没有找到某种陈述行为（后者仅仅是延迟的陈述文，并因而与陈述文同为现象性质），而是找到了支撑描述性言语本身的意义生成程序。换言之，在某种现象描述中有可能默默无闻的理论言语的主体，继续默默无闻（这种辨认是科学主体的特长，转引自Miller），同时在某种不受客体描述制约的言语中重构自己：这是确立基因文本的言语。文本分解为基因文本和现象文本之举实际上只是理论言语的分解。倘若符号学在谈论现象文本时忘却了它的主体以接受意义生成的某种真相，那么符义分析在重构基因文本时，却占有了这种首要话语及其被遗忘的主体，因而也占有了它自身的言语，自我占有以期再次无视它的主体。然而这种旅程之后，该主体与现象文本层面接受某种真相的主体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第二时段里，发生了某种新事件：主体从他丧失权利之地，通过肯定侵蚀其真实性的东西假装确认自己的真实性：那是他的产生。有关永远躲避、永远被推后之无限双重背景的这种言语实乃第二等级意义上的丧失权利，变成了某种活动主体、不确定主体的基础。通过打碎表意结构及其向意义生成的开放这种自我占有行为，通过从主体丧失权利向着把这种丧失权利置于律条＝愿望位置的过渡，科学言语过渡到理论言语：精神病混进癔症之中
 

[10]



 。

我们尝试在下文中支持这样一种类型的言语，当然这种言语已经被变得完全可能，我们不妨这样说，已经被我们接触的文本即菲力普·索莱尔斯（Phillippe Sollers）的《数论》（Nombres
 ）完全预见到了。因为这是这样一部文本，它的独特性本身要求，在其公式中实践这种生产规律的同时——它的公式就是这种生产的存留——它在自己的叙事中，亦即在某种东西被叙述的层面，再现了理论的、认识论的或哲学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中，被书写的东西都是可以言说的。正是文本的这个层面，保证了言语的覆盖面——证据：正是在这儿，在再现性叙事的不可或缺的这种镜鉴里，正在以凹面曲线建构的东西，理论铆足了劲试图融化它，却徒劳无益。倘若人们接受——我们正是这样做的——“自从历史上可以具体定位的某次决裂开始，把书写变成某种可以用书写本身（在某些条件下，用书写活动）以外的另一途径来研究的对象，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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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承认这一点，那是毫无用处的尝试。

如此确定我们尝试的界限，我们通过这一点而赋予它某种媒介作用，作为再现结束所实践之物（文本）与文本中被保留物（即文本应该再现给社会整体的东西）之间的媒介角色。自从某种无法叙述的梦以来，这种媒介重温了使上述梦活跃起来所必需的叙事。这是文本律条本身所要求的再现性媒介，我们后边将展示，文本远没有把再现超验化，而是把它囊括进来，并在自身之外展望它，以期如此记录下它用以标记意义生成无限性的这种印鉴的相反印鉴，而意义生成的无限性就这样阻止文本湮灭于某种超验之中。



二、表意手段的数字功能：抽象数表意微分



那些拥有所有权力的原子，通过裂变和结合而变形为影子、热能、黑暗和话语。当话语之终极原子——paramanu——的自身权力显现时，它们被某种耦合的努力置于摇晃状态，于是便聚合为云彩。

仅仅为了展示语法的宗旨，语音才拥有了意义。但是那些动词词根等，在孤立状态下，对于日常用法，却没有任何意义……

——巴尔塔里（Bharthari，5

e


 世纪）

数是可用单位衡量的某种多重性。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I》，1057a.

在我这里，无限数不是整数，而无限小数不是量值。我的形而上学把它们驱逐出它的领地。

我把无限小的数量视为有用的虚构。

——莱布尼茨

语言意指的现代科学把承载着某种意义并可以在一结构中与其他成分结合、该结构一劳永逸地赋予它某种意指的实体，作为自己的基础成分。人们希望从语词中看到这个实体，而这就是索绪尔符号理论的起点。今天，结构语义学近乎专断地从一词素内部分离出种种义素，这些义素只是一些“理念”，没有任何物质支撑和其他立足的理由，只有统计担保的说话者的直觉（格雷马斯［Greimas］，佛梯耶［Fottier］）。分配式分析一边在保留语词作为实体的同时，通过考虑语词的语境关系同时也考虑句法而定义它的意义（哈利斯/Harris及其继承者：阿普瑞斯让/Apresjan就谈论“句法的意指”）。但是，在上述两种情况里，语词能指的完整性没有受到置疑：语言意指的任何理论都没有攻击它。

然而，三种相当不同的尝试似乎在分解这种完整性。

第一种尝试是布拉格音位学派（音素学派）的尝试，它超越语词的完整性和表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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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把声音也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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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语词的音响表面只保留了语言中具有区分功能的对立性特征。音位（音素）得以被定义为“语词物象上的语音标记”或者如下：“语言的音位不是声音，而仅仅是汇集在一起的音响特征
 ”（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黑体字为我们所加）。显然，音位学研究没有建立在某种能指理论的基础上，且在它们所处的实践层面，也不瞄准某种意指理论。然而，语词的雾化和语言调查确定以语言中分离出来的音响能指为对象，可以让我们预见到，关于象征运作的某种思想是从那里找到它的起点的。事实上，雅各布森（Jakobson）所建立的音位（音素）与印度语法学家们所谓的“sphota”、而我们定义为音位概念的再界定因素（第二层面的界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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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关系，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的。遗憾的是，音位学的膨胀损害了它的理论深化。人们可以观察到，尤其是在结构主义里，观察到某些音位学原则在意指方面的照搬，这种照搬的先验理念是，意指是独立单位的某种对偶式组合。这种方法从如此构成的场域中排除了作为发展的意指问题，同时也排除了它的再界定问题，并导致了种种“部分”组成某种“整体”的统计性质的和机械性质的意指观：这种观念如今支配着结构语义学并使它在文本面前变得很疲软。

在支配有关意指之言语的实证主义之外，我们对意指的最早认识归功于某种极有分量的贡献，这就是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贡献。拉康试图“展示能指是如何实际进入所指的，亦即以何种形式进入所指，这种形式因为不是非物质化的，就提出了它在现实中的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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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康把字母定义为“具体言语向语言借鉴的物质支撑”，定义为“能指的基本上被区域化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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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康重新激活了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思想（《释梦》［Traumdeutung
 ］），把它激活为字谜和象形文字，他不仅强调能指对意义的“预期”作用，而且全新地界定了表意手段与意义的关系，它们的关系是一种扶持关系（insistance）而非具化关系（con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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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避在能指下面的所指的这种不断提升的结点可能是以字母形式出现的表意文字，或以表意文字形式出现的字母，意即众多表意手段散落在文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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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索绪尔的《易位构词法》（Anagrammes
 ）一书应该置于通过被行动中突出的某种意义所摧毁的某种能指而探寻意指的这些理论之中。似乎在否定他自己的符号理论一样，索绪尔发现了他以为是某个首领或神的名字在文本中的播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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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指的这种作用我们称之为“复量”，它一劳永逸地打碎了语言客体的封闭性，并使它向着我们开始时提到的这种双重背景开放，这就是基因文本的生产。如今，人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索绪尔错误地把专有名词当作复量化的核心而赋予它特殊地位。然而他正是通过这一“错误”而发现了似乎调节任何文本书写的某种律条，我们可以把这个律条定义如下：某种具体的表意功能通过给定之文本能指的全体而膨胀，后者排除作为意指基础单位的符号和语词。复量主义把某种具化为一个或若干个字母（或音素，在这里，它们是区分标记而非表达）的最低表意功能确立为起点。这种功能发展为某种文本节段，对后者而言，句子不是某种界限。在这样一种视野里，不再有“产出”也不再有“表意链条”，因为没有并列出现的种种“单位”。反之，字母成了现象文本给予基因文本的“物质支撑”，或者更上一层楼，成了表意程序的聚焦（“能指的结构基本上被局部化”），成了无限生产得以凸显的表意点。

正是从这一点开始，我们想把我们关于《数论》的言语放在这儿。

自我生产的能指通过穿越和僭越语词和句子、符号和结构而把表意的某种无限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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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书写单位或语音单位。

“表意的无限性”意味着已经记录的或未来的语言结合的所有可能性，诸如不同语言和不同表意实践已经使用的或还将使用的表意手段的无限资源。在这种词义里，“无限”不是一种剥夺性的、否定性的概念（而它在希腊哲学和现代哲学里则是这样的概念，见a-peiron和a-leteia），因为它不是某种缺失，而它什么也不缺少（亚里士多德说：“无限就是永远缺点什么的东西”）。由于这一事实，它在现象文本中物质性地如雨后春笋般成为自己繁殖的轴心。

表意的无限性从中得到凸显的“书写单位或语音单位”，是现象文本中分离出来的最小的表意集。一个“集”要构成，可以拆散语词或者不遵守它的边界，或者囊括两个词素，或者把另一词素破碎为音素，目的在于把它带向某种不确定的意义系，某种不确定的、但却永远可以从不同文本和文化中找到的成义过程。这种表意集呈现为某种“单位”，指示某种不确定性，它更多的是某种显而易见的多元性，因为它被局部化和具体化。在我们思考的这种场域里，我们称作某种“表意集”的东西，不再现某种“本质”或某种所指，而标示着表意无限性的某种多元性的和偶然性的分配。出于这种理由，我们说这种最小表意集拥有某种数字功能，并与象征体系中被指示为“数”的东西相同化。文本没有在符号层面通过反馈到参照物或所指而构成相关物，而是把玩能指的数字功能，它的不同的集都属于数字范畴。这种能指，文本的能指，乃是囊括一切的某种抽象数。

这种同化要求做下述提示：

任何时候，数都被视为结点，那里标示着差异化的、非均质化的无限量。数是科学和神秘的诞生点，是它们的差异点，但有时也是它们的聚合点（毕达哥拉斯、新柏拉图主义、犹太教神秘哲学）。数作为无限中的切口，“聚焦到点上”的某种无限，乃是最早的组织运动，亦即最早的去除标记和排列运动。这种运动与单纯的“表意”不同，我们不妨这样说，它涵盖更广泛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表意”可以被理解并安放在它的位置上。

符义分析就这样进入符号的内部，发现了表示无限量的抽象数，后者安排某具体数（书写符号集和义素集），然后赋予它某种参照系或某种参照义并把它变成符号。标记、结点、安排、指示/指代等，这些就是抽象数的功能。棍棒、切口、绳结、贝壳、果核等，这些就是最初的数（公元前4000年，玛雅人用绳结和绳束来计数）。整理棍棒（公元前3000年，在玛雅人那里，或10个棍棒等于一捆，或20个棍棒等于一捆）已经是对无限量的排列和数字化体系的基础。

从一开始，数就不代表也不意味什么东西。除了模仿（模拟和艺术）和“理念”之外，因而也除了从其形而上学意义上拿来的意指和真实以外，数没有外部，也没有内部。它并非由它之外的其他事物引发、生产、造成。作为展现为有限量之无限，数是指代性质的，它的功能就是指示多元性，把它分而解之（塔拉愚玛拉人计数时一边计数一边示范）。

在数学的演进中，数的概念承受了多重变化（负数、虚拟数、有理数、无理数、伽卢瓦［Galois］的同构群、库默［Kummer］和狄德金［Dedekind］的理想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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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认识论的澄清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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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还要说明的是，我们对数的两个观念很感兴趣，它们对我们现在继续进行的一般思考很有用。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借助主体建构的某种问题性的启示来观照数。数与共相放在同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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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同时又代表着具体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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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非常理想的和主观性的建构，它们将是延续（la durée）的种种方式，条件是延续是主体确定性（有限性）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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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延续有意识的主体，因而也对自身的界限有意识，排列它并因此而到达数字的科学。数作为数学序列里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中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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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使衡量成为可能，统一了方法并建立了代数几何，在那里，整体由所有部分的添加来衡量。至于空间和无限，由于已经被排除出主体并因而也与数无缘，被逐出知性而留给想象，它们被归诸神性，那是主体及其科学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必要的补充。

最初的丧失权利使笛卡尔的思考成为可能，即能指和/或其超越主体运行权的丧失。于是，数字被压缩为某种符号，条件是“事物”与“理念”之间的某种二元对立得到肯定，后者代表前者：理性主义导致了某种“唯物主义”，前提是整体以神为支撑。当然，这种数字“符号”的参照系是括起来的，它的价值被尽量缩小，以至于把它压缩为某种“姿态”而非符号本身，其实质是不具体引述某事物，而是以外在身份喻示。这样，这种笛卡尔的“数字”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意群规律就重温了符号的规律。

于是人们就理解了这种数字符号因为创立了确定性、它是如何创立时间的，如同黑格尔的符号和索绪尔的符号在延续中体验时间一样。数字符号作为把无限空间聚合为延续——主体眼中的确定性——的场域，不啻于确立了时间，因而能够圈定可以度量的某种节奏。它本来是主观性的和临时性的，忘却了这些特点而呈现为表面上必然的结构性：在某整体的范围内，各个部分以线性方式和可调换的方式分布，分析改造为综合，反之亦然。代数几何可以这样来建构，但是空间的分析亦即莱布尼茨通过拒绝笛卡尔而建立的解析几何却不能等。因此我们可以说，结构原则的萌芽是由笛卡尔赋予的，而数字参与了这些结构原则。乔姆斯基可以把他看做一个先驱者：其实，乔姆斯基“生成”了陈述文的说话者主体，该主体与笛卡尔的数字式主体同为一人，笛卡尔的数字式主体为了生存，需要以上帝的名讳把空间和无限置于自身之外。

正是莱布尼茨的微分计算恢复了被取消权利的能指的无限性。他的无限小量把数的无限标志的功能重新赋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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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无限标志的功能构成这种象征元的独特性，并把它变成在科学标记中实现能指所活动的整个空间的标志。无限性隐约显现在认识“主体”的书写文字中并颠覆了后者的基础，直至无视他。象征程序不再是从整体的各个部分中对整体的某种测定。无限标志服从过渡和继续规律：任何东西不等于任何东西，且任何吻合其实都遮蔽着某种无限小的距离。因而它不构成结构，而确立通过近似运算的种种函数、种种关系。这样标记的数（π）与可能表达它的关系集
 之间的某种差距从来不曾填补而永远存在。统一性因而被敲碎。作为统一镜鉴的数字符号被粉碎了，且标记超越它而介入。由此产生并相当于14世纪唯名论者的无限小合成类的微分，不是一个可以添加到其他单位中共同形成整体的单位，而是无限量在封闭陈述文里的滑动本身。

这种滑动让我们面对莱布尼茨著名的继续论：这里的实质不是要填补靠近界限的所有阶段，而仅仅提出了某种过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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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人们不再展示点与点相互连接（度量）的某种延续，而展示某种指示、分解、分析的空间：几何学不再是代数几何，而成了解析几何。

代替把单位组合成某种整体的是，无限能指安置种种微分。笛卡尔的视野远离而去，主体不再是限制能指的某种有限因素，而仅仅是永无限制的能指的一个时刻、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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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也不再是某种整体化，而是某种进取、穷尽的程序，通过这种程序，无限接近某种永远落空的期限。行动中的无限因而无法到达它的全盛状态，而是全盛中缺少某种东西，正是作为否定无限的界限本身缺失着，这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

需要等到20世纪的柯西（Cauchy）和阿贝尔（Abel）等人，界限、聚合等概念才从理论上论证了莱布尼茨的微分概念。如今，康托尔（Cantor）的超限数（le trans-fini）和集论与无限一起活动。然而，我们这里的兴趣点是，缝合基因文本和现象文本的能指的结构性工作，这个兴趣点首先呼唤莱布尼茨的思考，因为是它通过某种有限的标记体系，挽回了无限性。

在莱布尼茨微分概念的启示下，我们上文所谓的能指的数字功能变得更加清晰了。倘若文本的能指是某种囊括性质的抽象数，那么实现它并记录无限抽象数的书写成分或语音成分就可以称作表意微分。与直至现在所考察的所有义素性质不同（所有义素都代表某种语义），本质上变化的、比任何最小固定义素都更小的表意微分，是某种符义分析的无限标记。它的行动区域从语词—符号延伸到无限能指的行动。正是在那里，文本空间，种种关系和过渡的空间而非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发挥着作用；人们无法用某种有条不紊的描述穷尽这种空间，但是它的和谐由“过渡中的某种同样思维的常态”所保证。换言之，成义过程的空间被设想为通过落实表意微分原则而复层决定的某种认识对象，而不是某种结构化的空间。表意微分将以这种方式成为让基因文本进入现象文本、并把表意空间带向语言中的陈述线条的场域。表意微分与符号仅咫尺之遥，但永远保持着它与符号的距离，它在无限表意中将愈来愈远离符号，同时又装出接近符号终极意义的憨象。

其实，无限性的概念也可以很好地应用于某种理性主义类型的语言分析（例如乔姆斯基的无限概念）。符号也可以显现为它所分解和实现的某种无限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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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无限性是一种外在的无限性，更多不确定性而非无限性的某种背景，在这种背景里，确定性得以实现。在迈向这种最初即呈外在性并永远与相关符号分离的无限性的渴望中，符号可以摆脱若干束缚（概念、语法）。它在超现实主义的经验中就是这样运作的：创造新词、自动书写等。语词—符号可以以不确定的方式相互承接并互相扭曲，以期标示，语言是在这样一种无拘无束的理想背景中游泳的，这些符号即从这样的背景中脱颖而出。但是，不管它如何变化，符号都受到了双重的规定：它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固定的，而语言对它的预期性也是确定的。假如我创造了任何语言里都不存在的一个语词或某种建构，且以这样的身份，它们是对任何意义、任何能指的某种挑战，那么我可以写道“不可能事物的不可能性”（Badiou），并以这种举措本身，把我的工作置于语言毫不留情的律条之下，在这里，语言面对的是我强制实行的超现实（超能指）。我把无限的背景如此指示为某种不可能的外在性，不啻于让人们把我的语言读成有限的、封闭的、被界限的语言。这些超现实主义类型的僭越瞄准某种超越物质性的无限性，因为它们超越了语言的真实的能指，就变成了某种编码化的语言体系的内部尺度；封闭的表意语言通过抛弃它们而指示了自己的检查行为，或者换言之，允许某些“僭越性的”（亦即非表意性的）陈述句，以便让人们能够读出它们的非僭越性。

表意微分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它是现在种种能指之无限性的标记（而非外在能指的标记），该标记在由无限性支撑的符号范围内缺少某种位置。任何符号都不能占据这个位置。它在无限大的抽象数的体内找到了它的位置，在这个抽象数的体内，也存在着种种符号之体，但是作为可界定具体位置的子集而非作为思想的初始资料和核心资料。表意微分属于无限数的范围，它们的存在被无限能指概念的引入所论证，这些能指记录在我们称作抽象数的范围内。

如果人们认为可以把表意微分与拉康赋予潜意识里字母机制的作用关联起来，我们提醒大家的是，表意微分的问题性却经常被扼杀，且遭到双重的扼杀。属于某种精神分析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字母机制理性化，具体做法如下：把符号——某种确定的意义——作为通过接近它而达到的界限放置在字母前。另一种也属于某种精神分析类阐释的尝试概括为完全拒绝符号概念，亦即拒绝界限概念，并由此而落脚于拒绝承载着过多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能指。其尝试的每一种都沉浸着某种共同的特殊斥力：避免把被标记物想象为被界定的无限性，而被标记物只是无限性的偶然事故，我们觉得，安排能指的数字功能，亦即安排抽象数（微分记录在抽象数之内）可以克服这些尝试。这种安排不需要相对于作为表意实体的符号而自我论证，而是镌刻在某种新领域，即没有“意味”的能指领域，因为这是无限“表意”的领域。

抽象数并不把能指与所指相分离，而是离不开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它是两者的汇合，因为它标记语言的整个线索。我们不妨这样说，索绪尔以纸张的两面代表符号，在这里，它成了体积，在这种体积里，能指变成了某种所指，反之亦然，以至无穷。须知，置文本于摇摆地位的不是它们的关系，而是从这种空白的和无限成义过程的空间体积向文本中被标记的微分的过渡。某种微分也不区别能指与所指，因为它只是标点无限的记号，是这种语言的一个切口，语言也不再是某种给定的资料，而是“无限组织的某种跳动”：“（2）而我感到自己的沉默落入作为无限组织的某种跳动的核心。”在文本中进入游戏——也进入缘由——的关系不是从一个面到另一个面（Sa-Se）的毗邻关系，或者一个符号到另一符号的毗邻关系，而是无限（能指和所指）与其标记的最小量的关系。这样，表意微分就同时涵盖了“义素”成分和“语音”成分，它们的独特布局，我们不妨说滤网，构成文本
 

[31]



 。

微分是能指和所指的回炉，它变成了自己提供给人们同时阅读的多种功能的熔炉，这些功能包括：

——该语音集或书写符号集可以涵盖的所有意义（它的同音异义词或同形异义词）；

——所有与该集的所指一致的意义（它的近义词）；

——不仅一种既定语言中、而且它作为一个无限点所隶属的所有语言中，这种集的所有同音异义词或同形异义词和所有近义词；

——各种不同神话文集、科学文存、意识形态文存等文存中的所有象征性词义。

在文本发挥作用的这个敏感领域，由于微分这种标记，基因文本得以过渡到现象文本，微分把囊括型空间带向现象文本格式中的陈述线性。

任何表意生产，反理性主义的和反主观主义的表意生产，都在寻找多元能指的这种无限的瞬时性。在这种滑动的路径上，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理想主义的滑动：传统未能排除所指与能指一类二元对立并以物质主义的举动把无限标示为文本中的点，而是把这种无限“悬置”起来，并从象征手段截取下来的某种象征义中去想象它。例如，数的象征主义（犹太教神秘哲学）与诗的密切的互补性。“正是因为对知道有关它的更多情况已经失望，神的纯洁精神才建立了数的神秘学说，它只是一种愚蠢的无知，我们不妨说这是灵魂和诗的愚蠢。灵魂的无法破解的音乐是任何神秘哲学从来不曾有过的深不可测之爱的某种痉挛。而神也不曾经历过。”（阿尔托）由某种无限空白所支撑的某种像内壁一样饱满的确定空间的设置，奠定了理想主义的矩阵，想象投射这种像内壁一样饱满的确定空间：“因为精神如果不是在空白中吮吸，又怎么可能形成呢，它们本身就是这种空白，后者进行它自身的吮吸活动。”（阿尔托）任何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和对某种超验存在的任何理解，都紧扣这种未曾标记的和不曾瞬息实现的虚空—无限—吮吸：“理解就是污染无限，而无限的存在永远只是确定条件下的某种存在。”（阿尔托）

用“存在”打破这种封闭性的布局，用某种延异化的成义过程来充实无限，那就是置于真实—象征—想象的正统教育的三部曲之外，并如此安排囊括型空间，即文本的空间。

《数论》选择了记录在延异化成义过程中的这种无限性作为行动的场域。把数改写为动词界定了文本的宗旨：“保留数的言语标记。”（3.83）阅读《数论》所呈现的困难恰恰就具化为它不断地邀请我们穿越符号以期深入无限微分之特征所积淀的这个领域。文本建立在单位的基础上仅仅是为了标记对它们的穿越：

3.11我应该同时标记我既是众多单位之一、然而同时又是某种无法用数字表述的单位，因为它永不停息地受其自身终结的刺激。

马拉美已经在寻找这个“完美、广阔、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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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语词，它解禁了空间的无限性（广阔）并且在穿透言说语言的平庸性时而引发了意义的生产（天赋）：“若干字词重构了一个完整的、新的、语言所陌生的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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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论》中，作者的方案逐渐清晰，对这种表义工作提纲的追寻变成了主要目标：文本编织没有数字、没有符号的《数论》。

1.85我停下来，我让理应称作我们的思想在各种成分和它们的数量中发展，我让机器面对并分配正在计算和消失的数字，把它们分配到这里的各种物质列和氛围列之中……而我通过计算却越来越浓缩成一团，这种计算比已经树立的数字还要走得更远。

无限文本的拼写和语音数—成分，应该接受为“格调，唯有它在创立连字符”（4.96）。表意数—微分作为无限的“控制、遮蔽原则”。《数论》明确称作“数”并被文本搬上舞台的这些众多的微分，没有位置，也无法确定，它们不以单位的身份存在。

2.62对于我们倍加困难的是，众多点、血管、动脉、数，还不存在于偏僻的深处……

文本运行所实现的对无限能指的这种遮蔽，通过把无限基因文本之多元性瞬息化，而消解了任何唯心主义的投机：“数是唯一还可以被思考为客观的真实”/“数字是理论科学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唯一关系”/“思想本身是客观真实的构成部分”/“数字即震颤的程度”（4.72）。理论的症结在这里从其广度给予了陈述：文本将通过某种成义过程，通过话语、主体、在场和这些概念在形而上学内部所形成的系列这样一种表意程序，确立某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某种无限生成的文本网络将取代唯一的能指。

在把玩表意微分的过程中，文本构成某种空间：“2.70数是空间的某种表达”/“由数字的分级所表达的某种秩序的概念导致了某种空间布局的再现”……

对一文本的任何其他阅读都避开了属于某种囊括式基因文本的独特性：

4.72赋予每种语言其独特风貌的所有特性都可以用数字来表达。（索绪尔）

这种囊括式基因文本可以用某种字母—数字（表意微分）来标记：

2.82……毫无疑问，上苍给予的，不是对文本的注释，而是它的字母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本的数字：这是有待于破解的范式，由种种数字构成的形象，是世界本身。

它不是种种单位相加的结果，而是组织受注册逻辑支配的某种区分场：

3.99它们的基本作用不是允许进行加法运算，而是在它们之间进行对这种或那种组合有效的不同的区分方式。

正是符号被如此分解，并被置于它在无限硕大的基因文本里的子集位置：

4.76……数论的对象就是我们能够在一般情况下和任何安全情况下辨认出形式的符号本身，独立于种种可能影响它们旅程的毫无意义的差异。

文本脱离了单位符号的链条，从无限点中获得了解放：“1. 脱离潮流，我们越过圆点。”

马拉美的数（《骰子一掷消灭不了偶然》）“濒临无限”，“其诞生呈星状”，以虚拟式过去时的形式陈述（“existât-il”“commençât-il”“cessât-il”“se chiffrât-il”“illuminât-il”），后者相当于标示主体在其语言中过渡的这种先将来时，主体通过它而发展并成就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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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美的数，如同他的能指一样，从某种线性的不确定背景中浮现而出：他试图阻止像一劳永逸般完美建构之空间的话语：“唯一的数是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数的。”（op. cit.
 ，p.462）从意识形态的维度看，马拉美的数具有某种外在无限性，它一边指示其作为支撑的某种无限性，同时又与之相分离，它的言谈举止犹如某种幻觉，却对总量整体又有着明显的把握：“他曾经以弥留之际的散乱幻觉以外的其他状态而存在吗……”“总量是明显的，虽然只有一个。”

《数论》所讨论的数字记载在另一领域里，即无限的和被标记的基因文本、无限标记的领域里。以任意字母记载在文本中的各种显性科学定义确定了行将展开的工作场域；这种工作与数在象征体系中的切口本身相吻合，某种客观的数—真实与符号所圈定的无限性的唯一积淀相吻合。（我们后面再回到科学陈述文字的其他功能。）正是在那里，基因文本这种多元的成义过程得以构成，它内在于现在的语言之中，且不能压缩为后者的展现形式。正是在那里，记载着这些表意微分，印度语法学家们将之称作“sphota”，它们远非语言的某种截面或某种截肢，而是把这种使语言无限化的“纷纷扬扬”现象囊括进来。应该像把微分置入叙事那样阅读这些“灰色的圆圈”、这些“颗粒”、这种“种子”——“无限义素中最大和最深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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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元音字母”，它们太经常地以数“行动元”的众多活动者的身份浮现在文本里，并在能指如云的空间里驰骋，最终以种种关注点的形式落脚于陈述文的土壤上：

2. 悬空，混淆在一起，它们像灰色的圆圈那样驰骋，从来不曾听过的呼啸声把白昼包容其间……我们无法说出它们是否已经关闭，在它们的降落中是否所有的技巧真的都已经表演过；我们无法说出是否在它们之间或者是它们的一员，因为回到这个房间，就只能与它们融为一体……地面上的关注点变成了某种深紫色的切口……

3. 而现在有一个声音叙说这事了，而那确实是我的嗓音，从彩色的视野里升起，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种种色彩火辣辣的背景中升起，我听见我的嗓音形成某种流畅的、急促的恳求，其中的元音字母一个接着一个、捆绑得很紧，似乎通过我的呼吸应用于文本。它们的团队直接作用于每个细节，推开那些敌对的成分，形成一个节奏铿锵的链条，某种汇聚和分配角色、费用的幽灵，而这种游戏把我用作众多形象中的一个，很简单，对于它，我就是随手扬起并投出的一粒种子……

如同在希伯来传统那样，元音字母是基因文本这种变奏曲的承载者，基因文本的变奏曲赋予固定和死亡的辅音字母以意义，这里没有嗓音作为某种意义的表达而发挥作用，而是作为这种生成的标志，这种生成使书写中默默无声的线条和圆点在文本中产生（斯皮诺萨说：“元音是字母的灵魂”）。元音是“表意微分”行动元的又一位演员。

3. 插入独立记录中的字母——没有这些字母，独立记录就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密不透风的、无法解读的——的高嗓门，如此允许我通过颠倒我作为对象的活动程序而重新回来的原子活动，我在飞行中改变其微妙权利的发布和投射，这一切都开启了遥远和外在，而我再次看到声音深入紫色天空直至眼底的过程。

变成以元音字母为典范的表意微分的书写成分或语音成分，可以颠倒再现与交际（“发布”“投射”）的关系并向抽象数—无限空间式的基因文本开放（“遥远”“外在”“紫色天空”）；同时，表意微分还向某种“记录”一成不变的和无法解读的密不透风性增加抽象数的断断续续的连续性（“微妙权利”）。

让我们更切近地考察《数论》的这第三个节段，它不仅阐明了表意微分的作用，而且在它的文本编织本身实现了我们称之为基因文本的数字功能（希腊语中“数字”=布置、安排；我们提醒大家：“计划”［Programme］亦即“文本今后反馈到某种书写问题并不表达但却布置的功能”）。

如果语词没有首先成为（听觉的）对象，那么意义就没有昭明。并非仅仅因为它们的存在，即使这些语词自身在并未被感知的前提下，它们能够昭明自己的意义（Bhartrhari）。

该节段让法语语言的五个基本的元音字母发挥作用，这五个字母是：I-E-O-U-A，它们作为基础语调互相交叉、打断、接续，直至节段的结尾。

例如A，平淡的元音字母，梵语里的基础音，在开头的重读音节里做记号：voix［VWA］，cela，voix，s'élevant［selvã］，brulant［brjulã］。第一个音，形体向外界的开放——成义过程，基因文本——（“A”在希伯来语里称作“pathagh”，意味着“开放”的意思），在倒数第二节段充任重复了三遍的这种彼岸世界不可更改的决断的标记：在再现的彼岸，形而上学脑袋的彼岸，商品社会的彼岸，这三个空间都被承载它们并被抽象数所开启的同一能指的裂痕戳破了底：

3.99显然，这些计划和这些迎风招展的旗帜，这些硕大的旗帜在尚未喘息的、未来的空气中飘扬并指示着新的荧屏、新的课桌和无始无终的新文本，网络、链接、在人的形式中错综复杂交织的线索犹如一件在白色中分解的潜水服，原地不动的旋转速度、消失速度、跳出标示范围的速度，并直率指出应持的态势以及像某种A一样毫不动摇地想着：彼岸，彼岸，彼岸……

我也一样，这是世界上难以理解的一件事。

也超越今后承载着我们同时又把我们消耗殆尽之物的历史，这些物质就是：碎片，比骨头更准确的片段、粒子、动作、宇宙等。

第三节段的“A”之后，I/E/JU里的一段把我们带向O : vision，coloré，fond
 。E混杂在若干I与JU之间，它统摄着句子，然后任其被U所关闭：j'entendais
 ，voyelles
 ，suivaient
 ，s'échangeaient
 ，paraissaient
 ，tex
 te，travers
 ，sou
 ffle。

辅音字母也逃避不了这种规则有序的安排：fl
 uide一定要求souffle
 ；请注意在第二个句子里r
 、-rp
 、-rs
 、-rt
 、-dstr
 、-tr
 、-gr
 、-dr
 、-ctr
 等的堆积（repoussait
 ，rassemblait
 ，rythmé
 ，directement
 ，spectre
 ，distribuait
 ，figure
 ，autre
 ，grain
 ），它们通过在能指里表达所指里“对立成分”的这种“碰撞”而再次奠定了能指和所指；还是在第二句里，请注意音组-pl、-bl
 （rassem
 blaient
 ，em
 ployait
 ，sim
 plement
 ）与上句里Fluide
 、souffle的关联情况。

直至这个节段的结尾，应该侧耳聆听字母的“重读”情况并一任它们的运行牵着鼻子走，以期发现，它们的空间微分角色把它们在文本中的定位与绘画中颜色的定位联姻起来：“空间的震颤程度”——数字。然而变成色彩的声音对文本给予另一种开拓——“元音字母的十四行诗”在路线的这个地方出现了，即嗓音从彩色的视界升起，使人想起东方和美洲的宗教以及它们对五颜六色听力的暗示。表意微分就这样把这种其他言语的无限性带入了注册的格式中。而不仅仅是现时的这些言语：

I.17 如果我们仅提及正在发生的不计其数的叙事，我身处的环境自然是无法填满的……

然而，尤其是所有“穿越现在正活着的全体居民”的故事和所有先于它们的故事（I.17）。当阅读重构基因文本的这个深渊时，图书馆拐弯抹角地参与了。在马拉美看来，这种昭告基因文本的工作呈现为某种批评义务，某种考古学，某种回顾展：“当任何创新停息之后，我们这个世纪的批评角色就是收集常见形式以及每个民族和每个时代的幻想所产生的奇异形式……一切都是回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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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论》一书中，这种发现踪迹的工作发生在它驱逐作为神学单位之在场意义的场域面前：基因文本大量地进入格式消解了任何可能呈现的表面思想，而这是因为对于一个想抓住某种传达而来的信息的听者而言，《数论》的这些凝练的公式不再现任何东西，因为不可能从中获得信息，因为它们唤醒了对成义过程的无限回忆。一条律令被书写下来：基因文本之无限性的恢复要求在场意义的湮灭作为不可分割的先决条件，并引发这种现象，作为不可或缺的即时效果，然后在它的场域和位置上，记述历史，不再“回顾”或重构“历史奇观”的主导“线索”，而是史诗般的文本历史，在“不计其数的正在发生的叙事中”沸腾的多元性成义过程。史诗般基因文本对现成意义的这种消解构成我们文化被呼唤在其各种最极端产品中所体验的巨大活动，这些产品超越文化的根源寻求上述活动：“某种第二等级的磨难穿越这个时代的所有居民。”

“声音”一词是这个节段的开场白，如果人们想从中读出某种表意微分，而非把它静止在某个符号里，那么人们就被带入首先解读分析术语学如今所谓的“能指”、而（像《吠陀》一类）圣歌则在“声”“话”“声音”的名义下庆贺为某种魔力的东西。“声音”一词在节段里被多次重复，在“fluide”“voyelle”“vocal”“vol”“ondulation”“note”等词里发挥强调作用。字母“v”经常被邻近的“v”或“f”所强化。例如仅在第一句里，就有：voix，s'élevant，vision，fond，fluide，voyelle，suivant，travers，souffle等词。稍远一点，“voix”就更分散了，而各种表意微分给出了“vol”“vois”“pouvoir”“ciel violet”（cf. plus haut，p.27）等语词。然而还有“violé”“viol”（3.55 ...“et c'était，après ce retournement et ce viol，l'étendue elle-même qui semblait se vivre dans sa lenteur”）；同样还有（文本里缺失的）“voile”“voilé”：voile déchiré par un viol violet qui retrouve la voix au-delà de la surface voilée
 

[37]



 ；以及viole——instrument de musique évoquant la voix（让人想起声音的乐器）……被微分化的基因文本掉进了基因文本之公式的深渊。元音字母的十四行诗可以置于无限生产与公式之间的过滤网的位置。请注意，整个句子都保持O/U音符：atome，opération，objet，é　　mission，projection，retourné，vol，pouvoir，tout，ouvrait，lointain，dehors，revois，son，violet，jusqu'au fond des yeux。请随后回顾兰波的诗句：“O，oméga rayon violet de ses yeux”。那么您就接近了对下列句子的阅读：“je revois les sons pénétrer le ciel violet jusqu'au fond des yeux”。如果说《数论》的上述句子被兰波的诗句所“过滤”，但却既不是兰波诗句的复制品，也不是对它的颠覆。它是同一语言中的他者。因为它标志着摆脱了一首诗作的预见行为和构词行为所深入其中的时代和主观组合之后的某种冷静的发现，以期重新找到文本的这种没有信息的表面，这样的文本不意味任何东西，因为它表述了所有可以在主观性文学之滤网彼岸（在兰波的具体情况下）讲述的东西。

人们会发现，我们所建议的对《数论》一书的解读，是通过任何确定所指都不会采纳的某种跳跃而实现的理性的强制性获取。意指产生于语音的组合，它是由种种语音应和的表格式网络产生的。准确地说，在基因文本无限性的某种关联程序中，没有任何东西，确定语义单位的缺失，生产着意义。某种网络位于无限性与现成意义之间：某种表意微分的网络。对于某种笛卡尔式的理性而言，上述强制性获取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恰恰设置了在能指无限性中不生产任何东西的基因文本、从这种基因文本向这里确立的、形成的、格式化的符号的某种跳跃。（我们稍后将回到这种被粉碎的生产的拓扑学。）下面是阿尔托（Artaud）之所以认为这种活动困难的原因，在思想领域，当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把多元性压缩为唯一之“我”的统一性而扼杀了多元性，正是文本通过重新开拓这种多元性而承担了上述困难的活动：

某种虚无经由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的音乐的无限性、具体性和瞬时性的通过而化解为无限，

因为人们受到音节音响的震撼然后才理解它们的意义，

美妙的音乐，这即是说，不管人们把它想象得多么美妙，不管人们以为它有多么美妙，人们多么期望成为它的儿子，生育它的儿子，因为它的在场意味着、象征着从零开始的创造的形象本身，在没有声音的虚无中，然后有了声音，因为在虚无和一无所有的形象下，它依然回响，而一切似乎都诞生于虚无，而在一无所有的地方，首先有声音，而声音还是可以诞生的，而这也是和谐的形象和万事万物的创造皆依赖的数字的形象。

在马拉美那里，有着某种超验诗和诗本身的伦理学。然而，显而易见和绝对清醒以及有意向性的思想是，若干具体真实仍然互相支持并同时被提及。（约1933年）

“火辣辣的色彩背景”是在这个第三节段里引导我们的另一公式，如果没有基因文本之无限性的到来，这种公式的产生，亦即它的文本价值，就是无法解读的，在现在的记述中这种双重背景是理应实现的。这种双重背景“躲开了”“发布”和“投射”实现的“表层”，在表层，形体变成了“面孔”，且“时间”也在表面发生：请注意“火辣辣的色彩背景”“眼底”和节段结尾接用了几乎与“火辣辣的色彩背景”相同的“火辣辣的空气背景”这几个用法的重复。如果我们把“brul-”读作表意微分，那么我们就会关注到《数论》中这个熔炼能指和所指的微分的顽固在场：文本由“...le papier brûlait”（纸燃烧着）开始并经常提供“feu”（加上它的中文象形字“火”，I.61）、“rouge”（红色的）、“lumière”（光亮）等；3.55节段犹如节段3的回声，在这个节段里，同样的微分坚持出现：“太阳”“火灾”“我这里称作斗争的东西”……这种“燃烧”的网络不是某种装饰，它反馈到某种传统，后者把语言中表意过程的生发设想为“某种火与光”，例如众多传统中的吠陀传统。这种价值与吠陀文本里“cit-”和“dhi-”词根的价值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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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ent les strophes”、重复虔诚之人“brûle pour Agni”“allume les paroles”“brûlent les mondes”等格式在这类歌中很常见。一个梵语语词“arkà”反映了光明和颂歌的这种安排，这种安排在《数论》里变成了光明和文本格式化的安排：“arkà”同时意味着光明和歌。一直朝着同一方向，亦即把象征程序与火的某种消耗相同化，印度宗教区分“生的、生涩的”与“煮熟的、熟练的”：amà指没有一技之长的生手，其形体没有受过锻炼（ātaptatanūb），至于śrtà
 则指那些达到他们的（诗学）目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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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ni的著名语言是“捕捉和吞噬的烈焰”（II.31，3）；吠陀也谈论Agni的“破坏性语言”。L·罗努（L. Renou）强调说，这里确实指的是“神自身的语言，而非人间官员的语言”。

因此，我们可以说，“火”“烈焰”“燃烧”等在叙事中代表吸收主体形体在内的成义过程的熔炉本身，在那里，各种差异，《数论》提到的这些“对立成分”，元音字母的这种“流动的、急促的恳求”（de même 3.55“conjuration pressante，où les voyelles se suivaient”）的分配和熔炼发生了，任何主体都缺失于元音字母的这种“急促的恳求”，因为他无法自我构成：“且这种游戏把我当作众多形象之一来使用，对它而言，我只是一粒捡起并投放出去的种子。”这里还有一种跳跃：我们将发现这些敌对的成分以ari-（不利的）名义出现在《吠陀》中，它们是诗歌工作的内部敌人，诗歌工作把文本场域变成力量的某种考验，某种武装力量的战斗，某种竞争（X，79，3）。这种生死决斗、解构和重构的场域是符义生产最隐蔽的场域，科学很难到达它，而它却不断地吸引着意识形态（宗教）：“3.55 ……与其颠覆、生成跳跃的斗争……”“3.19愈来愈变异、变酸的这些材料，不停息地吞噬它自身的火焰……”它与冶炼术界定为金属和元素的再处理火种是同一种火，与吸引浮士德和歌德（Goethe）的火种是同一种火。

穿越“歌”之前这种高温生产的区域导致了光明与昏暗、知识与愚昧、高雅与低俗、生与死、诗与“疯癫”之间的某种矛盾：“这是两种看不见的功能：我们走在一条白茫茫的大路上，夜幕降临了”，并向“明晃晃的大气氛围”即晨曦开放。首先，第一节里已经一再出现的“air”的重读，给文本中重新引入了某种不同于刚刚跨越的熔炉空间的空间。这是一种氛围（人们呼吸的空气［air］）的区域（场域［aire］）、音乐区域（音乐的乐曲［air］）、某种容器、某种鸟巢、某种风向（aire）、时间（ère）中的某种行进（erre）、一只小鹿（un hère）、某种“印象”等。时间和物质结构的产生是封闭的；我们在此岸，“犹如锁上的弹簧跳了，似乎某种树根被拔起”（3.55），在时间中观看和聆听生产者作为某种馈赠所带来的他的产品。一种结果：某种气流在闪光。这也是晨曦、光明，梵语颂歌的Usas长时间地歌唱“照亮人和万物的光明原则”（śukrásadman的座位放射着光芒，Ⅵ，47，5）。这种晨曦之光与理性的烛光没有任何关系。Usas是任意面积——形体面积或理性面积——之某种消费的产品，它在梵语中意味着善、馈赠、财富、享受品，然而也意味着生命的延续和陨落，甚至意味着诗的天赋。对于神圣的诗人而言，财富就是某种光明，因此经常出现citrà
 这个形容词。这种光明是及物的、照射的，它结束了黑暗（“黑夜”）和敌对性。它叙述公式，亦即跨越这个恳求性生产区域之后已经由某主体承担的话语的产品，而在这种剩余里没有他的地位。这种剩余，这种无限性一旦被吸收进公式，基因文本就变成了某种享受品，某种馈赠，它也服务于交际，因为它将照射其他人和物。享受变成了客体，“汇聚并分配角色的精灵”变成了某种天赋：“人们本来应该相信，一切都是可以听到的，一切都是相通的”（3），这就是说，一切都可以心灵沟通，拥有某种感官，并互相交际。人们“本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如果我们远离（符义的）生产，如果我们拒绝阅读幻想中可以交际的公式，上述条件式过去时隐秘地把它撕裂为无限基因文本的某种标示。但是，如果说现象文本这种“闪光点”是某种馈赠，它也是祭品：某种缓慢和庄严陪伴着它，而那些被分解的碎片参与了缓慢和庄严。在这种礼仪时刻，形体的劳动被牺牲，而献给了面孔（“我自身的身体变成了面孔”），生产被“产品”所取代。马尼卡神话和伊朗神话中的晨曦、“晨曦的柱状物”“光亮”“赞美柱”“晨曦的光明”指示着同样的分裂功能、照射功能，那是从拔除形体到智慧的一个过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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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而，我们从“光明”的这种频现中，从现象文本里应该阅读的，即所谓的诗的工作是与祭祀仪式密切关联的：诗作是某种馈赠，它牺牲了提供馈赠的人，这种行为产生了赠品并吁请接受者不要把馈赠作为享受品来接受，而是要在多元性中重构这种产生赠品的行为，而多元性本身被物品的流程牺牲了。吠陀的公式就是由此而来：“Usas是祭祀活动的标准”“Usas导向祭祀”等，与所有赞美晨曦的颂歌的方向导向礼仪。在这些颂歌里，晨曦也被视为神圣乳牛的奶汁，这就把叙事保持在生产之后的公式范围、格式化范围。在吠陀文本的其他地方，永远表述着同样的意义，光明是位年轻女性，她发现了自己胸脯的魅力；她拥有女性的所有形容语：妻子、情人、经常与其兄长发生性关系并因此而组成乱伦夫妻晨曦—黑夜，他们的形象与希腊神话中乱伦夫妻的形象相对立，希腊神话中乱伦夫妻里的父亲以母亲的形体包装自己，因为这种形象与天地的父系配偶关系相对立。我们在《数论》一书中也发现了晨曦—黑夜的这种配偶关系：“我们走在一条白晃晃的大路上，黑夜降临了。”我们是否应该相信，现代书写的整整一种潮流都记录在晨曦—黑夜这两者的标志下，并以同一举措消除了说话者主体和线性意指的面容，如同消除了从一而终的性属关系一样，以期从并非母亲、而是唯一极端叛逆的妹妹形象的探索中找到根本的多元性吗？从洛特雷阿蒙的神秘的书名《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
 ）同时读出某种“晨曦之痛”（un“mal d'aurore”），亦即某种祭祀、作为诗之馈赠的某种晨曦之痛和某种“晨曦的男性”（un mâle d'aurore）——男性与晨曦之歌的享受性联姻，唯有晨曦之歌能使他避免雄性之间的柏拉图式友情（“……上帝让一位同性恋者走了进来”）和/或母亲身体的家庭式崇高化，是否过于冒险呢？Aurélia
 离此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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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马拉美面对晶莹晰透的宝石、首饰而赞叹不已时，他也触及了同样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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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们也可以把《数论》第三节段对“brillant”的重读解读为某种“晶莹晰透”之物：我们在书的结尾发现了这种宝石，作为多重的、被燃烧的、深邃的空间文本的形象：“……不是石块的石块，横向多棱角，清澈晰透，饱满，被打磨过，火辣辣的，拒绝封闭在自己的立方和它的深度之中。”

我们不妨概括如下：歌声、文本的喷涌之地因而是某种过渡之地：“3.55 ……在水泥与水之间，基础推进与已浇灌网络之间……”问题是要跨越理性生产的面积，并且在不垮塌的前提下，从一首歌开始，后者是某种隐性体积中的显性之物，在隐性体积里，基因问题的无限性展开、解体、延异，这种无限性就是歌声的效果和原因。问题就是要穿越某种墙壁，即建立理念的柏拉图洞穴的墙壁，生产之语言—矩阵、知识和真实的墙壁，以期战胜它，违反它。“3.55犹如锁上的弹簧跳了，似乎某种树根被拔起，而这是发生在这种逆转和这种违反之后……”阻止某种穹隆重新封闭起来——形而上学洞穴的穹隆——，并且在积极分配能指的无限性时超越上述穹隆。这种从穹隆看来隐性的工作是唯一能够第一次把这种穹隆变成显性之物。这种工作第一次把上述穹隆指示为某种封闭性，把它的界限和它的确定性赋予它。因而，文本在停留在现在语言的同时，需要穿越语言—符号的墙壁，唯有它能够揭示这种语言壁垒极其隐蔽的外部性。它穿越语言壁垒的目的就是为了燃烧它，并阻止它成为密封的面积或者自我封闭在某种穹隆中。从来不曾外在于壁垒，但是在超越壁垒的这种永远和永恒中，洞穴显露出来。那么，自穹隆起，貌似某种揭示的东西，仅仅呈现为某种偶然事件，“倘若从更高处观望，然而也从更近处即成员身边细查，通过不可能理解的这种新冒出来的体积，这种走向封闭性、且至今一直看不见的穹隆的彼岸”。

基因文本之种种公式的这种浮现将在整部“书”中发力，书这个字应该加引号，因为这确实是一部无始无终的书（“无始”是因为它追求另一部书：戏文；“无终”是因为悬置在握笔之手停留的地方）。节段3仅概括了这种浮现，其他阶段行将接用、演奏、扩展上述浮现。正是在这个节段里，在火过渡为光明的地方，在多元成义过程的种种碰撞渐趋明显、让文本成为其前这种燃烧的某种存留脱胎而出的地方，元音字母的某种标记出现了，这种标记不含意义因为无限生产意义的缘故：I-O-U-I-A-I。而正是在那儿，“临近结尾，接近最后一个长时间使用的标记（I）的结束处”——我们最后一次重温元音字母的十四行诗：“红色的i”，尚带着燃烧炽热的“i”——，第一个中文象形字“異”字出现了。一段停息、沉默、空白中断了被标记的微分。空白空间因而被发现并继而记载在成义过程中。空白空间并非因此而一无所有，因为它也是微分努力引归的被标记、可以标记、不断异化并黏附在其他意义上的这种无限。基因文本就是这样被决定性地扩展的，因为彻底不同于法语的另一种语言就在这种扩展中确立。读者面对一种陌生的书写文字，它把他突然带离他所熟悉的信息体系的元音范畴，在这一体系中，赋予词素单一意义的做法阻止了某种文本化的阅读和对这种双重语境的反馈，即节段开始指出的这种“燃烧”语境和象形文字现在发力的语境本身。如果我们把这个“I”（无限空缺意义的公式I-O-U-I-A-I停留在它那儿）解读为某种表意微分，它自然可以应用于全部现存语言的众多其他成分。须知，文本把这种整体性组织为一个点上的无限性，并因此，为了刻画（为了显示其分量）其运作的独特性，它选择某种书写形式，这种书写形式的规律与它的规律最接近，这就是中文的象形字。事实上，中文里的表意微分“I”可以应用于整整一种多义的机器，后者本身就是一部文本。其实，这个“I”可以写作“異”，表示“不同”，但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半部意味着田野，下半部意味着一起，它还蕴涵着“一个人举起双臂自我保护”或者“做出某种尊敬的姿势”。《数论》的宗旨不是追踪这种冶炼过程如何从“田野”“共同”“有礼貌之人和自我保护之人”演变到“相异”的漫长征途。它的宗旨当然是，通过一种在“自我中心主义的”读者看来空洞的微分、即这次通过非表意但却具有多重意蕴的象形字所澄清并具化的某种微分，标示某种毗邻的和线性的阅读与某种微分阅读的断裂，亦即“言说”表面与文本产生的这种立体式熔炉之间的断裂。人们稍后将在《数论》中读到一段空白文本（2.88），因为它记载了无限的空白空间。中文象形字“课文”（即现在人们常用的“文本”——译者注）已经表示，要想写成一封信，语言里的组织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课文”一词的“课”字由“言”字旁和“果”字组合而成，加上汉字“文”才构成“课文”。另外，数字中的第一个象形字所捆绑的这个音可以表示“一”，写成一横，它是无限成义过程中的第一个切口。而我们稍后还会读到：“3.55 ……与唯一的一个清音符号捆绑在一起，只有一横这一个笔画……”这是对文本程序之生成的描述。

在文本中，一个象形字多次出现，以期把现象文本颠覆为基因文本，在基因文本中，能指的数字游戏大量展开。我们上文里界定的这种囊括式的数字功能与象形运行合为一体。格拉内（Granet）强调了他称为“中国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即对数字符号组合象征的极其尊重，但对任何数量观念的极端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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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数量性质，但指示无限中的某种确定性差异，并因此而具有排列功能、节奏性和组合功能，比零少因为没有意义，但却比无限多，因为可以标示所有的区划、节奏的所有递增、和谐，中文的数字不是一种数量词。数量词是用来计量的，至于数字的名称是赋予“那些循环性符号的，它们的发明并非为了指示等级，而是为了指示能够更多展现各种安排而非展现各种整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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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宇宙论中的这些“数字”与我们上边所定位的微分游移于相同的思想区域：象形字在有关语言的这种实践中所强调的某种空间，它并不查禁产生某种无限的事实。

于是，文本就是某种链接合页，它把一种空间与另一空间相区别和相连接，前者是数的空间，后者是语言符号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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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把生产一点一点地运向他处，把生产过程运向公式化的结果中。

“4.48由于问题如下：如何一点一点地把一个空间改造成另一空间，把未完成过去词改造成现在词，且自我如何融入这种死亡……接触粒子能量、生产和消解层面”……在这一点上，不再有任何语词的位置，因为这是“无需努力而到处散布的无限”，“虚无——火花——点——声音——微光——种子”（4.56），“这种现象曾经被称作‘神圣’‘谜’‘秘密’”（4.56）。



三、作为语义单位的句子、名字性语句、作为文本单位的表意复合体



日常用法（外在用法）中，话语的交流建立在语词的基础上，因为它们到处传播且使用起来很方便，语法仅仅从分离形态下确立它们，这是出于语法活动的缘故。（然而）并非通过与外在用法相关的意义（语词）之间的连接，人们才获得了某种可靠的认识。因此，句子之外的任何其他东西都非内在性地——alaukika——存在。

——巴尔特拉里

甚至已经扩展的句法的这些模式，一个很小的数字就概括了它们……

——马拉美

（3.3）只有命题有某种意义；只有在命题的语境中，一个语词才有意指。（3.318）像弗雷格（Frege）和拉塞尔（Russel）一样，我把命题设想为它所包含的种种表达的某种功能。

——维特根斯坦

在语词的此岸和彼岸，微分编织着文本，对于我们而言，文本回应微分的基本单位可能是句子。“作为不确定的、无穷变化的创造物，句子是行动中的语言的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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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摆脱了符号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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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作为语义功能，不是可以分解为词汇单位、语义单位或语法单位的某种整体。它是某种过程、某种行动，意义通过这种行动而成形；因此，它不能压缩为所表达语词之意义的某种堆积；从支撑它的生产程序的视点看，它是可解读的，而生产程序的阅读既可以让语言跌跌撞撞地迈向它的古风，同时也迈向如今在双重背景中、在这种生产中复制它的东西，这种生产是其自身原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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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一种视文本的各种大单位为某种过程、展现为某种公式的意指观中，承认意义是单位（义素）之某种整体、某种结构语义学的计划本身在何种程度上是机械主义的并且停留在文本的工作之外，这一点变得很清楚。

被设想为语言唯一真实和/或意义产生场所的句子，展现了基因文本的这种无限性，语言在基因文本中诞生和发展。为了突出所有“大单位”（言语）固有的这种功能，我们将探索那些单位中一些单位的独特性，它们在呈现为“句子”——因为它们指示某种已经结束（完成）的断定——的同时，更加明显地标示它们作为语言片断属于成义过程无限生产程序的属性。我们把文本中这类大的单位叫做表意组。于是，表意组将有三方面的特征：（1）它是两次停顿之间的产物；（2）呈半结束、半停顿式的起伏状；（3）它与下面其他表意组的联结不是串联的方式，而仅仅是贴合的方式（用“使用”一词的逻辑意义），以期构成文本。

《数论》就是由这样一些文本组构成的。它们是声音两次停顿之间的标示，对它们的阅读就要求某种半结束的语调，这种语调由每个表意组结尾（它不是结束）的省略号明确指示。在《数论》里没有句号，或者在句号存在的极少情况下，它标示表意组下面的子集（当文本刚刚组成时的第一节段和第二节段；3.31节段的开始，等等）。每个节段后面都有一个横杠，它应该读作突出的省略号或连续的省略号，表示节段的未结束状态。这样，省略号和横杠就切割了文本，它们不是把句子联结在一起，而是把表意组切割为各自密封的板块，板块之间无“交配”式地切合在一起。

我们把表意组与命题相区分，下面的话既是设置亦是对该设置的初步论证：即设置表意组是现象文本的最小单位（或者叫做最小陈述节），而命题是交际性言语的最小单位。

表意组是一种句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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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一个修饰语（modifiant M

a


 ）和一个被修饰语（modifié M

e


 ）组成，后者是表意组的构成成分。所谓构成成分的意思是说，它在整个文本里发挥词组的句法功能。我们不妨这样说，表意组把自己的已确定成分伸向文本总体，并获得类似于从句的句法功能。然而，在一文学文本里，该从句的主句经常可以是缺失的，使得类似于从句且其主句缺失的表意组，犹如依附在尚处于空白状态、暂时缺失、有待生产的无限表意手段之上，由阅读文本的人去生产。这样，我们就可以说，马拉美的《骰子一掷》就是由这样一些表意组构成的，它们永远不限于被限定的固定的命题，而是被“别”在纸页的空白处，这些表意组由一个被修饰语（modifié M

e


 ）构成，后者停留在空白的边缘，尚未获得某种修饰语以便把它固定在那里。

Uucoup
 de dés


M

e


 　　　　M

a




Jamais

　　　　　　　M

e


 　　　　　M

a




Quand bien même lancé dans des circonstances éternelles


M

e


 　　　　　M

a




du fond d'un naufrage


……

从句法上说，被修饰语的角色可以由一个名词来承担，后者要求一个形容词或者一个带副词的动词作修饰语，或者某种间接情况下由某种修正的动词或者某种介词技巧作修饰语。须知，当句法组变成某种自立的表意组即现象文本的最小单位时，上述这些类型会受到干扰。修饰成分可能躲开自己的谓语功能且只剩下了某种限定功能，这种限定功能任由被限定成分所吸收；谓语功能随着下述重要结果而烟消云散，重要结果是，这样获得的表意组既不再标示时态，也不再标示主语和任何其他言语类型；于是修饰语和被修饰语变成了“名词化”形式。被修饰语经常由一个名词、形容词或名词形式或动词的形容词形式如现在分词、过去分词或原形动词来承担。倘若一个表意组把人称动词当作被修饰语来使用，它所承载的临时性价值明显不同于它在一个句子里所承担的价值（我们将在《数论》的未完成过去时和现在时的使用中看到这一点）：它不规定任何人并置身于时间线索之外。

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即表意组拥有三重功能：

（1）聚合功能：它的被修饰语和修饰语在一定语言里构成某种正常的和稳定的语法结构，借助于某种规定词类（根据语言和具体情况使用词形变化、介词等），后者在修饰语/被修饰语的现象文本层面，恢复修饰语/被修饰语的语法关系。

（2）超级断定功能：表意组从能指中肯定自身标记的真实性。

（3）无限化功能。相对于前两个功能，这是某种附加功能。无限化意味着表意组从其现在存在形态中抽出其标记，通过名词化形式，将该标记置于多元的成义过程之中。

相反，对于副词而言，修饰语在文本整体中代表了最小断定陈述文（陈述语）的角色。那么，命题的构成成分是修饰语亦即谓语。在这种情况下，修饰语即使没有动词形式，也拥有谓语功能。

如果动词或系词被省略，那么人们就得到了一个名词性句子，它拥有句子（本弗尼斯特意义上的联结句或断定句）的所有功能，然而还通过它的超时间和超主语（时间外和主语外）功能与表意组关联起来。尽管如此，名词性句子依然是一个句子，亦即它的构成成分是修饰语（名词或动词），而以被修饰语为成分的表意组，却是某种无限的断定。

表意组与句子的这种区分的技术性有可能遮蔽认识论方面的结果，因而得出这种区分的理论结论是很重要的。




修饰语/被修饰语⇒修饰语（限定词）/被修饰语（名词≡被修饰语（名词）……∞




被修饰语/修饰语⇒被修饰语（主语）/修饰语（谓语）≡主谓句

首先，我们建立这样的观点，即并非像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所肯定的那样，主谓句不是象征运行必不可少的基本结构，象征运行可以以（名词）被修饰语作为基础魔方而产生……正如其名称（praedicatum，de praedico）所指示的那样，谓语结构面向公众言说，把某物宣示为、发布为某客体；谓语是被陈述之物、被宣示、庆祝之物，换言之，在公众陈述文的礼仪中是被精神化的东西。

没有礼仪，甚至在能指产生而礼仪随后说教的地方，表意组展现了象征程序的另一阶段。这种象征程序可以视为基因文本中发生的意指类型生成的一个阶段，而主谓结构只是这种生成的交际性结局，它提供了任何把一个名词与其表语或其过程相分离的思想的核心。我们特别指出，正是种种表意组建立了文本的实践，而我们在某些像汉字一样的象形文字和语言中找到的正是这种相同的组织类型。这大概部分上就是汉字在《数论》中涌现的原因。

我们刚刚建立的区别把我们带向的第二个结论是，躲开谓语结构的表意组和由它调节的所有符号实践都摆脱了把“某物”陈述为某“客体”的做法，而建立为某种取之不竭的领域，该领域由脱节和组合活动的“地质层”构成，这些活动从它们的标记的无限性和严谨性中不断探索。意思是说，以表意组为基础的这种成义过程的领域，在语言中出现的同时，不陈述任何东西，而是在自己的踪迹上不断生产，在它的踪迹上，各种语词乃是相互切合的各种集的种种标示。因而没有外部性、但处于其差异永远不断发起的生成过程之中的这样描述的领域，就相当于形式科学—数学科学的非人性。事实上，倘若文学一直是令人羞惭的意识形态，那么像我们刚刚指出的那样，自从它被以另类方式思维，具体言之即从洛特雷阿蒙-马拉美的决裂开始，就出现了文本实践是某种穿越之旅、在这种意义上也就外在于意识形态的现象。而这种决裂让读者们以不同于过去众多文本之“文学”的方式去阅读……

这些表意组呈现为种种忘却了主句、自己变成独立句的从句。在指示缺失者（它们是缺失者摔下的东西）的省略号之后，一个副词或连词把这类从句引导出来：

2.30 ……犹如
 我们承受了某场爆炸的后果，这场爆炸的场面仅以片断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

……还有多少
 其他活活被开肚挖肠的人，性器官被割掉，眼睛被挖掉……

……还不算世界上那些相信另一世界的白人居民……

在另一些地方，表意组是种种名词罗列的系列（“1.29 ……运河的褶皱，皱纹，体积，言语……”），有时一个动词应用于这些系列之中（“1.29 ……不仅‘我’和‘我的一生’——日子、路程、劳作，这些永远都在声音中、在味道中被预感到了，从严寒到炎夏，从混凝土到大海，从云彩到地垄，这些都留在我的大脑保存下来的踪迹里 ……”），然而服从于限定表意组的名词（在“我的大脑所保留的踪迹”这个词组里，动词“保留”限定“踪迹”，而被限定的名词代表整个表意组并将它应用到前边的系列中），而不是与后边表意组联结的谓语。正是因为动词没有承担文本统一体之成分的角色，也没有把成义过程传向后边，句子才无法到达句号，而处于悬置的状态。

动词的这种从属性远非意味着它消失了。恰恰相反，《数论》文本的大部分表意组是由人称动词形式的某种堆积构成的，最常见的是未完成过去时或现在时的人称动词形式。

1. 我看到了我的双目，但是它们变小了，而视力的显现更慢了，抽搐着面容，似乎它被一张网膜所覆盖，似乎照耀着下面很远很远的神经。

4.28 您看到了这一切，您会区分一个具体情况与一种类型……您张开双目吧，数数发生在您眼前的事情……

我们发现，所有这些动词都不指示一个已完成的事实或有待完成的事实，而表达某种形态、某种潜在性、某种被锁定的可能性，后者当然可能实现，但它的基本的独特性是停留在成为礼仪前的某种被悬置的神秘的程序。似乎某种分不清是名词还是动词的表意碎片借鉴了动词的语法形式，用以标示常见动词不表达的某种成义过程；某种超脱于时间和主体之外的成义过程，这种成义过程更接近名词的指示形式，而非动词的实现形式。这种动词趋向名词以标示某种意指方式的方向，欧洲语言里尚很少见，但在《数论》里通过种种动名词形式或动形容词形式的优势地位而得到了更好的标示。《数论》里充斥着原形动词、过去分词和现在分词。

1. 原形动词

2.10 我天生就是为了与她相贴，为了在当时的间接计划中跟随在她的身后，为了把我的前额印在她的缓慢退却中，为了把我的血液的跳动赋予她……

2.86 ……这件事需要重新表述，没完没了……这有待于没完没了地注射到器官、面孔、双手的运动中……这有待于重新会聚、重新印刷、重新让读者们阅读，让听众聆听，在每个具体和特别的形势中，通过所有手段重新武装……

或者在一系列从句中（2.10），或者在种种名词句子中，原形动词作为动词的名词形式，保持着一个句子不可缺少的两种动词功能：它承担着断定的语法联结功能，它证明被肯定事物的真实性（由此产生了“断定功能”，即“这是……”）。但是，由于是名词性质，原形动词缺少了纯粹动词形式所固有的特征：人称和时态等。因此，当它代替某种人称动词形式时，原形动词赋予句子（我们把这种句子称作文本的表意组，以避免与命题语句的经典形式相混淆，这种表意组是一种名词句或唤醒某种名词句）某种主体外和时态外的价值。当一个句子的动词功能由一个名词化的成分例如原形动词承担时，这个句子就避开了作者的主体性，甚至躲开了与说话者的任何关系（参见前引本弗尼斯特的著作）。通过相同的机会，它也避开了“因素”范畴，亦即避开了所有在时间范围内完成的东西，而仅仅标示某种可以在空间中发生的事物。这样它就圈定了某种意指场域，在那里发生的事尚未完成，因为它永远处于生发过程之中。因此可以说，我们面对着某种成义方式，它表示某种脱离了时间范畴，亦即脱离了“情景”和“叙述”概念，无始无终、既无信息发出者也无信息接收者、而是仅仅在某种浪潮中发生的生发现象，这种现象为了躲开结局和开端，获得了某种规则、命令、律条的价值，对于规则、命令、律条而言，主体及其时态和人称方式都被悬置起来了。

因而，原形动词在名词化的同时，规定了命令的法则，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仅标示命令，因为它名词化了。荷马的原形动词就是这样多次用来建构愿望和禁忌的，而希腊或印度—伊朗的任何原形动词皆承担着命令式的角色。多位试图恢复原形动词（尤其是吠陀中以-tavāi和tav

a


 结尾的原形动词）之前置词的语言学家们，都确立了某种自立的语法形式，其价值很接近命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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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时还可以发现，在上述引用的表意组里，原形动词保留了某种独立性，相当于表意组的成分，它附加在表意组之上，既不从空间方面也不从时间方面为表意组定位，仅仅与表意组关联起来或对立起来。缺失的主体命令一“客体”加入节段的其他成分；由于这个原因，该“客体”成为假主体，而代表言语父亲面貌的任何作者，一旦其身份被某种律条所遗忘，就被该律条的书写文字所异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转向名词的动词是如何标示语言生产格言、警句、论据、证据的方式的。它与人称动词相对立，后者标示语言生产叙述、情境、史诗的方式。反之，神话方式因而呈现出律条的方式，而我们就此理解，何以印度或中国的神话文本，或犹太教的神话文本，都写得犹如格言、编码、法律条文。在时间和人称之外生长、生发的东西，是唯一能够具有某种统摄力量和某种公式价值的东西。正是在这种变成法律的方式上，文本所瞄准的公式（由基因文本所生成的现象文本）才可能被陈述：唯一可以把其违规情况整合在内的法律，因为它可以在剩余名义下包含其变化、生发、无限等情况。

现代的印欧语言已经失去了标示变成法令的这种词汇的可能性和句法的可能性，这是先于礼仪的神话语言的可能性。难道就是为了修复这种失落，我们在《数论》中所观察到的文本工作竭力激活言语形式所遮蔽的价值吗？我们也许可以说，《数论》中所使用的动词的名词化形式原形动词，为句子必不可少的两大功能（联结和断定功能）增加了第三种功能，即无限化功能。它指向作为某种生产程序的成义过程，表示被陈述的东西是一个永久的变成过程，在时间和话语的机制上永远不受限制、而是永远在那儿、顽强在场的某种增长过程，某种由于在场而变成律令并因此而缺席于所是和现在的东西。名词化动词的这种无限功能可以用“正在”来诠释。然而，如果我们用动词être来诠释这样获得的文本的表意组，即句子或名词句，并立即指出，这里没有使用系词和认同意义上的être，而是使用与所有其他动词拥有相同权力、在梵语中意味着“生长、长大”的一个动词：其实，es形式提供的bhu-a如今已经失去了它的“变成”的价值，而仅仅保留着它的系词和认同者的角色。

在《数论》中，动词être在其未完成过去时和现在时的用法中所获得的，正是这种价值，因为它是我们所描写的文本表意组的构成部分，因为它被安排在名词化或形容词化的动词类中，并因此而躲开了任何生成价值、存在价值、现象学价值，而偏向对一行为的标示，该行为变成了某种永久的义务。应该以这种方式阅读所有下列句子：“Il était question de toutes les choses dessinées et peintes...”（“问题关涉被描画的所有事物……”）“c'était bien quelque chose d'entièrement inconnu et nouveau qui venait de se prononcer...”（“这确实是某种既完全陌生而又刚刚宣示的新颖事物……”）“j'étais arrêté au bord de mon propre rythme...”（“我停留在我自己节奏的边缘……”）“J'étais mon corps hors de l'étendu et du son et，simultanément，l'absence de ce corps，l'absence de l'étendu et du son.”（“我是延伸和声音之外的我的身体，同时又是这种身体的缺失，延伸和声音的缺失。”）

2. 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

作为动词的形容词形式，它们拥有把句子名词化、把句子从时间和主体范畴抽出来并把它引向断定现在形态以外的某种变成形态的相同功能。它们永远与它们所限定的一个名词相关联，以至于《数论》的几乎所有形容词都是动词的分词形式。因而任何修饰都是某种“正在……”，没有固定的品质，每种形态都使人想到它自身产生的东西：这就是过去分词的作用。现在分词模拟陪伴动词的时间性，因而仅指示某种程序而没有划定它在时间和空间的具体位置，也圈定公式从无限中浮现出来的这种场域。尤其因为陪伴原形动词的这种人称动词经常缺失于文本的表意组中，而现在分词似乎悬挂在由省略号所顺便开启的成义过程的多元空白处。

1.33 ...Ce que je pouvais dire，à partir de là，était lié à la force des manifestants occupant les rues avec leurs drapeaux，leurs armes—ou，au contraire，poursuivis dans les rues，bloqués，arrêtés，abattus... lié et livré en même temps à la chute immobile des nombres... Les ouvriers devant leurs usines，l'agitation gagnant de proche en proche... la conscience venue peu à peu que l'espace appartient à tous，une clarté neuve dissolvant les justifications de l'ordre，le dieu mouvant déguisé de l'ordre，la circulation du papier produisant en se retournant l'orientation du système entier...

（1.33……由此开始，我所能说的，与那些打着旗帜、带着武器、占领街头或者反之被追踪、包围、逮捕、殴打的抗议者力量相关……与无数人士直挺挺倒下的命运相关，同时又赋予这样的命运……工人们簇拥在他们的工厂门前，愈来愈近的躁动……人们逐渐意识到空间属于所有人，某种新的清晰解体了关于秩序的论证，解体了扮演成秩序的流动神，纸张的流通通过翻转而产生了整个体系的方向……）

4.100 ...Montant une dernière fois et flottant une dernière fois—vous touchant une dernière fois et vous faisant signe une dernière fois dans la tête de ciel illuminé répandue partout et sans peur，vous retrouvant une dernière fois plus loin que la nudité de métal et aussi dans l'envers égaré doublé de métal，vous，porté，jusqu'à la pierre qui n'est pas la pierre，multitude transversale，lue，comblée，effacée，brûlée et refusant de se refermer dans son cube et sa profond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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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词语句的众多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前，这里遗忘的不是一个动词être。取代这个现象动词être并因为成义方式中的某种调整，动词成分承担了某种名词功能，并非为了标示某种意义，而是为了表示该意义的产生，与其结局无关。“Brûlé et refusant de se refermer dans son cube et sa profondeur”与“ce qui est brûlé et refuse de se refermer dans son cube et sa profondeur”不是一回事。对系词的遗忘意味着成义方式的某种彻底改变，从一主体的确认过渡到下述事实，即书写在纸上的东西导向这里缺席的意义的生产。犹如句子自我反观并通过这些动—形容词或副词思考它自身的生产方式。因此我们不妨说，名词化的动词（或形容词化的动词）所拥有的无限化功能也是一种自我指示的功能，通过这种功能，文本的生产依稀迈向它发生的现在之外。事实上，现在分词并不代替“C'est moi qui me pense montant ... flottant，etc.”，而仅仅标示一个现在分词作为动词形式在语言史上所指示的东西：不确定时间或人物的某种程序。

一方作为指示某种潜在的、可能的和命令式的功能的名词性与另一方作为标示时间上的现在行为的动词性之间的这种区别，似乎构成梵语、也构成阿拉伯语都有的某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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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我们今天区分两种成义方式，即无限生产方式和现象实现方式，赋予前者以名词，而赋予后者以动词（不管对它们的功能如何解释，这里的“名词”和“动词”分别取它们各自在当今印欧语言中最持久稳定的意指范式的意义），梵语却拥有两种成义方式而不赋予它们或名词或动词的固定席位：名词和动词很自然地从一种过渡到另一种，且不会因此造成两种成义方式的区分被取消（参见本页注释①）。典型地体现从无限生存向现象实现这种传导的方式之一是派生于某种动词词根的形容词“支柱”，动词词根赋予包含它在内的名词以参与意指生产过程的特性，这种动形容词即指示前述特性：于是名词就变成了超脱时间和超脱人称的某种表意程序的场域和对象。这种支柱在拉丁语里就是以-ndus
 结尾的形容词：“tempus legendae historiae”意味着“le temps de l'histoire soumise au fait de lire”（“用于阅读历史的时间”）。通过以-ndus
 结尾的形容词，动词对名词的支撑和名词对动词的支撑，把名词指示为外在于它的某种生产的标志，以-ndus
 结尾的形容词赋予这种生产以性质，由于这种从属关系，该形容词随后变成了某种未来义务的标志。超脱人称的意指生产依赖于无时间性和未完成性（即依赖一个名词），它们从现时中抽身而出，把现时囊括在内。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由于这种超脱时间和超脱人称的生产而存在，而从现时的视点看，这种义务或这种债务呈现为某种未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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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文本通过作为存留的书写的支撑衍变到未来，《数论》是通过它的原形动词、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通过时态的使用，通过其微分的网络来指示的。这种微分——一个颗粒、一粒种子、一个数——犹如从梦幻中浮现而出，令人想起古代的-ndus词尾，然而更准确地严格重复了现在分词阳性单数的所有格，后者把表意空间与未来、生产与律条的这种交叉、这种分叉物质化：NTOS，像一个Y型十字路口一样置放在那里。人们可以有双重理解：从其开口（“液体的、雾化的、喧闹的背景”）到其竖切形式，或者相反，从读者的视角看，亦即从竖切形式到一代人，对于我们而言，后者仅呈现为大火之后满目灰烬的惨景：

3.19 ……然后是一个交叉路口，有一个分叉，需要在两条路中做出选择，考验明确刻在刀上，而刀插在墙上……然而，刻在刀上的句子既很容易理解，又无法解读，人们事先就知道它们喻示着什么，但是却禁止去验证它们。例如，在句子之一，我们可以解读出下述字母：

NTOS

这不是一个大家熟识的字或完整的词……人们可以说，在时间的长河里，字母重叠在这三个大的正面了，它们赤条条地立在那里，没有任何解释……

Y

在火灾发生的夜晚，人们不妨说，它们构成了灰烬中的一段消逝历史的画面，而空气本身切割了石块，在上面刻下了石块的思想，石块无法看到这些思想……其时我被外派，我离这里的距离是有限的，身子一动不动且很安详，这样给出的节奏似乎跳出了某种液体的、雾化的、喧闹的背景……从这里开始，重构得更快的场景向右边和眼底散去，通过目光所概括的整个晦暗的网络，无法到达他们那儿（无法到达他们读得懂的字母）……材料越来越分散，发酸，不断地吞噬着它自身的火焰……

文本就这样成了回忆、成了“重新经过路线的所有点、通过其既隐蔽又清晰的网络以期重新同时照亮他的回忆和一个到达转折时期的临终者的回忆……”（3.87）的某种巨型活动。但是，这种具化为在如今被其他语言史所介绍的基因文本中捕捉隐藏很深的成义过程的多元性的回顾，还不是在场；这一代人还没有成为言说的事实。正如我们曾经从古代语言的机制本身所发现的那样，即古代语言也从尚未现象化的生产程序中抽取出未来时态那样，这可以使它成为并等于“终于勾画未来”的举措。

3. 剽窃

向意义生产的这种开放不仅可以从表意组那里找到某种有效的中介者，也可以从“剽窃”即不交代出处的引语中找到有效的中介者。

来自神话文本（吠陀、《道德经》、犹太教的神秘哲学，或者通过分解当时意识形态、重新整合古老神话的现代文字，如阿尔托［Artaud］、巴塔耶［Bataille］的文字）、科学文本（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鲁克瑞提乌斯、数论、集论、物理学和天文学理论等）或政治文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剽窃通过把我们文化的三种决定性领域带回书面的这三重方向让人们看到了意义生产的一个侧面。剽窃成了今后被消费书籍中的古籍并被后来的文本一再引用，作为表意化的信息，它们昭明了意义生产线上的这些点，文本试图通过这些点向我们传达表意化的信息，以便让我们面对促使我们说话的这种多元性：

3.87 ……从开始拿来一颗脑袋，让它面对加工它的因素，并让它有机会表述它的梦想或使用它自己的时态进行思考，使一颗开放的脑袋这样处于能够理解它获得自己血液的网络，似乎所有的书籍今后都是席地而放并燃烧着……

这些括号里的节段与它们原初的语境、与它们的根相分离，它们反馈到自己的场域并非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而是为了指示该场域并把它添加到这种无限的工作过程中，它们只是这个无限工作过程的点滴。换言之，这些剽窃不是引语，它们不是为着神话、科学或政治而“出生”的；它们是文本搬上舞台的这种意义生产程序的天赋之物，并把神话、科学、政治重新放回支撑大脑思考的基因文本之中。因此，人们不应该把这些剽窃仅仅解读为神话、科学或政治陈述文，以这样的身份，它们是无法走出自己的具体场域的（尤其是科学陈述文）。而应该理解为隐蔽性栖居在作为微分的每次记录机制中的这种无限微分化的重构之中。

剽窃锻造言语链条并把现象文本引向基因文本的这种功能，尤其由它们所呈现的方式来标示。或者呈现为原形动词式的名词句或动词分词式的名词句（3.87），或者呈现为包括两个句子的节段（2.86），或者呈现为简单命题句（4.88），这些嫁接物发挥着我们称作“表意组”的作用。既无前言和导语，亦无结尾和论证，它们以匿名和生硬之身，劈开网络，忝居其间，由一条“/”来宣示。这个“/”既把从不同语境中拿来的节段分隔开，又在它们中间产生了相互反馈的关系以便产生这个它们是其“天赋之物”的空间。“/”既是分隔符又是统一符，既是非结束符又是休止符，是分隔和连接的符号，是跳上切口的符号；这个斜竖符号指示着马拉美从文本这种“构成中的总账户”的基础所找到的这种“持续不断的碰撞”和这种“恒星”。

也许我们可以说，任何记载成义生产工作的文本，都是建立在这种组织其间断场域的分隔—反馈原则上的文本。我们在这种分隔—反馈中确实找到了神圣文本（从吠陀到《道德经》）的矩阵，它们是由种种从不同方言中、甚至从语言史上的不同阶段拿来的孤立的阶段构成的，语言因此而不再被感知为某种统一体并呈现为无法由一种整体所包揽的片断的某种多元性。同样，当现代文本通过上溯重新发现自己的多元性时，它采纳了由分隔—反馈所代表的无限持续的间断性这种规律：例如，尼采的片断性思想就是在这种规律的基础上耦合的，我们且莫忘记，尼采的思想是一种回溯型思想。分隔是数的原初标示，它身兼某种分隔—反馈、分隔—返回、标示—冶炼，这种功能复加在文本于含蓄性爆发运行中所接触到的分隔数的功能之上。




四、超脱于时间之外



自杀或缺席，无所事事，为什么呢？——这是世上唯一的疯子，因为我一直解释的一件事：他不是现时的人，不——某种现时是不存在的。自以为与自己同时代的人信息不畅：当过去停息而未来姗姗来迟、两者复杂地混淆在一起试图标示差距时，他孤寂，偷窃信息，然而同样的无能。

——Mallarmé，Quant au livre
 ，O. c. 1372

公式生产之剧发生在由四个时刻所突出的时间里：三个是未完成过去时，一个是现在时。换言之，当动词不是原形动词、过去分词或现在分词时，它们就是未完成过去时或现在时。在《数论》一书内部，这些“时态”离开了它们在日常用法中的价值，而从形式方面重新找到了它们的记忆。

我们知道，未完成过去时如今从某种程度上是“过去的现在时”：在“连续性的风貌下，它指示与说话者主体相关的过去时刻一件尚未完成的事实”
 

[54]



 。在《数论》每个系列的前3个节段里，由原形动词或分词陪伴的未完成过去时，较少指示未完成状态，而更多指示相关的动作程序。似乎在《数论》中，未完成过去时基于自己的未完成风貌，却背离了这种价值，转而突出它的程序作用。在这种运动中，它现时化了，割断了与它可能包含的过去的任何关系，避开了延续概念而恰恰标示这种不延续的、不知道现在—过去—未来之区分的生产活动，动词的名词化或形容词化沿着同样的方向，尝试建立这种生产。一个未完成过去时论证自己的在场并非因为未完成，而是因为躲开了延续，因为从一直在那儿处于萌芽和种子状态（“一直存在的一种事件”——马拉美）的成义过程的形成活力中吸取自己的线索，但是这种成义过程从来不曾完成，从来不曾越过时间线条的入口，亦即不曾进入意义的在场状态，仅从这条线索、这种存在被吸纳进文本无限性的超空虚一侧被保存下来。点的缺席在文本的书写层面所标示的不曾进入这种状态（我们不妨重温一下省略号和代替省略号的破折号），把1、2、3节段的成义工作置于由未完成过去时所表意的超脱时间之外的状态。这种超脱时间之外给人以某种现在时、某种性能的幻觉。没有比这更不准确的事了，因为实质是这不是、也永远不是一个事实、一种存在，亦即某种在场；眼下的某种空格，后者不是现在已经实现的东西，而恰恰因为被排除在外、火苗之外而使上述实现的火种成为可能。通过对入口的这种挑战而拒绝与现在的任何认同，工作着的能指的这种活动是超脱时间的。我们不妨说，这是一种“伪时态”，我们应该把它写作“fotemps”，以突出这个语词拼写和词源方面的全部“暧昧”性（foris-
 temps变成了“temps faux”）。

离开现在舞台，它似乎转向过去，然而这确实是某种特别的过去：它没有达到某种结果，但却预期了它；它没有完成，但却有终极之风；它就这样既转移了现在，也转移了未来，且把它们的效果带回过去板块，后者因此而不再是某种时态。

法语语言缺少这样一类动词。未完成过去时可以承担这种功能，拉康（Lacan）是这样表示这种未完成过去时的独特个性的：“然而法语说：Là où c'était ... 让我们使用它所提供的某种明确的未完成过去时的恩惠吧。在当时本身，确有一点介于这种尚有微弱光亮的消亡与这种受到阻碍的开放之间，我可以到达从我的言说中消逝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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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还有法语未完成过去时的另一种定义，这次涉及的是动词“avoir”（有）：“把它放在一刻以前：il était là et n'y est plus（它还在那儿但又转瞬消逝了），但是也可以放在一刻之后：un peu plus il y était d'avoir pu y être，— ce qu'il y avait là，disparaît de n'être plus qu'un signifiant（它多了一点曾经在那儿的可能性，——先前在那儿的东西，消逝得只剩一个能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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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梵语里有一种完成时态，其神话用法与现在时和不定过去时的礼仪用法相反，很接近地提示了我们正在澄清的这种超脱时间之外的功能。

每个系列前三个节段由未完成过去时所标示的“伪时态”不是一种叙述时态。它不叙述任何故事，也不参照任何可再现的事实，即使“叙事”似乎在模拟种种事实。它不能像《数论》所使用的那样，出现在一部剧作里，也不能出现在一部小说叙事之中。倘若任何时态都是某种叙事时态，那么“伪时态”就不是一种时态：它放弃了叙事及其现在时、不定过去时和将来时的叙事方式。“伪时态”不叙述：它逐渐衍变到如今法语中未完成过去时所拥有的未完成的过去概念之外，像梵文文本的完成时态一样，“失去了它的表达力量并局限于指出事情发生在过去，以至于现在人们只能引述它的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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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见解似乎更应该这样阅读：问题的实质不是一个事实，意义之前文本形成的空间犹如一蹴而就，后者不能将它囊括进某种封闭的整体，它所经历的它像某种微分般与时间线条联结起来。

副词“犹如”或“然而”表示对这种“伪时态”的接触，后者将是某种延续（“-pendant”），在其他地方陪伴见识了我在这里实现的某种东西，并与这种相识和知晓的“这里”因为不同而相对立，否定它，颠覆它（“ce-pendant”）：

1.29 然而，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残疾身体，我们不妨说肌肉被耕耘了，且性器官被缝合，就像一棵硬邦邦的和闭合的麦穗直立着，我看着这第一个模型然后掉入一个狭窄的阳光能进入的囚室……不仅这样，我所在的整体，我身在那儿但却不知道我实际是怎么回事，就像“我”现在这样，这个整体不意味任何具体的东西……这种整体是长期无眼光的积累，是建构、晃动、制造、改造、运输、改型、毁坏等的分量……我越来越陷入这种阴影之中，总之，我知道我们为什么“与火山共舞”，这就是我思忖良久寻找的句子，这就是时间尺度给出和破坏的东西……

未完成过去时被置于无主句的若干从句里，被一些及物动词或没有宾语的动词所环绕，它重拾我们上文界定过的名词句的角色，另外它与这些名词句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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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未完成过去时不围绕某第三人称时，它围绕着“我”转，而这个“自我”要比我的内涵广泛得多；这是一个多重的“我”，像石子一样散布的、互相矛盾的“我”，他们的会合破坏了时间（“这里，人们可以同时说太阳放射出光明和某人陨落了……这就给出了一个暧昧的氛围并破坏了时间的尺度”）。与不可分割的个性相对立的“我”是多重性的，被一堵墙与自己相隔。不指出行为时间和行为场域的这种超脱游戏、超脱时间之“自我”的未完成过去时，这种“伪时态”，把自己指示为不可定位和不可定时的东西。

未完成过去时作为文本之结节的场域，作为使文本成为可能的“抵制结”（1.13），让时间从这种在深处生发的网络之外流逝：“时间于是就在我的上方的表面穿越和卷过，至于在水井或矿井里，我越来越接近我自身被隐藏的形式。”微分网络、抽象数不是一种时态：“时间与数本身的陌生程度与马和人与表示他们（它们）数量的数字一样陌生，也与马与人之间同样陌生。”它是通过临时性的意义之墙，接触在没有时间状态中生产它的东西。

……

（史忠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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